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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感兴趣的不是建起一座楼房, 

而是让所有可能的楼房的根基在我面前清晰可见。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M 1944年）





将布迪厄带入城市

本书以我三十年来关于新自由主义大都市中的边缘性 Xi

(marginality \ 族群性(ethnicity)和刑罚性(penality )的比较研

究为基础，尝试将皮埃尔•布迪厄作为城市理论家来展开全新解

读，并借助布迪厄的理论框架来阐述一种新的城市理论构想。⑴

本书邀请各位读者通过我所说的符号空间(symbolic space,我们感

知并组织外部世界的精神范畴)、社会空间(social space,不同形式

的资本分配)和物理空间(physical space,建成环境)的三元辩证

法(trialectic)来探索城市。在这种解读下，布迪厄的拓扑社会学

(topological sociology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工具，不仅可以为城市社

会科学注入活力，而且还将挑战其中的典范与准则，并重新设定

该领域的分析参数。

简明扼要地陈述一下本书的核心论点：我提出要重新思考

“城市n ( the urban ),要将之视为多种资本展开积累、分化和竞争

的领域，视为各种惯习(habitus)之间混融、碰撞的地带，而这种 xii

混融与碰撞使城市成为历史斗争的中心场所和筹码。这一新布迪

厄主义的(neo-Bourdieusian )大都市社会研究纲领强调符号权力

(symbolic power )和国家的角色，而在阐述这一纲领的每一步中，

我都将直面反对意见，并对来自不同学科和国家的批评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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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些对话都精简纳入书中，尽管这偶尔会显得冗余，但我希

望这样能让本书论述得更加细致和清晰。略显不谦虚地说，这本

书的目标是改变读者对布迪厄的理解，以及对大都市的看法。

与之相应，本书的论点是针对两部分受众而提出的：一是城

市研究从业者——城市研究在这里是指对城市化、城市性和城市

不平等进行探究的跨学科领域；二是有兴趣将皮埃尔•布迪厄的

研究工作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展开剖析和运用的所有社会科学和人

文学者。我将这本书命名为《城市中的布迪厄》，以表明在有关大

都市的理论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我希望以我对布迪

厄的重新解读来激发新的经验研究课题，而不是为纯粹理论家带

来良知上的困扰。

本书共有三章，每一章都可以单独阅读，因为每一章都是由

一次会议的主题演讲经过全面修订后产生的。在这些会议上，布

迪厄的研究都对城市学者发挥着或是显明，或是潜在的影响。每

次演讲之后，都有一个现场出席或以书面形式组织的研讨会，而

在这些研讨会上我都反复思考澄清并例证我的观点。尽管这本书

起源于经验研究中的具体困难，但我将基于抽象层面的论证来展

开认识论阐释、概念阐述和分析拓展。这部作品致力于鼓舞并启

发进一步的研究，而不是在学术理论的万神殿中争夺首要地位。⑵

另一方面，本书的三章也是互为基础的，从布迪厄早期至晚

期的研究，进入我自己的研究；从符号空间一社会空间一物理空

间三元辩证法所确立的原理，进入这些原理在两极化大都市里边

缘性、族群性、国家的致命三角关系中的分析应用；最后重申了

（新）布迪厄主义城市社会科学研究框架的独特特征。这些特征包

括：该研究框架在认识论上是具有反身性的，因为它精心地构造

并澄清其中的概念；它从国家开始研究，并将国家视为最高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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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权力和科层机构；它涵盖整个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而不仅仅

是考察其底层区域(就像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城市社会学家都

习惯做的那样)；它将社会行动者视为娴熟的符号生物，积极参与 xiii

他们世界的搭建之中(尽管是处于一定的限制和胁迫之下)；最

后，该研究框架是冲突主义的(agonistic ),将城市内的斗争以及

围绕城市的斗争置于其分析的中心。

这本书也是一部自我澄清和自我批判的作品。⑶空间三元辩

证法实际上指导了我对城市边缘性的研究，但我只有在作回溯的

时候(第一次是2010年10月在剑桥大学建筑系演讲时),在来自

读者提问和听众异议的压力之下反思该研究的过程中，才开始领

会到这一点，并将其形式化。事后看来，我并没有完全理解布迪

厄的拓扑学论证模式的普遍性及其力量。我先前没有恰当地将文

化生产场域的专家围绕贬逐街区(neighborhoods of relegation )之

表现所展开的争论作为主题，也没有充分挖掘惯习的主动性一面

来刻画贬逐街区的居民如何重塑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空间污名(如

今我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做了这项工作)。我之前描绘了一幅二元化

大都市(dual metropolis )中围绕空间而展开的物质斗争和符号斗

争的图景，但这个图景是片面的，因为它是基于对斗争结果的认

识而得出的，因而掩盖了未发生的平行历史可能性。这本书也构

成了我的《“底层阶级"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he “Underclass")

(Wacquant, 2022a ) 一书的续篇。《“底层阶级”的发明》是一本关

于知识政治(politics of knowledge )的案例研究，同样运用了反身

性的认识论原理，描绘了一个种族化的“民间恶魔”在美国超贫

民窟(hyperghetto)的兴起、扩散和衰落。

弄清楚布迪厄对自己某个概念的意思表达或使用方式，帮助

我更好地理解了我在努力思考和从事的事情。这并不像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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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绘的那样，是从黑暗到光明、从谬误到真理的瞬间奇妙飞

跃，而是按照历史理性主义的原理，在缓慢地、永无止境地迈向

一个更加可控的、逐渐“近似”现实的对象建构。⑷例如，我花

了二十年时间才理解，我曾作为刑罚制度来研究的监狱，也是一

个典型城市制度(quintessentially urban institution )---------旦你说出

来，这就是显而易见的了，但随后这将完全改变你对城市中的政

治生产和遏制不稳定性等问题的阐述方式。这种认识本身引出了

xiv 进一步的问题，即城市社会学如何能够忽略这个在众目睽睽之下

隐藏的核心制度。这反过来又会使人们质问国家在大多数城市研

究中的缺席；而当这些研究确实将国家纳入考虑时，所采用的狭

隘观念也会受到质问，因为其将国家视为一辆急于追赶“社会问

题”的救护车，在上游先发边缘性的情况下到下游处理边缘性。

需要承认，要达到建立成熟的新布迪厄主义城市社会科学的

标准，是一个高要求的艰巨任务。但有这些标准的好处在于，为

城市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个理想规范去追求。就像皮埃尔•布迪

厄喜欢在他的研究团队会议上强调的那样，“让我们开始工作吧”。

注释

[1]这里的“新自由主义大都市”是指一种后工业城市，其经历了经济上的放松

管制(即有利于企业的再管制)、公共服务经由类市场机制进行的收缩与重组、社会

保障网络的缩减，以及刑罚网络的相应扩大。其中的所有这些元素都被技术效率、财

政预算完整性和个人责任等用以辩护的说辞黏合在一起(Wacquant, 2012a)。我将在

第三章阐述新自由主义的概念，见本书边码第147—149页。

不熟悉布迪厄的勇敢读者可以在Wacquant, 2008b中读到有关其个人生涯与治学

轨迹、主要关切与核心概念，以及其在支配、文化、科学与政治等方面理论的简要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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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读者也可以在 Gisèle Sapiro 精心编撰的 Dictionnaire international Pierre Bourdieu

(2021 )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条目阅读。

[2 ]“让概念发挥作用(making concepts work )比在概念上下功夫(working on
concepts )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尤其是对于在科学研究中毫无用处的概念

而言0**( Bourdieu, 2015: 201 )
[3]这就是社会科学应该有的运作方式：“所有的科学知识因此都要接受自我批

判。在现代科学中，人们只有通过不断地批判自己的知识才能得到指导on( Bachelard,
1953: 123 )

[4 ] Vincent Bontems ( 2010: 48—57 )曾对 Gaston Bachelard 科学哲学中的“近似

主义"(approximationalism )展开了清晰的论述。这一立场与Max Weber ( 1947 )的
视角主义认识论(perspectival epistemology )是一致的，特别是与后者将"理想类型"

(ideal-type )作为对象建构的理论指导工具的相关阐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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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4
刖 5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严格意义上的城市理论同时经历了消 1

散与繁盛。消散是指旧的城市理论范式，如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

态学、新马克思主义对空间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以及韦伯

式政治经济学方法对市场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逐渐失去

了在城市研究中的支配性地位。繁盛则体现在新的理论观点层出

不穷，从女性主义和(短时期的)后现代主义，到符号学和寻常

城市主义(ordinary urbanism ),再到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组合理论

(assemblage theory ),还有后人类城市(posthuman city )和试图从

所谓全球南方的视角重新分析大都市的后殖民理论。⑴

寻求进入_个流变中的领域

与此同时，广义上的当代城市研究已经变得分散多元，甚 2

至分化为相互之间很少对话的大致六个主要研究集群。⑵每个

集群都没有特定的中心，对这些研究集群做一个粗略勾勒将有助

于定位本书的目标和内容。第一个集群是一些抽象推论取向的理

论家。他们借鉴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èbvre )、米歇尔•福

柯(Michel Foucault \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等(通

常是法国的)哲学家的思想，在更大的尺度上研究“城市”。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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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以研究全球城市(global city )和星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 )的学者为代表。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 )的著

作是这一研究取向的典型，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 )和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则是两位同样勇敢地从城市

跳跃到整个时代的理论家，就像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在

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同样站在这一旗帜之下的还有针对新自由

主义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和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者，只不过他们采

取一种更加经验性的研究方式。［3］该集群中的学者大多是地理学

家，擅长理论抽象，弱于历史研究，论文多发表在期刊《对跖点》

(Antipode )上。

第二个集群在研究主题、方法和尺度方面都兼容并蓄且涵盖

广泛。其中包括研究大规模城市集聚的宏观社会学家，他们偏重

于对街区层面的过程进行统计研究［例如帕特里克•夏基(Patrick

Sharkey )的《困在原地》(Stuck in Place, 2013 )］;还包括更贴近

实地的学者，他们运用微观社会学、组织研究和现象学理论进行

研究，并且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他们探究的不是结构，而是被视

为不平等、文化和行动发生场所的大都市中的社会生活肌理［例

如福里斯特•斯图尔特(Forrest Stuart )的《子弹民谣M Ballad of

the Bullet, 2020 )］。这些学者在处理空间生产的议题时，不是为了

讨论尺度问题，而是要去追踪城市性的制度生产及其不满［例如

安妮•兰伯特(Anne Lambert )的《“所有业主！” ——楼阁的幕后

实情》("'Tous propriétaires! M L'envers du décor pavillonnaire, 2015 ) ］o

这一流派的城市研究经常获得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城市与社区分会的罗伯特• E.帕克奖(Robert E. Park

Award )o这些研究追踪城市中阶级、族群、性别与性、政治等方

3 面的分化⑷，偏好于中层理论，并使用轻快友好的笔触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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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阐释由直接观察得来的当地发现。美国的“城市民族志”

(urban ethnography )传统即属于这一范畴，尽管其中很多是轻松愉

快并且非理论的。这些学者大多是社会学家，弱于抽象性，擅长

制度分析，论文多发表于《城市与社区》(City and Community )期

刊上。

当代城市研究的第三个集群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聚焦于城

市政治、经济、政策以及由城市精英和政府官员所定义的社会问

题。相关研究通常是反理论的(anti-theoretical),因而轻松舒适。

这类研究将大都市的社会秩序和空间秩序视作一个既定事实，围

绕狭义界定的主题发表了大量在技术上无懈可击的文章，正如主

流期刊上的大量关于隔离、移民、住房、犯罪、街区、城市政治

和区域发展的研究。该研究集群由城市经济学和城市规划主导，

并且时不时会在商业书籍中形成大众喜爱的表达内容，而这些书

籍主要针对城市管理者和规划师提供浅显的经验概括和预测。该

集群中的代表是(中)偏左派的明星城市学家理查德•佛罗里

达(Richard Florida)和(极)右派的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的大作。⑶身处其中的研究者大多是经济学家，擅长

方法论，弱于概念化，论文多发表在期刊《城市事务X Urban
Affairs )与《城市研究M Urban Studies )上(尽管该期刊非常不拘

一格，这令人称赞)。

城市研究的第四个集群最近正在汇聚，探究数字技术和生

态恶化的影响，主题包括“智慧城市” “网络化城市”“可持续城

市”“韧性城市”“公平城市”等。⑹他们在学术、技术和政策的

交汇处发力，以解决大都市扩张、城市工程、市政管理等方面 4

的紧迫问题。最近，“城市科学”方面的引领人士也加入了这一

行列，他们在城市新发布的大数据海洋中畅游，旨在将这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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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作为"复杂适应系统(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 Bettencourt,

2021 )来加以把握一一这实际上是以一种庆贺的口吻重提20世

纪60年代关于反城市的陈词滥调，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计

算机科学家杰伊•福里斯特(Jay Forrester, 1969 )先前用同样的

系统方法证明城市注定要灭绝一样。这些学者吸引到的资源和关

注度与他们的学术贡献并不相称，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大多以

城市规划、数据科学和环境设计与工程为大本营，实践性强，学

术自主性弱，研究多发表在《环境与规划B:城市分析与城市科

学》(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 )

和《可持续城市与社会》(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等新期

刊上。

第五组集群，不同于上述包括星球城市化研究在内的其他四

个集群，甚至与其相反，主要是关于全球南方的城市性和城市化

的研究，旨在补充、挑战北大西洋国家的城市研究，或使之本土

化(provincialize )o这一集群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是宏观层面的聚

落、规划、环境、政治等内容，以及微观层面的非正规性、公民

权、文化创新、暴力、政治机构等，并且对“贫民窟”也有执著

的关注。⑺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

政治学；他们擅长理论和比较，但规范性较弱。该研究集群还没

有形成自己主场的出版物，但是，他们在《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

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上找到

了施展出路。

最后，新一代历史学家也对当代城市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他们已经开始将视野扩展到新的研究对象和国家，采取长时

段(longue durée )的视角，并吸收了定量方法来进行研究。尤恩

(Ewen, 2016 )在对该领域进行评议时，指出了其中对空间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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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城市治理、城市文化和建成环境、大都市中心之间跨国网

络的增长和传播等方面的新颖探索。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 5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着较高的学科壁垒，再加上英语世

界中进行的城市研究存在深刻的现世主义，所以历史研究通常被

其他城市学者所忽视。正如我们可预想的那样，城市历史学家擅

长叙事而弱于理论，论文多发表在《城市历史杂志M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上。

本书定位在前两个研究集群的交点上，即处于高度理论化和

制度主义分析之间，并在最后一个集群的启发下，将假借大西洋

两岸过去两个世纪的城市边缘性历史(Wacquant, 2022a: 10—12、

15—27、125—127 )来呈现。与第一组研究集群相似，本书内容较

为形式化和抽象化，因为其旨在阐述皮埃尔•布迪厄的认识论立

场(请注意，他作为法国社会学家，最初曾接受哲学训练)，并将

他的社会理论拓展到关于大都市的结构性研究，将之视为多种空

间与资本的动态联结。与第二组集群的相似之处在于，本书阐述

了可在多重尺度上(包括实地研究层面)用于把握城市实践、城

市体验和城市制度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是由有血有肉的、娴熟的

行动者建构的。除此之外，本书间接地批评了第三个研究集群，

即关于城市社会问题的实证主义科学，并打算勾勒出一种分析思

路以在各大洲之间架起桥梁，来为第四组研究集群，即为全球南

方城市研究提供概念支撑。

此外，我提出将布迪厄作为城市理论家的这一全新解

读，也运用了实用主义的理论构想，其基础是加斯东・巴什拉

(Bachelard, 1938)、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 1952 )

和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 1957 )的历史认识论，并

由布迪厄等人(Bourdieu et al., 1968 )引入社会科学中。这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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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想将认识论与常识(包括日常性的和学术性的)之间的断

裂放在首位，要求在概念上保持警惕，并强调科学演化中的非

连续性。⑦在这种科学哲学思想看来，理论的价值在于它能够

产生新的、明确的经验对象，而不是用来与其他理论进行学术

之争。

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

6 这本《城市中的布迪厄》并不是要把结构主义和现象学对城

市的看法作折中式的结合，以重演布迪厄(Bourdieu, 1980a)对客

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致命对立的重要批评；它的目的也不仅仅

是要在城市研究者为之屈膝的理论家万神殿中为这位写就了《区

隔M Distinction )( Bourdieu, 1979 ) 一书的学者腾出位置。我将这本

书视为对城市研究经典的挑战，而不是对它的补充；我也将之视

为一个跳板，来对城市理论和城市调查进行可能的重构，并探索

我所命名的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布迪厄主义三元辩

证法。[10]

关于符号空间，布迪厄在《语言与符号权力)[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 1982 ) 1991 ]中指出，它是关于认知范畴的地

形学(topography ),人们借助它来切割繁复多样的经验材料，并

对人物、地点、物体和活动进行分类。这些精神网格(就其最

简单的形式而言，常为相互依存的二元性概念所刻画，例如男

性/女性、高/低、左/右、主动/被动、公/私等)塑造了我们

思考、感受与行动的方式：通过在身体内部的积淀，它们构成了

惯习，因而承载着我们的历史，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历史。它们

被赋予了权威和支配力，因而受到国家、宗教、科学、政治和

法律等最高符号机构的支持，并且/或者受到阿尔弗雷德•舒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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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Schutz )所珍视的日常生活"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 )

的支持，而这种“自然态度”则是共同社会化、社会典礼和制度

仪式(rites of institution )①的结果。“n要点在于，用来映现世界 7

的这些认知范畴不是先验的共相——就像伊曼努尔•康德和经典

新康德主义者认为的那样——而是从铭刻于身体和制度的分类斗

争中产生的历史化形式(Bourdieu, 1979: 543—585, 1980b, 1997:

Ch. 4 )o

关于社会空间，布迪厄在《区隔X 1979 )—书中指出，其是

指行动者在客观位置上的多维分布，这些位置由对一般化种类的

有效资源或资本(capital )(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

和符号资本)的分配所定义的(此处的一般化种类还可以根据不

同场域或子场域作进一步的具体化，例如学术场域中的官僚资本

与智识资本)。为了理论分析的简明化，这些多维度可以被分解成

资本总量(包括其不同的形式)和资本构成(特别是经济资本和

文化资本的相对权重)这两个轴，外加用以刻画资本总量和资本

构成随时间变化的第三个轴。在我的理解中，社会空间是一种一

般化的"母范畴n ( mother categoiy ),从中产生了更为具体的场域

(field)概念；后者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空间，其特征是分化与自

治，是一种双极组织(bipolar organization ),也是对特定权威的垄

断(Wacquant and Akçaoglu, 2017: 62—64; Wacquant, 2019 )o 社会空

间的划分使那些围绕社会"构想与区分的原贝(principles of vision

①“制度仪式"(法文：les rites d'institution)由布迪厄基于法国人类学家阿诺

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
法文：les rites de passage)概念而提出，意在指出所有的仪式都致力于将

某个任意划定的边界神圣化或合法化，促使人们将某种限制视为正当合理

的，并由此而在共识层面培养人们对它的误识(misrecognition)。----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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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ivision )①而展开竞争的等级制和力量实体化了。这些原则例

如阶级、族群、性别、国籍、公民权等，是群体塑造和提出主张

的策略基础。

至于物理空间，布迪厄在早年的著作《单身者舞会》［乃。

Bachelors 'Ball, ( 1962 ) 2002 ］和《连根拔起》(Uprooting, with Sayad,

1964 ),以及后期的《世界的苦难》(乃。Weight of the World, 1993 )

和《经济的社会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Economy, 2000 )

等书中都有涉及，指的是有界的、三维的物质广延，行动者和制

度在地理意义上处于其中，并且他们的行动“发生"(take place )

于其中，即字面意义上的发生(happen )并占据某个场地和一定

的体积。物理空间在经验层面的一种具体化呈现是城市的建成环

境(built environment ),包括基础设施、建筑、通道、公共空间等。

建成环境扮演着不同资本种类的硬质容器和支点，而这些资本不

平等地分布(社会空间)在人们的各种关键社会范畴中(符号空

间)。因此，物理空间深刻地嵌入人们的行动公式中，不仅在施

加物质限制和提供便利，而且会成为精神范畴的具体化空间(如

当支配者头脑中的城市意象成为现实地貌和建筑实体时)，以及

社会分化的具体化空间(如当社会空间的分隔成为各自独立的街

区时)。［12］

8 上述每一种空间都“充满着”其特定的历史，这些历史通

①“构想与区分的原则”(法文：les principes de vision et de division)是布

迪厄使用的术语，用以说明行动者在认知与构想(envision)社会世界的同

时，会不可避免地将其区分(divide)为具有不同意义的范畴。在1986年

于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演讲(后收录于Choses Dites—书)中，布

迪厄曾提出社会世界是根据人们的构想和区分原则来表达和建构的；在其著

作《国家精英》的开篇，布迪厄也指出社会世界在客观上的分化与行动者施

加于其上的构想与区分原则之间存在对应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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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认知图式的安排、资本的分布、不断演变的城市景观而被具体

化；每种空间也充满了自身与其他两种空间之关系的历史。在为

了占有物质商品和符号性商品而进行的斗争中，每一个空间都同

时是这些历史斗争中的一种产物、一种筹码、一种武器。作为产

物(product)：以分类系统为例，如美国政府使用的族群分类学,

其源于为了承认某些类别并使之制度化、同时抹除其他类别而所

作的斗争。这在克里斯蒂娜•莫拉(Cristina Mora, 2014 )关于20

世纪70年代及之后西班牙裔美国人之发明的精湛研究中已得到证

明。作为筹码(stake)：这些分类学也是一种保护或颠覆策略的目

标，例如人群中的特定成员(混血美国人或非洲裔法国人)在为

得到政府的承认及其在民族文化中的可见性而斗争时发生的情况

(DaCosta, 2007; Ndiaye, 2008 )o 作为武器(weapon ):基于政治场

域中既有族群分类法的动员使不同群体能够对公共资源和私人资

源提出要求，例如在教育、就业和选举中的保护性、优抚性或补

偿性权利或机会，又如苏联、印度和美国的平权法案计划(Martin,
2001; Weisskopf； 2004 )o

与之相似，城市的物理结构是围绕地点开展的历史斗争的分

层化产物，其中包括市场价值的支持者与使用价值的支持者之间

的斗争[Logan and Molotch, ( 1987 ) 2007 ]o这些斗争在社会空间

中进行：如果我们将被隔离街区视为住房歧视的历史沉淀物，视

为过去的阶级斗争在住房地形学上的投射来思考，就能理解这一

点。城市的物理结构也作为筹码，卷入有关人群和商品在各区域

分布的持续斗争中，正如围绕士绅化、土地使用或基础设施项目

的争斗所表明的那样。此外，地理布局还是一种武器，可以用来

催生或阻碍封闭策略(strategies of closure )o例如，在消极层面,

人们可以运用自然和人为的障碍来围堵不受欢迎的人群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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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层面，物理上的邻近性和具有地理密集性的制度网络会促

成社会空间中的集体动员和群体塑造。tl3]

由此，根据布迪厄所述，社会生活在拓扑学层面上可以通过

追踪三种空间之间的相互投射和动态转置来进行剖析：

9 所以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社会空间的结构呈现为空

间对立的形式，居住空间(或被占有空间)成为社会空间

的一种自发符号化形式。在等级化的社会中，没有空间不是

等级化的，没有空间不在表现着社会等级和距离。其表现

形式或多或少是扭曲的，或委婉的，而且尤其会借助自然化

效应(effect of naturalization )来实现。这种效应来自社会现

实在物质世界中的持久铭刻。如此一来，由不同社会逻辑产

生的差异便可以被视为源于事物的本质(想想早期芝加哥学

派所推崇的“自然边界”或“自然区域”概念)。(Bourdieu,

1993a: 159)

在任何时候，资本的空间分布结构都记录了围绕布迪厄

(Bourdieu, 1993a: 164 )所称"空间利润"(profits of space )而展开

的社会斗争之间的平衡，这些空间利润包括借助定位、地点等级

结构中的排序、空间占据而获得的利益。这些在空间内的和针对

空间的地理斗争或是以个体形式进行(如迁居流动)，或是以集体

形式进行(如关于住房、市政服务或环境政策的政治竞争)。

所有这三种空间都必然牵涉社会行动，而且它们会像地壳板

块一样不断地相互摩擦。从多重空间的角度来思考，使我们能够

关系性地思考(think relationally ),或者说是拓扑性地思考(think
topologically )[14],而这是通过追踪精神结构、社会结构和地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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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层次化关联来实现的。埃米尔•涂尔干

(Émile Durkheim )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 )在他们的经典

文献《原始分类》["Primitive Forms of Classification,,, ( 1903 ) 2017 ]

中，假定这三种结构之间存在完美同构；但布迪厄不是这样做的，

而是邀请我们去探究三者之间出现的各种重复、扭曲、隔阂、脱

节，这些内容源自上述三种空间内部及相互之间的斗争，旨在保

持或改变三者之间对应性的历史状态——包括从完美同构到完全

脱节的整个范围。

因此，布迪厄(Bourdieu, 1993a: 160 )指出："社会空间会

将自身重新转译为物理空间，但总是以一种或多或少被打乱

(brouillée )的方式进行。”他还坚持认为，由于社会现实的语义弹

性(semantic elasticity of social reality )①，将符号空间映现到社会空

间以使共享身份成为可能，并激发群体的形成，这从来都不会完

美地实现：“社会世界可以根据不同的构想与区分原则一一例如经 io

济区分和族群区分，并以不同的方式被表达和建构on ( Bourdieu,
1989b: 19)而且这些原则的相对效力在现实本身中就是岌岌可危

的。简而言之，这位法国社会学家邀请我们将行动者的认知范畴、

行动者在多维度分层秩序中所占的位置，以及他们在城市景观中

的地点和旅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在推进上述议程方面，这本《城市中的布迪厄》汇集了在英

国约克、葡萄牙波尔图和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三次会议上发表

的三篇文章，并经过全面改写和扩展。这些会议提供了很多机会，

以推动皮埃尔•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框架在城市现实中的应用。

①在布迪厄的笔下，社会现实的“语义弹性”(法文：élasticité sémantique)
强调社会世界中事物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导致我们理解和表现社会世界的

方式不是固定或普适的，而是被社会背景或文化情境所塑造。——译者注

11



依序来看，本书各章将挖掘布迪厄拓扑社会学的认识论原则，并

将地域污名化（territorial stigmatization ）概念作为符号权力在城市

中的典型表现来展开阐述，以及回溯我是如何借鉴《区隔》一书

作者的学说来探究新自由主义大都市中阶级分裂、族群区分和刑

罚化（penalization ）之间的三角关系的。因此，这本书希望实现一

种彼此间的双向阐明：运用我对城市不平等和边缘性的研究来阐

明和拓展布迪厄的理论，并利用布迪厄的理论来说明我的探索并

回应对我的批评。根据历史认识论的信条，我在证明布迪厄早期

城市理论的价值时，不是将其与既有的相似理论进行比较和对比,

也不是去揭示其与纯理论家津津乐道的神圣文献之间的分歧，而

是致力于阐明该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哪些新的经验问题域。

最后再做一个理论澄清。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

的三元辩证法也许会让读者想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

尔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de l'espace,

1974 ）中提出的"感知的"（perceived）、“构想的"（conceived）和

“生活的"（lived）空间三要素（triad）。这两组概念的不同之处在

于，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建立在三个不同的构念（constructs）之

上，捕捉到社会行动的三种模式（或者说是铭刻于身体、制度和

物质性中的历史），并构成了权力分化的组成部分（这是通过资

本、物质和符号的分布而实现的），但列斐伏尔的三要素理论是指

物理空间的三个方面，它们彼此重叠（生活的空间被容纳于感知

的空间和构想的空间之中），并且该理论未将支配考虑在内，而

且指向的是空间的不同使用者（构想的空间是规划师、工程师和

技术专家的空间，而生活的空间是“居住者”以及艺术家、哲学

家的空间），而非社会存在与空间存在的不同模式（不论能动者为

何）。此外，对于布迪厄而言，在社会行动的三种模式之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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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和结构上的对应性（或同构性），而列斐伏 11

尔在他提出的三要素之间具体关系方面则几乎没有给予我们什么

指导。

城市中的实践与符号权力

第一章将呈现本书的概念范围和主题框架。首先，我将重温

布迪厄年轻时所写的有关权力、空间和城市形式在法国贝阿恩省

（Béarn ）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地扩散的著作，以此确立布迪厄的社会

学研究对城市学者的重要相关性。在这两个案例中，城市化都是

转型发生的关键载体，而城市、城镇或营地则是锚定力量的场所，

这些力量即溶解法国农村的社会肌理、推翻法国在北非的帝国主

义的力量。布迪厄剖析了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

间（1954—1962年）拘押数百万阿尔及利亚农民所用的再安置营

地，揭示了符号空间、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因大规模强制性迁移

而造成的剧烈脱节：认知范畴、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和在营地布

局中的定位被打乱了，而没有调整一致，这产生了 “反城市的城

市性"（anti-urban urbanism ）这种矛盾形态。布迪厄早年的这些研

究表明，所有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都具有空间相关性和可能性

的条件；社会距离和权力关系都是在对物理距离的操纵中得以表

达和加强的；以及，与资本积累中心（经济资本、军事资本或文

化资本）的邻近性是社会变迁力量及变迁速度的关键决定因素。

随后，我将讨论支撑布迪厄的研究、同时可以有效推进城市

研究的四个基本原理，即：巴什拉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rupture）时刻，韦伯关于将行动者（惯习）、世界（社会空间）、

研究者的认知范畴（认识论上的反身性）进行历史化的邀请，莱

布尼茨与涂尔干的研究中运用拓扑学论证模式的强烈要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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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 )关于要注意符号结构的建构效

能的指示。关于我所称的布迪厄的拓扑学本能反应(Bourdieifs

topological reflex ),即从几何构型的角度进行思考的冲动，我将揭

示它的起源和方法论，并详细阐明了它的分析效果。通过将这些

原理放在历史认识论的背景下展开论述，我将为希望采用布迪厄

主义研究思路来分析城市中实践和权力的学者提出三条建议：避

免概念拜物教、提防“讲布迪厄语M ( speak Bourdieuese )的修辞学

诱惑，以及要毫不犹豫地从布迪厄思想工具箱中挖掘出某一个理

念(而不要觉得必须完整地展开他的分析)o

对于城市理论和城市调查而言，布迪厄是一笔财富。就像在

社会研究的其他领域中一样，布迪厄促使我们提出新颖的问题、

生成新鲜的研究材料、撰写出丰厚的描述、详尽展开深层的阐释,

12 并对社会现象做出强有力的解释一一简而言之，他使我们构建出

只有在他的帮助下才能产生的科学对象。作为一个根本上的折中

主义思想家，布迪厄首先受到了认识论原则的规约，践行着他喜欢

称之为"概念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 of the concept )的思想，因而

他会忌惮于那些要求人们全盘接受其思想“体系”的道统观点。事

实上，布迪厄曾公开表示：“就像马克思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

样，我想说我既不是布迪厄主义者(Bourdieusian ),也不是布迪厄

神(Bourdivine )。”( Bourdieu, 2005: 325 )[15]2018 年 1 月和 2021 年

1月，《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发表了两组文章。作为使“布

迪厄来到城市”的“介入手段”，这两组文章展现了布迪厄理论的

分析可塑性、方法论的多功能性和经验层面的生产力。仔细研究他

的理论，我们还可以发现沉睡于其著作中的一个新颖构想，即“城

市”是多种资本发展繁荣的场所，以及各种惯习的交汇之处。

第二章以我在《城市放逐者》(Urban Outcasts, 2008a)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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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阐述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探索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

在城市光谱最底端中的三元关系。这一章将重新审视并详细阐

述我提出的“地域污名化”概念。这一概念由布迪厄［Bourdieu,
( 1982) 1991 ］的“符号权力”学说和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inan, 1963 )的"受损身份n ( spoiled identity )模型结合而成，

旨在刻画地点污痕如何影响受贬损地区的居民(他们的自我意识、

他们对于自身在城市中所处位置的构想，以及他们用于在社会与

空间中进行再生产和流动的社会策略)、周围的市民和商业经营

者、政府的基层官僚机构、文化生产场域的专家(如记者、学者、

政治家)，以及如何影响政府官员和政策。

我将勾勒一个关于城市中空间污名(spatial taint )的生产、流

通和消费的拓扑学模型，它可以指导我们开展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探索符号空间如何通过社会空间而映现到物理空间。我将论证，

弥散的地点污名(place stigma )是一种新颖而独特的现象，它在

20世纪末随着隔离街区(即美国的黑人共同体贫民窟和西欧的同

质化工人阶级地区)的解体而显现出来，而这种隔离街区是福特

制一凯恩斯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的标志。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地

域污名(territorial stigma )不同于工业城市中由“底层社会” (bas-

fond^ Kalifa, 2012 ) 一词所概括的传统贬损地形，因为前者已经脱

离关于贫困和族群的污名而自主运转，被国家化、大众化(它在 13

所有地方、被所有人承认)并由政府支撑，被等同于社会解体并

通过有选择的强化而被种族化。地域污名引发了恐惧和反感，导

致国家采取惩罚性的纠正措施。由此，遭受抨击的贬逐地区就成

了贫困刑罚化政策的试验场，而这些政策是由新自由主义国家结

构重组促成的(Wacquant, 2009a, 2012a )。

受贬损地区的居民用以应对空间毁谤的社会符号策略并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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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内化和复制。这些策略包含从顺从到漠不关心，再到反抗的

广泛范围，而对具体策略的应用则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

轨迹。可以说，仅仅去理解符号空间如何印刻在社会空间和物理

空间上，或去剖析传播于公共领域中的城市主流话语［就像罗伯

特•博勒加德(Robert Beauregard, 2013 )对战后美国城市危机和衰

落的相关修辞话语所做的颇有影响的研究那样］是不够的。我们

必须理解这些话语如何沿着城市的阶梯向下渗透进了其所抨击的

人群的生活中；在那里，这些话语针对包括反抗毁谤所用社会符

号策略在内的不同实际目标而被重新包装、重新评估和动员。［16］

在过去的十年间，关于街区污名的研究在各个学科和不同国

家中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展示了街区污名是如何在不同的城

市环境和政治形态中运作的，并推进了我们关于符号结构如何在

城市的不平等和边缘性空间生产中发挥作用的经验理解(Slater,
2016; Kirkness and Tijé-Dra, 2017; Schultz Larsen and Delica, 2019;

Smets and Kusenbach, 2020; Sisson, 2021 )o 这方面的研究表明，我

们不仅需要制定用于缓解物质匮乏的公共政策，还需要公共政策

来减轻二元化大都市中的符号支配压力。研究指出，政府亟须制

定"地域去污名化"的项目计划(Schultz Larsen and Delica, 2021 ),

以能够使贬逐营垒中的居民融入公民共同体。但是，一旦污名深

入广大公众的心中，我们便要面临它作为负面符号资本的异常黏

性。这就是污名化在根本上的不对称性：它相当容易去玷污(某

个人、群体或地点)，但很难清洗掉。［17］

14 第三章将进一步拓展分析范围，来为我的三本书《城市放逐

者M 2008a )、《惩罚穷人＞(Punishing the Poor, 2009a )和《致命的

共生：种族与刑罚国家的兴起》(Deadly Symbiosis: Race and the Rise

of the Penal State )(即将出版)所探讨的研究课题绘制一张理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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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这个三部曲中，我厘清了在世纪之交出现于两极化大都市

中的阶级分裂、族群区分和国家建构之间的三角关联，并将规训

式(disciplinary )社会政策和消除式(neutralizing )刑事司法结

合起来，以解释政治生产、社会空间分布以及对边缘性的惩罚式

管理。这一章将展示我如何运用皮埃尔•布迪厄的三个重要学说

(社会空间、官僚场域、符号权力)来澄清仍然模糊的范畴(如

贫民窟)，形成新的概念［如地域污名化和发达边缘性(advanced

marginality )、惩罚性抑制(punitive containment )和自由主义家长制

(liberal paternalism )、超监禁(hyperincarceration )和负面社会正义

论(negative sociodicy )］,并将之作为比较社会学分析工具，来研

究新自由主义大都市中后工业化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那尚

未完结的起源过程、社会不安全扩散时代中对贫困的刑罚式管制，

以及新自由主义利维坦的建立。［18］上述各种概念所独有的布迪厄

主义风格,在于其坚持不懈地将社会行动的物质时刻和符号时刻结

合起来，并追溯后者在制度和社会化身体中的双重沉淀。［19］

将阶级、种族、移民和国家在当代的排列组合纳入一个单一

框架中来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对于由发达边缘性引发的城市

骚乱，其种族化、刑罚化和去政治化在西欧和美国是如何相互增

强的。这一研究将证实，惩罚不仅像埃米尔•涂尔干［Durkheim,

(1893 ) 2007 ］所提出的著名学说那样，是社会团结的关键指标；

惩罚还是一种核心政治能力，也是将国家主权展现为分类与分层

机器的关键场所。此外，第三章还将揭示种族和司法制裁之间的

深厚亲缘关系：二者是官方贬损的同类形式，共同参与公共放逐

者的制造。这一分析表明，刑罚制度及政策是构成大都市社会秩

序与道德秩序的基础，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将警察、法院和监狱纳 15

入城市理论和城市调查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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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本书的三章内容将共同展示布迪厄能够如何激发、

丰富和重新定位大都市研究，甚至将其融入更广泛的拓扑社会科

学中，并将城市纳入对符号区分、社会空间，以及城市、郊区和

乡村的自然环境或建成环境之间动态关系的一般化分析中。［20］布

迪厄不仅仅是在已建立完善的理论观点上增加了一套强大而灵活

的新概念，诸如惯习、资本、社会空间、场域、信念(doxa)、符

号权力、反身性(reflexivity);他还为重新定义城市概念创造了

条件，将城市视为多种形式的资本展开积累、分化和竞争的领域

(特别是资本对资本的竞争)，以及各种惯习的交汇点，这事实上

使城市成为开展历史斗争的中心场地，也成为其中的战利品。

总之，我将探讨皮埃尔•布迪厄的作品中看似矛

盾的城市的缺席的存在(absent presence of the city )o城市化是国

家(作为最高符号权力)、各种文化生产场域、权力场域及其中

相互竞争的资本形式得以产生和出现的驱动力。城市化还将因不

同社会轨迹和社会位置而拥有差异化性情倾向的能动者带入同

一个压缩化物理空间中，从而为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的辩证法

注入了独特的活力，使之既可能产生不和谐，也容易产生和谐

一致。然而，布迪厄对于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环境(social milieu )
所具有的独特性则保持沉默，而当他把城市化处理为一种过程

时——集中体现在他早年对自己年轻时所在乡村的社会死亡的描

述［Bourdieu, ( 1962 ) 2002 ］,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环境所具有的独

特性对于他的论述非常重要，却不知为何被置于了幕后。我将探

究这种自相矛盾的沉默背后的原因，并指出，“将布迪厄城市化”

(urbanizing Bourdieu )有助于强化他对各种场域之兴起的论述；而

多种场域兴起的结果，可被称为一种微观宇宙的社会(a society of

microcosms ),而非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 1987 )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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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个体的社会"(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o⑵'然而，这也会

打乱他对行动的论述，并且需要从理论层面进一步详细阐述在大

都市的物质及符号层面的多重宇宙(multiverse)中，惯习的内部

连贯性和外部一致性。

做研究的核心要义是公开而坦率的辩论，而我很幸运地引发 16

了超出我应得的许多辩论。仅举三例：发达边缘性、地域污名化

和(超)贫民窟［(hyper)ghetto ］概念，已经在理论层面受到拷问、

在分析层面得到延伸和拓展，并在远离其最初诞生地点的各种经

验情境中得到了测试和检验。⑵］与之相应，本书各章内容都是经

过扩充的，附加了我以现场讨论和书面辩论形式对其引发的批评

所作的回应，并对这些回应进行了修改和扩展。在第一章结尾处，

是在2012年5月举办于英国约克的“布迪厄来到城市” ("Bourdieu

Comes to Townn )会议上，我向与会者所作的回应，以及随后由

德国同仁在《城/郊：批判城市研究杂志》(SubWrban: Zeitschrift

fur kritische Stadtforschung, 2017年7月)上围绕我的同名文章而

组织的专题中，我所作的书面回应。在第二章的结尾处，我回应

了 2016年5月举办于谢菲尔德的“使华康德发挥作用”(“Putting

Wacquant to Work” )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也回应了在该会议产生的

论文集(Flint and Powell, 2019 )中撰稿人提出的反对意见。第三

章增补了 2010年10月我在举办于布鲁塞尔的“新自由主义城市

中的族群性、边缘性和刑罚性"("Ethnicity, Marginality, and Penality

in the Neoliberal City")会议上所作的现场回答，以及我针对2014

年夏季《族群和种族研究》(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期刊上来自

不同学科的十位学者围绕我发表的论文所作评论而写的详尽回应，

这是我为本书专门起草的。

如今，我们总是面临一种危险，即抱着阐明和澄清的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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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工作所作的回溯，会演变成一种迂腐的自我辩护，甚至更

糟糕地，会转向智识上的自恋和理论教条主义。每位学者都对自

己的研究情有独钟，对长年累月的辛苦劳动成果怀有感情，这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马克斯•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Science as

17 Vbcation,,, ( 1919) 1946］ 一文中提醒我们，科学的任务是生产那

些已注定要被“超越”的知识。社会科学家在形成一个概念、建

立一个理论、提出一个经验命题之后，他就必须仔细检查它们的

缺陷、划定它们的适用范围、指出它们的无效之处，并准备好应

对超越它们所必需的集体工作，或是进行修订，或是吸纳、拒绝。

在科学的领域里，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所完成的工

作，过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

运，事实上，这就是科学工作的意义。文化的所有其他要素

大体上也这样，但科学在非常特别的意义上受制于这一命运，

并致力于这一超越。每一项科学的“成果”，都意味着新的

“问题”，意在被“超越”，成为过时。面对这一事实，任何致

力科学的人都必须泰然处之。当然，科学工作自有其内在的

艺术品质，因“耐人品味”而流传，或作为一种工作训练的

手段，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原谅我重复一句，在科

学上被超越，不只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更是我们所有人的

目标。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能不期望别人将会比我们更上

一层楼。［Weber, ( 1919 ) 1946: 138 ］①

① 此处译文参考马克斯•韦伯：《科学作为天职》，李康译，载李猛编：《科学

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版，第17-18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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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邀请读者来认真思考布迪厄的社会学

思想在振兴和重塑城市研究方面的启发性潜力，来测试我在边缘

性研究中通过践行布迪厄的认识论和理论原则而形成的概念，并

由此发掘这些概念对自身研究计划的意涵，从而加入刻画和解

释21世纪大都市中社会生活与权力结构之重大转型的集体努力

中。法国认识论学者加斯东・巴什拉说得很好，他写道，科学

的主体不是一个孤立的“我思( cogito ),而是复数的“我们思”

(cogitamus )o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只是推动城市理论向前发展的

庞大知识网络上无数节点的其中一个。

注释

[1]这是一个我个人的鸟瞰图，用以标示出主要流派来为读者作一些导引。如果

更细致地来看，我们能够发现更多相互交替、融合与冲突的分支(例如增长机器理

论和城市政体理论)，也能看到旧的范式有时经历了令人惊叹的复兴，例如Sampson
(2012)对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的有力重述，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向新自由主义批判

地理学的蜕变(例如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3 )o Harding 和 Blokland ( 2014 )曾

对城市理论的全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述。更多观点可参考Roy, 2009, 2016; Farias
and Bender, 2010; Parker, 2015; Robinson, 2016; Storper and Scott, 2016; McNeill, 2017;
Lawhon, 2020o有别于分析性综述的主题概述，参见Tonkiss, 2005; Amin and Thrift,
2017; Jayne and Ward, 2017o

[2 ]这里的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 )是指对城市展开探究的多学科领域。Leitner
et al. ( 2019 )对批判城市研究(critical urban studies )给出了一个非常不同但富有启

发的概述。Tom Slater的Shaking Up the City ( 2021 ) 一书对该研究领域在新自由主义

高校中发生的管理主义转向(managerialist turn )进行了激烈批判。

[3 ]尤其参见 Neil Brenner 的 New Urban Spaces: Urban Theory and the Scale Question

(2019 ); Saskia Sassen 的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 2018 ); Manuel Castells 的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 2011 ); Helga Leitner、Jamie Peck 和 Eric S. Sheppard 编著
的 Contesting Neoliberalism: Urban Frontiers ( 2007 ); Nik Heynen 的"Urban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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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y I and II” ( 2014, 2016 );以及 Daniel Aldana Cohen 的"Confronting the Urban
Climate Emergency，，( 2020 )o

[4 ]在这里，我想到的是 Talja Blokland 的 Community as Urban Practice ( 2017 );
Mario Luis Small 的 Villa Victor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a Boston Barrio

(2004 ); Mary Pattillo 的 Black on the Block ( 2008a );以及 Ruth Fincher 和 Jane M. Jacobs
的Cities of Difference ( 1998 )o关于拉丁美洲城市的田野研究非常活跃，但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在美国的学术争辩中引起注意(但可参见Deckard andAuyero, 2022 )o
[5 ]参见 Florida 的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Revisited: Revised and Expanded

[(2002 ) 2014 ]以及 Edward Glaeser 的 Triumph of the City: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 Smarter, Greener, Healthier, and Happier ( 2008 )o 关于这两种对城市

的美好愿景的犀利批评，参见Peck, 2005,2016o
[6]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围绕这些主题具有政策倾向的指南手册正成倍增加，

例如Andersson et al. ( 2011 )关于创意城市的研究、Willis and Aurigi ( 2020 )关于智

慧城市的研究、Stowers (2018)关于可持续城市的研究、Burayidi et al. ( 2019 )关于

城市韧性的研究，以及Routledge Equity, Justice and the Sustainable City系列中已出版

的书目。

[7]在这方面，Routledge出版社再次向市场推出了价格畸高的指南和读

本，参见 Miraftab and Kudva, 2014; Parnell and Oldfeld, 2020; Rukmana, 2020o 另 见

AbdouMaliq Simone 在“Cities of the Global South” ( 2020 ) 一 文中的独特考察。Ren
在“From Chicago to China and India” ( 2018 )里提出了地理学中城市研究焦点转移的

邀请，也参见 Marco Garrido、Xuefei Ren、Liza Weinstein 编组的论文专题 uToward a
Global Urban Sociology: Keywords”，载于 City & Community ( 2021, vol. 20, no. 1 )o

[8 ]两卷本巨著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Urban History ( Gilfoyle, 2019 )
综合了美国城市历史学的三代研究流派。Clark的Oxford Handbook of Cities in World

History (2013)对从古至今的城市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

[9]历史认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 )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会科学家中还鲜

为人知，但它已经在潜移默化之间对科学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此一来，巴什拉

与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 )进行了对话，康吉莱姆影响了福柯和布迪厄的思想，

而柯瓦雷则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和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 )的
主要灵感来源。Hans-Jorg Rheinberger 在 On Historicizing Epistemology ( 2010 )中对此

作了 扼要介绍,Loïc Wacquant 的 The Invention of the t( Underclass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 2022a )则可作为一个实践演示。

[10 ]布迪厄早年在卡比尔殖民地(Kabylia)和法国贝阿恩省(B6arn )所作的

跨地中海民族志中，探讨了物质结构和精神结构之间的对应性(尤其参见Bourdieu,
1962, 1970; Bourdieu and Sayad, 1964 )o 在后来的 Distinction ( Bourdieu, 1979 )和 The

State Nobility ( Bourdieu, 1989a )中，布迪厄关注了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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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晚年，布迪厄(Bourdieu, 1993a, 2000)则探究了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之间的关

系。我将这三种二元的(dyadic)努力汇集成一个单一的三元(triadic)框架。布迪

厄本人在奥斯陆大学曾作了一篇未发表的演讲，题为uPhysical Space, Social Space
and Habitus,, ( Bourdieu, 1996 ),他在其中差不多要把这两个二重奏整合为—三重奏

了，但这篇短文并没有兑现其标题的承诺。

[11 ]有关符号结构的一个具体例子是族群种族分类学(ethnoracial taxonomy )
(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亚裔、美洲原住民等)。美国人通过这种分类法学会了区分

彼此，政府也通过这种分类法来对人们进行分类。符号结构既存在于客观上的官方分

类中(如人口普查、学校、医院等机构使用的分类学)，也存在于主观上的日常类型

学中。另一个例子，是当人们在城市中移动穿梭时，他们脑海中隐含的社区地图及其

感知到的各种属性特征。

[12]精神范畴和社会范畴在地理上的这种双重投射在殖民城市中尤为明显。关

于被占据的物理空间的顽固存续，Zeynep Çelik ( 1997 )对阿尔及尔(Algiers)的建

筑所作的深入历史研究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其中的建筑既是130多年殖民抗争的反

映，又是其构成成分。

[13]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在消极层面作用于贫民窟作

为族群排斥工具的建造[Drake and Cayton, ( 1945 ) 1993 ],在积极层面则作用于上层

阶级飞地和封闭社区的创建(Low, 2004; Holmqvist, 2017 )o我曾概述过一个将这两种

动态过程结合起来的城市隔离模型(Wacquant, 2010a )。

[14 ]拓扑学(topology)是对几何构型之形式属性的数学研究o Bourdieu ( 1989b:
16)曾指出：“在其客观主义时期，社会学是一种社会拓扑学，即莱布尼茨时代被视

为数学的新分支的’位相分析，(analysis situs ),是一种对相对位置及这些位置之间客

观关系的分析。”我在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讨论了拓扑社会科学(topological social
science )的样式(见本书边码第34—35页、第37—40页、第5 —53页、第81—
91 页)。

[15 ]这句话是布迪厄2001年6月在举办于法国瑟里西拉萨勒(Cerisy-la-Salle )
一次关于其作品的国际会议闭幕演讲上的口头发言。这次会议对他来说是一次痛苦的

活动(如果只在最后一天出席就好了)，因为他生性羞涩，不喜欢成为关注焦点。

[16]这种重新评估的一种经验表现可在各种文化形式中看到，例如语言竞赛

(linguistic contests )、加标签、纹身，特别通过污名倒置(stigma inversion )策略而创

作的音乐，包括20世纪60年代黑人贫民窟的城市蓝调(Keil, 1966)、90年代的黑帮

说唱(Kubrin, 2005 ),以及 21 世纪 10 年代的 drill 说唱(drill music )( Stuart, 2020 )o
[17]关于群体去污名化策略的途径及其陷阱，参见Lamont, 2018o
[18]此处的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是指(马克思笔下作为出卖劳动力者的

原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就业群体。他们的生计被铭刻着各种相互关联

的不安定形式，这些不安定形式植根于雇佣劳动的碎片化和福利国家在就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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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家庭等方面的撤退。我将在第三章再次论述这个概念(参见本书边码第148—
149 页)□

[19] “历史行动的原动力……不是将社会作为外在构成的客体来面对的某个主

体。它既不存在于意识中，也不存在于事物中，而是存在于社会之两种状态的关系

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以制度的形式)被客体化于事物的历史和(以我称为’惯

习’的持久性情倾向系统的形式)被内化于身体的历史之间/(Bourdieu, 1982:
37—38 )

[20 ] Powell ( 2022 )曾将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扩展到乡村场景中，对北威尔

± ( North Wales ) 一个衰败煤谷中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转型展开了巧妙

剖析。

[21]在这方面，布迪厄的观点接近于马克斯•韦伯。对于韦伯而言，现代性可

以被描述为一个“组织的社会”(society of organizations ),而布迪厄从韦伯那里借用了

"价值领域"(value spheres )概念，将场域理论化为一个拥有自身规范秩序("omos )
的宇宙。关于韦伯和埃利亚斯在这方面对比的启发性解释，参见Breuer, 1994O

[22] "(超)贫民窟”的概念已被用于以下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中真实存在或想

象中的族群及种族隔离相关经验研究：加拿大(Apparicio and Séguin, 2008 ).英格

兰(Flint, 2009; Slater and Anderson, 2012; Powell, 2013 )、苏格兰(Gray and Mooney,
2011 )、德国(Eksner, 2013; Ronneberger and Tsianos, 2015 )、法国(Kokoreff, 2007;
Pan Ké Shon and Verdugo, 2014; Avenel, 2016 )、丹麦(Schultz Larsen, 2011; Bakkaer
Simonsen, 2016; Hansen, 2021 )、挪威(Andersen and Biseth, 2013 )、瑞典(Malmberg
et al., 2013 )、意大利(Paone, 2008; Clough Marinaro, 2015; Petrillo, 2018 )、西班牙
(Martinez Veiga, 2014 )、葡萄牙(Queir6s and Pereira, 2018 )、匈牙利(Mâlovics et
al., 2019 )、捷克(Stejskalovâ, 2013 )、斯洛伐克(Filcâk and Stager, 2014 )、罗马尼

亚(Mionel and Gavris, 2015 )、印度(Gayer and Jaffrelot, 2012; Susewind, 2017 )、巴

西(Perlman, 2010; Nunes and Veloso, 2011 )、智利(Labbe and Palma, 2021 )、拉丁美

洲(Gilbert 2011; Céspedes and Calorio, 2021 )、黎巴嫩(Knudsen, 2016 )和以色列 / 巴

勒斯坦(Peteet, 2016; Pasquetti, 2022 ),也被运用于遍布欧洲的吉卜赛人相关案例中

(Kovâcs, 2015; Picker, 2017; Powell and Lever, 2017; Vincze et al., 201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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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市熔炉中的布迪厄

2012年5月，在迈克•萨维奇(Mike Savage)和我的邀请 18

下，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城

市设计领域的研究人员齐聚于约克大学，参加由《国际城市与区

域研究杂志》共同主办的学术工作坊。工作坊为期两天，旨在评

估"将布迪厄带入城市"(Taking Bourdieu to Town ),亦即将布迪厄

《区隔》一书中的独特概念、方法和观点恰当用于城市研究的前

景、益处和困难。这次会议的主旨如下：

在21世纪初，城市再次成为技术经济快速创新、社会

不平等重新浮现、边缘性被固化、文化分歧恶化的独特场所。

这些现象都呈现出新的严峻形态，并催生了新的反抗形式，

需要新的分析方法来考察。皮埃尔•布迪厄的研究工作是一

个尚待开发的重要理论资源和经验资源，可用于探索这些议

题，并在此过程中丰富城市社会学。本工作坊将汇集那些运

用布迪厄的标志性概念(惯习、资本、场域、符号权力、信

念)的学者，来剖析实践、结构和政治在城市中的交织。这

些学者将评估自己的研究发现，阐明研究的意涵，并指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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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的理论框架运用于城市分析的优势和局限。

召开这次会议的想法是我在2011年秋季阅读了迈克•萨维

奇颇具启发的文章《皮埃尔•布迪厄被遗失的城市社会学》(“The

Lost Urban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2011 )之后产生的，当时

我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课程“解绑大都市：城市社会学

何去何从？ " ( Metropolis Unbound: Whither Urban Sociology? )o 由于

布迪厄同关于城市的研究及城市中的研究最为相关的内容一直难

19 以确定，并且其理论构念的起源和目标又长期引起困惑，再加上

逐渐上涨的出版物浪潮(现在已经变成了海啸)经常在修辞的意

义上引用他的概念却没有真正地运用之，这些使我确信，将布迪

厄明确引入城市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需要三个互为补充的步骤。第一，找回布迪厄早期和晚期

对城市化以及支配的空间维度的经验关怀，这与布迪厄“最小化

乃至无视了”这些内容的传统论调(Ripoll, 2010: 365 )是相反的;

第二，阐明拓扑学论证模式，以及符号空间、社会空间与物理空

间的三元辩证法，并将它们置于布迪厄关于社会与历史的冲突主

义观点的核心位置(Wacquant, 2013 )；第三，最重要的是，征集

并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新一代学者通过卓有成效地运用布迪

厄的原则和主张而已经产出的城市研究和理论化作品。⑴这很快

就激发了召开一场工作会议来为这项事业创造动力的想法，也就

是迈克•萨维奇于次年春天在约克大学组织的会议。

约克会议十年之后，大都市研究者仍然迫切地需要克服对布

迪厄理论的碎片化、片面化，并且通常是极其混乱的采纳，以及

杂乱无章的运用。这位法国社会学家尤其可以帮助我们的，是在

星球城市主义(planetary wbanism )支持者的划时代宣言和实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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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对城市生活所作的零散描述之间建立一条中庸之道——前者

容易陷入理论预言，而后者则容易陷入经验主义特殊论。⑵事实

上，布迪厄理论框架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它能够在抽象层次上游

移，并能够顺利地跨越多种经验尺度，将宏观的权力结构（国家、 20

政府或大都市）与中观层面的制度（如文化生产、科学、新闻报

道、政策和政治等场域）联系起来，并与日常社会互动的微观细

节联系起来，与“实践” 一词所涵盖的主体性的相关现象学文本

联系起来。

布迪厄社会学的第二个诱人特点，在于它不将物质层面和符

号层面的决定性因素视为最终原因，而是始终致力于将二者视为

分析中的耦合瞬间，而这种分析则不断交织于社会生活的这两个

组成部分中；他也致力于将二者视为社会行动策略中可以动员和

转化的资源。⑶其第三个吸引人的地方则是方法论上的多神论，

这一迷人的做法从正面挑战了现有研究技术中长期以来的对立，

例如目前在越来越大的尺度上对城市模型的统计研究与扎根基层

围绕城市社会交往和城市文化的定性调研之间的巨大鸿沟和互相

无视。[4]

约克会议产生的论文后来发表在了 2018年和2021年的《国

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上，这些文章共同彰显了上述特质。第

一组的四篇论文采取自上而下的宏观视角，运用了定量分析[包

括问卷调查和多重对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 ）,

后者是布迪厄喜爱并推崇的统计技术，参见Lebaron and Le Roux,

2013 ],并通过追踪权力场域中主要人物的行动策略，来阐明城市

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结构层面的变化，包括空间认知范畴

的塑造、文化资本在城市中的特有形式，以及控制地点和家庭的

阶级策略。第二组的四篇文章向下移至阶级和城市结构层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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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地提供了一个与上述互补的微观视角，依靠民族志观察、

深度访谈和城市景观分析，带领读者深入伊斯坦布尔、拉巴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丹麦小镇，来了解其中平凡生活的认知、情感、

美学、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结构。

布迪厄与城市的关联：对青年时期的附记

21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去翻阅布迪厄浩如烟海的著作(大约49

本书和400篇文章),来提取并全面概括他在多产的四十年学术生

涯中所做的与城市形态和城市力量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研究。［5］我

将在本书的结语中讨论贯穿其全部作品的“隐含城市主义"(tacit

urbanism )o但是，确立这位法国社会学家与城市研究的经典内

容和当代议程的基本关联将大有裨益，我们因此应该关注一组鲜

为人知的、间接处理城市化议题的相关研究，即他早年关于阿尔

及利亚殖民地和法国本土中社会剧变、文化断裂和主体形成的

著作。［6］

在1958年至1964年间，青年布迪厄发表了一系列长篇文章

和四本书［包括独著，和他在卡比尔的学生兼田野调查助手阿卜

杜勒马利克•赛义德(Abdelmalek Sayad )的合著，以及和法国驻

阿尔及尔统计办公室的数学家群体的合著］。其中，有一部分详细

分析了摧毁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他曾被派往

此地服兵役；还有一部分剖析了比利牛斯山脚下一个偏远乡村地

区贝阿恩的农民社会危机一一他在前往巴黎接受高等教育前，曾

22 在这里长大。⑺在这两个地方，城市化都是社会转型的关键驱动

力，而营地、城镇或城市则既是破坏阿尔及利亚殖民统治的载体

得以出现的场所，又是撕裂法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场所。

布迪厄将社会史、统计学和民族志结合起来，对其童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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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婚姻模式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在以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的农

民社会中，男性如何从社会经济地位中习得一种身体化的意识,

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以之为中介而导致了单身率的上升。在处

于边缘的周六舞会上，当地的单身汉聚集在一起，却没有跳舞,

这一场景展现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文化碰撞，以及随着城市的评

判范畴渗透到农村世界，来自小乡村的男性所遭遇的贬值：

这个小小的乡村舞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明冲突现场。

通过舞会，整个城市世界，连同城市的文化模式、音乐、舞

蹈、身体技巧，都闯入了农民的生活。传统的欢庆行为模式

已经消失，或者被城市模式取代了。和其他领域一样，在

这个领域中，领导权属于城镇(bourg )的人民。[Bourdieu,

(1962 ) 2002: 113 ]

与男性相比，年轻女性的成长经历及其在性别分工中的位置

使她们对“仪态"(tenue )(穿着、姿态、举止)很敏感，也使她们

对象征着解放的城镇理念持开放态度，因此年轻女性能更快地吸

收来自城市的文化模式。⑻这就注定了用于衡量男性的标准本身

就使这些男性在潜在的婚姻伴侣眼中显得毫无价值。当男性农民

内化了别人通过城市范畴的透镜而对其形成的贬抑形象时，他便

开始将自己的身体视为“农民化的”(em-peasanted),背负了与农

业生活相关的活动和态度印痕。男性农民对自己身体的悲观意识

使其采取了一种内向的态度，这放大了社会关系所生产的羞怯和

笨拙，其特征是两性之间的极度隔离和对情感分享的压抑。随之

而来的成婚率下降则使社会再生产策略体系脱离正轨，并使农民

社会陷入“致命的危机” [Bourdieu, ( 1962 ) 2002: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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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这项研究中，城市作为学校、大众传媒和商业职业的无形

场地而出现，亦即作为各种制度而出现，其磁铁般的吸引力和来

自远方的刺激促进了当地社会空间和符号空间的“开放”。因此,

"城镇里的城市人(urbanite)与小乡村的农民(peasant )之间的

对立”取代了长子与次子之间的对立、劳动者与仆人之间的对立，

以及大地主家庭与小地主家庭之间的对立[Bourdieu, ( 1962 ) 2002:
67, 75 ],并逐渐印刻下所有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等级。[9]

布迪厄勾勒了人口、职业和活动的地理分布在半个世纪中的

变迁，以及家庭的空间组织，以揭示“农民和城市人之间的对立

是如何在村庄共同体的中心产生的” [Bourdieu, ( 1962 ) 2002: 97],

以及其如何从内部摧毁了村庄共同体。他借助伴侣之间的地理距

离来追踪小乡村和城镇之间婚姻流动的强度和方向性，发现“外

部婚姻”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增加，因为城镇居民不再从

小乡村中寻找伴侣，而是到其他城镇或城市寻找伴侣。由此可见,

“社会距离比空间距离施加了更严格的限制。婚姻的交流圈脱离了

其自身的地理基础，并围绕着新的社会单位得以组织，而这些社

会单位是通过共享某种明确的生存条件和明确的生活方式而界定

的” [Bourdieu, ( 1962 ) 2002: 85 ]o换句话说，城市力量通过传播

城市所孕育的精神构念——通过布迪厄(Bourdieu, 2002: 119)在

晚年所说的“符号商品市场的统一化”，使社会空间从物理空间中

独立出来。更重要的是，城市力量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城市的界限,

而许多城市社会学研究都天真地将这一界限作为经验领域的边界。

在地中海对岸，我们看到青年布迪厄在探究法国殖民地阿尔

及利亚在两方面的灾难性改造。此时，阿尔及利亚正陷于独立战

争(1954年至1962年)的残酷挣扎中，这场战争的焦点是对农

村及城市空间的暴力控制。在其著作《连根拔起M Bourdieu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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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ad, 1964；另见Bourdieu, 1958: ch. 6 ）中，这位哲学出身的法国

社会学家将问卷调查和民族志结合起来，描绘了当地农民及以亲

属关系和名誉为基础的家庭生产方式所遭遇的破坏。这种破坏既

来自土地掠夺，即因城市市场的发展而促成的农作物商品化，也 24

来自对数百万农民（龚〃沥汤）①的强制搬迁与再安置。口°］法国军队

为了根除民族主义暴动的支持力量，不顾一切地强行实施了大规

模的人口转移，这催生了两个独特的（初始）城市集群：军队控

制的营地（camps ）,以及在殖民地主要城市内部和周边迅速成长

起来的棚户区（shanty-towns ）。《阿尔及利亚的工作和工人》（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 Bourdieu et al., 1963 ）从城市方面着手，记

录了在阿尔及尔无序蔓延的平民区和住宅区中，工人阶级的聚集

与发育是如何被抑制的。该著作深入探究了 “经济结构和时间结

构”的辩证法，以追踪曾经的农民如何获得（或未获得）参与资

本主义经济和在熙攘混乱的城市社会场景中穿行所需的精神图式，

包括催生了现代城市性中“行为理性化”特征的“计算精神”。

从这两项研究中，我们看到，对空间和聚落的控制与标示是

殖民权力施行和本土抵抗（既包括柏柏尔人对阿拉伯人的抵抗，

也包括阿尔及利亚人对法国人的抵抗）的核心，并且占有城市住

房对家庭的物质经济和道德经济的重组至关重要。事实上，在劳

动力市场中的位置连同住房的差异化获得方式一起，催生了支持

民族主义革命的稳定工人阶级和被千禧年主义②吸引的高流动性亚

①“fellahin” 一词来自阿拉伯语，意思是“农民、农夫”。一一译者注

②千禧年主义（millenarism）认为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时期将会出现全球性的

重大变革，并为人类带来和平、正义、繁荣等美好，成为一个新纪元的开

始。千禧年主义也体现在一些社会运动思想中，相信在未来的特定时期会实

现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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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之间的分化(Bourdieu, 1977a )o但令人

惊讶的是，正是对被迁移农民营地的建造、结构和运作的细致社

会学研究，为布迪厄的城市社会学提供了最清晰的蓝图。营地既

是一种初始城市形态(proto-urban form),又是一种反城市形态

(anti-urban form): 一方面，它贬低了被迁移农民所习惯的存在

方式、思考方式和感受方式的价值，并成为城市文化模式与社会

关系(以匿名性、个体主义和工具主义为特征)的适应空间；另

一方面，它阻碍了城市化，因为它剥夺了其中居住者适应悬浮状

态所需的时间与空间资源，并打乱了社会构想与区分的原则。作

为一种人造的社会空间形态，营地诞生于赤裸裸的强制，并提供

了一种加速化和极端化的社会实验，即布迪厄所称的“真实与虚

构的城市化”。

25 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城市：传统时期与殖民时期

皮埃尔•布迪厄关于城市的第一篇论著是他在《阿尔及利

亚的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lgérie )中对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

语族群中"城市居民”相关特征的详尽介绍(Bourdieu, 1958:

54—58 )o在该处女作的这几页篇幅里，布迪厄对比了法国殖民

之前围绕商业和宗教而发展繁荣的传统城市中心与后来作为帝

国权力与资本主义经济所在场所的殖民大都市(1)。

往日的阿拉伯城市“对于游牧民及其满载商品的商队，还

有周围村落①里的农民来说，就像磁铁一样富有吸引

力。他们［前来］出售自己土地上的农产品，并购买城市工匠

①“douar” 一词来自阿拉伯语，指人口规模较小的村庄或部落，也是阿尔及

利亚的传统行政单位。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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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制造的物品。”这种城市是“商业交换的中心，并且因聚集了

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群而充满了社会活力”。由于古兰经学校

(Coranic schools )①和其他教育机构的存在，阿拉伯城市曾是一

种"智识资本n(intellectual capital),同时也是一个富有生产力

的中心和十字路口，它的繁荣与附近乡村的繁荣是相联共生的。

传统的阿拉伯城市“被划分为不同的街区，这些街区拥有

共同体生活所必需的功能机构，还有清真寺、公共浴池、烤面

包的炉子、商店，并且往往形成相对自治和自足的单元”。人口

的族群分化与行业分化相一致，这“加强了共同体中的特殊主

义”。法人团体以一种大家庭的方式运行，执行严格的道德准

则，禁止竞争，并把追求利润放在次要的关注地位。结果，“尽

管城市社会［是］等级严格的”，却没有明确的阶级区分。“城

市经济的精神与乡村经济的精神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城市经

济中的传统主义扼杀了自由企业精神；商业实践是建立在投机

和偶然的基础上的，而非理性计算(2)。“经济关系中的残酷现

实从未被人认识到；经济关系总是隐藏在声望关系的面纱之后，

并被博爱的情感所调和。”

阿拉伯城市在过去是“道德家、苦行僧和法学家”的居住

地，他们反抗“农村宗教的仪式性”；这些城市因而是“宗教

正统的堡垒”，也是以学校和学者为基础的知识活动中心。集市

(suq \公共浴池(hammam)、公共广场和咖啡厅是人们的聚会

场所；在其中，“城市性的艺术”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不

① 古兰经学校(英文称作“Coranic school”或“Koranic school")是伊斯兰

教社会中的一种教育机构，通常由穆斯林社区或宗教机构设立和管理，以培

养学生对《古兰经》的熟知与理解为主要教育内容，通常也设置阅读、写

作、数学和科学等课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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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同阶级的人们汇聚于此”。事实上，这种“关于与他人关系的

艺术和狂热”有助于促进众多族群的融合，包括摩尔人、阿拉

伯人、柏柏尔人、土耳其人、安达卢西亚人(Andalusians)、黑

人、莫扎比特人(Mozabites )等。

相比之下，现代殖民城市“无所畏惧且尽显得意”，是“为

商业、投机和管理而建造的，也是为了移植一个欧洲社会而建

造的。这种社会既亲切又冷漠，体现并强加一种完全不同的生

活方式”。工业化和经济竞争引发了技术、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的

“变异”。“新的社会阶级出现了”(3):通常是凭借通婚而从原有

城市家庭中继承而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西方的大学里受过

训练的知识分子，以及在农村社会经济秩序崩溃后从山区涌入

的无产阶级——“他们脱离了农村世界，却没有真正融入城市

世界”。这些无产阶级是被市场的扩散和战争从乡村社会中推出

来的，而不是被城市拉进来的；城市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就业

和住房。“这些穷困人口和边缘化的低收入者(gagne-petit)在

欧洲城市边缘安营扎寨，至今也仍然处于现代经济与社会的边

缘。城市给这些缺乏权利的城市人提供的，往往只是它的残羹

冷炙、悲伤和缺陷。”

尽管过去的阿拉伯城市与后来的殖民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

差异，但对于每一种城市，布迪厄都勾勒出了空间、社会交往、

阶级一族群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而

非将这些要素隔离开来考察。他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讨论社

会科学过早地、毁灭性地专门化成了 “城市”和“农村”两个

不同领域时，重申了这一立场(见下文，边码第172—173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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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关于阿拉伯城市的描述之前，布迪厄在前一章中对莫扎

比特人的“城市社会结构和政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莫扎比特人是

撒哈拉沙漠上的一个贸易民族，深植于宗教纯粹主义。他们的领地位

于姆扎卜(Mzab),其中的五个城市是虔敬中心，并且从城市地形中

“可以一瞥其社会结构”。以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之间的对立为基础，

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形态(Bourdieu, 1958: 39 )o关于穆斯

林城市在历史上的特征，参见Abu-Lughod ( 1987 )的经典文章。

(2)在布迪厄对阿尔及利亚殖民经济及其引发的城乡冲突的分析

中,理性化和计算心智的兴起是核心主题(Bourdieu, 1963; Bourdieu et

al., 1963; Bourdieu and Sayad, 1964; Bourdieu, 1977a )o 1992 年至 1993 年间,

这位法国社会学家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经济人类学”(Anthropologie

économique )( Bourdieu, 2017 )课程时曾重返这一主题。

(3)关于阿尔及利亚在殖民晚期的城市阶级结构，更全面的讨论

参见 Bourdieu, ( 1963 ) 2021: 241—254。

在《连根拔起》一书中，《无城镇的城镇居民)( Town-Dwellers 27

without a Town ) 一章值得在此回顾，因为这一章揭示了 "将空

间组织结构、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交往类型结合起来的相互依存

关系"(Bourdieu and Sayad, 1964: 118 )o因强制搬迁形成的骤然集

聚引发了 “社会现实各个层面”的“残酷而全面的转变”。作为

涂尔干［Durkheim, ( 1893 ) 2007］的社会形态参数和路易•沃思

(Louis Wirth, 1938 )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中的经典定义要

素，聚落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的增加，决定了既有群体(部落和

家世)之间社会距离的缩短，以及社会组织从氏族到核心家庭的

迅速转变。为单个家庭提供的新式独立住房单元“突出并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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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关系的弱化”，并促进了 “基于邻近，尤其是基于生存条件相

似性的团结的出现”（Bourdieu and Sayad, 1964: 119、121 ）o在紧凑

建筑群中的居住形式通过分散群体成员而有效地“打破了群体”,

并通过助长“差异性之间的对抗”和“扩展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和

了解”而增强了 “文化传染”（同上：123）。通过创造出一种用匿

名性取代相互熟悉的“城市类型社会场域”（同上：132）,营地促

进了一种新型社交的出现，其象征是咖啡厅以及面纱在女性中的

传播，以回应男性空间和女性空间的破坏性重叠。“由习俗要求”

和“兄弟情谊所激发的”团结被“以混乱所强加的痛苦为基础的

团结”所取代（同上：136—137 ）。

在营地的"准城市情境n （ quasi-urban situation ）中，占据主导

地位的行为模式与消费模式是城市的模式一一营地被称为“bM,

即柏柏尔语中的“城市” 一词。城市的模式“贬抑了农民的美德,

使之从此变得无用和错位”，并削弱了年龄的权威基础地位，还

“实现了传统等级制度的颠覆”（同上：141）,使之有益于那些最熟

悉城市活动、城市职业和城市规范的家世。除此之外，

跟旧环境及相关常规的决裂、社会关系领域的扩大、居

住空间（无论是聚落还是家庭）的特定结构，都激发了城

市行为，引发了作为城市人而拥有的关切、兴趣和抱负。

（同上：142）

例如，消费形态的迅速变迁（咖啡厅消费、医疗开支和吸烟

行为都有显著增加）、衣着的迅速变化（传统发型被抛弃，领带得

28 到使用，面纱也出现了），以及大量新式家用物品的购置（金属

床、橱柜、易拉罐和锡盘等），都证明了引文所述内容。山］在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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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收入和财富不再用于维护亲属关系和农民的集体价值观。相

反，“如今新富的财富很少来自土地。他们努力模仿城市居民，并

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标示自己与农民的距离”（同上：143 ）o策

略性的个体主义和文化失范是同步发展的：

由于社会单位的分散、传统社会关系的淡漠、舆论控制

的弱化，对规则的违背趋于成为规则本身：没有什么能够阻

挡现代经济所带来的个体主义。聚落成为孤立的个体所组成

的庞大而异质的集合体，在其中，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受到匿

名性的保护，每个人都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但只有自己可负

责，且只对自己负责。（同上：149—150）

强制进行的初始城市化也引发了日常生活中情感状况的转型：

“集体忧郁症”开始出现，“流露出绝望和焦虑”。令人深思的是，

克尔克拉（Kerkera）营地里的居民使用了三个习语来表达他们被

困在一个可恶空间里的感觉：监狱、赤裸和夜晚的晦暗（这让人

想起纳粹集中营中被关押者的用语）o [12]他们所处建成环境的一

切组织形式，从“标准化住房单元的功能统一性”，到房屋的内部

布局（无庭院、围栏和开口），从商店和喷泉的规整位置，到街

道的宽度和方向，都使从乡村带来的期待遭遇“失望和驳斥”（同

上：152 ）o这在营地居民的“肢体语言”和通行模式中最易察觉：

男人不走两点之间最快的路线，而是绕着弯路，偷偷地沿着墙壁

行走；而女人则被锁在里面，因为她们不再享有女性专属空间的

保护。

最后，“再安置通过推翻生活空间的组织、技术与仪式行动

的场所，改变了与之相关的时间节奏”，并且真正“影响了时间性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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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体验”（同上：156）。在营地里，农民及其亲属发现了资本

主义的劳动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作为一种可以节约、花

费或浪费的稀缺商品”的观念。［⑴他们服从于新的节奏，这些新

节奏是通过宵禁以及学校、官僚机构、诊所和喷泉的开闭时间而

设定的，也通过加长了的位移时程而设定。如此一来，时间不是

由传统的活动，如一天中的五次祈祷来印刻的，而是由控制塔台

的周期性钟声和定期电话铃声而印刻的。可见，就所有方面而言,

布迪厄于贝阿恩发现的农民和城市人之间在社会层面和符号层面

上的对立，在营地里也得到明确呈现，并加速了卡比尔村庄社会

的解体。

以上对青年布迪厄关于贝阿恩省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社会中

矛盾与变迁的跨地中海调查所做的简要再阐释，彰显了他的研究

与城市社会学核心内容的直接关联。从乡村的角度来说，上述作

品探讨了两种社会中权力、空间和城市化的联结。不仅如此，这

些作品还证明：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与空间划分密切相关；权力

关系通过操纵空间距离（保持距离或拉近距离）和地形（营地的

位置与布局）而得以表达和巩固；以及，越是接近资本积累（军

事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中心，社会变迁的速度和广度

就会越大。事实上，这些早期研究表明，国家权力（在阿尔及利

亚是殖民政府权力，在法国则是中央权力）的行使，是通过对空

间的控制与渗透、对聚落的组织（借助互为补充的集中与分散过

程）、符号权威的地理分布、对物理移动的调节而实现的，其遵循

如下的基本公式（最后再加上自我的构成方式、抱负、情感和时

间感）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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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此外，这些作品还将城市描绘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环境，其特点包

括加速的社会分化与功能分化、符号象征从孕育文化阐述与创新

的日常关系中脱嵌、匿名性和个体主义的传播、内部异质性的增

加和惯习的弥散，以及所处位置和性情倾向的日常脱钩。总之,

布迪厄年轻时在贝阿恩和阿尔及利亚的研究构成了他“被遗失的

城市社会学”的真正内容，也是他为研究城市社会结构和城市体

验的学者所提供的最丰富的观察与假设宝库。

到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学术成熟期的布迪厄是否为我们

重新思考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分析资源？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之间

的关系在这位法国社会学家的代表作《区隔》中再次出现了，并

构成了经验层面的内在成分，而在理论层面则只是略微触及。首

先，作为该书基础的文化消费调查反映了巴黎和外省之间的对立,

体现出国家社会空间中潜在的重要空间二元性：受访者总体包括

巴黎人、巴黎周边地区的居民、北部地区(Nord region )的居民

L当时是分布于里尔(Lille )周围和比利时边境的工业要地］,以及

依城市规模差异而同样呈现出不同社会与文化状况的居民。其次,

在社会空间的理论建构中，布迪厄(Bourdieu, 1979: 135—136)也

为地理空间留出了余地，具体如下(着重部分系原文作者标明)：

为了更充分地说明［资产阶级的］不同分群(filetions )

之间生活方式的差异……我们需要考虑到他们在具有社会等

级化意义的地理空间中的分布。事实上，一个群体占有某一

类稀缺商品的可能性……一方面取决于该群体的具体占有能

力，而这是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所界定的，这

些资本可以被群体调用以在物质层面和/或符号层面占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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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考虑的商品；这也意味着取决于该群体在社会空间中的位

置。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该群体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与稀缺

商品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由距商

品或设施的平均距离或移动时间来衡量)。

布迪厄(Bourdieu, 1979: 136)在一个脚注中对上述论点作了

补充，与我们的关注点直接相关：“我们需要计算所有的文化资

31 产，包括个体因其所处地理空间中的位置而获得的，还有特别是

通过空间邻近性所促成的社会联系的性质而获得的。”在下一个脚

注中，这位法国社会学家断言，“阶级或阶级分群(class fraction )

在具有社会等级化意义的地理空间中的分布”是“其在社会空间

中位置的一种表现”。然而，在该理论模型中表现明显的地理学变

量在分析中则被淹没了。分析侧重于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差异，

尤其关注这些差异的几何分布，例如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资产

阶级两个分群之间分配的“交叉结构”。总之，布迪厄学术成熟期

的这一著作将城市变量埋于背景之中了。

所以，这些被忽略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出版物的另一个

优点是，它们揭示了一个被遗忘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是

我提出的那个一般性问题，即围绕建成环境的占有与标示来展

开斗争以实现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相互投射一转换

(projection-conversion);这也是三十年后的布迪厄在关于大都市

社会苦难的作品中要阐明的内容。1990年，布迪厄从法国储蓄与

信托管理局(Caisse des dépôts et consignations,负责促进经济发展

和低收入住房建设的国家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对法国的城市边

缘地区中日益恶化的弊病进行社会学诊断——随着反警察暴乱的

反复发生，这些弊病已经上升至最重要的国家问题之列(Jazouli,

40



1992 )o
为了阐明团队实地研究的内容范围----这些研究最终发展为

集体著作《世界的苦难M Bourdieu et al., 1993 ),布迪厄商定与威

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 )共同主持1991年

5月在巴黎苏格大厦(Maison Suger )举行的“发达社会中的贫困、

移民和城市边缘性"("Poverty, Immigration and Urban Marginality in

Advanced Societies")国际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布迪厄发表了

一篇题为《社会空间和被占有物理空间的起源》["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Appropriated Physical Space", ( 1991 ) 2018 ]的工作论

文，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演变为《世界的苦难》中专门讨论“场所

效应"(Site Effects )的篇章内容(Bourdieu, 1993a )o在这篇理论文

章中，这位法国社会学家警告人们要拒绝空间拜物教，并在抽象

层次上重新阐述了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

在贝阿恩和阿尔及利亚的研究中曾有具体体现：

物理上实在化的(或者说客体化的)社会空间表现为 32

各种商品和服务在物理空间中的分布，但也表现为个体能动

者和群体的物理空间分布----他们(作为与一定程度上永存

的地点相联系的身体)具有物理位置，并被赋予了占有这些

商品和服务的或高或低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们的资本，以

及他们与这些商品的物理距离，而后者本身也取决于他们

的资本)。正是作为生物个体的能动者和商品的这种双重空

间分布，决定了实在化社会空间中不同区域的差异化价值。

[Bourdieu, ( 1991 ) 2018: 109]

可以被称为一种地理学谬误(geographic fallacy )的是，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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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和公共物品或私有商品实际上在具体空间中的分布效应归咎于

抽象空间，“这本身只不过是在给定的时刻下，将被考察的地方

单位的整个历史及其在国家空间与国际空间中位置的具体化呈现”

［Bourdieu, ( 1991 ) 2018: 113 ］。但如何实施这一分析议程呢？为了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诉诸布迪厄邀请城市学者去采用的研究

实践原则。

让布迪厄起作用的并行原则

有许多方法可以将布迪厄“切割拆解”并用于任何研究领域,

而且关于他的著作，已经有一些针对空间与城市研究者的标准化介

绍和常规化概述(例如 Painter, 2000; Cresswell, 2002; Webster, 2010;
Fogle, 2011; Lippuner, 2012 )o C16 J在本书第三章，我将详细讨论我

是如何在关于新自由主义城市的边缘性、族群性和刑罚性之间三

元关系的比较研究中运用并分配惯习、社会空间、官僚场域和符

号权力的。在其中，我将勾勒出这些概念用于研究分析的分工图，

并指出这些概念如何能够帮助形成新的概念。在这里，我想强调

四个并行原则，这些原则支撑着布迪厄的研究实践，并使之充满

活力。

这些原则很容易被草率的读者忽略；但是与旨在诠释布迪厄

理论的这本或那本出版物相比，这些原则可以更有效地指导城市

调查。为了便于记忆，我将这些原则与构成布迪厄思想中心支柱

33 的五位作者联系起来：巴什拉、韦伯、莱布尼茨与涂尔干，还有

卡西尔。［⑺我还将指出三个相互关联的陷阱，是布迪厄主义城市

研究者需要特别注意避免的：概念拜物教(这会使得在本应开始

探索的地方停下)，因其是学术领域的“流行语n ( langue du jour )

而想“讲布迪厄语”的诱惑，以及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通过转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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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够以零件包的形式来更有成效地加以使用时，却强行整体性

地去运用他的理论框架。

1.巴什拉时刻(the Bachelard moment):即打破常识(包

括三种类型的常识：日常性的、政策性的和学术性的)、质疑被

大众接受的分析范畴、解构预先制定的问题域，并建立一套从经

验分析中设计出来并将用于经验分析的强大分析性概念——这些

概念包含民间的观念，但又与之形成鲜明背离(Wacquant, 2002a,
2008a: 8—12, 2022a: 3—6. 150—152 )o这是对认识论断裂与警觉

(epistemological rupture and vigilance )要求的直接应用，是"历史

认识论”中最重要的教义，也是由布迪厄的智识导师加斯东•巴

什拉和乔治•康吉莱姆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并由布迪厄将其

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移植到社会科学中(Bourdieu et al., 1968;
Bourdieu, 2001a )o

这是一个经常被视为理所当然并被忽略或跳过的探索时刻：

城市研究中的大部分作品接受了城市管理者、政策制定者、记者

或学术时尚界(如今专注于士绅化、族群隔离和大都市核心区文

化产业的蓬勃发展等双重现象)提出的术语、疑问和担忧，但相

关研究应该通过将这些术语、疑问和担忧纳入分析对象中，来发

掘并消除嵌于这些内容中的历史无意识和社会偏见。正如巴什拉

[Bachelard, ( 1938 ) 1999: 26 ]所警告的那样，“科学思维会阻止我

们对我们不理解的、不知道如何清晰化表述的问题持有见解。最

重要的是，人们必须知道如何提出问题”。

2.韦伯时刻(the Weber moment):即对能动者(借助惯

习的概念)、世界(借助社会空间的概念，其中场域只是一个子类

型)以及研究者使用的范畴与方法(认识论上的反身性)进行三

重历史化(triple historicization )。该原贝U表现出布迪厄对社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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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知识的彻底历史主义和冲突主义观点，这在精神和方法上

34 与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最为密切相关——尽管后者是与分析性个

体主义绑定的，和布迪厄的关系主义完全相反。C18]

在这两位学者看来，支配(domination )充盈于社会生活，但

其形式多种多样。支配形式无法还原为某种经济基础，并且总是

需要一个符号性权威的介入来框定当前的关系，而这引导韦伯

[Wber, ( 1921 ) 1958 ]关注“合法性”(legitamacy ),并引导布迪厄

关注“信念”(doxa)的社会生产。这就是为什么韦伯而非马克思

才是布迪厄在这个问题上的立足点(尽管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和关

系取向的方法):同《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的

作者①一样，布迪厄拒绝经济决定论，拒绝对根基的探寻，也拒绝

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an )关于“历史被赋予了一种方向性逻

辑”的观念。他坚定地站在新康德主义的(neo-Kantian )谱系中，

认为哲学有责任以“科学的事实”(再次引用巴什拉的说法)为起

点和终点，并从生成性观念(genetic conception )理解知识，将之

视为一个永远未完成的综合过程。[19]

因此，我们应该把城市集群、城市范畴和城市实践看作斗争

的产物、武器和筹码，而这些斗争是围绕多重时间性展开的：从

现实世界中宏观结构的“长时段”，到政治周期和制度循环的中

层节奏，再到基层大众的短时期现象学领域。虽然这条戒令掩盖

了布迪厄是“再生产理论家”的陈腐学术故事——即使是支持其

研究进路的城市学者也在继续讲述着这个故事(例如Harding and
Blokland, 2014: 129—130 ),但该戒令精准地捕捉到了布迪厄的明

确教导和他传世至今的科学实践(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① 即马克斯•韦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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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260; Wacquant and Akçaoglu, 2017 )o

3.莱布尼茨-涂尔干时刻(the Leibnizian-Durkheimian

moment):即运用拓扑学论证模式来追踪符号空间(引导人们对

世界展开认知性与意动性建构的精神分类网格)、社会空间(具有

社会性效用的资产或资本的不稳定分布)和物理空间(在空间中 35

或借助空间来争夺并占有物质商品或观念商品而产生的建成环境)

之间的相互对应、转置和扭曲。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可或缺的，原

因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社会空间倾向于以一种多少有些变形的方式、以能动者

及其资产的确切排布为幌子来重新转译自身。于是，社会空

间的所有区分与区别(高/低、左/右等)都是在作为物化社

会空间而被占有的物理空间中既真实地又符号性地被表达出

来的。(Bourdieu, 1997: 162 )

这一原则凝结在布迪厄思想中几何学成分的汇聚之处，其植

根于布迪厄早年对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的狂热阅读［莱

布尼茨的“位相分析n ( analysis situs )是针对帕斯卡尔(Pascal )的

透视几何学而建立起来的，亦是布迪厄所希望拓展的一元论理性

主义(monist rationalism )的典型例证］［20］,也植根于其形态学分

支，而该分支衍生自涂尔干和莫斯［Durkheim and Mauss, ( 1903 )

2017 ］对社会群体的物质基底与布局跟他们看待自己和世界所运

用的“分类形式”之间对应性的大胆构想。莱布尼茨反对•将几何

学视为一门数字科学，提出了一种强调空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的

几何科学纲领，并将空间理解为“位置关系的结构n ( structure of
situational relations )( De Risi, 2019: 14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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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涂尔干[Durkheim, ( 1900 ) 1975:22],他认为“社会存

在于空间上必然联系在一起的人和物的结合之中”，并且“在这种

方式下孕育出的任何形态学现象都存在于取得确切形式的物质现

实中，而这种形式总是可以被图形化地表现出来”。这种涂尔干式

理论支柱特别支撑了布迪厄的客观主义努力，来解剖那些用于研

究各种社会宇宙的解剖学。我们必须去勾勒相互交织的位置网络

的“外部形式”，因为“社会基底在人们的手中以千百种方式变得

差异化，而这些差异不论对于其自身所依赖的原因，还是对于其

所导致的结果而言，都具有重大的社会学意义” :Durkheim, ( 1900 )

1975: 21 L无论是在具体的意义上，还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能动

者所占据的“领地范围”、其相对于其他行动空间的“地理位置”、

36 “边界的形式”、“人口总数”及其在不同区域的密度，都是在共时

性和历时性分析中必须把握的关键变量，因为“结构本身只有在

其形成过程中才会出现……它不断地形成并分解，而当它达到一

定的固结程度时，它就是生命”[Durkheim,( 1900) 1975:20、22 L

4.卡西尔时刻 (the Cassirer moment):即认识到符号结构

的建构效能(constitutive efficacy of symbolic structures ),并对符号

结构的双重印刻作仔细剖析：一方面将之解剖为主观的性情倾向

综合(范畴、技能和欲望)，这些构成了惯习；另一方面将之解剖

为客观的位置网络(有效资源的分布)，而这些构成了制度。恩斯

特•卡西尔(Cassirer, 1944)的生成性“符号形式哲学”是布迪厄

强有力的“符号权力”概念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这一概念也构

成了布迪厄作品的核心和顶点。然而，关于布迪厄的惯常解读和

运用被僵化在残缺或冗余的“惯习、资本、场域”三部曲中，却

常常忽略这一概念(Wacquant,2019)。

由于人类动物是通过符号的中介(在卡西尔的分类法中，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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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被具体化为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布迪厄亦热衷于

挖掘这五个主题)来接触物质宇宙的，而非将之作为赤裸现实,

所以最客观主义的城市科学必然要为与之相对的分类图式留出空

间——能动者正是通过这些分类图式来赋予世界以模式和意义的。

此外，由于社会世界总是可以从多种视角来体验和建构，这些相

互竞争的符号系统便构成了 “生产并施加关于世界的主导构想的

斗争”中的诸多武器[Bourdieu, ( 1982 ) 1991: 159],从而在物质

层面形塑世界，并推进范畴实在化(realization of categories )的历

史炼金术，这也是布迪厄毕生工作的核心谜题。

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城市空间，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城市生

活的现象学并将其视作处于特定场所中的生活现实(lived reality ),
还要关注城市中人群、物体、活动和地点被命名时所用的词

语，因为影响重大的范畴化是一种保持或改造现实的异常强大载

体——尤其考虑到符号权威(宗教、政治、法律、新闻报道、艺

术、学术、科学等方面的)在大都市中的聚集。正如我们将在下

一章看到的那样，城市现实通过符号投射而形成的物质印记会呈

现出地域污名化的典型和突发形式，而地域污名化的生产、传播

和消费场所及回路是渗透于城市中的，即使其被牢固束缚在城市

空间边缘和底部的社会道德堕落区。

论布迪厄的拓扑学本能反应

布迪厄是一位典型的拓扑学思想家，相关证据体现于

他1981年到1986年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普通社会学”

(Sociologie générale )课程中反复出现的概念(Bourdieu, 2015,

2016)o 该课程生动记录了布迪厄对社会科学基本概念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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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在专门讨论惯习的第一卷共752页的内容中，“空间”

（space ）这个词出现了多达554次（而“惯习"只被提及345

次、“资本”被提及392次）；在聚焦于场域和资本的第二卷共

计1216页的内容中，“空间”出现了 499次（“场域”和“资

本”则分别被提及1434次和1081次）o
根据该课程，社会空间是一种“关于位置与对立的空间”、

“（可能的）力量空间”和“力量的发生场地”、“斗争空间”和

“竞争空间”、“潜力的空间”或“客观可能性的空间”、“活动

空间”同时也是“制约空间”。作为能动者立场表达（position­

takings ）（他们在与其他能动者之行动、策略与生产的关系中所

表现出的行动、策略与生产）的空间，社会空间是一种“符号

空间” “差异空间”和“资产空间”。就其一般化特征而言，社

会空间则有多种描述方式：客观的、关系性的、结构化的、等

级制的、定向的、两极化的、相对自主的、（与其他空间）同构

的、（向其他空间）投射的、被嵌套的或容纳性的（当它包含

“子空间”时），以及“空间性的［指其在物理意义上被定位］

和时间性的”。

不同空间可以相互嵌入，像维恩图那样相互重叠，或者像

俄罗斯套娃那样一个包含另一个（例如文化生产空间包含学术

空间，学术空间包含社会科学空间，社会科学空间包含社会学

空间 ）,其中的每个空间都呈现出社会空间的一般化特征

（有界、两极化、定向化、棱镜效应等）。至关重要的是，“持久

关系空间”或“对立空间”是不可见的、是由分析者建构的，

不同于“互动空间”，也不同于关于独特策略所标示出的、可观

察的差异空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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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对任何一种社会行为或社会模式，布迪厄都指示

我们去揭示能动者所占据的"位置空间"(space of positions )(结

构)如何以"性情倾向空间"(space of dispositions )(或惯习)为

中介而映现到"立场表达空间"(space of position-takings )(实

践)。对结构、惯习和实践的剖析必须同时进行。空间概念的

这种使用方式显然不是修辞性或隐喻性的，而是分析性的，指

示我们要聚焦于符号结构、有效资源的社会束、地理组合所表

现的资产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布迪厄的

社会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对多重空间分析之上的。空间的

多元化与资本的多元化是息息相关的，这是布迪厄笔下“权力”

概念的标志性特征。

请注意：在布迪厄看来，资本被定义为在社会游戏(social

game )中生效并产生利润(即帮助占有"物化劳动或活劳动形

式的社会能量”)的任何资产，包括客体化的和身体化的；并且

资本以不同的种类而存在，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

本、符号资本，每一种都有其增值场所、转换规则、传递机制、

影响效应(Bourdieu, 1986a, 1989a, 1994a, 2016, 2022 )o 社会空间

是各种形式资本束的分配场所；符号空间是符号资本的实现场

所，后者可理解成被误识(misrecognized)①为符号资本的任何

形式的资本；物理空间是物化资本(客体和制度)进行分配的

物质场所网络，是拥有或分散或一致的性情倾向(沉淀在社会

38

① "误识"(misrecognize、misrecognition,，去文：méconnaître^ méconnaissance)
是布迪厄在分析当代西方社会支配形式时使用的重要概念，指支配者运用符

号权力将特定的价值观、资源分配规则以一种温和的日常生活方式加诸每一

个人，使人们将之“误识”为理所当然的正当状态，并认可当前的权力支配

形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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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机体中的符号资本)的人群所穿行而过的地理网格。

布迪厄的拓扑学本能反应一一以几何学方式进行思考的学

术思维本能——有三个根源。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结构

主义的影响。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以索绪尔(Saussure )为代

表］和人类学［以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为代表］的思

想中，集群中每一个元素的意义都来自其与所有其他元素所维

持的关系网络(Bourdieu, 1968 )( 2 )o其次，从恩斯特•卡西尔

在《实体概念与函数概念》(Substanzbegriff und Funktionsbegriff^

1923)一书关于数学史和精确科学哲学的内容中，这位法国社

会学家借鉴了 “实体主义,，( substantialist )概念和勾勒出现代科

学研究之关系性特征的"函数性n ( functional )概念之间的根本

区分(3)。实体主义概念指涉客体的内在属性，而函数性或关

系性概念则借助这些客体与其他客体的联系以及它们在这些客

体集群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界定客体。这些概念属于理性主义认

识论(rationalist epistemology ),不同于加斯东•巴什拉和恩斯

特•卡西尔在莱茵河两岸澄清和阐明的关于科学活动的一般实

证主义构想(4)。

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迪厄对统计分析技术的发现和改编

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拓扑学思维的投入。此处的统计分析技术指

数学家让-保罗•本泽克里(Jean-Paul Benz&ri )提出的多重对

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 ),在其最近的发

展中也被称为几何数据分析(Geometric Data Analysis )( Le Roux

and Rouanet, 2004; Lebaron and Le Roux, 2015 )o 简单来说，多重

对应分析是一种统计技术，用于检测和呈现定类数据集(个体

X名义变量)中的潜在模式。它不假设因果变量的独立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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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承认它们是相互依赖的，并尝试捕捉多元变量之间的关系丛。

然后，该方法将这些变量的联合因果效应几何化呈现为投射到

一系列二维空间中的个体及其社会属性的云图。在这些二维空

间中，点与点之间的分布和距离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5)。从

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数据分析的拓扑学技术，非常符合布迪厄

的关系主义本体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布迪厄来说，社会学是一种社会

拓扑学，而不仅仅是一种捕捉社会世界外部结构的客观主义拓扑

学。上述第二个时刻中的生成性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 )

将能动者以后天习得和模式化的方式来行动、思考与感受的性

情倾向与他们对世界的感知纳入考察(Bourdieu, 1989b )o简而

言之，社会学必须包含一种置于结构中的现象学(structurally

situated phenomenology ),并探索具有结构性根源的主体性

(structurally rooted subjectivity )o但即使是主体性，也可以通过

空间视角来分析性地探索和建构。性情倾向是由认知图式的安

排构成的，这些图式通过范畴的对立(男/女、高/低、内/外

等)来切割和组织世界；除此之外，更根本之处在于，性情倾向

也是由身体在具有符号性标记的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中的移动

而构成的，这些身体移动体现出“实践的几何学，或者最好称

为几何学的实践( Bourdieu, 1980a: 157)。性情倾向本身也是借

助能动者的位置而定位于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布迪厄解

释道：

如果有位相［situs,复数］空间，如果有位置空间，

那么作为位相［M“s,复数］分析的社会学，即关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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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拓扑学分析，既意味着关于位置的分析，也意味着

关于能动者对其自身及他人位置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

的分析，同样还意味着关于立场表达(position-takings )的

分析----立场表达作为能动者的表征、位置和性情倾向的

函数，由能动者以行动、意见声明等形式在该空间中或针

对该空间而展开。(Bourdieu, 2015: 560 )

换句话说，正如布迪厄在1985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的那样，对(客观)社会世界进行建构的(主观)结构本身也

是一种拓扑学。在那次演讲中，他提出了 “惯习分析n ( analysis

habitus )的同族概念，即性情倾向的拓扑学(Bourdieu, 2016:

461~462):

因此，对人们观点的分析与对位置的分析是分不开

的，而位相分析，亦即对空间结构、位置结构的分析，是

分析人们对世界之构想的基础。更确切地说，位置分析是

对作为世界结构化原则的惯习进行分析的基础。我本来可

以说"构想分析，5 ( analysis visus )［即观点的拓扑学］,但

我采用"惯习分析"(analysis habitus )［即性情倾向的拓扑

学］。因为在我看来，当我们想要研究人们对世界的这些构

想时，论述这些构想不如论述组成这些构想背后的原则更

重要——考虑到社会学的目标之一不仅是把握位置空间和

能动者对于这些位置的表征，还要把握能动者借以拥有这

些构想的感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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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跟 Fligstein 和 McAdam 在 A Theory of Fields ( 2012 ) 一书

中提出的互动主义概念"策略行动场域"(strategic action fields )的主要

区别之一。这也将布迪厄与"社会世界视角”(social worlds perspective )

(Strauss, 1978 )区分开来，后者衍生于扎根理论，在科学技术研究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传播学和管理学中非常流行(Clarke

and Star, 2008 )。

(2 )在1982年的“普通社会学"讲授课上，布迪厄(Bourdieu,

2015: 556)解释说：“我们得到了一种拓扑学，其中所有元素、位置、

场所、点的所有意义都只存在于其与其他点的关系中。某物之所以是

其本身，是因为它不是其他事物。”这是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结构主

义的完美极简描述。

(3)以下事实表明了该书的重要性：1977年，布迪厄在与午夜

出版社(Éditions de Minuit )合作推出的系列丛书中请人翻译了这本

枯燥的大部头书，并添加了 一个醒目的副标题：“概念理论的要素”

(uElements for a Theory of the Concept" )o 卡西尔的这部著作于 1923 年

出版了英文版，并增补有他的论文"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关

于这方面的简要讨论，参见“Ernst Cassirer and the Structural Conception

of Objects in Modem Science” ( Ihmig, 1999 )。

(4) “当卡西尔在描述思维方式的起源以及现代数学或物理学所运

用的概念时，他完全否定了实证主义的构想，因为他表明最先进的科

学设法建构了自身，并且这只有通过优先考虑关系而非实体(如经典

物理学中的力)才在最近实现。他还以同样的道理证明，以科学方法

论的名义提供给我们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合法方式

的一种意识形态表征，与科学实践中的任何现实都不对应。"(Bourdieu,

1986: 53—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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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独立'变量的最独立之处①遮蔽了一个完整的统计关系

网络，这些统计关系隐秘地存在于其与某种观念或实践的关系中”

(Bourdieu, 1979: 115 )o要深入探讨多重对应分析如何转变了布迪厄的

研究，以及布迪厄反过来如何改变了多重对应分析的实践并使之成为

社会科学中对回归技术的主要替代方法，参见Frédéric Lebaron的清晰

文章“Quantifying Bourdieu" ( 2009 ),以及 Lebaron and Le Roux 所编的

指南(2015)。

对行动中理性主义的修正，对肆意多变的社会形式及其在制

度与社会化身体中的沉淀进行的彻底历史化，对符号空间、社会

空间、物理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寻索，对精神构念的实在化过程的

探究，这些原则共同形成了一种关于城市的科学观点。与社会科

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实在论和阐释学等认识论所衍生

的观点截然不同，这种观点要求研究聚焦于清醒而积极的“对象

的建构”之上，摒弃空洞的形式主义和漫无目的的经验主义，借

助普遍化分析的优势来探究历史案例的特殊性(Bourdieu, 2001a)o

除了这些原则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布迪厄的科学实践中提炼出三

41 条一般性的注意事项，这些注意事项将助益那些希望在文字或精

神上借鉴布迪厄作品的城市研究者(或任何其他具体研究课题的

研究者)o

第一，避免概念拜物教。布迪厄经常被误读为一名“理论

家”，但他其实坚决反对那种“惹眼的理论化”。⑵］他没有把理

论当作傲慢的主人，而是将之视为服务于经验调查的谦卑仆人,

①此处为双关语，“独立变量(independentvariables)亦即“自变量”。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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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他总是通过发展一个理论来推进另一个理论(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29—35,多处可见)。概念拜物教典型体现在期刊

《人文地理学进展M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上发表的大量文

章，在此无法一一列举。纠正这种常见学术歪曲的方法是，将概

念的文字定义置于背景性的地位上，转而密切关注布迪厄是如何

将概念转化为具体的研究操作以锤炼他的经验研究对象的。⑵］

第二条与第一条相关：谨防修辞学陷阱。有无数的作者将

自己的研究抹上布迪厄色彩，而实际上布迪厄的概念在他们的分

析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文字在，但概念不在。事实证明，他

们的研究发现和论点与运用任何其他方法得出的(而且通常都

是如此得出的)研究发现和论点没有什么不同。在这方面，“场

域"(field)概念可能是被滥用得最严重的，因为它常被当作“领

域"(domain)或"舞台"(arena)的一个普通乏味的同义词，却

没有展现出布迪厄论述中“场域”所具有的极其独特的属性(分

化、自主性、垄断性、交错组织、棱镜效应等)。这些作者不合

时宜地“讲布迪厄语”，不仅将修辞混淆为分析，还遮蔽了有效运

用布迪厄的学术工具所能带来的理论及经验裨益。这种贫瘠的声

音很容易沦为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在最近的学术研究中，以

城市为名的各种惯习的滑稽陡增就说明了这一点：“大都市惯习”

(metropolitan habitus )、"郊区惯习"(suburban habitus )、“士绅化惯

习"(gentrification habitus )、“互联网惯习 n ( dot.com habitus ),更不

用说荒诞不经的“迷你惯习” (mini-habitus )［也许在为即将到来的

纳米惯习(nano-habitus)铺平道路］。所有这些都表明，它们的发 42

明者并不理解惯习的基本含义和构造(Wacquant,2016)。

路易•沃思(Louis Wirth, 1938 )强调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异质

性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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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特征是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多种多样的人口和范畴、

跨度广泛的社会环境，以及大量有界的社会微观世界，其中每个

微观世界都孕育着相互对立的感知与理解图式。从逻辑上讲，该

特征会催生各种各样相互竞争的性情倾向(对应于众多不同的位

置和轨迹)，而非作为城市本身特点的某个单一的、统一的惯习。

城市是相互冲突的多种惯习的生产和碰撞之地。这些惯习或多或

少具有内部连贯性，也或多或少具有外部一致性，这往往会引发

丰富的行动路线，而非线性的再生产策略。关于“大都市惯习”

(或“郊区惯习”等)的说法虽然听着响亮，却是空洞的“布迪厄

废话”。相比之下，如果足够严谨，我们可以富有成效地谈论贫民

窟惯习(ghetto habitus )和小镇惯习(small-town habitus ),因为这

两个社会空间集群构成了相对封闭、独特和同质的微观世界，具

有其自身的关系特征和符号特征。⑵］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将回

到这个主题，指出城市性如何促成内部连贯性和外部一致性都较

低的惯习。

第三，要将布迪厄的理论概念彼此分离，以确保对这些概念

的单独使用能带来真正的回报。在最终将这些概念根据需要进行

重新组合以理解和解决当前的经验难题之前，这样做不仅是可能

的，而且往往是可取的。我很清楚，布迪厄和我在《反思社会学

导引》(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中曾主张与这一原则相

反的策略，强调“惯习、场域和资本等概念只能在它们所构成的

理论体系中来界定，而不能孤立地界定"(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96 )。但是，1992年时的首要任务是提供一个关于布迪厄理

论框架的体系结构和内在逻辑的总体视图，以及向很大程度上并

不熟悉布迪厄种种概念的读者说明这些概念之间的协同作用。在

此后的二十年间，受布迪厄启发而创作的作品中，成果最丰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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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运用了该框架中部分元素的作品，而那些试图全面驾驭整

个理论框架的作者却常常陷入困境。因此，我们必须听从巴什拉

关于“认识论是历史性的”这一教导，并针对手头知识所面临的 43

最大威胁而有策略地改变它的处方。

除此之外，对布迪厄经典的神学化解读会规定一个人要从

头到尾、照本宣科地贯彻他的核心概念，而这与任何研究项目的

实用性之间都存在张力，甚至充满矛盾，并且与布迪厄本人对概

念的运用方式相抵犒。例如，在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作品中，这位

法国社会学家在探究“惯习”和“符号权力”时全程都没有使用

“场域”概念(Bourdieu, 1972, 1977b, 1980a, 2008 )o 原因很简单，

卡比尔乡下的农业共同体中不存在场域。对于那些仍在摸索如何

超越对布迪厄思维方式的基本理解的研究者来说，这种审慎策略

尤为合适：与其仅仅为了达到宣示的效果而南辕北辙地援引五个

概念，不如在适当的分析范围之内运用好一个概念。正如这位法

国社会学家在谈到自己对分析性构念的使用方式时曾说的那样：

“还概念以灵活性”(Bourdieu, 2005: 326 )o
作为例证，我们可以看看内森•马罗姆(Nathan Marom,

2014a )对"特拉维夫空间区隔的百年历史”("One Hundred Years
of Spatial Distinction in Tel Aviv")①的概述。该文提供了一个经济、

高效并富有成果地运用布迪厄思想的典范案例，验证了上述三条

建议。［24〕为了理解这座充满争议的城市内社会空间对立在整个生

命历程中的演变轨迹，马罗姆聚焦于一个单一操作：“将社会空

间转译为物理空间。”他只是优雅地借鉴了两个概念，即社会空

间和符号权力，而这两个概念的二重奏恰好是布迪厄思想的核心

①特拉维夫(Tel Aviv)是以色列的一座港口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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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quant, 2019 )o运用这两个概念，马罗姆打破了从城市生态学

中继承而来的对隔离的自然化问题，并克服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进

路对符号性分类和分类斗争的展演效力的忽视。

在布迪厄的启发下，马罗姆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将其中的

术语历史化，并挖掘数据以使之能够记述相关现象的新鲜经验内

容，最终对特拉维夫多个尺度上不断变迁的空间构想与区分原则

(principles of spatial vision and division )①提出一种其他理论视角无

法带来的原创性理解。他的文章还表明，虽然贯穿布迪厄著作的

七个主要概念中——惯习、资本、社会空间、场域、符号权力、

信念、认识论反身性，每一个都可以被城市集群研究者调动起来

以产生丰硕成果，但其中最有力和最有成效的无疑是社会空间。

这不仅因为社会空间以地理学隐喻为支撑，而且因为它是“母

范畴”(mother-category ),从中涌流出场域、身体(corps )、机器

44 ( apparatus )等更为有限的概念，构成了社会行动生根和流动的多

种特定环境类型(Wacquant and Akçaoglu, 2017 )；还因为社会空间

是多维的，是同城市的“天作之合”——城市则是相互竞争的资

本形式得以孕育、多元化和增值的促成环境。事实上，社会空间

是布迪厄学说区别于所有现有城市理论(包括芝加哥学派生态学

与民族志、政治经济学、后殖民主义城市性、组合理论、星球城

市主义、城市土地联结研究，参见Storper and Scott, 2016 )的一个

最具决定性的范畴，并填补了现有城市理论中的空白。

在确立了布迪厄与城市研究的关联，并阐明推进其工作的原

则之后，《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的两期“将布迪厄带入城

① 显然，这里化用了布迪厄“构想与区分的原则"(principle of vision and
division)的相关学说。参见本书“前言”中内容及相关译者注。——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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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专题(vol. 42, no. 1, 2018 和 vol. 45, no. 2, 2021 )提供了一些研

究应用加以例证。第一组文章采取自上而下的宏观社会学视角，运

用上文提及的三元辩证法探究了如下议题:巴黎高层资产阶级再生

产的独特空间策略(Pinçon and Pinçon-Chariot, 2018 )；构成波尔图

城市街区中阶级地位、社交活动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对应性(Pereira,

2018)；世界主义文化资本在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兴起及其相关因

素(Savage et al., 2018)；法国城市政策中的“高危街区”、美国城

市再开发中的“遗产区”等空间标签的发明、传播和影响(Tissot,

2018)；住所在穷人生活策略中的核心地位与美国城市社会学在解

决住房问题上的持续失败之间的醒目脱节，以及由此导致的关于

“把房东带回来”至地方权力场域中的呼吁(Desmond, 2018 )。

富人和权贵的城市在哪里

城市学者一直忽视富裕、权贵和特权地区，原因很简单:

这些地区很少给城市管理者带来“社会问题”，而且社会学家长

期以来对下层地位的社会群体和地域怀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迷恋。

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城市社会学诞生之初，芝加哥学派

社会学家几乎只报道“穷人、外来人口以及多少有些不体面的

人n( Hannerz, 1980: 45 ),并对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产生了名副

其实的迷恋。哈维•佐尔饱(Harvey Zorbaugh)的《黄金海岸

与贫民窟》(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 1929 )对芝加哥近北区

的六个“自然区域”①进行了实地研究。该书将被称为“四百

①"自然区域(natural areas)是芝加哥社会学派进行城市研究时经常使用的

概念，指城市中根据某种优选竞争或文化特征而彼此有所区分的群体或社

区。该术语借用自植物生态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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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人"(“the Four Hundred")的城市上层阶级的生活空间纳入了考

察，因而成为少有的偏离上述关注点的专著。

这种平民主义的异域情调所滋生的短视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部头著作《城市民族志读本X Urban

Ethnography Reader )( Duneier et al., 2014 )就是一个例证：该书

的近900页内容中不含对上层阶级的空间、制度和实践的任何

分析。“市政厅"(city hall)和“资产阶级n ( bourgeoisie )这两个

词在书中一次也没有出现；"上层阶级,，(upper class ) 一词只被

偶然提及了(不到6次)；其52章内容中有39章直截了当地聚

焦于受剥夺地带的下层阶级和族群；令人震惊的是，全书有27
章——占整卷书的一半以上——在专门讨论美国“内城”的贫

困黑人。在这种视角看来，大都市中充满了无家可归者、越轨

者和成问题的黑人(甚至有还以鸽子为食的人)，但奇怪的是其

中没有公司、职业、政治家、检察官、权贵豪门、房地产中介、

官僚、主教、科学家和记者(1)。

精英社会科学的复兴和超级富豪研究的姗姗来退(Khan,

2012; Keister, 2014; Killewald et al., 2017; Korsnes et al., 2018 )只

是上述研究模式的一个表面上的例外，因为这些研究很少涉及

上层阶级的保有空间以及他们保护社会空间、超越物理空间的

能力(2)。在填补这一空白方面，没有人比“潘松夫妇”(the

Pinçons )(这是他们的法国同事和阅读其畅销书的广大民众对他

们的亲切称呼)做得更多：他们在二十年间致力于探究城市顶

层社会不平等得以生产和延续的空间机制［Pinçon and Pinçon-

Chariot, 1989, 1992, 1996,(2007)2010 L其他值得注意的例外

还有：特蕾莎•卡尔代拉(Teresa Caldeira, 2000 )对圣保罗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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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固飞地的经典研究、蒂埃里•帕科(Thierry Paquot, 2009 )

关于门禁式社区的世界之旅、米卡尔•霍尔姆奎斯特(Mikael

Holmqvist, 2017)对大斯德哥尔摩地区中最高档的郊区于什霍

尔姆(Djursholm)之“神圣化"的深入民族志研究，以及伊

兰•威塞尔(Ilan Wiesel, 2018 )对澳大利亚三个上层阶级街区

的权力、魅力和焦虑的比较田野研究(3)。

新布迪厄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任务是去探究社会空间和物理

空间的整个区域，无论高低贵贱；并且要将它们当作一个关系

集群(relational constellation)来把握，这样一来，穷人和富人

的命运、不稳定无产阶级和超级资产阶级、城市中的污名街区

和光环地带就会联系起来得到研究。此外，资产阶级本身也分

布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这种差异化空间也被差异化地铭刻在

城市地理中——因此巴黎的经济资产阶级集中于塞纳河的右岸，

而文化资产阶级则集中在左岸(4)。巴黎资产阶级的这两个分

群往往会发展出不同的社交场所和社会地理流动圈。这凸显了

对支配阶级的社会学研究进行空间化的必要性。此处的空间化

是双重意义上的，既要审视他们的保有空间，又要探究其如何

塑造了城市中的空间，进而决定了其他阶级的生活机会和生活

空间(5)o

(1)与其他典型的同类著作一样，这本庞大的汇编也仅含有一

个单独的篇章及作者、两位人类学家是位于美国以外的，并且欣然不

知其他国家和学科中发展出的城市田野调查相关丰富传统。对于初学

者来说，可以感受一下Deckard和Auyero ( 2022 )对拉丁美洲城市边

缘性所作的详尽民族志全景，以及美国和全球各地的城市人类学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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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的惊人多样性(Low, 1999; Jafife and De Koning, 2015, Pardo and

Prato, 2016)o法国的城市社会学家也更倾向于顶层研究而非底层研究，

并将整个城市作为他们的分析单位，例如法国探索出版社(Éditions La

Découverte)出版的关于巴黎、里昂、马赛、波尔多、南特、里尔和圣

艾蒂安的社会学专著系列。

(2 )这一研究模式在以下文献中有所探索：Pinçon和Pingon-

Charlot 的 Les ghettos du gotha [ ( 2007 ) 2010 ]; Brooke Harrington 的

Capital without Borders: Wealth Managers and the One Percent ( 2016 );

Cristobal Young 的 The Myth of Millionaire Tax Flight ( 2017 )以及 Ashley

Mears 的 Very Important People: Status and Beauty in the Global Party

Circuit ( 2020 )o

(3 ) 另见 Sylvie Tissot, De bons voisins. Enquête dans un quartier de

la bourgeoisie progressiste ( 2011 ); Andreotti 等在 Globalized Minds, Roots

in the City: Urban Upper-Middle Classes in Europe ( 2015 )中对米兰、

马德里、巴黎和里昂的 比较；Hay, Geographies of the Super-Rich

(2016 );以及 Forrest et al., Cities and the Super-Rich: Real Estate. Elite

Practices and Urban Political Economies ( 2017 )o

(4 )这一点在Bourdieu的Distinction ( 1979 ) 一书中有所证明。该

书用最长的一章讨论了三大阶级的品位，以论述资产阶级内部如何在

经济和文化层面分化为对立的分群。此外，Pingon和Pingon-Charlot在

他们的Sociologie de Paris ( 2008 )—书中也证明了这一点。

(5)美国社会科学已经生产出了整整一图书馆的种族隔离研究，

而对阶级隔离的研究却寥寥无几。一个重要的例外是Jessica Trounstine

的 Segregation by Design: Local Politics and Inequality in American Cities

(2018 ),其涵盖了社会分隔和种族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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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布迪厄带入城市”的第二组论文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通

过民族志田野调查来追踪城市中的实践，走进行动的政治现象学，

并对布迪厄进行了新葛兰西主义(neo-Gramscian )的修订，使之

适合于描摹如下内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伊斯坦布尔在物质、

社会和符号层面经历了重构(Tu莒al, 2021 )；不断变化的住房美学

成为玻利维亚城市中崛起的本土资产阶级的力量体现(Poupeau,

2021 )；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污染最严重的棚户区居民经历了

“有毒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只能等待永远未曾到来的环境补救

行动(Auyero, 2021 )；以及丹麦一座老工业城市中的空间污名和

社会分化现象(Jensen et al., 2021 )o

最后这篇论文值得在此简要展开，因为它是将布迪厄的理论 47

与方法论相结合的典范，并把我们带回到原点，突显了布迪厄社

会学多维度与多方法的特征。作者延森等人(Jensen et al., 2021 )

首先利用调查、访谈和民族志材料来进行多重对应分析，证明社

会空间一一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分布——近乎完美地映现到了

街区的地理空间上。然后，他们通过评估这些街区的声望排名来

勾勒出符号资本的分布情况，并邀请有代表性的样本居民说出该

城市中他们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居住的地区。在这一步中，他们再

次发现社会空间与符号空间基本一致，但有三个意外差别。

首先是明显的代际差异：年轻的受访者认为市中心最理想，

而年长的受访者则认为市中心是最不好的。其次，由于客观分布

的“夸张和戏剧化”过程，声望的拓扑结构比社会经济地位的拓

扑结构更加两极化，因而居民心智地图中的街区位置比这些街区

实际上的位置更加遥远和两极分化。所以在民众的想象中，资

产阶级所在的哈塞里斯区(Hasseris)比实际情况更加富有、受

教育程度更高、更为高档，而被普遍认为是最底层的奥尔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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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Aalborg East )(有时被称为“孟加拉国”，因为那里有引人注

目的非西方移民)则被想象得明显比实际情况更加贫穷、肮脏和

危险。

对于奥尔堡东区的居民而言，他们并没有将附着于自身街区

的污名内化，而是普遍对生活在这里感到满意。这无疑是由于不

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以及北欧社会国家所提倡的平等公民文化所

致。符号强化(symbolic accentuation )证明了符号空间的相对自主

性和独特影响力。与个人或群体一样，地点也是“被客观地定义

的，但不仅由它们是什么而定义，还由它们被普遍认为是什么而

定义，由一个被感知的存在(perceived being )而定义。这一被感

知的存在即使密切依赖于其本身的存在，也永远不会完全还原为

其本身"(Bourdieu, 1980a: 233 )。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贬逐街

区的种族化是新自由主义城市中符号强化的一种形式。

《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2018年和2021年两组专题中收

录的文章都在将布迪厄带入城市，每一篇都对某方面城市生活的

构成要素和决定因素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并且每篇文章都

展现了不一样的布迪厄：作为阶级、空间和文化研究者的布迪厄,

作为国家研究者和符号劳动研究专家的布迪厄，作为美学、时间

和支配研究者的布迪厄，作为社会存在与符号暴力理论家的布迪

48 厄。这些文章共同呈现了布迪厄的关键概念、方法论举措、经验

指针的可塑性和生产力，以及其主要理论构念在分析工作中的大

致分工一一我将在第三章中再次论及该内容。这些研究彰显出这

位法国社会学家能够如何在不同尺度上激发、丰富和调整城市研

究，甚至将城市研究融入更广泛的拓扑社会科学之中——后者能

够将城市纳入符号区分、社会空间、建成环境之间动态关系的一

般性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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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熔炉中的惯习与场域

事实上，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具体表现为多种历史形式，这

些表现形式都位于一个连续统上，其一端是完美同构(perfect

homology ),另一端则是完全脱节(complete disjuncture )o由于三

种空间中的每一种都有其相对自主性和惰性，所以大多数经验案

例会落在这两端之间的某个位置。“完美同构”和“完全脱节”这

两个端点是逻辑构念，无法在历史现实中完全体现。考虑到社会

空间存在“语义弹性”、物理空间存在相对刚性，以及符号空间是

由实践范畴组织的，而实践范畴本身是模糊的，并且是根据避开

了抽象逻辑的实践逻辑来调用的[25],所以三元辩证法在某种程度

上往往不是完美同构的。同样，完全脱节也是不可能的一一除非

在像内战这样的社会符号完全打乱的情况下，但即便如此也不会

完全脱节，因为任何社会宇宙都是在最低程度上锚定于物理空间

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孕育出表达其形态的符号范畴的。

符号空间的相对自主性是随着文化生产场域(宗教、艺术、

科学、法律、新闻报道、政治等)的出现、巩固及其自我指涉特

性而产生的。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符号形式是由专家根据内部标

准来精心制定的(Bourdieu, 1994b )o例如，我们可以想想法律是

如何脱嵌于日常生活的，以及是如何被那些依据具体法律规则来

制定法典的法学家所垄断的(Bourdieu, 1986b )。社会空间的相对

自主性来自资本积累、分化和转移的规律，而资本的积累、分化

和转移是借助社会再生产与转换的既有工具而实现的(Bourdieu,

1989a: 386—396, 1994c )o物理空间的惰性存在于它对定位、位置

和移动所造成的物质制约及其提供的便利，以及改造物理空间所 49

需要的资本、劳动力、时间等方面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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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仅仅将布迪厄添加到城市研究准则中，或者把他的这

个或那个概念塞进某个研究项目中，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多、更

好。我们可以将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作

为一个框架，来重述城市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请允许我在此

提出一个新布迪厄主义城市理论的临时纲领，以邀请大家将城市

视作资本和惯习之独特构成的熔炉来重新思考城市。在制度或者

说在客体化的历史方面，大都市是一种独特环境，因为其孕育着

以下内容：

(1)多种资本的积累和聚集。这是通过吸引大都市边界

内部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而实现的。对此，马

克斯•韦伯［Weber, ( 1921 ) 1958 ］关于中世纪城市起源的研

究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1989 )关于11至18世纪欧

洲城市与经济资本之共同兴起的研究中都有精彩论述。

(2)资本分化为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宗教资本、司

法资本等不同的竞争形式(Bourdieu, 2022 )。这一过程是伴

随着功能分化的确立而展开的，并导致了不同资本种类及

其持有者实现再生产的相关专门机构的增加——正如涂尔

干［Durkheim, ( 1893 ) 2007 ］对劳动分工的论述和布迪厄

(Bourdieu, 2012 )对国家作为“元资本”持有者的兴起的相关

研究所阐明的那样。

(3)资本之间的竞争。其源于资本的分化这一事实：多

种资本在同一个紧凑的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中有形共存，这

便提出了关于资本的相对价值与等级的严峻问题，进而引发

了不同资本持有者之间围绕最高地位的斗争，以及无资本者

自下而上的挑战----正如布迪厄(Bourdieu, 2011, 2022 )在他

66



关于"支配分工” (division of the labor of domination )①和"权力

场域”起源的论述中所指出的那样。

就性情倾向，或者说历史的身体化而言，城市同样是独特的，

因为它将具有不同出身与生活经历、从事不同活动的人群紧密地、

持续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主体性。它不仅促

成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位置的流动性(positional mobility ),还

促成了性情倾向的流动性(dispositional mobility )o这是凭借以下

内容实现的：

(4)各种各样惯习的激增。这根植于密集而独特的社会

关系和文化价值观集群，并且这些集群已经超过关键人口阈

值，因而能够持续存在并蓬勃发展。基于路易•沃思(Wirth, 50

1938)“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观点，克劳德•费舍

尔(Claude Fischer, 1995)在城市性的亚文化理论中对此有所

论述。

(5)不成熟和脱节的惯习的形成。这同样是来自社会经

历和社会接触的扩散，以及性情倾向与位置的脱节——正如

布迪厄(Bourdieu, 1977a)研究阿尔及利亚中亚无产阶级的社

① 关于“支配分工”(法文：la division du travail de domination)这一概念,

布迪厄曾论述如下：“在权力场域内，支配阶级不同分群之间的客观关系以

两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方式呈现：当我们考虑这些关系本身时，就好像权力

场域是完全自主运转时，这些关系表现为支配关系(经济资本最丰富的分群

对文化资本最丰富的分群的支配关系)；当我们将这些关系和界定权力场域

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支配关系一同理解时，我们则会看到一种支配分

工形式得以通过这些内部关系而实现一一无论这些关系之间如何充满冲突。”

(Bourdieu, 2011)-----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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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流动时所剖析的那样，亚无产阶级投身于理性化的、以市

场为基础的城市世界中，却怀有植根于名誉和亲属关系的乡

村范畴。 ’

（6）在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中，各种各样惯习之间的碰

撞。这些惯习相互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这再次导致生存焦

虑、策略性创新和自我拷问时刻。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 1903 ） 1950:326］对此有所论述，他认为大都市生

活的特点是“通过意识的强化而实现的精神支配”。

简而言之，城市是一个宇宙，它不仅孕育了马克思式的剥削、

涂尔干式的专门化、韦伯式的理性化和杜波依斯（Du Bois）式的

（非）名誉区分，而且还培植了布迪厄式的反身性，因为城市使居

住于其中的人暴露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评价实践与标准中，这些实

践与标准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会使他们将自身相对化。［26］从长时

期来看，由于城市化催生了文化与社会层面的扰动，所以城市化

是主信念（Doxa,首字母大写的doxa）的溶解剂，也是集聚于城市

中的各微观宇宙特有的各种信念（doxai,复数形式的doxa）的催化

酶。因此，我将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指出，将布迪厄“城市化”、将

城市作为社会分化的熔炉来纳入布迪厄的理论模型中，会强化布

迪厄关于结构（场域）的论述，但会动摇他关于行动（惯习）的

论述，从而邀请我们更好地详细论证惯习和世界彼此达成一致

（或未达成一致）的条件。

为了概括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对应关系和相互

转换关系，我们可以尝试将其以图示描绘。但是怎么做呢？布迪

厄喜欢用图示来浓缩展示丰富的数据，并阐述复杂的论点，这与

他的拓扑学本能反应是一致的。［27］他早期所作的著名图示包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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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比尔传统住宅的符号意义的描绘，以及在《再生产：一种教育 51
系统理论的要点》(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 )①

一书中关于惯习在从家庭到各层次学校系统中的排列组合的图表。

他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的再阐释也被提炼为一个关键图示，其中展

示了牧师、先知、巫师和平信徒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区隔》一

书中有多个图表用来阐明惯习、资本和场域之间的关系，其中包

括一张叠加在社会空间位置地图上的文化消费地图，该图以性情

倾向地图为中介，视觉化地表达了有关三者之间对应性的核心论

点。”"在《实践感》(The Logic of Practice ) 一书中，布迪厄总结

了卡比尔人仪式和神话的意义层次，其借助的是关于组织起这些

仪式与神话的一系列符号性对立的概要化圆圈。

与之相似，在《艺术的法则X The Rules of Art)—书中，布

迪厄将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划时代小说《情感教育》中人物的地

理位置和游历路程绘制在了巴黎的地图上，借助塞纳河左岸(文

化资本的汇聚之处，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场所)和右岸(金钱

和商业的中心，是实业家和银行家的聚居地)的二元对立，标示

出支配阶级的内部结构。在这本书中，有一张图描绘了文学场域

的内在动态构成，还有一张图呈现了社会空间、文化生产场域和

权力场域之间的嵌套关系。当然，在布迪厄的主要著作中，还有

通过对调查数据和拟人法(prosopopoeia)材料的多重对应分析而

实现的个人及其属性云图的视觉化映现［例如《学术人MHomo

① 该 书法文 原版标 题为爵 Reproduction. 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 后 以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为题出版英文版。目前中文版(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译自法文，

并取法文版图书标题。这里采用本书已有中文版的标题，以方便中文读者查

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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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us \《国家精英》和《经济的社会结构》］。在《论国家》

(On the State )讲授课中,这位法国社会学家甚至将王朝国家向官

僚国家过渡的相关理论浓缩为一个由国王、国王的兄弟和大臣为

主要内容的简易三角形。

图示有助于我们思考，但也有一定的风险。布迪厄担心图

示带有一种历史无意识，会在无形中限制我们的思考。在《普通

社会学MBourdieu, 2016: 30—31 )讲授课中，他警告我们：“对

社会世界进行科学思考的障碍之一……是关于建筑形制世界的

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利用底层基础(infrastructures \上层建筑

(superstructures ),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结构(structures ),极大地

强化了这一哲学。”布迪厄指出了运用房屋(有地基、房间、楼

52 层)或金字塔(有宽阔的底座和尖尖的顶部)的隐喻来构想社会

的危险。⑵］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总体社会空间最好被视为一个

多维度的“多种空间的空间、多种场域的场域"(Bourdieu, 2016:

29),其边界大体上是清晰的，又是不断变化的，在某种程度上还

是多孔的(porous );其等级制是处于斗争中的，因此是不停移动

的(Bourdieu, 2022: 635—648 )o

尽管如此，为了谨慎起见，我提出三种而非一种方式，来描

绘符号空间、社会空间、物理空间之间的关系，而每种方式都有

其优点和不足(见图1)。第一种方式是环形图，三个空间在其中

被视为处于同一个平面上的锚点，该平面具有分析上的平等性和

53 相互性，而研究者将沿着这个阐释学的圆环旋转。第二种方式是

三角形图，“精神”层面的符号空间在其中凌驾于“物质”层面的

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之上，表达出三者在分析上的主次，也表明

了 “多种空间的空间”是自下而上定向的(尽管该图也可以理解

为暗含了自上而下的因果性)。在第三种图示方式中，三种空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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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空间

呈现为三个相互平行的平面，它们或多或少是直接和同构地“映

现”到彼此之上的。与本书作者一样，本书的读者必然对符号、

社会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默会意象。有鉴于此，我建议我们

一致牢记第三种构型，并认可每个平面都有自己的规则、内部历

史和特定斗争，也存在适用于三个平面之间关联的同样内容。

无论怎样以图示的形式简缩，每个理论都有其分析上的漏洞、

逻辑上的盲点和经验层面的局限性，这提出了内涵（构成概念的

元素）和外延（这些概念可以应用的情形范围）方面的问题。这

些问题也曾在围绕2017年发表于德国城市研究期刊《城/郊：批

判城市研究杂志》上的本章内容早期简短版本的研讨会上提出，

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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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接下来将回应这些问题。

布迪厄的拓扑(topos)、空间与地点：对德国评论者的回应

感谢我的德国同仁参与讨论我提出的“城市的布迪厄化”

(*1Bourdieusification of the city” ),亦即将布迪厄的独特思维方式运

用于城市区域(urbs )和市民共同体(civitas )意义上的大都市研究

中(Isin, 2003 )所引发的认识论、理论和经验上的多方面议题。我

将逐一回应他们的评论，时而反驳，时而修正，时而扩充，但始终

是为了澄清我的论点，并为城市研究者提炼出这些论点的意涵。

1.对“城市”的精英式与学术式预建构：卡塔琳娜・曼德

沙伊德(Katharina Manderscheid, 2017 )正确地指出了《世界的

苦难》中题为“场所效应”的一章对德国社会科学家的过度影响

(Bourdieu et al., 1993 )；在他们的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国家的同

行中，同样存在着对这一文本的短浅关注。这是因为该书是布迪

厄的成熟作品中唯----本表面上处理城市主题的书：涉及城市中

社会苦难的结构和体验。这种独特的关注点表明，他们天真地接

54 受了对城市的精英式预建构，即将之作为大都市内部或关于大都

市的令人讨厌的“社会问题”的封面术语，而社会科学往往对这

一做法予以认可而非质疑。正如我在本章前半部分所做的那样,

回到布迪厄表面上关于乡村主题的早期作品，可以帮助我们避免

在对象构建中出现这种基本错误。事实上，这将邀请我们通过乡

村的视角来重新构想城市，并扭转城市社会学的惯常视角，即将

“城市”视为给定的，并往往从源自民间或行政构造的不成熟观念

而着手。

我们要从中吸取的教训，不仅仅是要注意巴什拉关于认识

论断裂的提醒，而且在向布迪厄寻求分析指导时要努力涵盖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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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著作，甚至是布迪厄主要研究的全部范围。就此而言，我

建议超越布迪厄著作的封面标题而进行挖掘：令人感到奇怪的

是，城市学者没有注意到布迪厄的《经济的社会结构M Bourdieu,

2000) 一书，但是这本书含有一个关于住房市场之政治生产的理

论模型及抽丝剥茧的经验分析，而对城市研究而言，还有什么主

题能比住房更加重要呢？(参见Brenner et al., 2012; Pattillo, 2013;

Desmond, 2018)勇敢的读者还应该更进一步去尝试涵盖那些在

布迪厄启发下产生的重要城市研究，例如米歇尔•潘松(Michel
Pinçon )和莫妮克•潘松(Monique Pingon )的多部著作，他们是

三十年前将《区隔》中的模型应用于巴黎及其高档区域之物理构

成的真正先驱(参见 Pinçon and Pinçon-Chariot, 1989, 1992 );或者

去涵盖那些由布迪厄设计和指导的城市研究，例如让-克劳德•尚

博勒东(Jean-Claude Chamboredon )和玛德琳•勒迈尔(Madeleine

Lemaire )的经典文章《空间临近性与社会距离：大型住宅区及其

人口》(u Spatial Propinquity and Social Distance: Large Housing Estates

and their Populationsn, 1970 ),该文的田野研究展开于法国南部的

社会主义小镇安东尼(Antony),而当时布迪厄居住于此，并计

划将其改造成一个“生活实验室”，以供他当时领导的欧洲社会

学研究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européenne )进行全景式的调研

(Pasquali, 2012 )o [30]

曼德沙伊德邀请我们研究“社会空间隔离与回避”的微观

结构，而这是诸如居住分异指数(residential dissimilarity index )

等传统的人口学宏观指标所不能充分反映的。我对此表示附

议。21世纪以来，富裕和权贵群体及其家族和企业越来越有能

力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顶端进行有组织的自我封闭，来精心

打造高密度聚拢着各种资本和预留设施的专属场所(Wacqu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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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a)o他们还能够利用地点的多重性，甚至制造虚构的无地点

55 性(placelessness ),来逃避税收或刑事起诉等。⑶'与之相反，在

大都市秩序脚下受到剥夺和贬损的群体则越来越多地被锁定在污

名化的住宅区里(例如Keller, 2005; McKenzie, 2015 ),或者无处

立足——正如无家可归者那样，在街头、庇护所和不稳定住房之

间徘徊，或者建立临时营地，而正是这些营地的可见性使他们成

为地方政府管理或刑罚干预的目标(例如Herring, 2014; Jackson,

2015 )o处于顶层的群体在城市中塑造了他们所在地点的物质现实

和形象，而底层人群的空间和地点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力量

为他们定义的。布迪厄可以帮助我们揭示这些多重层次上社会空

间分化和支配的"区隔"(feine Unterschiede )①。

2.空间与支配：不同于博伊克•雷拜因(Boike Rehbein,

2017)对我观点的解读，我认同他的观点，即布迪厄在本质上是

一位支配社会学家，实际上是唯一的支配社会学家——甚至取代

了马克斯•韦伯在这方面的地位。这是因为，布迪厄最具独创性

的核心概念是作为有效命名和相应分类法的“符号权力”，即通过

形塑社会世界的表征(representation)来塑造、改变或维持社会世

界的能力。［32］布迪厄的支配社会学必然也是对社会世界的批判，

因为其揭示了被视作理所当然从而被隐匿的支配机制。我也同意,

不存在所谓的“空间资本”，除非它是其他基础资本种类的历史与

地理沉淀一一无论是经济资本的，政治资本的，还是符号资本的

(神话、宗教、法律等方面)。空间性(spatiality)是所有人、物

和行为的属性，而不是社会空间的独有维度，有自己的形成、积

①作者在这里借用了布迪厄《区隔》一书的德文版标题。/心feinen

Unterschiede,以表示同德国学者的对话。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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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传递和转换规则。当资本的效应在特定的物理位置上积聚，

并将抽象空间变成具体地点时，如果我们不能辨识出这些资本效

应，那么就会陷入空间拜物教的类型之一：将通过其他禀赋而获

得的属性归因于空间。”"如果说在布迪厄(Bourdieu, 1986a) 一篇 56
经常被引用但多少有些杂乱的编目中①，缺少一种基本的资本形式，

那么所缺少的不是空间，而是物质力量(physical force ),其涵盖范

围从特定个体的攻击能力，到群体协调形成的力量(如大屠杀)，

再到国家对有组织暴力的垄断一 就是另一个辩论话题了。

然而，这丝毫没有削弱莱布尼茨一涂尔干拓扑学论证模式的

重要性；正相反，这种论证模式显然不局限于符号领域、社会领

域与物理领域之间的直接复制。布迪厄并没有提出一种抽象的空

间社会学，也没有提出一种仅仅满足于依据地理坐标来定位客体、

能动者、资源和活动的科学(就像Logan, 2012所做的那样)。他

提供了一种概念三要素，用以理解物理空间如何通过被赋予物质

价值和符号意义而被转变为地点，以及地点如何反过来促进那些

孕育了地点的社会结构和符号结构实现再生产或转变，从而形成

一种递归转换(recursive conversion )的无限循环动态。在这个框

架中，空间位置和空间距离都被理解为斗争的结果，以及旨在校

准或推翻符号范畴与资本的社会分配之间对应性与转置关系的斗

争素材。

3.跨越时间、空间和尺度来贯彻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这为

克里斯托夫•哈费伯格(Christoph Haferburg, 2017 )的担忧提供

了一个答案：能否将布迪厄的模型带出西方发达国家，带入前殖

① 在这篇名为《资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的文献中，布迪厄区

分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多种资本形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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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并有效地覆盖全球？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布迪厄年轻时对城

市社会学的初步研究，尤其是他关于军事驱动的再安置营地既是

初始城市形态又是反城市形态的大胆而细致的分析(见上文，边

码第27—29页),其中的一个侧面即是处于阿尔及利亚殖民秩序

崩溃的风口浪尖之上。他的分析捕捉到了帝国统治体系的结构性

矛盾，即帝国统治体系激发出了狂热民族主义与快速城市化的社

会力量，而正是这些力量引领了后殖民社会。在这方面，值得注

意的是，那些专注于这些营地的地理学家已经向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 )和米歇尔•福

柯等人的高远理论寻求了帮助，却完全忽视了布迪厄扎根于经验

的研究模型。乃4〕难道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纯粹理论的优雅文字游戏,

而不是去探究实际存在的营地的肮脏结构和阴暗功能吗？

57 其次，符号性分类、有效资源的社会分配以及作为被占有

物理空间的建成环境之间的三元辩证法是足够抽象的，因而不论

是在柏林还是波哥大、迈阿密还是孟买、都柏林还是达累斯萨

拉姆①，我们都可以坦然地探究这种三元辩证法的经验表现。没

有什么学说将自身的应用局限于西方城市，或局限于某个城市

中。［如三元辩证法不仅在小城镇和乡村中运行，也同样运行于大

都市中。事实上，布迪厄理论模型的一大优点，即能够顺利跨越

不同的地理区域和尺度［跨越不同的规模、密度和异质性，即沃

思(Wirth, 1938 )笔下的三要素］,从最偏僻的乡下小村到蔓延庞

大的城市群。

就过去而言，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①请注意作者在这里使用了押头韵的英文写作技巧，以表明可以随意列举出许

多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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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分析殖民主义城市性(colonial urbanism )的形成，即欧洲和

日本的殖民帝国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或是联合当地精英，

或是对抗当地精英而发展出的独特社会空间形态和建筑形态。殖

民地区对于城市研究的理论建设尤其有益，因为其涉及不同分类

与分层结构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性的结合，以及以城市形态为社会

控制工具的刻意设计。口6］因此，殖民城市的物理构成、制度表达

和人口分布都受到了殖民者所持符号结构的有力形塑。例如，严

格的族群种族区分(ethnoracial categorization ),以及关于土著民是

传染病携带者的信念，致使殖民者实行严格的隔离，强化了笼罩

在本地城市主义形态之上的持久神秘感(Metcalf； 2013 )o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建筑师出版了许

多关于殖民城市的书籍，研究内容包括城市规划、大都市制度移

植、空间使用冲突、物质和道义的关系以及族群种族分隔的强制

执行，这些著作表明了城市化在殖民化中的中心地位。⑶］对于殖

民城市化，新布迪厄主义者的初步看法是：在第一阶段，城市通

过将殖民者的精神范畴印刻在殖民地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上，

进而巩固殖民统治；而在第二阶段，城市社会空间使被殖民者从 58

控制城市和农村的物理空间开始，逐渐积累破坏殖民秩序所需的

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进而破坏帝国统治。借助图示法，这两个

阶段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阶段一：殖民主义的印刻

符号空间—物理空间-4土会空间

阶段二：民族主义的挑战

社会空间—符号空间—物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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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三元辩证法在微观层面上发挥着作用，例如布迪厄

(Bourdieu, 1970)所剖析的卡比尔人的神话范畴、其在传统房屋内

部符号性布局上的投射、男性和女性的物品和任务在家庭领域中

的分布与分配之间的对应性。该三元辩证法也在更加宏观的层面

上发挥作用，正如布迪厄(Bourdieu, 1992： Prologue )所论述的，

权力场域的两极(艺术和金钱)以及支配阶级的两个分群(文化

资产阶级和经济资产阶级)中的二元对立影响了福楼拜的著名小

说《情感教育》中不同人物在19世纪后期法国塞纳河左右两岸的

物理位置、游历路程和联系。此时，搭建起权力场域的经济资本

和文化资本之间的交叉对立是一种抽象的二元论(属于理论思维

的拓扑)，是不能被观察到的，因而必须凭借社会空间的概念(权

力场域在其中占据更高的领域)来建构，而社会空间则被印刻在

能动者通过同样的符号对立所感知到的物理地点中。

4.城市中的符号性：拉尔斯•迈耶(Lars Meier, 2017 )呼吁关

注符号权力在城市集群形成中的作用，我对此深表赞同。事实上，

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章中看到的，这是过去二十年来我在城市

领域研究议程中的核心内容。我将布迪厄的符号权力与戈夫曼的

污名化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了 “地域污名化”的概念，以说明地

点污痕不仅影响受贬损地区居民的自我意识和社交策略，还会影

响他们邻居的反应、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的行动，以及政府对贬

逐街区的政策(Wacquant, 2007, 2008a, 2010b )。在《城市放逐者》

和本书第二章中，我提出空间污名是“发达边缘性”的一个新颖

59 而独特的方面，研究城市的学者在分析21世纪城市不平等的结构

时必须将其放在突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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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etto ) 一词在修辞和隐喻上的误用，认为这带有对城市贫民的

毁谤话语性质，将有关城市不稳定无产阶级在两极分化的大都市

中所处困境的新社会问题错误地空间化和族群化了。美国和欧

洲的情况都是如此。在美国，福特制工业时代的共同体贫民窟

(communal ghetto )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内爆，并被超贫民窟

(hyperghetto )所取代；在欧洲，工人阶级的领地已经演变成贫困

化和刑罚化区域，其可以被称为反贫民窟(anti-ghettos),因为它

们在各个方面都远离了贫民窟的典型形态：它们在族群方面变得

更加异质化、更具渗透性(porous),它们的包容性更弱，组织能

力也被剥夺，无法为其居民培育共同的习惯用语和统一的身份认

同(Wacquant, 2015 )o

除了批评之外，我也提出主张。运用布迪厄的认识论反身

性与三重历史化的相关原则，我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性贫民

窟概念，将贫民窟视为族群封闭的空间工具，且是以范畴和地域

的相互指定为基础的。这一概念旨在取代流传于学术界、政治辩

论和新闻报道中的不成熟且多变的观念。在《贫民窟的两副面

孔M Two Faces of the Ghetto )(写作中)一书中，我将证明，与学

术和政策上的常识相反，贫民窟化(ghettoization )与种族隔离并

不相关，也不是社会解组的载体；相反，它是一种分支整合形态

(modality of bifurcated integration ):它将被污名化的人群带入城市,

这些人群在其劳动分工中扮演着明确的角色(通过经济榨取而实

现结构性整合),但在面对面关系和亲密接触中却没有获得平等性

(通过驱逐排斥而拒绝社会性整合)o

借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美国福特制时期的黑人以

及日本后德川幕府时代的部落民(Burakumin)这三个典型案例,

我聚焦于其中的强制空间隔离来阐明布迪厄主义的符号空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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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空间与物理空间三元辩证法。这有助于关注将这些遭受污名的

群体贫民窟化所实现的自相矛盾的利好，从而恢复关于互惠与尊

严的“水平”维度——该维度产生于任一支配体系中关于下层与

贬损的“垂直”维度，并与之形成互补。口8］这还为我们提供了一

60 种方式来理解贫民窟、监狱、保留地、营地①在结构与功能上的

亲缘性，而这种亲缘性因同为社会空间隔离工具而来(Wacquant,

2010a),正如发达社会中的国家管理者越来越多地诉诸边界、围墙

和有界地区作为界定、限制和控制问题类别的手段一样。

以上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了追随布迪厄去探索拓扑、空

间和地点在城市中的联系所产生的科学效益。布迪厄不喜欢为了

惹人注目的理论化而去进行枯燥乏味的理论研究。他对新的经验

论据永远充满兴趣；这些经验论据使我们能够磨炼概念、勾描理

论，并通过生产新的研究对象来展示范式的力量。希望本章提供

的建议能够激励德国以及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诸位同仁继

续努力，让布迪厄主义的城市绽放出千万朵经验之花。想要探究

布迪厄主义城市中实践、经验和结构的逻辑，就需要阐明符号权

力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运行方式，这便是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

①关于此处的“保留地” (reservation)和“营地”(camp)两概念，作者曾作

出如下解释：当支配群体在不想或不能从下层人群那里榨取劳动力，却想要

占有他们的领地时(这尤其可见于殖民过程中)，便通常会为他们在经济尚

未开发的偏远地区划定“保留地”，即大片有界的被保留土地，并通过旨在

重组和固定化这些群体的特殊法律和习俗进行管理；“营地”则是为了获得

下层群体的劳动力的同时阻止他们进入城市而创造的空间形态，因为全面城

市化会提高他们的再生产成本，也会带来混合的压力因而破坏族群种族的纯

洁性和等级制。参见Wacquant, 2010ao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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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这一代学者是基于前人的模范作品而成长起来的，这些前辈在一开始就应该

受到赞扬。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Michel Pinçon 和 Monique Pinçon-Chariot [ 1989,
1992, ( 2007 ) 2010 ]在他们的开创性著作中，就将布迪厄对阶级、权力和文化的分

析用于描绘大巴黎的高档社区(后文将详细介绍)。除此之外，还有两本专著大胆地

拓展了《区隔》中的理论模型和方法论原型，使之用于分析城市的空间构成，分别

是Lennart Rosenlund [( 2001 ) 2009 ]对挪威斯塔万格(Stavanger )港口的后工业化

转型的研究，以及Virgilio Pereira ( 2005 )对波尔图(Porto )的阶级、邻里和社交活

动之间关系的考察。莱弗休姆基金会(Leverhulme Network )的“发达城市边缘性”

(Advanced Urban Marginality )相关活动(2008—2012年)也将布迪厄的理论带入了

对四个大洲中贬逐地区的分析(详见本书第二章)。

[2 ]城市研究中抽象的城市星球主义(urban planetarism )和具体的城市民族志

之间的两极分化，让人想起半个世纪前C. Wright Mills在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959 )中所哀叹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的“宏大理论”和保罗•拉

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 )的“抽象经验主义”之间的两极分化(Mills该书第

2—5页可见相关概述)□

[3 ]请特别注意 Bourdieu ( 1980a: Ch. 9 )关于“主观的客观性n ( The Objectivity
of the Subjective )和社会现实的“内在双重性"(intrinsically double )特征的讨论。

[4 ]这三个特征在The State Nobility ( Bourdieu, 1989a )中得到了最好的呈现。该

书结合了民族志观察与访谈、人物传记、档案数据以及定量分析，来追踪社会结构和

心理结构在多个尺度上的相互转化。这些尺度层次包括精英学校中学生的日常经历和

学业策略，以及经济场域和权力场域之间的结构性对应，再到科层制国家在历史上的

发明及其与文化资本之兴起的关联。

[5 ]布迪厄的全部著述(包括二十多种语言的译本)共有736个原始条目，长达

约 300 页(Delsaut and Rivière, 2022 )o
[6]布迪厄在帝国主义下的卡比尔和他的家乡法国西南部贝阿恩地区中，运用混

合方法针对乡村社会中的社会死亡所作的跨地中海探索，是他的经验与情感基质。这

孕育出了他对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之间辩证法的核心关切、对实践逻辑特性的发现，

还孕育出了他关于认识论反身性的实用主义概念。这些工作还驳斥了有关布迪厄是

“再生产理论家”的学术迷思，揭示出布迪厄是历史转型、文化脱节和意识断裂方面

的一名高超分析家(Wacquant, 2004 ),而这三个属性是典型的城市性的。Amin Perez
的 Combattre en sociologues. Pierre Bourdieu et Adbelmalek Sayad dans la guerre d'Algérie,

1955—1962 ( 2022 ) 一书对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训练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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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些出版作品包括：1962 年的文章 ''Bachelorhood and the Peasant Condition，＞,
后被收录于专著 The Bachelors 'Ball ( Bourdieu, 2002 ) ; 1958 年出版的专著 Sociologie

de l'Algérie (在1962年被扩展翻译为英文版著作The Algerians )； 一组研究：

Uprooting: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Algeria ( Bourdieu and Sayad, 1964 )
和 Work and Workers in Algeria ( Bourdieu et al., 1963 );以及在作者去世后整理出版

的Algerian Sketches ( Bourdieu, 2008 )o想要查找这些研究并作关联考察，请参阅

Ethnography 的特辑"Pierre Bourdieu in the Field" ( vol. 5, no. 4, 2004 年 12 月)o

[8]女性也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反抗以土地资产、家族名誉和男性长子继承制

度为基础的乡村社会的延续：“向外出走主要是因为女性比以前更有能力应对城市的

生活，并且更渴望逃离农民生活的奴役o" [ Bourdieu, ( 1962 )2002: 67]
[9]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社会符号不对称在一个敏锐的观察中得到了体现：“一般

情况下，小乡村里的人绝对不会梦想着去参加附近城镇里的舞会，而城市人则经常成

群结队地来参加乡村的舞会；在这里，他们的都市魅力使他们和农民相比处于显著的

优势地位。” [Bourdieu, ( 1962 ) 2002: 84 ]
[10]到1960年，约有210万阿尔及利亚人被强行迁往军事化的营地，另有100

万人被迁往城市。这些人口加起来足足占到原农村总人口的一半，这使这场“人口迁

移成为历史上已知最残酷的人口迁移之一*" ( Bourdieu and Sayad, 1964: 13 )o
[H ]围绕营地居民食物预算和习惯，作者基于统计学所做的细致分析(Bourdieu

and Sayad, 1964: 144—149 )构成了 Distinction ( Bourdieu, 1979 )中阶级品位和饮食状

况相关章节的精彩预兆。

L 12]营地居民的主观定向迷失源自他们后天养成的性情倾向与其被迫演化所在

的物理空间之间的脱节：“由于他的整个身体惯习是经由其惯常活动空间，并且是为

了其惯常活动空间而’打造’的，被连根拔起的农民在其内心深处受到了沉重的打

击，以至于他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混乱状态，更不能确定其产生原因( Bourdieu and
Sayad, 1964: 152 )

[13]这与传统的时间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传统时间是由集体活动、

群体义务和习惯性的预知(基于“前知觉的预期”)对理性预测的优先性所印刻的

(Bourdieu, 1963 )□
[14]因果链是以权力为起始的，这一点在血的开篇就说得很清楚：“阿

尔及利亚是一个实验场，军事思想在这里印刻下了它的结构，就像在一个投射测验中

一样n ( Bourdieu and Sayad, 1964: 26—27 ), “对空间的规训”是“对人口的规训”的

载体。Bourdieu ( 1958: 106)在对殖民渗透的概括中强调，殖民化的基础是“有意为

之且有条不紊地制造的破坏，以确保支配权力所施加的控制”。他特别指出，土地征

用是“瓦解(本土)经济与社会基本结构的工具”。

[15 ]这场为期两天的工作会议由我组织，由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 )和人类科学之家基金会(Maison des Sciences de T Homme )赞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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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的两位导师布迪厄和威尔逊之外，还有来自五个国家的与会者，包括Philippe
Bourgois、Godfried Engbersen、Enzo Mingione、Alejandro Portes、Paul OstermanA
Saskia Sassen、Roger Waldinger、Margaret Weir,以及包括 Abdelmalek Sayad 在内的几

位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成员。

[16]这些关于布迪厄主要理论的“知识胶囊”(总是局限于已译为作者自己语言

的几本主要出版物)通常会忽略布迪厄作品集中的一大部分，还会受到可想而知的学

科偏见与思想盲区的影响，并且基本上没有指明如何将这些理论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研

究设计和研究操作。例如，Fogle(2011 )雄心勃勃地试图建构的一般化“布迪厄主

义拓扑学"(Bourdieuan topology )就是这种情况。

[17]这几位都不是关于布迪厄的标准化介绍中会提及的“老面孔”，这说明了布

迪厄作品的实际灵感和内在构成与他的学术形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其学术形

象则是由数十年来的删节化或神秘化的读物所累积形成的。

[18]同韦伯一样，对于布迪厄而言，社会研究必须从对其独特的“科学理论”

(Wissenschaftslehre )的敏锐感觉出发，这种反身性的“科学理论”与韦伯的唯物主

义宗教社会学一起，构成了布迪厄在青年时期对韦伯学说的初步了解，并决定性地

塑造了他从哲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变。关于布迪厄与《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一书作者[即马克斯•韦伯。一译者注]的双重关系，参见“With
Weber, Against Weber" [ Bourdieu, ( 2000 ) 2011 ]o

[19]康德这种反形而上学的观点被马堡学派(Marburg School )所推崇。该学派

中的卡西尔在格奥尔格•齐美尔的指导下接受训练，并且该学派通过与之竞争的新康

德主义巴登学派(Baden neo-Kantianism )旗手文德尔班(Windelband )和李凯尔特

(Rickert)的作品间接影响了韦伯。

[20] Elke Weik (2010)正确指出了莱布尼茨和布迪厄之间的相似性与亲和

性：前者认为构成世界的创造性力量是上帝，后者认为是历史本身。但她主要是聚

焦于惯习来论述的，而这两位思想家之间更强的关联是他们共同的关系性空间哲学

(relational philosophy of space )(关于莱布尼茨的观点，参见De Risi, 2007 )o这里值得

注意的是，恩斯特•卡西尔在1902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正是将莱布尼茨的思想放在其

科学语境下所作的剖析。

[21 ] “我喜欢那些理论无处不在却又无从可见的书——理论藏于注释的迂回中、

对旧文的评论中，或藏于阐释性话语的结构中；理论就像人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有些

作者让我感到非常舒服，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将最精辟的理论问题注入精心开展的经

验研究之中。他们对概念的使用既谦逊恭谨又有贵族气质，有时甚至将自己的贡献

隐藏在对理论的创造性再阐释之中，而这些理论是内在于其研究对象的。” (Bourdieu,
1992: 250)

[22] 一个例子是Bourdieu (2014: 554—567 )在重现马奈(Manet)的“割裂的

惯习"(cleft habitus)时所采取的分析步骤和他精心收集的数据。“割裂的惯习”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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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规蹈矩的一面，也有离经叛道的一面，是“一种非常剧烈的张力，导致他走向矛盾

的双向拒绝”，并使他成为一个“模糊的、撕裂的、双面的人物”，与他所属的资产阶

级和艺术世界不相合。

[23 ] David Showalter ( 2022 )讨论了 “小镇惯习”的独特特征，包括“不慌不

忙、接受意外延误、怀念和谐的过去、对自然力量的存在主义谦恭”，也包括“隔绝

于外部社会与嵌入于本地社区之间的张力、自给自足与邻里互惠之间的张力”。

[24]有关特拉维夫的更多内容，参见Marom, 2014bo另夕卜，Marom, 2019将这

一规则延伸到了对孟买和开普敦城市规划的比较。

[25 ]关于这一点的理论阐述参见“The Logic of Practice" ( Bourdieu, 1980a: 135—
165 ),经验证明参见“The Demon of Analogy" ( Bourdieu, 1980a: 333—439 )o

[26 ]基于族群民族(ethnonational )以及族群宗教(ethnoreligious )的亲缘关

系而形成的飞地或集群致力于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暴露，并保护群体在精神和符号

层面的完整性。Drake和Cayton在Black Metropolis [( 1945 ) 1993 ]中对非洲裔美

国人的研究、Humbert Nelli 在 Italians in Chicago, 1880—1930 ( 1973 )中对进入风之

城[Windy City,美国芝加哥市的别称。——译者注]的白人移民的研究、Lepoutre和
Cannoodt在Souvenirs de familles immigrées ( 2005 )中对进入法国城市边缘住宅区的

移民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27]图示是更高级科学的一种形式化或“生成性简缩”特征体现(Bourdieu,
2001a: 140 )o

[28 ]这一*分析的最初版本是1976年发表在期刊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上的一篇文章。在其中，消费(符号)空间向位置(社会)空间的同构性映

现通过将前者印刷到可翻页并盖在后者之上的单独一张描图纸上而被生动地呈现出来

(Bourdieu, 1976 )o
[29] Bourdieu (2016: 30)在列举了各种(错误)呈现社会的图示法之后，课上

让学生拿出一张纸，挑战不依赖金字塔而画出社会世界，学生们爆发出了笑声。

[30]我将在后记中再次提及这项未完成研究的内容片段，见后文边码第180—
181 页。

[31 ]在 Capital Without Borders ( 2016 )—书中，Harrington 揭露了那些“前百分

之一群体”的财富经理人是如何操纵地点的，以使这些群体能够将自己的资金置于民

族国家的财政范围之外。

[32]我已经在为布迪厄的新老读者所写的多个出版物中提出过这一观点，例如

Wacquant, 2005a, 2008b, 2013o
[33] Ripoll (2019)对“空间资本”这一概念在分析上的混乱、语义上的含糊

和衍生概念上的发散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证。“空间资本”概念由法国地理学家Jacques
Lévy ( 1989 )创造，后经 Ryan Centner ( 2008 )和 Nikolaus Fogle ( 2011 )再度发

展，是支撑多个松散派生的空间标签的基础，这些空间标签一个比一个不成熟：“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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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地资本 n ( habitat capital \ 居住资本"(residential capital )、“地域资本"(territorial
capital )% “环境资本”(environmental capital )、“流动资本n ( capital of mobility )等。

[34 ]例子参见 Ek 及其在期刊 Geografiska Annal 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2006 )所组的特辑，另见Minca, 2015o欲了解新的理论方向，请参见由Picker
和 Pasquetti 在期刊 City 受邀编辑的特辑"Durable Camps: The State, the Urban, the
Everydayn ( 2015 )o

[35 ] Franck Poupeau 在 Altiplano ( 2022 ) 一书中对拉巴斯(La Paz )过去二十年

间的地点与空间政治所作的巧妙剖析，即是例证。

[36]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特别丰富而广泛。Wright ( 1991 )、Demissie (2012)、

Bigon (2016)、Njoh (2016)对法国的建筑和殖民主义城市性进行了探讨。

[37 ]参见Yeoh ( 2003 )关于新加坡的研究；De Barros ( 2003 )关于圭亚那乔治

敦的研究；Brockey ( 2008 )关于葡萄牙殖民城市的研究；Glover ( 2008 )关于拉合尔

的研究；Home (2013 )和Hunt (2014)关于英国殖民城市的研究；Candiani (2014)
关于墨西哥城的研究；Abowd (2014)关于耶路撒冷的研究；Bigon (2016)关于达

喀尔的研究；Garcia ( 2016 )关于哈瓦那的研究；Dawley ( 2020 )关于中国台湾的研

究；Peterson ( 2020 )关于波士顿的研究。

[38]我要补充的是，被隔离人群的团结本身就是支配群体的社会排斥带来的

产物。作为被支配者的盾牌的贫民窟所带来的好处，被作为支配者的利剑的贫民窟

化所付出的代价而淹没。这两个维度的交织，反过来解释了贫民窟居民对他们单独

的生存空间(Lebensrautn )的矛盾情感：既自豪又羞愧，既依恋又排斥。(此处的

“Lebensraum”是德语词，曾被德国纳粹分子用于指国土以外可控制的领土和属地。

作者用在这里以表示同德国学者的对话，也表达出相关概念的某些负面含义。——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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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域污名的苦涩

61 2008 年9月，在国际社会学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于巴塞罗那举办的会议上，一群对各个国家中不断

演变的城市边缘性结构、动态和体验感兴趣的年轻学者聚集在一

起，检验我在《城市放逐者M Wacquant, 2008a ) 一书中提出的经

验主张，并尝试将分析框架拓展到新的城市、国家和主题。⑴他

们的共同观点也是那本书的核心论点，即尽管跨国力量在不断增

强，话语也日趋同质化，但城市中的贬损现象并非处处都是相同

的；然而这些现象遵循类似的机制，并在不同地点表现出了许多

值得详细说明的相关空间特征与社会特征。这些学者希望能避免

在社会空间中人为地隔离穷人的常见错误，并寻求将扰乱大都市

下层地区的变迁与权力圈层内外的策略和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考

察(Pereira, 2005 )o

这些学者渴望进行理论指导下的跨国对话，以帮助他们避

62 免陷入本地化辩论的狭隘范围中，并防止学术暗中从属于政策议

程(Slater, 2006 )o很快，他们形成了一个国际网络(通过网站

advancedurbanmarginality.com来协调)，将来自多个国家和不同学

科的大都市研究者汇聚在一起。这些研究者采用基于田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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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单独使用，或是结合历史方法和统计方法）以贴近日常生活

的肌理，努力探索空间格局、符号区分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动态相

互作用，并热衷于强调国家和各种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持有者

在城市问题群体与问题地域的生产、分配和表征中的多方面作用。

在莱弗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 ）及上述研究网络的

核心成员所在机构的支持下，该网络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

括2010年在爱丁堡大学举办的一个工作坊、2011年6月在波尔

图大学举办的“地域污名化”国际研讨会，以及2012年春季在法

兰西学院举办的为期两天的“城市边缘性与国家”会议——这场

会议吸引了来自十几个国家的研究人员齐聚巴黎。两年后，期刊

《环境与规划A》（Environment & Planning A ）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

借助该网络在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犯罪

学、城市规划与建筑、社会工作等领域中的合作机构的共同努力,

发表了关于“地域污名化”研究的专题特辑。这项成果旨在综合

并促进关于城市光谱底端中符号空间（用以界定范畴的心理区

分）、社会空间（有效资源在这些范畴之间的分布）和物理空间三

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此后的十年间，有关地域污名化的研究在多个学科和国家

中都获得了蓬勃发展。在最近的一份全景式文章中，舒尔茨•拉

森和德利卡（Schultz Larsen and Delica, 2019 ）进行了系统的文献

检索，发现有784份出版物提到了地域相关变体（如空间、街区

等）的污名化，并从中选出了 119篇包含“地域污名化” 一词的

文章进行重点考察。这119篇文章发表在61种不同的期刊上，涉

及20个学科，覆盖六大洲，研究尺度涵盖从单一的街道和建筑物

到住宅区、再到街区和城镇的整个范围，以及从内陆农村到世界

城市的整个范围。这些文献证实，地域污名不仅仅是后福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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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城市转型中的一种新颖、广泛和突出的现象，还是一种通过

精神表征和客观表征来衍生行动的深刻而重要的形式［Bourdieu,

(1982 ) 1991: 220—221 L此外，空间污名化已成为“对社会不

安定的当代新自由主义式治理中的必要部分"(Schultz Larsen and

63 Delica, 2019: 557)：政府官员，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将空间污名

化操纵为符号性的隐患，以推进规训式监视、驱逐、搬迁、拆除

和私有化，并用这些治理方案来解决受剥夺地区的持续恶化，以

及通过在这些地区开展宣扬法治的行动来营造某种统治权气氛。

布迪厄与戈夫曼在城市中的相遇

我在其他地方讲述过我是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初跨越大西

洋的田野调查过程中遭遇“空间污名”这一棘手现实的；那项田

野调查致力于比较芝加哥内城中受剥夺的超贫民窟和巴黎周边的

衰落住宅区的日常生活体验(Wacquant, 2009c: 115—117 )o这两

个地方的居民都无情地大声附和城市居民、政府官员和商业媒体

的看法，将他们自己的街区贬低为社会恶意、堕落和暴力的巢穴。

同样，他们把因居住在一个被认为是社会道德炼狱的地方而产生

的污名转移到同自己一样的其他人身上，从而证实了这一污名，

并进一步将其影响传播开来。他们也设计了相似的策略来保护自

己不被关联到一个有污痕的地点，比如隐藏自己的地址、避免带

外人到家里来、撤退到家庭范围内、减少参与当地活动，以及一

有机会就搬出去。⑵

更耐人寻味的是，降临到这些地方的污点也污染了负责制定

法国城市新政策的高级公务员的态度和行为。例如，这些公职人

员认为收到在官方指定为“敏感街区”中的任务指派是个人的污

痕，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发展的障碍。而在芝加哥，对破败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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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贬损是日常交往的一个传染性特征，助长了对贫民窟居民

的普遍蔑视和恐惧。这种蔑视与恐惧是新闻和政治讨论的基本内

容，内爆的黑人区在其中被描绘成“美国的磨石n ( an American 64

millstone )( Chicago Tribune, 1986 );二者也是蓬勃发展的作坊式学

术产业所挖掘的一个观念主题，以探究一个据说正在毁坏贫民窟

的城市“底层阶级”的所谓可怕崛起和蔓延。⑶

为了论述这一经验现象及其后果，我将欧文•戈夫曼

(Gofiânan, 1963 )关于污名的观点与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u,

(1982 ) 1991 ］的符号权力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 “地域污名”

的概念。戈夫曼认为污名是一种“败坏名誉的差异性n ( discrediting

dififërentness ),来自面对面互动中他人的日常凝视；布迪厄则指出

符号权力是一种权威机构的“展演性命名”(performative naming ),

这种权威机构能够使其表征深入人心并成为现实。“地域污名”这

一概念捕捉到了最关键的符号属性，其与物质层面的雇佣劳动

碎片化一起，构成了世纪之交二元化大都市中的“发达边缘性”

(Wacquant, 2007, 2008a, 2010b )o⑷让我们回顾一下戈夫曼和布迪

厄是如何发展各自的社会符号分类方法的，以及我们如何将二者

结合起来理解空间放逐者的社会生产。

戈夫曼以标志性的方式阐述了他的污名理论，将各种“无资

格被社会完全接受的人”的分散且看似不相关的经历、策略和处

理方式纳入单一的概念体系中。这些人的涵盖范围从天生就有突

出身体缺陷的人［《污名》(Stigma )①的开篇是一封16岁少女因天

生没有鼻子而想要自杀的哀痛来信］,到被推入受贬损范畴的人

(离婚的人、黑人、精神病患者等)，再到从事可疑活动的人(同

①《污名》是欧文•戈夫曼的著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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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恋者、罪犯、妓女、酗酒者、政治激进分子等）。戈夫曼首先提

醒我们，在“污名” 一词的发源地古希腊，污名使其承担者“成

65 为一个有瑕疵的人，从仪式上讲是被污染的，要被排除在外，特

别是被排除在公共场所之外”（Go伍nan, 1963: 1 ）o这很好地近似描

述了贬逐街区之外的人对待贬逐街区内部居民的方式。此外：

我们相信有污名的人不是真正的人。在这种假设下，我

们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歧视，并通过这些歧视显著地（即使常

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了他的生存机会。我们构建了一种

污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来解释他的低人一等，并说明他

所代表的危险，有时还以此来将基于其他差异（如社会阶级）

的敌意合理化。（Goffman, 1963: 5 ）

就我们的目标而言，重要之处在于戈夫曼是从被污名化的人

的角度来看待污名的。他并非将污名视为一件事物、一种固定的

属性，而是把它视作一种被感知的属性，一种在社会交往中需要

管理或弱化的负面符号资本。这位拟剧论社会学（dramaturgical
sociology ）①的创始人剖析了 “信息控制”的困境和技巧，被污名

化的人即借此来确定其与“正常人”的关系。这是一种以紧张和

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关系，因为被污名化的人不知道“正常人”将如

何对待他，也不知道这种互动是否会破裂。这种窘境对于生活在城

市堕落区的居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必须不断向外人“管理”

有关他们被毁谤的身份“信息”，并决定“展示还是不展示，告诉

① 拟剧论是戈夫曼的代表性理论之一，用以说明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是如何

互动的。他将社会比作一个舞台，认为社会成员作为舞台上的表演者都十分

关心自己如何在观众面前塑造出能被他人接受的形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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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不告诉，袒露还是不袒露，撒谎还是不撒谎，以及这些行为分

别要何时、何地、如何以及对谁来做"(Gofiftnan, 1963:42)。

戈夫曼列举了人们隐藏或修复缺陷的努力。他指出“被污名

化的人有时会在畏缩胆怯和虚张声势之间摇摆不定”，并可能将

自己被贬低的表征形象内化，从而产生“自我憎恨和自我贬低”；

他描述了 “建立于个体对自身被污名化范畴的依恋之上的矛盾心

理”；他还强调了 “污名从被污名化的个体向其亲近关系传播的趋

势"(Goffrnan, 1963:5、18、30) ——在新自由主义大都市那些遭

受蔑视的堕落区居民中，某种程度上都发现了污名管制和传播的

诸多特征。

戈夫曼的情境研究方法关注的是互动秩序的独特微观机制，

强调行动而不强调社会结构，也不强调权力关系，但其研究并非

与这二者不相容。［5］当他坚持认为“被污名化的人和正常人都是

彼此的一部分”，指出“正常和被污名化本身不是人，而是观点”， 66

并强调“令人羞耻的差异的动态内容”是“社会生活的一般特征”

而非被称作“越轨”的这一部分所特有时(Goffinan, 1963: 133、

133、140),他便为权力分析打开了大门。事实上，在《污名》的

最后几页，戈夫曼承认除了 “争取那些没有得到社会支持的人去

支持社会”这样一个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观点完

全一致的一般性功能之外，

对那些有不良道德记录的人进行污名化显然可以作为一

种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而发挥功能；对某些种族、宗教和族

裔群体的污名化显然可以成为将这些少数群体排除在各种竞

争渠道之外的一种手段。(Goffinan, 1963: 139)t6］

91



戈夫曼仍然把污名化特征视为一种既定事实，而没有为我们

提供它们的谱系；他认为污名具有一致性的后果，而没有提出污

名在不同社会空间和社会生活领域会产生不同影响的问题；他将

有缺陷的人和正常人描绘成是被锁定在一种二元对立中的，而非

群体之间在一个更密集的等级化关系网络中发生的集体对抗。更

重要的是，他没有将污名化归因和管理的研究放在一个更广泛的

关于重要社会分类的社会学中；这些社会分类包括个人在日常生

活中所作的决定性评判，也包括由致力于社会正常化和驯化的国

家机构(如学校、警察、法院和医院)所作的决定性评判——在

这些机构面前，个体的地位并不平等。

67 污名的逻辑提醒我们，社会身份是一场斗争的筹码。在

这场斗争中，被污名化的个人或群体，或者更广泛地说，只

要是潜在分类对象的任何社会主体，就不能对将她圈定在她

众多属性之一中的片面认知进行反击，除非她提出自身属性

中最好的一个来定义自己，或者更一般地说，除非她通过斗

争来强行实施对自身属性而言最有利的分类系统，或者至少

向主导的分类系统提供最适合于评价她拥有什么和她是什么

的内容。(Bourdieu, 1979: 554)

正如这段来自《区隔》的引文所表明的，皮埃尔•布迪厄提

供的符号权力理论恰好是将污名历史化所需要的，也是将戈夫曼

所揭示的关于身份制造的微观机制嵌入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的一

般辩证法所需要的(Bourdieu, 1979: 543—564, 1989a: 7—15 )0 符号

权力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多尺度的、多形式的概念，布迪厄运用

它做了大量分析性工作；如果要充分阐述符号权力，则无异于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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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他的全部作品，所以我将论述限定于跟地域污名化逻辑密切相

关的四个要点。⑺第一，符号权力存在于产生、传播和灌输符号

系统的能力之中，即存在于感知和建构社会世界的认知范畴之中。

这是一种通过改变（或维持）人们在世界中的行为和对世界的构

想来改变（或维持）世界的权力。符号权力是一种展演性的权力

（performative power ）:它通过阐述世界来创造世界，它在宣扬一些

自我实现的范畴。⑻

其次，符号权力相对独立于其他权力，尤其是物质权力（植

根于经济资本或有形力量资本），但又是其他这些权力在被误识为

其自身时所采取的形式一一比如慈善家因其捐赠的金钱而被赋予

高尚的道德品质（慈善一词本身就包含了这种神秘化）。“相对独

立”中的“相对”意味着符号权力仍然是一种被支配的权力，即

使如军事力量和经济劝说等物质形式的权力总是试图披上符号外

衣以节省维持其统治所需的社会能量（Bourdieu, 1997: 206—214 ）。 68

第三，符号权力聚集在社会空间的较高区域中，并以在个体

身体中沉淀的形式弥散到整个社会体当中，这一点并不相互矛盾。

符号权力是聚集的：它在专门生产自我指涉的世界构想的文化生

产场域（科学、法律、政治、艺术、新闻报道）和官僚场域（国

家是“符号权力的中央银行”和“合法符号暴力的垄断者”）中

积累并分化。⑴符号权力是弥散的：它在每一种社会情境中起

着作用，并且它在其中导致的分类具有流通性；它还化身于受其

温和而难以察觉的力量所支配的社会化能动者有机体中。换句话

说，符号权力是建立在集体信仰的基础上的，但这是一种以认知

范畴和道德情感的形式铭刻在身体中的前反思式的（prereflexive ）

信仰——这一机制的极端情形是先知的追随者所表现出的盲目信

仰。当符号权力激活其已储存在社会化有机体中“认知一情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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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动”的弹簧时，它便开始运转。这就是为什么布迪厄［Bourdieu,
(1982 ) 1991:203 ］描述符号权力是“一种无形的权力，只有在那

些不想知道自己受制于这种权力，甚至不想知道他们本身也在行

使这种权力的人的共谋下才得以行使”。

最后一点，符号权力既是不懈斗争的手段，也是不懈斗争的

筹码。这些斗争首先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是通过我们在日常互动

中发表的意见来进行的；这些斗争也发生在文化生产场域和官僚

场域，意在将主流观点强加于世界——例如在阶级、种族、住房、

宗教、犯罪等方面进行评判，以及在城市堕落区的描述方面进行

评判。这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锚定了世界，因为它用符号性的划

分来反映这个世界的客观划分，导致能动者将之视为理所当然,

视为唯一可能的世界。

社会世界既是 围 绕承认(reconnaissance )和知识

(connaissance )的符号斗争的产物，也是符号斗争的筹码；

这种斗争其既是认知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两个方面不可分

69 割。我们每个人借助这些承认和知识所追求的，不仅是像戈

夫曼所精辟分析的“自我呈现”策略那样，要施加一种对自

身有利的表征，还有对最有利于我们自身存在的社会现实建

构原则施加合法性的权力。(Bourdieu, 1997: 223 )

借助社会空间，布迪厄将戈夫曼(Goffinan, 1963: 12)所关注

的"混合接触”(“mixed contacts”)，即“被污名化的人和正常人处

于同一’社会情境’中的时刻”，牢固锚定在客观位置的无形网络

中，而客观位置的构型则以多种方式决定了他们之间的互动。借

助符号权力，布迪厄清楚地表明被污名化的人的观点和体验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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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正常人的范畴过滤的，二者都陷入了后者所犯下的符号暴力的

恶性循环中。这种符号暴力不为二者所知，却在他们相遇时所感

受到的情绪紧张中表达出来。［10］在世界中所处的点位和对世界的

观点并不都是平等存在的；人们对他人的评判不是即时做出的，

也并非同等重要。布迪厄社会学中的拓扑时刻使我们能够摆脱偶

因论幻觉，而这长期束缚着戈夫曼的社会学。［11］

社会空间不能被还原为互动论意义上简单的“意识情

境”，亦即无限相互反映的观点宇宙。社会空间是观点共存

的相对稳定的场所，这既表现在所处资本（经济资本、信

息资本、社会资本）及其相应权力的分配结构中的位置方

面，也表现在对于社会空间的实际反应或表征方面。这些反 70

应或表征是从这些观点中经由结构化的惯习而生产出来的，

并受到空间结构及运用于其上的感知图式结构的双重影响。

（Bourdieu, 1997: 219 ）

回到地域污名。它是符号权力在物理空间上的印刻。戈夫曼

将污名划分成三大类，分别是“身体方面的憎恶”“个人性格的缺

陷”以及“承袭自血统”的“部落”隶属关系。我则强调空间是

社会贬损的独特锚点。［⑵布迪厄的基本命题指出，符号权力以

（去）动员其可能成员的方式来切割社会空间，进而“制造和破坏

群体”；在此基础上，我要补充地点作为物质容器、社会交汇点以

及承载着深刻情感价值的精神意象的重要中介作用。通过这些中

介，集体将出现（或消失）于有关建成环境的权利斗争中。

这两种理论观点不仅是兼容的，而且是互补的。人们普遍认

为布迪厄和戈夫曼是难以达成一致的社会理论家；据此，延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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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滕森(Jensen and Christensen, 2012 )认为这对于我的空间污

名概念来说是个问题。但这个看法源于人们对他们两人的传统误

读：布迪厄经常被误解为一个机械的“结构主义者”，被认为难以

论及微观层面的创造性行动，但他关于惯习和社会空间的核心概

念二元体其实能够流畅处理这方面问题；戈夫曼通常被误认为是

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 )式的符号互动论者，但他其实

是一个兼及齐美尔思想的坚定的涂尔干主义者，致力于揭示“互

动秩序”特有的社会规则和集体表征。[13]

布迪厄的工作是自上而下的，追踪来自国家、科学、宗教、

法律和新闻报道等符号性权威的有效表征流，直至它们对制度运

行、社会实践和个体自我的影响(例如精英学校中支配阶级主体

71 性的形成。参见Bourdieu, 1989a: part 1 )o戈夫曼的工作则是自下

而上的，追踪各种相遇中的意义生成过程和“受损身份管理”技

艺的微观效应，并探索它们如何聚合成组织。〔"I因此，我们可以

将二者结合起来，以促进我们理解负面的空间表征是如何在权力

场域中被官僚机构和商业机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以及它们在

日常生活中又是如何通过那些能改变社会身份、策略和结构的方

式而被生产、传播和利用的。

空间污名在世纪之交的历史特定性

既然布迪厄已经授权我们将符号权力历史化，那么这里值得

强调的是，街区污名是一种独特的新现象，是在20世纪末形成

的，是贬逐地区突然崩溃或逐渐解体的产物。这种贬逐地区是福

特制一凯恩斯主义阶段工业资本主义的标志，包括美国的黑人贫

民窟、欧洲日益恶化的中心城市或大都市边缘地区中的传统工人

阶级地域，以及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中趋于稳固的棚户区。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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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并不意味着贬损地形(topography of disrepute )是后工业大都

市催生出的一种新的文化聚合物。事实上，众所周知的是，由于

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上层社会对聚集于城市中的“汹涌人群”

的恐惧与幻想，城市社会的“可憎成分”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已

经有其特殊处所，如底层社会(bas-fonds ).棚户区和贫民窟，以

及黑帮(submundo and Unterwelt )①的活动区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 1845 ) 1993 ］中对曼彻斯特爱尔兰城

(Irish Town )的经典描摹，以及罗伯特•梅休(Robert Mayhew )

在《伦敦劳工与伦敦穷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1851 ) 2012］中对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 )的点彩描绘，都

足以证明这一点。在那半个世纪里蓬勃发展的新兴“城市探险

家”，预见了现代的实地研究方法，并用恐惧和厌恶的语言精准指

出了破败且危险的城市堡垒(Brunt, 1990)。到了 19世纪晚期，巴

黎的蒙福孔地区(Montfàucon )、纽约的五点区(Five Points )和

包厘地区(Bowery)、伦敦的圣吉尔斯地区(Saint Giles )和东区

(East End ),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卡区(La Boca )和阿尔及尔

的卡斯巴哈地区(Casbah )等欧洲之外的地方，都以“贫困、犯罪

和堕落”而臭名昭著(Kalifà, 2012: 16 )o 口丸但是，困扰着当代受

剥夺地区的污名与早期时代的空间污痕是不同的，这至少体现在 72

六个方面。

1.自主运转和黏性。地域污名与贫困、劣等族群(包括全国

性和地区性的“少数族群”一一无论是否得到认定，以及处于下

① 此处的submundo和Unterwelt分别是西班牙语和德语，均为“黑帮”(凭

借犯罪手段而谋生的群体)或“阴间、冥府”之意。就词源而言可大致对应

于英语的 “underworld”—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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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阶级的外来移民)、低品质住房、不道德行为和街头犯罪的污痕

密切相关，但已经部分地脱离它们而自主运转。这导致一种新的通

用标签已经在发达国家广为流传，用来指代那些被视为会撕裂和威

胁国家结构的城市地区：法国的“郊区贫民窟”(banlieues-ghettos )

或者其委婉说法“困难街区n ( quartiers difficiles \意大利的“衰败

街区"(quartieri degradati )、德国的"问题街区"(Problemquartier )、

英国的“贫困住宅区"(sink estates 荷兰的“问题地区”

(probleemwÿken )等。他'这种自主运转解释了空间污名的惊人黏性：

一旦一个街区被贴上了城市衰败区、禁区、不法地区等标签，即使

该街区的人口已经转变且物质设施有所改善，但要恢复其公众形象

也会极其困难且代价高昂，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17]

正因如此，即使布朗克斯区(Bronx )①在过去二十年里获得

了经济上的蓬勃发展，并容纳了纽约市最富裕的一些街区，但是

在纽约、美国以及通过电影——特别是通过黑帮说唱视频和电视

连续剧《火线》(The Wire )(尽管其故事背景设定在巴尔的摩)②

而“了解”它的世界各国人群中，这个名字仍然意味着罪恶和暴

力之地，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恐惧。更引人注目的是，位于芝加哥

繁华市中心的臭名昭著的卡布里尼-格林高层住宅项目(Cabrini-
73 Green high-rise project )③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即使距它被夷为平

地并被重建为混合收入的低层住宅区已经过了二十年(Ruiz-Tagle,

①布朗克斯区是美国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之一 ，居民主要以非洲和拉丁美洲后裔

为主，是纽约著名的贫民区，其犯罪率居于全国前列。一一译者注

②《火线》是美国一部犯罪类电视连续剧，以美国巴尔的摩市为背景，讲述了

警察与犯罪团伙之间交锋的故事。——译者注

③ 卡布里尼-格林公共住宅是芝加哥市著名的公共住房项目，始建于20世纪中

叶，却由于管理不善和负面报道而逐渐成为破败、犯罪、贫困的代名词。最

终，该高层住宅项目在2011年被基本拆除。-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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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o 地域污名的黏性同样可以在西欧观察到。法国耗资数十

亿欧元来对官方指定的“敏感街区”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包括拆

除高层建筑、美化公共空间、降低人口密度、改善公共服务和商

业服务等，但都未能改变这些街区的恶劣形象。在荷兰，阿姆斯

特丹的拜尔默(Biljmer)街区①以典型的“荷兰贫民窟”而在全国

声名狼藉，它被社会隔离、贫困、毒品和犯罪所毁坏的名声在其

被重建并重塑形象为一个城市内部安宁的郊区生活空间后仍然顽

固存在(Pinkster et al., 2020 )o

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变迁，符号空

间的滞后性是媒体报道偏见的结果。对于媒体而言，关于城市破

败与危险的故事总是比社会常态和逐步改善的叙事更有商业价值

(Keams et al„ 2013 )o但这种滞后性的原因也在于污名化范畴和形

象在城市居民和全体公民中的大肆传播，以及其作为一些难以表

达的感受而在身体上的印刻。这些感受包括恐惧、厌恶和愤慨,

仅需地点名称和地点形象的唤起即可引发——就像是普鲁斯特的

玛德莱娜时刻(Prousfs madeleine moment )②在城市中的扭曲版本。

符号暴力通过情绪来起作用，而“没有什么比情绪更重要，因为

它深入有机体性情倾向的内部"(Bourdieu, 1997: 168 )o它会在主体

性内部埋藏下持久的残余，并且在其失去物质依托很久之后也很

① 拜尔默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东南部郊区，在20世纪70年代建成后不久

就开始面临犯罪、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该地区声誉受损。近年来,

拜尔默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多元文化街区。——译者注

②“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出典自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其中写道叙述者在品尝了浸泡在茶水中的玛德莱

娜蛋糕后，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童年的某个片段。此后，“普鲁斯特的玛德

莱娜”成为一个文学隐喻，用来形容那些触发无意识记忆或唤起久远情感的

事物或体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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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被重新激活。

情绪处于地域污名的符号残余的核心位置。这表现在，人们

在重新评估一个长期被玷污之地的价值时，会对街头犯罪和可见

的贫困（表现为无家可归现象）有过度的担忧，并且相应地，维

持秩序的警务会被当作城市（再）估值工具而过度发挥作用一一

特别是在士绅化的开始阶段，此时“清理”街道上的人类污垢至

关重要（Herring, 2019a; Beck, 2020; Collins et al., 2021 ）o 从分析的

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把警务和监狱纳入符号空间、社会

空间和物理空间（反复）交织的图景中一一我将在下一章（边码

第137—143页）回到这一点。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这表明在物质

方面去改善一个街区并不足以提升它在城市地点等级中的排名；

74 要使之（重新）融入城市的公民结构中，则需要采取专门的空间

去污名化措施（Schultz Larsen and Delica, 2021 ）o

2.国家化和大众化。在每个国家中，都有一小部分城市行政

区或城市成为自我肇始并自我延续的贫困与堕落堡垒，其在不同

的阶级和空间中都广为所知并遭受唾弃。它们的名字流传于新闻

报道、政治和学术的话语中，也作为“城市地狱”的同义词而流

传于日常交谈中。更重要的是，在新自由主义大都市里，空间污

名的传播是被系统性地强化的，甚至是由国家煽动的。

这种令人生厌的形象不仅盛行于社会与文化精英中——就像

该形象在一个世纪前的前身那样，而且也盛行于全体公民中，包

括那些住在这些糟糕地区的人们，也包括完全远离这些地区的

人们。居住在偏远乡村的瑞典人一提到林克比（Rinkeby ）.滕斯

塔（Tensta）和费蒂亚（Fittja ）①这些名字，就会感到恐惧和厌

①这些都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周边较为混乱、贫困的地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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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即使他们从来没去过也可能永远不会靠近斯德哥尔摩周围这

些臭名昭著的“禁区"(no-go areas )( Pred, 2000: 124—130 )o 标志

着城市堕落区的地名甚至通过电影、音乐视频和电子游戏而在国

际上传播，而不是像19世纪那样通过小说和报纸连载而传播。于

是，“布朗克斯区”已经成为全球通用语，用来指代阿根廷、法

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遥远城市中物质破败、道德堕落、社会沉沦

的大熔炉(Auyero, 1999; Wacquant, 2008a; Birdsall-Jones, 2013 )o

最近，伴随着瑞典足球巨星兹拉坦•伊布拉西莫维奇(Zlatan
Ibrahimovic )的职业生涯旅程，瑞典马尔默市(Malm。)的罗森加

德区(Rosengârd)在西欧大部分地区都恶名远扬，因为他在各个

国家的媒体报道中都被描述为“来自罗森加德的贫民窟”。［19］

3.国家支撑和神圣化。第三个不同之处至关重要：世纪之交

的地域污名是由作为最高符号机构的国家来背书和支撑的。城市

中受贬损街区的存在被公共权力官方化、地方化、文件化，其采

取的方式使地域污名的存在和特征既充分突显，又看起来无懈可 75
击。⑵］这一举措的典范是，自2010年以来，丹麦政府每年都会大

张旗鼓地公布一份官方的“贫民窟名单n ( ghettolisten )o作为其全

面政策的一部分，这~举措旨在减少和疏散被视为对城市融合和

国家完整构成致命威胁的贫穷隔离街区。这份名单包含了丹麦每

一个贫民窟的名字和位置。根据法律定义，“贫民窟”是有异常高

比例的非西方移民及其后代、失学及失业青年、刑事罪犯的地区。

赤裸裸地将种族纳入界定标准中，这让政府将社会不稳定和贫困

问题当作空间、移民和文化问题而视而不见；将犯罪背景纳入界

定标准中，则使这些地区被贬损为危险地区，使其中的居民被贬

损为有罪的人。⑵］但是，包括拆除建筑物、强制从一岁开始接受

学前教育、将有前科的人驱逐出住房、加强警务治安等在内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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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用于“废除贫民窟”的措施，其主要效果是使被认定为贫民

窟的地区变得不稳定，并加深了对这些街区的毁谤。因此，到21

世纪10年代末，丹麦政府试图撤销该名单的公开传播，但为时

已晚。

一旦政府官方认可了一份城市堕落区名录，媒体就会把它当

作绝佳素材来撰写耸人听闻的文章，将人们的注意力最大程度地

吸引到被认为是在法律和道德之外的城市区域。在法国，各大报

纸会定期发布全国地图，标示出被称为“敏感区”“困难区” “法外

之地”或干脆就是“贫民窟”的街区或集镇(cités ),而这在全国

范围内传播了城市恐慌。这些地图的官方来源各不相同，因为每

个国家行政部门，包括警察部门(负责“安全优先区域”)、教育

部门(负责“教育优先区域”)、财政部门(监管“免税区”)和城

市事务部(管理“敏感城市区域”和“优先街区”)，都有不同的

管理地理学，而且它们的政策每隔几年就会变，以掩盖计划项目

的失败或适应最新的选举周期。以上揭示了街区污名是如何被国

76 家与媒体之间的符号联盟传播和固化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由其

创造的。⑵］

4.受贬损地区作为社会解体的浓缩和载体。在后工业大都市

中，受污名化的街区被描绘成社会解体(disintegration )的漩涡中

心和载体，拥有根深蒂固的堕落和无可救药的混乱；在古典工业

城市中，底层社会的世界则被视为“一个强大的、分等级的反社

会”，是周围的“组织化社会的倒转替身，也是它的假冒与讽刺版

本”(Kalifà, 2012: 61—66)。1843年。托克维尔在一份关于监狱政

策的报告中将犯罪社会描述为“大国中的小国”，为我们指明了方

向。大约一个世纪后，约瑟夫•凯塞尔(Joseph Kessel )在柏林与

之遥相呼应，将底层社会(Unterwelt )描述成“国中之国”。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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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社会的社会组织有其独特的制度、风俗和规范，这方面的证

明在于，黑话(argot)作为一种共享语言，它的发展巩固了其文

化的统一性。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卡利法(Dominique Kalifa, 2012:
65)在考察了 19世纪工业城市的受贬损地区后，总结道：“这些

底层社会自身无法构成一个宇宙，它们始终是处于其上层的社会

的底面。”

新自由主义城市中的那些社会道德堕落区却不是这样。这些

地区被反复描绘成与主流的社会、道德和尊严没有任何联系的封

闭世界；它们就像社会黑洞一一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上均是如此。

因此，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底层阶级”这个恶魔般的故

事让美国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慈善家们都着迷万分。它被描绘成

社会解组的化身，是城市病态的浓缩和载体----病态(pathology)

则是惊恐的观察家在描述它时最常使用的术语(Wacquant, 2022a )o
“贫民窟”这个标签本身也经常被用来渲染和声讨这种解体。其使

用者包括一些学者，他们对贫民窟化的社会学基调视而不见，忽

视了贫民窟化是城市中被污名化族群范畴缺乏社会性整合的结构

性整合机制(Wacquant,2011)。在西欧，贫民窟化的用语已经激发

人们对部分街区的负面情绪。人们认为在这些街区中，民族受到

了 “文化分裂”的挑战，国家的原则也受到了平庸化“无法无天”

的攻击。在公众的表述中，与在国家管理者和被委任进行管理的

工作人员心目中一样，城市堕落地域几乎总是以其缺乏的事物方 77

面被刻画：体面的住房、发挥作用的团结、密切的社交性、积极

的未来以及社会及居住的流动性(Duarte, 2000 )。[23]

5.通过选择性强调或虚构性投射而实现的种族化。这些受贬

损地区的人口总是被涂上比其人口统计数据更灰暗、更异域的色

调。它们的文化差异被夸大，被演变成同国家主流规范的背离，

103



甚至是敌对——宗教往往成为煽动叛乱的隐秘动因，而它们脆弱

的阶级地位和得不到社会承认的境遇却被淡化或完全忽视。在这

些地区之中及其周边发生的越轨行为或暴力事件通常会被大肆渲

染，并被追溯到所谓的当地居民固有的社会文化特征，从而将他

们打上被放逐者的烙印。

这种符号性的扣帽子做法可以将任何一个住有稳定的少数黑

人或外来移民、犯罪率较低、住房条件单调但还算充足的街区迅

速变成一个充满敌意的种族贫民窟幽灵，随时可能爆发骚乱。布

里斯托市(Bristol )①圣保罗区(St. Paul)被扭曲的集体形象即体

现了这一点(Slater and Anderson, 2012 )。当地年轻人和警察之间经

常发生街头冲突，并且仅仅因为骚乱者肤色较深，这些冲突就被

轻率地上升为“种族骚乱”。然后，有关“战争”的军事修辞就被

推出，与殖民主义的种族用语混杂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关于无解

的全面城市冲突的爆炸性景象。这种景象根植于几个世纪以来与

伊斯兰教的无情对峙，是为吸引媒体关注和图书销售而量身定制

的----历史学家安德鲁•赫西(Andrew Hussey, 2014 )荒唐的《法

国的阿拉伯大起义：法国与境内阿拉伯人的长期战争》(The French

Intifada: The Long War Between France and its Arabs )就是一个例证。

“法国的阿拉伯大起义”之荒唐

“在巴黎北站(Gare du Nord)或郊区的骚乱者也经常把自

己描述成参与一场反抗法国与欧洲的’长期战争’中的士兵。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正在与’文明'这个概念作战斗；他们

认为’文明’是欧洲人的发明。所谓’法国的阿拉伯大起义'

①布里斯托是英国西南部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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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警察在法国城市的边缘与中心地带展开的游击战，而这只

是与敌人交战的最新和最引人注目的形式。这场战争肇始于19
世纪初拿破仑对埃及的无情侵略；这场侵略是法国人对一切东

方事物的欲望开启的标志。”如今，这场战争正在发展成“第四

次世界大战”，使法国与后殖民时代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

哥的联盟成为对抗的双方(Hussey, 2014: 12 )□

这本《法国的阿拉伯大起义：法国与其境内阿拉伯人的长

期战争》并没有引起人们表示怀疑的嘲笑，反而在英国媒体上

好评如雷［《星期日泰晤士报M The Sunday Times )称其“引人入

胜、令人信服、极具可读性”并且在那些将文辞华丽的夸夸

其谈当作研究的低成本替代品的部分学术界中也广受赞誉。这

本关于“阿拉伯人”(其中很多是柏柏尔人和非洲黑人！)与法国

之关系的片面、浮夸、虚假的历史充满了事实错误，掩盖了被

污名化郊区的年轻人对其出生国的深切矛盾心理、劳动力市场

的下滑堕力和学校的整合力量、犯罪和监禁的有害影响，也掩

盖了法比安•特龙(Fabien Truong )在《激进的忠诚X Loyautés

radicales, 2017 ) 一书中捕捉到的伊斯兰教在个人身份和社会身

份建构中的可塑性和异质性作用。

78

2005年11月，年轻人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浪潮席卷了整个法

国的城市堕落区。这引起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反响，成为法国大

都市受贬损地区公开种族化进程的关键时刻。”S两名男孩在被

警察追至一个发电站后意外身亡，此后冲突每晚都会上演，在三

周内蔓延到了 200多个集镇，导致约10000辆汽车被烧毁，最终

有3000人被捕。一场激烈的辩论爆发了，对这起仍在肆虐的事件

给出了 “社会”和“种族”两种解释(Mauger, 2005 )o支持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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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点的人认为，骚乱者无疑是与法国社会格格不入的邪恶“人

渣”先锋［用时任内政部长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 )的
话来说，他们是“社会渣滓"(racaille )①］,并且认为这起暴动是

由来自北非和西非的年轻移民策划和组织的——尽管被逮捕的骚

79 乱者中有95%是法国国籍；他们认为这些人由于“非洲的一夫多

妻制”和激进的伊斯兰教倾向而变得反社会。⑵］因此，他们呼吁

采取包括派遣军队进入集镇在内的严厉措施来镇压街头暴徒，以

避免国家陷入“内战”。法国政府援引1963年为镇压阿尔及利亚

对法国殖民统治的反抗动员而通过的一项法律，单独在“敏感街

区”设立了紧急状态，助长了这种殖民想象。这个过程使这些地

区从“垂危的街区"(neighborhoods in danger )变成了 “危险的街

区‘‘(dangerous neighborhoods )( Dikeç, 2007 )o

这种观点助长了城市边缘地区族群性、深肤色和暴力的结合。

但是，抗议的年轻人要求的不是承认他们在文化与公民身份上的

他异性(alterity)；恰恰相反，他们要求警察、雇主和媒体结束

基于族群性而将他们排除在公民契约之外的对待方式(Rea, 2006;
Cicchelli et al., 2007 )o无论如何，2005年的这场骚乱标志着一个拐

点，并显著地加速了 “种族”这个严峻议题的上升，以及在法国

公共领域中种族与骇人郊区之间的联系(Balibar, 2006; Fassin and
Fassin, 2006; Kokoreff, 2006 )o 2011 年在伦敦及其周边地区和 2013

年在斯德哥尔摩周边地区发生的治安事件引发了类似的骚乱，公

众及政治界对骚乱的反应也出现了上述种族归类和骚乱道义经济

的模糊化过程(Newbum, 2016; Schierup et al., 2014 )o 在整个欧洲,

和美国一样，城市暴力如今与受贬损的族群性捆绑在一起，并被

①“racaille”为法语词语，大意为“败类、社会渣滓、流氓”。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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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在危险地域上。

6.负面情绪与惩罚性的政策回应。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

是，后工业城市中遭受污名化的受剥夺地区引发了难以抗拒的负

面情绪以及由恐惧、厌恶和谴责所驱动的严厉矫正反应，而这反

过来又帮助发展和美化了国家为了遏制城市边缘性而推出的刑罚

部门(Wacquant, 2009a;另见 Clear, 2007; Mucchielli, 2008; Peck and

Theodore, 2008; Beckett and Herbert, 2011 )o 新兴工业城市中的肮脏

底层社会对于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矛盾魅力和浮夸的吸引力早

已不复存在；这种魅力和吸引力曾使它们成为上层社会制造兴奋

的游乐场，成为满足社会偷窥癖、道德越轨、性幻想和艺术灵感

的神秘场所，就像集中于大都市遗弃区的“贫民窟”报道和“卧 80

底”新闻的共同发明所证明的那样(Kalifà, 2012 )。

在19世纪80年代，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上流社会在午夜乘

坐拥挤的公交车，从他们的豪华居住区出发前去伦敦东部的贫民

窟游览。在那里，他们可以目睹“贫困n ( pauperism )的兴奋景象，

并对伦敦贫民的奇异景象、声音和场面瞠目结舌(Koven, 2006)。

在20世纪80年代，却没有一个芝加哥的富人会设想——更别说

敢于----开车到芝加哥南区的罗伯特•泰勒家园(Robert Taylor
Homes )①附近闲逛，尤其是在晚上。如今，当有权势的人到访这

些地方时，往往是采取一种戒严的方式，前来宣布旨在铲除腐败、

恢复秩序和惩处不法分子的措施。举个例子：英国保守党政客多

次访问格拉斯哥市伊斯特豪斯(Easterhouse )的受贬损街区，以证

① 罗伯特•泰勒家园是位于芝加哥的一项公共住房项目，始建于1962年。该

项目建成不久即面临与其他芝加哥高层住房项目(如前文提到的卡布里

尼_格林项目)相似的问题，包括贩毒猖獗、药物滥用、帮派暴力和贫困

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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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21世纪10年代席卷英国的递减式福利改革的必要性并争取

支持(Slater, 2014 )o ［26］在大西洋两岸，被遗弃与受贬损街区已经

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推出贫困刑罚化政策的主要试验场，以在社

会和空间层面遏制解除经济管制和社会福利紧缩带来的负面影响

(Wacquant, 2009a )。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将受剥夺街区玷污为堕落和危险的地狱，

与新自由主义普遍使用污名化作为人口定义和管理的符号性技术

有关。伊莫金•泰勒(Imogen Tyler, 2013: 212 )指出污名化的传

播和加剧“不仅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的结果”，而且污名

化本身也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核心器官”，以此生产社会

耻辱，并激活整个“关于厌恶的政治经济”来重绘符号空间。⑵］

因此，政府援助的受益者，如接受社会福利、失业保险和住房援

81 助的人，还有罪犯(作为“惩罚”这一负面公共产品的接受者),

都被自动视为嫌疑人。他们仅仅因为是接受者，就被毁谤为较低

等级的存在。樊尚•迪布瓦(Vincent Dubois, 2021 )通过论述"控

制”公共援助接受者(即核查受助人的合法性和行政合规性，使

违规受助人受到制裁)这一官僚格言的酝酿和实施过程，揭示了

法国政府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如何部署了一种影响深远的“使最脆

弱群体受到污名化和不稳定化的新家长主义政府行为”。强化政府

毁谤的对象在不断增加：移民、难民、贫困单身母亲、性犯罪者、

被剥夺公民权的年轻人，等等。总之，地域污名只是国家毁谤的

一种变体，被用作塑造符号空间的一种手段，以推进对社会和物

理空间的自上而下改造。

地域污名的拓扑学

从根本上讲，污名化是一种符号劳动形式：它需要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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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是指贫困、族群性、空间隔离、住房破旧、犯罪、肤色、

对前殖民地外国人的普遍恐惧和蔑视等），需要符号专家（记者、

政治家、学者、政府和民选官员）将这些材料转化为范畴、图像、

修辞以及或多或少连贯的话语，还需要传播渠道来传播各种表征

和观念并使之成为这个地方和该地居民的固有属性。此外，还存

在一种关于毁谤的符号劳动分工，贡献于其中的不同人之间相互

呼吁、彼此合作，或者相互影响、彼此合法化；他们依靠各自的

权威，基于他们所拥有的特定资本形式，来回应彼此、增强彼此。

这种劳动是通过两方面而结构化的：其一是产品的生产者、传播

者和消费者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其二是他们应用于这些

产品之上的认知图式。那么，布迪厄将如何帮助我们来解释这个

多层次、多行动者的过程？

图2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大都市中地域污名的生产（用字母P

表示）、传播过程，以及影响方面（用字母I表示）。该图将社会空

间、权力场域、文化生产场域、国家以及分布在物理空间中的各

种机构和支持者汇集在一张图中。当然，这是一个示意性的草图，

将布迪厄作品的不同图示和文本论证中的元素统合在了一起；[28]

但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个综合的视角，来考察两极化城市边缘 82

中的实践、结构和符号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资本总量的纵轴和资本构成的横轴将社会空间界定为主要有

效资源、经济资本（以收入和财富衡量，主要集中在右侧）和文

化资本（以教育程度衡量，主要集中在左侧）的欧式几何二维分

布。位于顶部附近的能动者和机构拥有大量的资本，而位于底部

的能动者和机构则完全没有资本；位于该图右侧的能动者拥有的

经济资本相对而言比文化资本更丰富（例如位于右侧顶部的资本

家或经理、位于右侧中部的商店店主），而位于该图左侧的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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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协会

左手：福利、健康、教育、
住房、就业援助

右手：警务治安、司法、
财政、监禁、监狱

I2b 中产阶层居民

13市场运营机构
（雇主、服务行业、

房产中介）

P5

I2a 下层阶层邻居 P5

12 被污名化 P5
街区居民

° 资本构成

Pn =污名化表征的生产者

In =地域污名的影响方面

图2关于地域污名之生产与影响的拓扑学

拥有的文化资本则相对比经济资本更多（例如位于左侧顶部的大

学教授或艺术家、位于左侧中部的技术人员）；位于横轴中部、纵

轴顶部的能动者同时拥有较多的两种资本类型（如医生、律师和

高级公务员）o我们可以把该图的第一个部分看作是社会空间的分

83 析性地图，在其上可以覆盖一个城市中街区的相应位置地图：上

层阶级的飞地在顶部，城市遗弃区在底部，小资产阶级区在中间。

在社会空间靠顶部的区域，一个虚线矩形标示出了权力场域

（field of power ）的边界。布迪厄（Bourdieu, 1989a: 373—396; 2011 ）

将权力场域定义为各形式资本的持有者相互争夺最高地位的空间,

特别是争夺物质权力和符号权力之间相对等级的空间（想想封建

制度下的骑士与牧师、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与大学）。”9〕在这张

物质权力

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一

*

宓
长
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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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的图中，权力场域包含四个主要场域，从右到左排列为物质

一极(占据支配地位的、时间性的)到符号一极(被支配的、精

神性的),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分群与文化分群。右数第一

个是政治场域，由竞争政党立场、选票和选举职位的人员构成；

第二个是新闻场域，占据中间位置；第三个是学术场域，包含学

者和科学家。［30］位于重心位置偏上并与之有所重叠的是官僚场

域，即界定和分配公共产品的一系列机构，这是布迪厄用于再思

考国家的概念。国家处于中间位置，因为它在不同权力(物质权

力和符号权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并且国家拥有一种“元资本”

(meta-capital ), 一种管控资本的资本，其基础在于国家能够设定不

同资本货币(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科学资本、宗教资本等)之

间的“兑换率”。［31］

在图中，我用Pn来表示地域污名的不同生产者，用In来

表示污名的不同影响方面。这些影响是通过编造和传播关于毁 84

谤、危险和混乱的话语而实现的，如法国的“集镇贫民窟"(cité-

ghetto )(Wacquant, 2007 )、英国的“贫困住宅区"(Slater, 2018 )、丹

麦的"贫民窟地区"(ghettoomràder )( Schultz Larsen, 2018; Hansen,

2021 )、意大利的“衰败街区"(Paone, 2012)、德国和瑞士的“问

题街区” (Adam, 2005; Rorato, 2011 ),以及美国的“底层阶级街区”

(underclass neighborhood )( Wacquant, 2022a )o 现在，我将借助我曾

深入研究的案例，即巴黎周边早前的“红色地带“①，来带着读者浏

览该图，简略描绘出地域污名化的环流路径。

在对这些地区进行公开毁谤之初，地方媒体和全国性媒体的

①“红色地带”(法文:la ceinture rouge),指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巴

黎周边一些拥护法国共产党的市镇。这些市镇在传统上是工人阶级居住区,

居民多在巴黎周边地区的工业部门中就业。——译者注

111



记者（Pl）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贫民窟"（ghetto）-

词。这个词是从美国引进的，表达一种被遗弃的危险街区的意

象。但这些记者没有意识到这种意象属于超贫民窟，而非贫民窟

（Wacquant, 2010a）。他们用该词来标记并生动呈现工人阶级住宅区

的生态恶化；而仅仅在十年前，这些住宅区还被誉为通往社会公

民身份和城市现代性的大门（Bachmann and Basier, 1989 ）o政客们

（P2）在20世纪80年代采纳了新的话语，加入了对这些衰落中的

街区发出公共生活警报与道德警报的行列，并将之作为在政治场

域获得关注和资源的一种手段（Jazouli, 1992 ）o从那时起，郊区红

色地带的社会解体、族群他异性和暴力等修辞就进入了学术场域,

而学术场域中的（一部分）研究者（P3）采用了 “新贫困”“排

斥”“贫民窟”“城市暴力"F〕等流传于政治、新闻和国家交汇之处

的民间构念作为分析性范畴（Paugam, 1996; Lapeyronnie, 2012 ）,进

而强化了一种观点，即这些郊区是对公共秩序和国家整合的威胁。

对这些构念的借用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假思索地做出的，在某些情

况下则是故意做出的，目的是震撼政策制定者的良心，或者吸引

那些急于为自己耸人听闻的报道提供科学依据的记者的注意。

政治、新闻和学术这三个场域所传播的有关城市他异性的

85 话语引起了法国政府的警觉，并使政府管理者相信这些街区存在

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非遍布于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底层区域中

（与地理位置无关）的经济不稳定和社会不安定问题。这种狭隘的

贬低性观点因"城市敏感区n （ Zones Urbaines Sensibles, 44敏感"区

域或风险区域）的官僚主义划定和1990年新成立的一个负责城市

事务的部门而得以制度化了——这里的城市事务被严格理解为城

市边缘区域中那些定期爆发反警察骚乱的贫困地区事务（Dikeç,
2007; Tissot, 2007 ）o这些举措使国家在全国层面（P4a ）权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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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斗争中，以及在地方层面（P4b ）与基层公共官僚机构和相关

人群之间的直接接触中，成为地域污名的直接生产者（即使是无

意的）o这里并不是说这些地区的居民和邻居没有参与这种毁谤话

语的生产（P5,下文将详细介绍），而是想说，这种助长了 “对郊

区的恐惧”（Rey, 1996 ）的自上而下话语是在媒体、政治、科学、

国家这四个最高符号机构的认证下获得了影响力的。

此外，这些机构密切关注彼此，并将彼此的产品作为自己的

原材料：权力场域是符号性生产者之间监视、模仿、借用和相互

表达立场的密集经济场所。记者、学者和政客的许多举动都是在

回应其他记者、学者和政客的举动，而不是回应城市状况的变迁。

作为各个位置的空间以及对各种形式资本展开争夺的相对自主运

转的空间，权力场域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对这些支配者之间的符

号性斗争赋予其应有的分析性意义。

回到世纪之交的法国红色地带。空间贬损的影响首先由贬逐

地区的居民感受到（II）：空间贬损抨击了他们的自我意识，扭曲

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并在许多情况下促使他们不认同甚至离开自

己的街区（Wacquant, 2008a: Ch. 5 ）o此外，地域污名也影响了这

些人的下层阶级邻居（I2a）,尤其是附近独栋楼阁（法文pavillons,

指中低阶层家庭所拥有的小型独立房屋，成排坐落于高层公共住

宅的阴影之下）中的居民，并引发了敌意、恐惧和憎恶（因为成

群的野蛮集镇正在接管整个街区并将其搞垮）o地域污名还影响到 86
了中产阶级城市居民（I2b）：他们从这一话语中吸取教训，远离

这些无法无天的“集镇贫民窟” （Cartier et al., 2008 ）o

另外两个影响方面是私营企业（13）和基层公共机构（14）。

它们在为“城市敏感区”的居民服务时，会调整自己的程序和活

动。经济运营机构、企业、雇主和房产中介通过减少在这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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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招聘、销售和服务来应对空间污名，而这形成了一种新

的现象，在法律上被称为“地址歧视n ( address discrimination )o [34]

至于基层官僚机构(提供社会保护的女性气质国家左手，以及实

施财政纪律与刑罚规训的男性气质国家右手),它们的事务议程和

优先事项由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者确定，而这些政策制定者正是

根据他们所促成制造并传播的污名来采取行动的。这推动了城市

边缘性区域公共产品的差异化供给。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执法：警察在受贬损地区巡逻、拦截和

逮捕人(尤其是年轻男子)的强度、频率和攻击性是在市中心和

资产阶级地区绝对无法容忍的。这不仅造成了相互之间的不信任

和紧张关系，还造成了经常性的冲突，并且冲突每隔几个月就会

升级为多个地点、持续数天的骚乱(Dikeç, 2007; Marliere, 2007;
Marwan and Mucchielli, 2007; Fassin, 2011 )o [35]空间污名的最后一-

个重要环流路径是从基层官僚到国家管理者的反馈回路(15),使

得前者可以巩固或挑战后者的观点，自下而上地影响后者对受贬

损街区的表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家如何在不同尺度上对自

己的行为作出反应，并生产出使其政策合法化所需的符号性原材

料一 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官僚主义典型案例。

87 关于自下而上和由内而外的空间毁谤，还需要作进一步说明

的是，有零星分散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法

国大型社会性住宅区的内部及周边出现了一种不易察觉的基础性

污名化(infiastigmatization )地方性话语(Avery, 1987; Paugam,
1991; Dulong and Paperman, 1992 )o这种话语独立于媒体话语，凭

借居民、邻居、本地企业、住房倡议者①、基层官僚和城市官员之

①住房倡议者(housing advocates)是指致力于为低收入者、无家可归者等

争取住房权益的个人或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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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横向符号交流而得以维持。家］在居民中，这种内生性话语

是对以下问题的回应：(1)由于去工业化和就业不稳定化，工人

阶级的经济状况受到侵蚀(Mauger, 2006 ) ； (2)由于运营维护和

公共投资的不足，传统的存量住房状况同期恶化(Barou, 1985)；

(3 )此前一直被禁止入住公共住房的移民工人及其家庭入住了公

共住房(Bemardot, 2008 ),这在既有住户中引发了一种身份贬抑的

集体情绪；(4)中产阶级家庭与工人阶级家庭中相对稳定的分群

获得了以毗邻公共住宅区的独栋楼阁为主的单户住宅，⑶］他们同

时大批离去，这在那些未离去的家庭中产生了一种阶级降级的集

体情绪(Bourdieu et al., 1993 )o

这种双重物质恶化(工作、住房)被双重人口流动(流入、

流出)放大了，创造了集镇与独栋楼阁之间的双重对立。这种双

重对立被同时印刻在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符号空间中，并在其

中通过集镇/独栋楼阁、高层住房/单户住宅、租客/业主、不稳

定/稳定、贫穷/(有抱负的)小资产阶级、(来自前殖民地的)移

民/(本土的)法国人、有色人种/白人、向下流动/向上流动等

一系列相互呼应、相互支撑的同构性对立而被人们感知到。工人

阶级住宅区既有居民的身份与阶级双重降级感，反过来又引发了

他们对人人普遍受惠的战后经济增长“辉煌三十年”中社会状况

与住房条件的结构性怀旧情绪(Tellier, 2007 ),而这种怀旧情绪则 88

助长了对当前状况和呈现这些状况的人的毁谤。

我把这种本地内部的符号流称为“基础性污名化”，因为它产

生于个人的互动，并在相互熟识的邻近社会网络中通过流言闲话

而传播，而不进入大众共享的空间理解范畴中。它关系到将侮辱

注册为一种社会分类形态，即“对某个单一个人或街区的单一评

判”，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由社会秩序的总体性力量和国家力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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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且得到授权的评判” （Bourdieu, 2012: 26—27; Bourdieu, 2015: 31—
49 ）o顷］这种毁谤是闲话和谣言的原料，这些闲话和谣言标示出

了街区里的亚单位，例如容纳了 “问题家庭”、福利接受者、新

来移民或者有成员卷入刑事司法的家庭的建筑（或建筑内的“楼

梯井”）。但在这里，被毁谤的最开始是一种行为（真实的或假想

的），而不是一个地点，也不是整个街区。⑶］

事实上，我们很难分辨清哪些是来自被毁谤住宅区内部的污

名元素，哪些是外部而来的——包括仅仅是来自街道对面的独栋

楼阁的（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以及通过与基层官僚、教师、

社会工作者和警察的接触而产生的。我们也很难辨明贬损在什么

时候属于我所说的横向毁谤（lateral denigration,接受空间污名并将

其转移到邻居身上），而不是一种内生性的符号行动。〔S最后，内

在的贬损也可能夹杂着赞赏，甚至夹杂着街区针对警察、媒体和

小资产阶级邻居的侵占行为所作的激进捍卫（Marli&e, 2008 ）。无

论如何，参与毁谤自己住房项目的居民都是符号暴力的典型例子:

通过支配者的眼睛来看待自己，并因此而感到被玷污。

89 这个拓扑学模型强调了地域污名化的结构性逻辑，并为针对

地域污名在整个社会空间里（而不仅仅是在其针对的街区中）的

制造、传播和影响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框架。与布迪厄

的观点一致，这个模型也将媒体、学术界、政治和国家这些最高

符号机构（paramount symbolic agencies ）赋予最重要的地位，因

为这些机构拥有必需的符号资本，分别用以宣传、合理化、优先

化和普遍化大都市中被剥夺与受贬损的地区和人群所带来的问

题。（中央和地方）权力场域中的行动者借助某种相互竞争的分类

框架、经济停滞和不稳定、住房和空间、族群性和宗教、犯罪风

险和恐怖主义来建构社会问题，并使一部分国家机构和能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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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可以声称对城市遗弃区造成的“社会问题

拥有所有权”，从而决定性地明确纠正举措的性质、手段和重点。［⑴

我对该模型所作的注释反映出我最了解的法国案例的特殊性，

包括其强大的国家集权、全国性的媒体整合，以及政治场域中尖

锐的二元性。但是，这些值可以转化为变量，这个模型也可以尺

度重组至地方层面、区域或市级层面上运行，然后通过插入在其

他国家情境下塑造受贬损地区符号形象和物质命运的更多角色来

加以丰富。这其中，首先可以纳入的是房地产中介、金融中介和

承包商，他们热衷于操纵空间污名以使之对自身有利。当他们与市

政厅打交道来促使地方政府拆除并征回一个适合进行私营再开发的

地区时，他们就在强化这种污名；当他们转向他们正在规划、建

造、融资或出售的住房单元的潜在购买者时，他们就在转移这种污

名。M2］他们同时作为污名的生产者与受影响一方而出现在图中。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是地方政府官员，包括民选官员、市 90
议员和行政人员,以及拥有并且/或者管理公共住房的准公共机构

（如法国的HLM办公室）①。他们也可以调节污名，以适应他们的

长期官僚主义利益和短期政治利益。有人情愿或不情愿地扩大公

众污名，以争取从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的资源，或在选举竞争中占

据优势（例如谴责某个城市地区中的“犯罪浪潮”或“伊斯兰教

接管”，以使作为竞争对手的现任者难堪）；也有人积极对抗这种

污名，甚至拒绝参与中央政府的改造计划，以避免合作带来的空

间污痕（Schultz Larsen and Delica, 2021 ）o
这些官员和管理人员置身于地方官僚机构和第三部门机构内

部及相互之间纵横交错的交流迷宫中，而中央的政策指令正是通

①HLM全称为法文''habitation à loyer modéré,,?意为“低租金住房”。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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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些机构而被筛选、转译、执行或不被执行。即使在像法国这

样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想要理解政策结果，也必须深入研

究地方官僚场域的具体细节(Bourdieu, 2000: Ch. 3 )o在过去三十

年里，发达国家中非营利性住房的管理已经被下放到地方当局和

专门机构，这使卷入被遗弃街区命运的利益相关者成倍增加；这

些街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翻新、改造、社会融合、搬迁、驱逐、

拆除、私有化、士绅化(Power, 1997; Goetz, 2003; van Kempen et

al., 2005; de Souza et al., 2010; Bridge and Butler, 2011; Watt and Smets,

2017 )o例如，在丹麦，权力下放导致了 “政策精神分裂症”：中

央政府对其短期内“反贫民窟计划”的目标街区进行严厉的污名

化，而实地执行该计划的地方政府办公室则将去污名化作为符号

性手段，以在中期时长上改善这些受贬损地区(Schultz Larsen and
Delica, 2021 )o

最后，我们可以将住房协会(housing associations )纳入这一

模型。住房协会由专业人士和租户、倡议行动团体、非政府组织

甚至宗教机构管理，他们在当地的权力场域中发起动员来保护、

翻新或建造社会性住房，变更准入条件，协助人民(包括越来越

多的无家可归者),并制定一系列从基本生存到"城市权利”

的相关居住活动和政策。在美国，这类“社区组织”从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成倍增加，并在企业家主义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y )

中扎根，填补了地方政府从社会中撤出所造成的空白(Marwell,
2007 )o在欧洲大陆，这些组织在住房政策的实施方面长期发挥着

91 关键作用，并参与决定了城市边缘地区租户的生活机会。这些组

织的角色在不同国家各有差异，但都是模棱两可的，“夹在政治赞

助和官僚主义之间"(Silverman, 2009 )o这里出现的问题在于，这

些“公民社会”的实体应该被视为地方斗争场域中的自主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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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被视为地方政府实际上的代理人或创造物，被地方政府运用

各种依赖关系(预算、人员、特权等)而控制着。

再次强调一下，在地域污名的拓扑学结构中插入能动者和机

构，并不是简单地在调整或重组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

斗争中增加新的角色一一 些斗争发生在作为自我推动且自主导向

之实体的新自由主义大都市边缘，而是要将这些角色嵌入物质关系

与符号关系的网络中——括不可见的结构性关系和可观察的日常

互动；这些关系限定着观点、行动、目标和联盟的可能范围。

地域污名的苦涩

在空间污名的生产、传播和影响中，有一种重要的因果性力

量是拓扑学模型和共时性的应对策略分类表都无法捕捉到的，而

只有通过历史分析才能揭示［心：在大西洋两岸，曾有效抵消了

污名化的生态构成和符号框架到20世纪末已经解体。就西欧城市

边缘地带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印刻在身体、话语、制

度和地域中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发挥着抵御贬损看法的盾牌作

用。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工业城镇或工业区将其中的居民包

裹在一个由工会、市政当局和政党相互交织而成的紧密关系网中

(Magri and Topalov, 1989 )o最关键的是，工人阶级的制度赋予了劳

动者及其家庭以社会尊严和话语权：他们是世界的建设者，未来

属于他们。

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去工业化和贫困加剧所带来

的社会成本，这些城市突然陷入了贫困；工会因脱离工厂就业而

被边缘化；左翼政党转向中间派，并追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

阶级的选票，因而未能与产生自移民的新一代活跃分子建立联系

(Masclet, 2003 )；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中学教育的普及使体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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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动贬值，并为个人提供了跨越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出路。这导

致工人阶级士气低落，其在公民生活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由此

开启了玷污其居住堡垒的闸门。随着阶级身份认同失去力量与光

环，随着工作领域不再将外来移民和本土居民整合在一个共同的

符号性华盖下(Tripier, 1990 ),民族性和地点性便突然出现在了符

号空间的前沿——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在政治场域的兴起就证明

了 这一点(Brubaker, 2017 )o
在美国，共同体贫民窟(communal ghetto )在福特制资本主

义时期对城市黑人起到了相似的社会符号性缓冲作用。借用苏

珊•埃克斯坦(Susan Eckstein )关于拉丁美洲城市边缘性的著名论

述，尽管20世纪中期的布朗兹维尔(Bronzeville )①房屋破旧不堪、

贫困积重难返，并且白人对它的排斥毫不留情，但它是一个“希

望的定居点”，而不是一个“绝望的贫民窟”。这并不是在浪漫化

过去。g】在当时的布朗兹维尔，黑人城市居民可以体验到社会流

动性、集体尊严和个人自尊；而在此之前，南方种姓恐怖主义的

吉姆•克劳制度(Jim Crow regime )②剥夺了他们的这些权利。事

实上，正是在贫民窟的巅峰时期，“种族自豪感成为黑人中的一种

普遍现象”，并且“种族意识被演变为一种积极进取的防御性种族

主义"[Drake and Cayton, ( 1945 ) 1993: 391 ]o〔如 正是在贫民窟，

“黑即是美”(black is beautiful )这一 口号所体现的黑人自豪感在艺

术形式、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得到了表达。

在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骚乱浪潮之后，贫民窟出现内爆

(implosion ),取而代之的是由贫瘠的超贫民窟和遍地开花的黑人中

① 布朗兹维尔位于美国芝加哥南部，是历史悠久的非洲裔美国人聚居区。——

译者注

② 吉姆•克劳制度指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

州对有色人种(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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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区形成的二元社会空间集群(Wacquant, 2015 )o正是这一变

化催生了人们集体意识中关于贫民窟的贬损形象，包括社会堕落、

道德沦丧、犯罪横行等。这个形象成为20世纪80年代关于“底

层阶级”的恶魔故事中的经典内容；据描述，这些“底层阶级”

在内城中肆虐，并且仅凭骚乱即可威胁城市(Wacquant, 2022a )。

所以，关于欧洲的城市边缘地区和美国残存的黑人贫民窟，其污

名化最终是由某种社会空间形态的死去而促成的；这些社会空间

形态曾在半个世纪里为欧洲工人和黑人无产者提供了经济保障、 93

社会尊严和符号光环。从三元辩证法的角度来说，符号空间的重

新排列(自豪转变为羞耻、光环转变为污名)是社会空间转型的

结果，而社会空间转型是由20世纪70年代中期福特制一凯恩斯

主义契约的废除引起的，并且后者也带来了工人阶级和非洲裔美

国人生活物理空间在十年后的加速转型。S】

从光环到污名：这是整个西方社会中边缘街区的命运。在

这期间，它们从工业增长和社会平等的福特制一凯恩斯主义时代

过渡到金融化资本主义、深度不平等和社会不安定扩散的新自由

主义时代。当地域污名渗透并扩散到城市的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

中时，它会影响无数能动者的感受、思考和行动。那么，对于那

些作为公共污痕(顷mia)而被单列出来的地区，地域污名是如

何形塑其中居民的身份认同和策略的？在《城市放逐者》和我基

于大西洋两岸田野调查的相关出版物中(Wacquant, 2007, 2008a,

2010b ),我强调了空间污名的根本影响力，并指出空间污名的

承担者内化了针对他们的毁谤。在2012年的波尔图会议上，也

就是造就了本章后面将讨论的《环境与规划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期刊特辑的那次会议上，我重新审视了我先前的分析框

架，并对其进行了修改，以根据受贬损地区的居民是顺从和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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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空间污名，还是试图反抗和转移空间污名，来区分他们制定的

社会性和符号性策略，最形成了表1。

在这个策略连续统的一端，我们发现有几种行动、认知和

情感意味着默认或勉强接受污名，同时试图将它的影响降到最

低。第一种策略是伪装(dissimulation)。这在对污名的管理中很常

见，尤其当污名既不可见、又与它的承担者可分离时，例如关于

居住地的污名。它相当于不暴露“关于自身不光彩信息”的“擦

肩而过n ( Goffman, 1963: 42 )o这种策略被用于街区之外，并针对

外人使用，如工作中的同事、大学里的同学、恋爱对象、雇主或

警察，以防止他人歧视性的回应。如果这种策略出现在街区内，

则被视为归属感的初步证据。第二种策略则是在受贬损地区内使

用的，即保持互动距离(interactional distancing )和经营微观差异

(elaboration of micro-differences )o这个策略包括放弃个人的交往关

94 系、减少与邻居和当地居民的交流，并强调任何由此继发的个人

属性都可以与公认为被玷污的或造成玷污的人群与地点分离开来

(这些个人属性包括当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勤劳的工作者、忠于自

己的宗教信仰等)。这意味着要拒绝戈夫曼(Goffinan, 1963: 112)

所说的“内群体结盟n ( in-group alignment ),即拒绝“由处境相似

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中的成员身份。

表1地域污名应对策略的分布

顺从— —反抗

1.伪装 6.刻意的漠不关心

2.保持互动距离与经营微观差异 7.街区防御(个体的或集体的)

3.横向毁谤 8.污名倒置(夸张认领)

4.退回到私人领域中

5.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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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策略，横向毁谤。这是符号性支配的直接产物，指的

是接受外人所持的毁谤性表述，并将其转用到自己的邻居身上，

从而有效地回应社会对城市放逐者的轻蔑目光。这是一种“正常

化 ”(normification )或"外群体结盟"(out-group alignment )的尝

试(Goffinan, 1963: 114 )o对空间毁谤的第四种反应策略是退回到

私人领域中(retreat into the private sphere ),在家庭这种有限的社

会与道德经济体中寻求庇护，并以此作为抵御社会严厉评判的符

号性盾牌。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以“接受”污名为基础的策略

(Goffman, 1963: 8 ),是借助物理距离来寻求社会距离和符号距离，

即一旦获得了搬到其他街区所需的资源后，便定期(在周末和年

度休假期间)或永久性地离开街区(exiting the neighborhood )。[48]

在关于地域污名的应对策略连续统的另一端，我们会发现一

种刻意的漠不关心(studied indifference )o居民借助这种漠不关心，

在他们自身、他们的街区(“我活在我的泡泡里，我待在我自己的 95

世界里，我不跟他们混为一谈”)和外人的看法(“我不在乎外面

的人怎么想的”)之间建立了一种用于生存的盾牌。虽然这在社会

学上无疑是一种可能，但是考虑到城市遗弃区所遭受的符号性攻

击，这种策略在“混合接触( mixed contact )的情况下(Goffinan,

1963: 12)很难维持下去，进而往往演变为保持距离或横向毁谤，

即演变为两种承认污名的策略。最后的两种策略是借助主动的街

区防御(defense of the neighborhood )和污名倒置(stigma inversion )

来抵制毁谤。这两种策略要求接受甚至悦纳关于贬损范畴的“团

体生活"(Goffman, 1963: 22. 28 ),将自己沉浸在街区的活动中，

并使街区成为自豪的支点，支撑着由着装、行为、言语和符码所

标示出的个人与集体身份认同。

我认为，采用哪种策略(并将其组合成大致连贯的系列)的

123



倾向性取决于人在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中的位置和轨迹。因此，

这种倾向性不仅会因阶级、性别、年龄和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而

有显著差异，也会因有无房产、在街区中的资历、族群性（按照

韦伯主义的定义，即对一定名誉的可信主张）而不同。此外，这

些策略并不是互斥的；其中一些策略可能会前后相继或同时并行

地组合在一起构成策略包（strategic packages ）,并被应用于由惯习

所引导的日常生活中，也被用于借助反思性的推论而做出的深思

熟虑的决定中。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们可以考虑以下两种理想类型的情况。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有许多家庭成员居住在附近、经

济上有保障的长期老年房主更有可能退回到家庭范围内、强调他

与邻居的不同之处，并与主流表述一道来毁谤这些邻居（策略4、

2和3）,而不太可能迁移出该地区（策略5）,也不太可能认领被

认为属于该地区居民的负面身份（策略8）。另一种情况是，新近

定居在该地区的移民租户家小儿子则更有可能欣然接受地域污名，

跟其他的青少年朋辈实现“内群体结盟"（Goffinan, 1963: 112—
114 ）, 一起庆祝甚至炫耀其所在“街区"（hood）①或集镇（cité）的

恶劣之处，并以之为倒置污名的集体努力；而他的父母可能更愿

意离开该区域或逐渐形成一种漠不关心的模样（策略5和6）。但

是，当他在街区之外的自我呈现中改变着装、调整谈吐，并在求

职时谎报住址时，他实际上就承认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Truong,

2013 ）o在这种情况下，策略1和策略8看似不协调的搭配却通过

严格区分各自使用的情景而获得了稳定。最后，一个努力让青少

①“hood” 一词在美式英语中是对“街区、社区”的一种俚语说法。——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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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诚实正派成长的单身母亲则可能会交替使用或不断积累策

略1至策略4,要求其子女不能与街区中的其他青少年同流合污，

并在学校休假时定期“离开”以降低他们带来的互动风险。S 96

流传于个国家的空间污名

《环境与规划A》专题特辑“行动中的地域污名化”

("'Territorial Stigmatization in Action" )( 2014 年 6 月，第 46 卷，第

6期)收录的文章提供了一组全景案例来说明这些不同的策略，

并传达了分布在三大洲八个国家的城市中空间贬损的苦涩。这

些文章运用不同的研究策略，跨越了从日常生活到国家高层的

各种尺度，通过将空间贬损带入新的地理、经验和分析领域中，

以多种方式验证、丰富并挑战了空间贬损的拓扑学框架。

保罗•柯克尼斯(Paul Kirkness )在《集镇的反击》("The

Cités Strike Back", 2014 ) —文中剖析了 "安置"(emplacement )

这一不安分的实践。在我的出生地，法国南部的尼姆(Nîmes ),
两个受贬损住宅区中的居民借助这一实践，在承认地域污名的

同时反抗地域污名。在葡萄牙最为声名狼藉的低收入聚居区之

一维索社区(Bairro do Viso )的居民中，这种持久的"社会学矛

盾性"(Merton, 1976)同样存在着。他们应对地域污名的方式，

是将他们的公开行程限制在维持生计的活动范围之内，并欣然

接受一种怀旧话语，哀叹这一街区“再也不是个社区(bairro)

了"( Pereira and Queiros, 2014 )o 奥古斯特(August, 2014 )对

“不情愿的依恋”这一主题进行了挖掘，强调了多伦多臭名昭著

的摄政公园(RegentPark)里集中性贫困的潜在益处。阿瑟森等

人(Arthurson et al., 2014 )则将我们带到了澳大利亚，来探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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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市边缘性的主导形象和基层形象之间这种反复出现的脱节。其

方式是仔细探究悉尼和阿德莱德的社会性住房中的租户如何感

知及应对虚构电视剧《租户XHousos ）①中所传播的“电视地

域污名”；该电视剧以对住宅区中日常情景的拙劣模仿和对其中

居民的卡通式刻板印象为基础（1）。

卡林和斯莱特（Kallin and Slater, 2014 ）将我们带到爱丁

堡，讲述了对空间贬损的政治操控。这种政治操控将空间贬损

用作政府推动废弃工业区士绅化的符号性工具，也作为审查替

代性社会投资政策的符号性工具；这些政策将在选定地区被用

于正面解决贫困和住房破败问题（2）。萨基兹里奥卢和伊特马

克（Sakizlioglu and Uitermark, 2014 ）通过比较私营推动者如何解

决阿姆斯特丹和伊斯坦布尔的两个被污名化地区在士绅化过程

中遭到的反对，进一步阐明了城市拆迁的符号政治。最后，特

勒尔斯•舒尔茨•拉森（Troels Schultz Larsen, 2014 ）追溯了位

于哥本哈根西区的塔斯特鲁普高尔（Tâstrupgârd ）住宅区的历史

变迁：从半个世纪前声名远播的高度现代性先驱，到如今被遗

弃的受贬损堡垒，再到官僚场域内部模式化的空间争夺战（3）。

在这里，国家再次成为关于空间污名生产、传播和确证的物质

性与符号性斗争中的关键机构、场所和筹码。因此，狭隘地将

目光放在城市不稳定无产阶级聚集而成的有边界区域内部，是

无法理解他们的日常困境的，更不用说解决这种困境了。

汇总在一起，这些文章证实了空间污名在贬逐地区居民生

①《租户》是澳大利亚的喜剧电视连续剧，内容主要为对住在社会性住房里的

低收入居民的讽刺性模仿。其标题“housos”（单数为“hous。”）是澳大利

亚英语俚语，指公共性住房中的居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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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的普遍性、关乎生存的负担及其引起的复杂回应。这些文

章也拓宽和深化了关于这些居民在回应污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

的应对、反抗与逃避策略的全部内容。此外，这些文章还展示

了地点污痕是如何被私营行动者(如媒体、雇主和房地产公司)

和政府官员(包括政治场域和官僚场域中的)强化、利用和操

控的，以促进他们自己的事项议程。

(1 )这篇文章也间接证实了 Morris ( 2013 )所发现的澳大利亚城

市公共住房部门中发达边缘性的传播与空间玷污之间的有机联系。

(2)对于美国“内城"(inner city,即历史上黑人贫民窟的残存)这

样看似绝望的案例，Mary Pattillo ( 2008b )在她那篇启人深思的文章

“Investing in Poor Black Neighborhoods ' As Is '"中曾大力提倡这一策略。

(3)舒尔茨•拉森还卓有成效地激发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学者

越来越多的理论与实证论著。这些学者针对以压缩的城市不平等和

包容性的社会公民权为特征的北欧社会，思考并检验了 “地域污名”

和“发达边缘性”概念的适用性。具体参见Sernhede ( 2009 )、Delica

(2011 )、Jensen and Christensen ( 2012 )、Schultz Larsen ( 2018 )、Schultz

Larsen and Delica ( 2019 k Hansen ( 2021 )、Jensen et al, ( 2021 )以及这

些论著引用的参考文献。

通过展示空间贬损的构成属性和运作机制如何在不同类型的

城市环境和政治形态中具体化呈现，《环境与规划A》专题特辑上

有关地域污名化的文章帮助我们在经验层面进一步理解符号性结

构(symbolic structures )在新自由主义大都市内外的不平等与边缘

性的生产中的角色，也在理论层面丰富了我们对贫困、族群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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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惩罚之间灵活联系的理解(我们将在第三章讨论这一内容)。这些

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使我们能够描绘出一幅关于两极化

大都市中那些受贬损地区的社会结构、社会动态和社会身份认同的

更加复杂而精细的图景，而这些地区正是在各国再次引起媒体兴

趣、政治忧虑和学术关注的焦点。上述文章直接反驳了将这些地区

描绘成社会堕落、道德沦丧和国家衰退的沸腾大熔炉的泛滥说法O

二元化大都市中的剥夺与贬损：回应与建议

2016年5月，谢菲尔德大学和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共同组织了一场关于本人成果的会议。在这场

会议上，“发达边缘性”和“地域污名化”的概念占据了最重要的

位置。这场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在具体论点和现场讨论中展

开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将回应参会者以

及约翰•弗林特(John Flint )和瑞安•鲍威尔(Ryan Powell )随

后编辑的《两极化大都市中的阶级、族群和国家M Class, Ethnicity

and the State in the Polarized Metropolis, 2019 )—书中撰稿人所提出

的批评。我将避免采用防御性的姿态，而是尝试突出我们的共识

和分歧之处，并聚焦于我本可以采取其他思考方式或作进一步讨

论却没有这样做的地方。我将采用六项建议的形式来阐述我的回

应，以进一步发展新自由主义城市中的城市理论。这六项建议涵

盖认识论、方法论和专门议题的层面；纵观这六项建议，我都强

调有必要将阶级和身份、剥夺与贬损，以及社会结构、行动与体

验的物质维度与符号维度结合起来。

L明确区分民间概念和分析性概念。塔尔贾•布洛克兰

(Talja Blokland, 2019 )基于丰富的资料，介绍了在美国康涅狄格州

纽黑文市(New Haven, Connecticut )耶鲁大学校园附近一个受毁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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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房项目中女性的生活策略和社会关系。她将这里称为“贫民

窟”，因为她的调查对象将其命名为“贫民窟”或“窟”。但这是

对一个被孤立和被遗弃的公共住宅区的错误描述。在这里，我必

须重申贯穿《城市放逐者》全书的第一条原则(Wacquant, 2008a:

Prologue ),事实上也肯定是影响了所有社会研究的一条原则，即

明确区分行动主体在其生活世界中使用的民间观念与社会科学家

必须精心阐述的概念构想，从而理解后者，并将其重新情境化地

置于客观位置与有效资源分配的网络中(即社会空间网络中)。这

个“巴什拉时刻”要求我们对经验问题进行另一种框定方式：与

其说“窟”是一个贫民窟，有着难以逾越的边界、扩大的劳动分

工、内部社会阶梯、缓冲机构，不如说它在构成和功能上与大西

洋两岸许多遭受贬损并日益恶化的公共住房集中地相似(只是在 99

隔离、族群同质性和单亲家庭等方面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我赞同布洛克兰“更明确地将惯习纳入微观考察范围的呼

吁"，这也是《身体与灵魂》[Body and Soul, ( 2000 ) 2004, 2022 ]

一书通过提供超贫民窟内部的日常生活片段而对《城市放逐者》

(Wacquant, 2008a )形成的补充之处。但我不会像阿塞夫•巴亚特

(Asef Bayat, 2013 )和阿布杜马利克•西蒙(AbdouMaliq Simone,

2018)那样走得那么远，将城市视为日常活动的突生性产物

(emergent product )o大都市并不是在每天早上随着居民们醒来并

继续他们的生活而从零拼凑起来的。城市贫民的社会“即兴作品”

也不是写在定期被清空的城市画布上的。事实上，在布洛克兰对

“窟”的简短历史描述中，她自己也提到了战后的“城市更新”政

策被转译成了 “黑人清除”政策——就像许多美国城市一样，而

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了物理空间自上而下的突变如何影响

下层的社会空间。要理解这一政策，就必须把那些不存在于街区、

129



却从外部决定街区形态和命运的强大行动者(联邦机构、城市领

导人、房地产公司、市中心主要机构)纳入关注范围。［50］

跟《惩罚穷人》和《致命的共生》一致，布洛克兰出色地展

示了住房项目及其周围空间是如何受到国家监视的(直到建筑物

被拆除、居民被驱散)。她坚称，生活在那里的女性以创造性的方

式作出了回应，从而摆脱了刑罚化官僚机构的束缚，甚至将这些

机构为己所用。但是，她们这样做［例如向警察或儿童与家庭服

务部(Department of 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举报与她们有纠纷

的邻居］难道不是加深了国家刑罚力量的可及范围吗(跟罪犯被

假释后，他们的亲人对他们所做的一样，参见Comfort, 2007 )?

是谁在操控谁？布洛克兰采取的“更加以能动性为导向”的方法

与一种浪漫的幻想形成了危险的勾结，即认为城市贫民是灵巧的、

有技巧的、有韧性的，即使他们被残酷的政策打倒，即使他们的

生活被扭曲。当然，“窟”里的居民找到了生活中的意义并创造

了身份认同——这也是卡西尔所说的人类成为符号动物(animal

symbolicum )的原因。但我在这里要提出的是，在发达边缘性中，

100 无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群，或者说不稳定无产阶级，未能创造出

一种集体身份认同，以使他们在塑造自身城市地位的权力斗争中

发挥影响。

2.将性别、家庭和社会工作纳入不稳定无产阶级的研究视野。

拉丽莎•波维(Larissa Povey, 2019 )和埃米莉•鲍尔(Emily Ball,

2019)撰写的两个章节提醒我们，受贬损的贫困地区中的居民大

多数是女性，而且往往是有孩子的单身母亲，直接受到国家政策

的摆布。这两个章节都探讨了特殊的“母婴房” (Mother Baby Units,

MBUs)中弱势的母亲及其子女所受到的待遇，以及与之相关的一

项针对被官方指定为“问题家庭”的政府项目，以补充并挑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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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半人马国家(Centaur state )概念，即在社会与空间阶梯的上层

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在其底层实行惩罚性抑制的新自由主义利维

坦(Wacquant, 2012a )o如果确实有残酷政策，这里有两个！英国

应该获得一个关于冷酷无情社会政策的国际奖项。简而言之，居

住在严密把守的母婴房里的女性都曾是陷入极度贫困的犯罪人员，

现在也像个准囚犯一样生活在一个监护空间里：她们的所作所为

被录音录像设备全天候监控着；她们每周只有一天能离开母婴房

3小时；访客必须经过批准，然后进出要登记；管理者不鼓励她

们之间建立友谊。她们要接受定期测试，测试结果将引导她们得

到特定的社会服务；但是由于人手不足，这些服务往往无法提供。

对她们的终极惩罚是：失去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

至于"问题家庭项目n ( Troubled Family Program ),自称是在

为边缘性提供补救措施，但遵循的是与之类似的全控与规训逻辑：

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费用以“改造”这个国家最底层的12万

个家庭。这些家庭被认为过多地卷入了犯罪、反社会行为、社会

福利，以及健康状况不佳和失业，就好像这些是可以由个人来负

责的行为一样。该项目假定这些家庭“有”问题，并给周围的

人“造成” 了问题，而不去考虑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情

境(Hayden and Jenkins, 2014 )。与我关于将国家的社会性一面和刑

罚性一面结合起来的分析性建议相对应的是，该项目在设计和操

作上也都将福利和犯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外，必须指出的是，

该项目是为应对2011年8月的伦敦骚乱而推出的，其明确目标是 101

防止进一步的骚乱；并且，该项目的目标家庭主要集中在所谓的

“贫困住宅区”中。

对该项目的评估发现，该项目对人们行为(逃学、药物滥用、

酗酒、反社会行为、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未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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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目标家庭困境的根本问题：普遍失业，并且即使获得就业，也

是无保障且工资低于贫困线的劳动。克罗斯利(Crossley, 2018 )发

现，除了项目的目标有问题外，该项目在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给

地方政府后还深受“项目运行中猖獗的欺诈与渎职”之害。简而

言之，半人马国家将自己的规训火力对准了最底层2%的家庭，以

遏制因其放松经济管制、缩减福利、紧缩公共部门而在社会空间

和物理空间的底层区域所引发的城市混乱，包括与警察的街头冲

突、抢劫等。［⑵最终的结果是，城市不稳定无产阶级中最不稳定

的分群受到公共污名化、更多的监视，以及进一步的边缘化。

阅读这两篇引人入胜的实地研究篇章，可以感受到将性别置

于我们边缘性研究视野的中心所带来的价值。这提醒了我在《惩

罚穷人》一书中的最大遗憾之一：我没有把“儿童保护服务”(这

一名称用词不当)作为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明国家的“左手项目”

是如何被关于监视、侮辱和惩罚的“右手逻辑”殖民化的，以及

这类项目是如何在远离其宣称目标的过程中种族化的。当时我应

该知道多萝西•罗伯茨(Dorothy Roberts )的开创性作品《破碎的

纽带：儿童福利的颜色》(Shattered Bonds: The Color of Child Welfare,

2002 ),我却不知道。我感到很遗憾，但贫困研究中的劳动分工就

是这样，关于儿童、女性和家庭的书籍很少能够进入以就业/失

业、犯罪和监禁为中心的男性主导的讨论中。［53］

102 波维正确地强调，住在母婴房里的女性“仍然是不可见的；

她们没有什么权利，也没有获得支持的渠道，很容易成为任人摆

布的目标”；人们会感到，鲍尔所研究的人群也是如此，只不过她

们在媒体和政策辩论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鲍尔惋惜道我“没有

把’官僚场域’处理得足够官僚化”。她正确地提醒我们，纸面上

的政策并非实地的政策，并且在每个案例中，都必须详细研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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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到实施的转译过程。由于有意设计以及客观必然，社会世界

总是比我们为其建立的模型更加复杂难解和错综混乱。这体现出

布迪厄(Bourdieu, 1993 )u官僚场域”概念的一个优点，即作为场

域，它是多尺度的，因此对于那些受委托来管理不稳定无产阶级

及其所在地域的公共实体，我们可以借助相同的构念与其特有的

属性(包括保护和规训之间的两极对立、上级官僚与下级官僚之

间的暗中斗争)，来降低或提升它们的等级尺度。"4］作为一种韦伯

式的理想类型，官僚场域提供了一个清晰明确的蓝图，据此可以

衡量实际政策的混乱程度，并追踪人口的复杂变迁。

被置于国家的直接监视之下，这些母亲和儿童的命运揭示了

国家是如何塑造贫困的，揭示出国家不仅仅是在下游阶段，即当

贫困积聚成一个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的“社会问题”时才采取某

种措施。在下游，我们会遇到社会性、医治性和刑罚性措施的政

治三难困境。国家借助那些立足前期来处理所有公民中最麻烦部

分的项目，在上游生产了贫困。借用波维的恰当用词，“被放逐母

亲"(maternal outcasts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家产物：这个国家未

能解决家庭暴力和贫困，而这是这些母亲年轻时的烙印；这个国

家将她们聚集在惩罚性的场所中；这个国家的生活条件和行为目

标都很苛刻，几乎使社会的失败和不稳定性的再生产成为必然。

伊恩•卡明斯(Ian Cummins, 2019 )通过论述新自由主义盛行

时期贯穿于社会工作者使命中的张力，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点。虽

然社会工作者以帮助和赋权为职业精神，但他们已经被变成了紧

缩和规训的帮手。他们如今越来越多地在“风险范式占主导的管 103

理主义工作文化”中运行。长期的政策变迁、短期的媒体恐慌，

以及一种新型的“贫困真人秀”电视节目，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

使维多利亚时代对穷人的讽刺性漫画重新显现：将穷人当作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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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者、吸毒者以及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认为他们应为自己的贫

困受到谴责，因而需要怀疑、劝诫和驱逐等“严厉的爱”，而不是

援助。35〕所以，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的世界有意地与贫困的日常

现实脱节：政策制定者坚持强调福利接受者的“能动性”，而社会

工作者则忠于他们的历史使命，强调结构性因素在福利接受者命

运中的形塑作用。但是，这些结构性因素是新出现的，不同于福

特制工业化世纪中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支持下的贫困构成，即始

于劳动力市场底层就业长期不稳定的贫困。

3.宏观结构层面相对于微观现象学层面的理论优先性。法比

安•特龙(Truong, 2019 )重建了下层阶级青年移民和来自巴黎周

边被污名化地区的年轻人分散化的生活轨迹，由此拓展了我们的

视野。他们中的一些人留在原地，在不稳定性的压力下磋商街区

中的身份；另一些人则选择逃离，并在新的、更好的社会与物质

环境中塑造新的身份认同(例如他们进入巴黎的精英学校)。特

龙这一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他所谓的“最好的少数人”和

“最差的少数人”纳入同一分析中。乍看之下，他们似乎与其他人

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跟学校和街道这两个中心情景的独特关系

方面，他们显著不同于其他人。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有时转化

104 为故意破坏和针对教师的暴力的“反对学校”，不仅仅是在“试图

控制”自己的生活。它表达的是在中学文凭得到普及的情况下，

学校所生产出的一种关于欺骗的集体情绪(Beaud, 2013 )：这张文

凭因这种普及而贬值了，无法打开稳定就业的大门。对于那些仍

然被困在法国城市周边被污名化集镇中的人而言，高级边缘性的

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集体幻灭感：体力劳动被

全面贬值为一种业余爱好，以及工人阶级尊严随之丧失。这三个

因素结合在一起，生产出一种阶级再生产的危机，自下而上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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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了不稳定性。

遵循布鲁贝克和库珀(Brubaker and Cooper, 2000 )的著名警

告，特龙强调，他追踪的是“认同”(identification )这一行动，而

不是固定的“身份”(identities)。但是，这将他推向了一种现象学

的分析，而忽略了这一行动的结构性框架［“情景M ( scenes )无

法捕捉到超越此时此地的那些无形关系网络］。当他提到“情境”

(context )时，指的是可见的互动环境。这似乎符合一个事实，即

在法国，种族是易变的、流动的和反应性的(在英国则不太是这

样；在美国，当涉及非洲裔美国人时，则完全不是这样)。但是，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特龙对警察、雇主和福利官员等强大的外部行

动者所强加的身份给予了较少的关注。也就是说，他忽略了自上

而下的范畴划分，而这些范畴划分与其研究对象的认同行动策略

之间存在张力、冲突，并且通常会彻底影响他们的认同行动策略

(Wacquant, 2022b )o他的分析仍然是互动层面的；在其中，从各方

面决定着情景分布和认同行动结果的结构性框架被抹去了。在此，

有必要重申宏观结构的分析层次相对于微观现象学的分析层次在认

识论上的优先性。二者当然是相辅相成的，但必定有先后之分。

伊莎贝拉•克拉夫•马里纳罗(Isabella Clough Marinaro, 2019 )
撰写了关于罗马城中罗姆人(Roma)①营地的历史与民族志的精彩

篇章，其中就说明了这一点。为了描述和研究意大利首都里的罗

姆人在六十多年间经历的恶意公众范畴划分、不断变化的空间分

布和脆弱的社会位置，克拉夫•马里纳罗修改了我所阐述的贫民

窟理想类型(Wacquant, 2011 )o我曾提出，贫民窟由四个结构性成

①罗姆人也被称为吉卜赛人(Gypsy),是起源于印度北部、散居于全世界的

流浪民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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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成：污名、约束、空间限制和制度并行一一最后一个成分催

生出一种共享的集体身份认同。她发现，承接了大约11000名罗
姆人的营地（无论是半正式的营地、正式的“村庄”，还是非正式

的聚居区）都呈现出前三种性质，但不具备第四种性质及其相关

性质。因此，她创造了新贫民窟（neo-ghetto ） 一词来改组传统贫

民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美国福特制时期的非洲裔美

105 国人）的主要性质，以阐明她实地研究了大约二十年的罗姆人聚

居区的突出特征。家］

与意大利的传统贫民窟一样，这种空间装置的建造是由国家

作为政治（和宗教）权威自上而下完成的。但是，再一次地，贫

民窟化并没有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从来也不是这样进行）：它

没能阻止各部分受贬损人群的逃跑、渗漏和逐渐流出。事实上，

与贫民窟不同的是，新贫民窟中分隔内部人和外部人的社会与物

理隔膜是多孔的。因此，贫民窟化和非正规性同步发展，并且随

着警察在无数地点和情境中试图控制“不在正确位置”的罗姆人，

二者引发了 “种族化刑罚性”的扩散。在这里，为了强化克拉

夫•马里纳罗的概念创新，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传统贫民窟的两种

功能，即社会排斥和经济榨取。再一次，使用前缀“新”（neo）是

合理的，因为罗姆人营地中确实住着受贬损的群体范畴，而（非

罗姆人的）意大利人是不希望与之混杂在一起的。但是，罗姆人

在城市经济的夹缝中生存了下来；他们没有为城市经济提供其所

需的基本劳动或市场技能；他们的工作是以日常生存为导向的，

甚至连日常生存都很勉强。

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由于罗姆人营地没有发展出自

己的并行制度，被外人统称为“罗姆人”的他们最终无法融合各种

各样的族群身份认同。与一般意义上的不稳定无产阶级一样，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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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法形成一种共享的自我表征风格，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一人群，

使他们无法达至足以促成有效政治行动的“群体性”程度。这样一

来，这项政治工作落在了非政府组织的肩上。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非政府组织有其自身的特定利益；并且，根据布迪厄(Bourdieu,
1985)所分析的委托的内在困境，每当非政府组织声称是以 啰姆

人”的名义发声时，他们总是冒着顶替罗姆人发声的风险。

4.被刑罚化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正式与非正式住所 。鲍威尔和

罗宾逊(Powell and Robinson, 2019 )在努力驯服城市研究房间里的

大象①：住房。对于英国下层阶级来说，住房并没有处于一种“危

机”状态。相反，由于按揭房贷的顶层产业金融化日益增长、国

家放松经济管制并撤出，以及底层可负担住房的条件恶化及其供

应的迅速减少，对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稳定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言，危机已经成为住房的常规、有机组成

部分(当然程度有所不同)。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关于土地和建筑 106

的“使用价值”与“市场价值"[Logan and Molotch, ( 1987 ) 2007 :

的激烈斗争中，那些支持市场化的人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他们的名义是通过将城市变得可以吸引“创意人士”、能够借助税

收创造收入、成为高收入家庭的游乐场，来应对城市间的竞争。

但是，正如鲍威尔和罗宾逊所指出的，“关于移民的不停歇且误导

性的话语模糊了”穷人住房的缺乏与不稳定。这种族群化的话语

使不稳定无产阶级的一个分群与另一个分群对立起来，并引入了

下层阶级内部的横向分析；而我们需要的是将各阶级关联起来的

一种纵向分析，并将阶级结构的空间构成与国家联系起来。

①“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是一个英语习语，用来比喻一些

虽然明显却被集体视而不见、不作讨论的事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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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确实是“在理解发达城市边缘性时被忽视的一个方面”,

而鲍威尔和罗宾逊运用英国的案例出色地填补了这一空白。他

们追溯了自1946年以来助推商品化和放松经济管制的国家政策的

不同阶段，一直到最近向“体面的”工人阶级出售公共住房的政

策纲领。这些政策影响着该国住房的可获得性、质量和使用权。

由此可见，住房是国家(不)作为的产物，也是首要的公共产品。

我曾在《城市放逐者》(2008a) 一书中指出，出于社会正义，发达

社会需要向所有人提供六种公共产品：住房、学校教育、医疗保

健、收入援助、交通、终身就业培训。现在，考虑到城市污染和

全球变暖的迫切影响及其与阶级、族群和空间不平等之间的密切

关系，我想加上第七项：一个安全、健全的物质环境。[58]

5.围绕空间讨价还价的基层能动者。马埃斯特里(Maestri,

2019)和赫林(Herring, 2019b )所撰写的章节将我们的视线下移到

了基层，来思考对城市公共空间及其夹缝中不受欢迎人群的围堵

107 所引发的多方面斗争。马埃斯特里将我们再次带到罗马，思考获

得委托来管理罗姆人营地的“公民社会”协会所扮演的角色。她

发现它们的角色从根本上是模棱两可和矛盾的：一方面，它们以

人道主义的逻辑为罗姆人提供援助和关怀；另一方面，它们支持

国家用以实施控制和监视的管理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话语，最终加

剧了隔离。马埃斯特里还发现，这些机构之间存在分歧，并将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相互竞争。

但这并不是什么需要解释的大谜团，因为这种张力是无解的：

它内在于"第三部门"能动者作为混合生物(hybrid creatures )和

国家的影子代理人的本质。在“公民社会”的标签背后，这些协

会以国家的名义并代之而行事，且在国家的默许下行动；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预算，它们行动的地点、范围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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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及其如何与官方科层机构的活动相配合。它们的生存取决

于国家是否继续容忍和愿意它们参与官僚工作的外包。有关全球

南方地区难民营的案例研究(例如Agier, 2010; Jansen, 2018; Huq

and Miraftab, 2020 )已经指出，"人道主义的城市性"(humanitarian

urbanism )存在二律背反，其产生于对不受欢迎人群的管理，而后

者则与新自由主义统治交织在一起。在全球北方的大都市中，这

种二律背反显然同样值得分析和关注。S】

阿甘本将营地理解为“例外状态”空间化的模型并不吸引我，

因为它混淆了关于紧急状态的国家一法律话语与作为“悬搁于战

争和城市之间” (Agier, 2002 )集群而实际存在的营地所具有的安静

平淡和准永久性。至于“当今西方根本上的生命政治范式不是城

市，而是营地”的说法[Agamben, ( 1995 ) 1998: 188],则是一个

没有经验支持的理论假设。福柯式的理解路径也没有给我留下深

刻印象，因为它过于将权力分散，以至于无处不在的权力最终变

得无处可在：这种思路在难以捉摸和无休止增殖的“治理术技艺”

的掩护下，消除或模糊了那些强大的行动者(通常由国家支持或

委任)。同样，我面对德勒兹式的组合理论分析也摸不着头脑，因

为这些分析除了罗列机构制度或它们的组成部分之外，通常回避

了一个问题，即它们如何以及为何被组合在一起？〔S借助衔接、

耦合或组配等修辞，我们得到了什么(如果有所得的话)？断言

“组合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偶变的、复杂的、流动的和“地域化

的”，以及这些关系还包括“异质机构的交融"(Farias, 2011: 370),

为我们澄清了什么？总之，我认为克拉夫•马里纳罗关于新贫民

窟的阐述比从营地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更有成效。事实上，后者不

过是强装为概念的另一种民间范畴？

赫林(Herring, 2019b )关于旧金山市无家可归者的“隔离、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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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与消除”的章节又将我们下移一个层次。在为期两年的田野

调查和深入的民族志研究中，他和他的研究对象在户外共度了几

百个夜晚。在此基础上，他将街头和收容所联系起来、将底层视

角和市政府视角结合起来，由此打破了对无家可归者的研究传统。

他这样做的要点在于探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无家可归者

在它们之间的分配机制。通过这一做法，赫林在与收容所工作人

员、警察、公共卫生工作者、环卫人员，甚至是设计和讨论政策

的城市官员“一路奔波”的过程中，为“官僚场域”的概念骨架

增添了其亟须的血肉。

旧金山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模范：该市提供改善生活质量

的“优质收容所”(宽敞的宿舍、行动自由、无线上网、二十四小

时淋浴、有饲养动物的权利、不限期的无条件逗留权等)，以使无

家可归者离开街头；而且它提供这些服务的依据不是无家可归者

的困苦程度或需求等级，而是根据当地居民和商户抱怨的强烈程

度。这使当局能够声称他们正在通过“消失” 一小部分位于大都

市神经敏感区的无家可归者来改善情况。但当局并没有改善普通

收容所的状况；许多无家可归者仍然会主动避开这些收容所而选

择露宿街头，因为这些收容所会给他们带来监禁式的生活方式。

向人们展示这些优质收容所，使那些旨在禁止乞讨、消灭营地和

防止营地重建的新一轮压制性法令和措施得以合法化。赫林将收

容所和街头纳入有关社会空间隔离类型的同一个分析模型中，从

而揭示了相关现象的新的经验内容，并发现了使无家可归不可见

109 化和去政治化的新技艺，还对无家可归管理中的不同尺度和机构

之间如何相互关联有了进一步理解。

6.运行中的委托刑罚国家。与克拉夫・马里纳罗一致，鲁

本•乔纳森•米勒(Reuben Jonathan Miller, 2019 )提出，超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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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刑罚国家(Penal State )的结合远远超越了正式监禁机构的角色,

而是以非正式的面目渗透入不稳定无产阶级栖居的社会空间，特

别是被困在传统贫民窟残余中的黑人不稳定无产阶级的社会空间

里。他正确地强调，在监狱里的220万美国人只是受司法监督的

更庞大人群的冰山一角，另外还有2400万的假释和缓刑人员以及

有重罪记录的成年人。这突显出在过去二十年来美国刑罚研究浪

潮中的三种偏见：第一，这些研究混淆了监狱(prison)和看守所

(jail),而这两种机构在数量、流量、使命和社会危害方面都差异

巨大(详见下一章，边码第137—142页)；S〕第二，这些研究忽

视了缓刑(probation),而缓刑是迄今为止法院所施加的最常见制

裁；第三，我们对警察和监狱的研究很多，但对法院的运作却知

之甚少，而正是检察官、公设辩护人和法官之间的平日斗争决定

了谁在何时受到何种惩罚，以及后果为何。S

我同意米勒所说的，对监狱的关注歪曲了我们的视野——并

且我自己的工作也助长了这种褊狭。这也是我不讲监禁国家而讲

刑罚国家的原因之一。刑罚国家的边界和活动并不局限于警方拘

留所、看守所、教养所、青少年拘留中心和移民拘留中心的围墙

(监禁国家的概念也是无法成立的，因为监狱不是一个主权实体,

不能设定自己的使命、预算和人员配备；它是官僚场域的刑罚部

门中的下级组织)。米勒提出，我们应将运作于监狱围墙之外的刑

事制裁所带来的巨大法律影响网络识别为“第五种特殊制度“①，以

①“特殊制度(peculiar institution)指废奴运动之前的美国南方奴隶制。使

用“特殊制度”一词来指代南方奴隶制始于19世纪30年代，由美国南方

政治家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提出，其隐含的意思是美国南

方的奴隶制与其他国家非常残酷的奴隶制不同，对生活在北方各州的人没有

影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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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我先后提出的“在美国历史上界定和限制非洲裔美国人”的

四种特殊制度，即种族化的奴隶制、吉姆•克劳制度恐怖主义、

贫民窟，以及超贫民窟和监狱的联结(Wacquant, 2001a )o对此,

我有不同的看法：司法惩罚的非正式的块茎式扩散并非独立于第

四种特殊制度之外；它无法独立存在；它不会取代第四种特殊制

度，而是依赖之，因为这是它毒害最强又最不可见的效果之一。

最引人注目的是，米勒指出刑罚国家会招募“第三方行动者

来排斥而非帮助曾经受到监禁的人”。除了国家公职人员、雇主、

房东之外，还有亲属、邻居和朋友，他们面对曾卷入过司法审判

的人，随时可以援引这些人跟犯罪行为的牵连瓜葛，来贬损其身

份、削弱其地位，并截断他们的生活机会。可见，刑罚的附带后

果在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底层区域以毛细血管的方式扩散，塑

造着其中居民的惯习，扭曲着他们的关系，玷污着他们的自我。

这就像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M 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5 )

所写那样？不是的。因为在福柯看来，“监禁”是一种抽象逻辑，

其中没有能动者；权力自下而上渗透到各个地方。相比之下，米

勒则明确识别出了刑罚权力在城市内非正式扩散过程中的能动

者；这种权力由外而内、自上而下，有明确的来源，即刑罚国

家。那些“被委托和被征召参与管理刑事被告”的第三方行为者

是委托刑罚国家(delegated penal state )的影子执行者----就像在

过去二十年里，与之并行的社会政策领域市场化改革带来了美国

的"委托福利国家"(Delegated Welfare State )( Morgan and Campbell,

2011)那样。如此说来，关于阶级(分裂)、族群(区分)和国家

技艺之间致命三角关系，新布迪厄主义模型必然同时从在工作福

利(workfàre)和监狱福利(prisonfàre )这两方面来讨论国家的角

色。在下一章中，我将对这个致命三角关系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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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在此重申这本书中针对城市边缘性的跨时空比较研究提出的五项分析原则

(Wacquant, 2008a: 7—12)： ( 1 )在民间概念和分析性概念之间划分出明确的界线；

(2)将城市形式放在长时段(longue命ée)中进行历史化处理；(3 )将民族志作为认

识论断裂和理论建构的工具；(4)按照在大都市组合体中的状况、位置和功能来区分

边缘性街区；(5)阐明国家对受剥夺地区的渗透程度和方式。随后我又制定了一项补

充原则；(6)将特定的贬逐地域置于特定城市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空间隔离形式

的大背景下(Wacquant, 2010a )。

[2]在这一点上，美国的超贫民窟与法国的污名化郊区有根本的不同：在美国，

这些居民在代内和代际之间都没有多少空间流动性[正如Patrick Sharkey在Stuck in

Place (2013)中所证明的那样];在法国，这些居民则比普通法国家庭的地理流动性

更高：有将近70%的家庭在十年的时间里离开了他们的街区，而其中的大多数人搬

到了一个比他们离开的街区更好的街区(Pan Ké Shon, 2009 )o换句话说，在贬逐地

区，美国黑人在原地徘徊并堕落，而多族群的法国人则向上流动并扩散(其中的主要

例外是近期从非洲来的黑人移民)o
[3 ]我在 The Invention of the "Underclass ” ( 2022a )—书中剖析了这个种族化

“民间恶魔”的起源、蜕变和消失。这一稻草人范畴的空间维度在1990年左右被进一

步巩固，与之相伴的是“底层阶级街区"(underclass neighborhood )概念被发明出来，

并被视为社会病态集中呈现和物质实体年久失修的堡垒。

[4] “发达边缘性”是在阶级不平等重现、福利国家缩减、刑罚国家扩张和空间

两极分化的背景下，在发达社会的后工业城市中出现的贫困政体(regime of poverty )。

地域污名是其六个特征中的第三个。这六个特征包括(Wacquant, 2008a: Ch. 8)：

(1)日益增强的雇佣劳动内部异质性和去社会化；(2)街区境况与宏观经济形势的功

能性脱节；(3)地域固化和地域污名化；(4)空间异化和地点的消解；(5)可生存腹

地的丧失；(6)边缘化人群的符号性分裂，使之在既有的集体发声工具(如工会、社

区组织和左翼政党)范围之外被碎片化。

[5]这方面的一个证据，是Link和Phelan ( 2001 )的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曾

将结构性歧视看作污名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篇文章以戈夫曼的观点为基础，

而非与之冲突。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对污名的研究一直由社会心理学家主导，而且

大多是在原地打转，迷失于无休止地增加经验类型、概念维度、行为构成和反应类型

的迷宫中---- 正如 Pescosolido 和 Martin ( 2015 )的“污名情结"(stigma complex )所

证明的那样——这加速了该术语的语义解离。这些研究强调了污名现象的复杂性、持

久性和普遍性，却掩盖了其结构性基础和权力维度。

Link和Phelan ( 2014 )关于“污名权力” (Stigma Power )的短文则是一个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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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他们援引布迪厄的观点，凭借感人的天真发现了 “当人们有意压制、扣留或

排斥他人时，污名就是一种使他们能够达到目的的资源”。但是，在用了一个简短的

段落来阐述布迪厄的思想之后(奇怪的是，他们引用了布迪厄1987年的文章“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但这与之

并不相关)，他们将认知与情感层面的污名化和行为层面的歧视混为一谈，并将误识

(misrecognition )曲解为以隐蔽和间接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

[6]戈夫曼为(for)权力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微观机制，但这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地

说成他是一位“关于(of)权力的主要理论家"(Jenkins, 2008；着重部分系我所加)。

[7] Bourdieu ( 1977b)提供了一个简要的理论情境。想要了解符号权力的多重

面貌和多种含义，可以阅读"The Sentiment of Honour in Kabyle Society" ( Bourdieu,
1965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 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0 )中

白勺 "Book 1: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Symbolic Violence"、"The Ordination" ( The State

Nobility 的第二部分，Bourdieu, 1989a )、''Rethinking the Sta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Bureaucratic Field" ( Bourdieu, 1993d)、Masculine Domination ( Bourdieu, 1998a ),以及

Pascalian Meditations ( Bourdieu, 1997 )中的 Symbolic Violence and Political Struggles"o
[8] “它作为一种权力，可以在有关世界意义的观点上强加一种共识，强加一种

能够引导人们的构想并以同样的方式引导行动和表征的普遍原则。”(Bourdieu, 2015:
114)

[9] “国家拥有强加和灌输符合其自身结构且具有持久性的构想与区分原则的手

段，是聚集和行使符号权力的最佳场所"(Bourdieu, 1994a: 117),其具体表现为命名、

提名和认证的权力，即创造身份和实施社会边界的能力(特别是通过教育系统和法

律等途径)。在这方面，物质力量和符号力量在权力场域中的聚集也许就是Bourdieu
(2011, 2022: 394T07、635—648 )和 Foucault ( 1975 )之间最具决定性的区别，尽管

他们都认同权力渗透到了主体性的最深处，并且对此布迪厄为我们提出了强有力的惯

习概念，福柯则给出了难以捉摸的毛细血管隐喻。

[10]符号权力有它自己的逻辑，不能被简化为能动者的蓄意意志，不论是支配

者的意志和还是被支配者的意志：“符号权力是一种使自身得到承认(recognized )的
权力，因为它使自己被误识(misrecognized )为权力。它使自身得到承认，因为它使

[人们]误识了作为其效力基础的任意性。这种误识，这种被强取的、有偏见的认知

因此可以流行于世，而与任何欺骗意图无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甚至认为，最巧

妙的支配形式是在支配者没有任何支配意图的情况下进行的"(Bourdieu, 2016: 818 )o
就这一点而言，我与Tyler和Slater (2018)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污名是被当作一把

符号性利剑来有意行使的。

[H]戈夫曼在论述污名时出现的这一盲点是其社会学(以及所有微观社会学)

研究中一个更一般性的局限。对于这位加拿大思想家来说，“互动秩序”既是社会

生活在本体论上特定的尺度，也是社会生活在分析层面自主决定的尺度(Goff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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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o这使得他无法解释污名化评判范畴的历史性，(例如，为什么在他撰写《污

名》一书时，同性恋常遭到诋毁，而如今则不会？为什么肥胖症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也无法解释社会能动者施加有利于自身物质利益和符号利益的范畴的能力差异，包括

抵制和逆转污名化的能力。

[12]值得注意的是，Goffman ( 1963: 23 )在下面这段话中几乎认识到了地域是

污名的一个独特基础：“还有一些包含服务机构核心的城市环境。这些城市环境为妓

女、吸毒者、同性恋者、酗酒者和其他蒙羞人群提供了一种地域基础；这些机构有时

是与其他类型的被驱逐者共享的，有时则不是。”

[13]正因如此，布迪厄是戈夫曼的忠实读者、知识崇拜者和私人朋友。他将戈

夫曼的作品安排翻译成法语，并加入他与思想前卫的午夜出版社合作的系列丛书中。

在Bourdieu最初发表于法国Libération日报的戈夫曼讣文[(1982 ) 1983 ]中，他称

赞戈夫曼是“发现了 无限小的人”(the discoverer of the infinitely small )o
[14 ]戈夫曼在这方面的工作在 Randall Collins 的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 2004 )

中获得了卓有成效的发展。

[15] Kalifa (2012)详细描绘了一幅关于底层社会诞生、演变和消散的历史全景

图。他将底层社会视为19世纪中叶西方城市意象的核心元素，其渊源始于13世纪
“不值得救助的穷人"(undeserving poor )这一范畴的出现，以及16世纪对于波希米亚

流浪者和吉卜赛游民的污名化。他指出，这种意象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集体表征的

转变(贫困被社会化、失业被纳入官方范畴、犯罪被视为一种独特环境的结果)而有

所消散，并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人阶级经济地位和住房状况等物质层面的提升而

消失不见。

[16] Slater (2018)提供了一个关于英国“贫困住宅区”这一贬义标签的谱系、

传播和影响的典型研究。

[17]我所说的“黏性”是指地域污名在整个社会空间中、在街区内外，以及在

文化生产场域和国家场域中的持续存在[而不仅仅是像Pinkster et al. ( 2020 )所指的

其在受贬损地方的居民中持续存在]。

[18]那些成长于卡布里尼-格林的大学生即使到了爱荷华州这样遥远的农业州上

学，也会一致遭遇“自动污名”。可以读一读他们的生动讲述：“当人们发现你在卡布

里尼，或者你曾经住在卡布里尼时，他们会认为你是暴力、粗鲁、缺乏教养的——总

之是所有负面的内容。”在各种社会环境中，这个街区的名称被普遍用作“关于麻烦

的位置化简写”(Vale, 2015: 241—243 )o
[19 ]在他的采访和自传(IbrahimoviG and Lagercrantz, 2014 )中，伊布拉西莫维

奇用这种广为流传的负面意象来生动彰显他的崛起，为他的技术披上神秘的外衣，为

他的超常规行为开脱，并以此宣扬他与生俱来的忠诚感。他喜欢引用一句非洲裔美国

人座右铭的文明版本：“你可以把黑人从贫民窟中赶出来，但你不能把贫民窟从黑人

中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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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Bourdieu ( 2012: 88—90 )讨论了 “官方化”工作：国家将一个特定的“社

会问题”提升至一个被大众承认且需要采取公共行动的公共议题等级，即“以群体的

名义并当着群体的面而完成的行动”。

[21 ] Anika Seemann ( 2021 )指出，2004 年、2010 年、2013 年和 2018 年的贫
民窟方案导致了 “社会公民权前所未有的空间化和族群化”，标志着丹麦福利国家自

1945年以来演变的急剧中断。

[22 ]在20世纪90年代，被官方指定为“DSQ街区”(quartier DSQ,是实施“街

区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所带来的污名从一开始就非常严重，以至于法国的许多城

市都拒绝这个标签，同时拒绝中央政府提供的更多资金、人员和项目。我的家乡蒙彼

利埃就是这种情况，其选择自行改善遭受公众唾弃的街区，而不是让它们进一步背上

DSQ的标签。

[23]在2021年秋季，法国政府颁布了《维护共和国原则法＞(Law for the
Respect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Republic ),俗称“反社会分裂法”(law against social
separatism )o该法实际上针对的是该国的“敏感街区”，旨在恢复健全世俗社会的组

织，以回应所谓“被伊斯兰教接管”的企图。

[24]在解读警察和受贬损地区年轻人之间这种反复发生的冲突时，我们必须避

免两个互为支撑的错误：一是过度解读，即将骚乱浪漫化为起义，并将其参与者描绘

成具有成熟政治构想的“反抗战士”；二是低度解读，即没有看到以下事实：尽管他

们的抗议是以破坏行为和违法形式进行的，但这些抗议也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包括主

观上的(是对当局的长期“蔑视”和虐待的个人回应)，以及客观上的(是同警察的

斗争；这些警察代表着虚伪的国家和名誉扫地的政治精英)。

[25]法国哲学家、媒体人阿兰•芬基尔克罗(Alain Finkelkraut)称这次骚乱是

“族群一宗教叛乱”和“反共和的大屠杀”。法国及国际媒体对他的言论进行了广泛报

道。国际媒体将这场骚乱提升为法国与其他遭受族群种族分裂之苦的国家终究并无不

同的正面证据，并将之作为他们本地城市中未来冲突的严厉警示。

[26]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近期记忆中最著名的是法国国家领导人对拉库尔讷沃

(La Courneuve )臭名远扬的“四千"住房项目(Quatre Mille housing project )的到访。

2005年6月20日，时任内政部长(负责全国警务)、即将成为法国总统的尼古拉•萨

科齐在出访期间承诺他将用卡赫(Karcher, 一种强力水管)“清除该地区的渣滓”。在

他的短暂到访之后，警方展开了一场军事式的大扫荡。这是特意为媒体安排的，有

200多名警察参与；他们的每一步都有电视摄像机跟踪，并很快播出在八点档的新闻

中——尽管这次行动没有逮捕任何人，也没有缴获任何赃物。

[27 ]关于污名作为国家权力工具的更广泛历史叙述，参见Tyler的Szigmr The
Machinery of Inequality ( 2020 )o该书信息全面，还原了被遗忘的有关污名的集体抗

争史。

[28]我将 Bourdieu ( 1979, 1989a, 1992, 1994b, 2012 )绘制的几个图示浓缩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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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化图。我在图中加入了我自己的想法和新的元素。由于篇幅限制和为了阅读方

便，我只列出了主要人物。

[29] “权力场域(绝不能与政治场域混为一谈)与其他场域不同。它是不同种类

的资本之间权力关系的空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充分拥有不同种类资本之一并

因而在相应场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能动者之间权力关系的空间。在其中，每当不同种

类资本的相对价值受到质疑时，这些能动者之间的斗争就会加剧o " ( Bourdieu, 1994a:
56)权力场域是一种关系性构造，与群体性的彻底历史性和历史可变性保持一致，取

代了 “统治阶级"的实质主义概念(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3 )o
[30]我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场域，是因为它们直接与地域污名的生产相关。权力

场域所包含的其他场域由于篇幅所限而没能在此一一呈现，其在图中从右至左依次应

为经济场域、宗教场域、司法场域和艺术场域。Bourdieu ( 2022 )对这些场域分别进

行了研究。

[31]关于布迪厄在再思考国家时提出的“官僚场域”和“符号权力”这对概念，

详细阐释参见下一章的讨论，边码第127—128页。

[32]美国研究专家 Sophie Body-Gendrot 和社会学家 Véronique Le Guennec 向
法国内政部提交的报告Mission sur les violences urbaines ( 1998 )极大推动了这一警

务范畴在媒体和公共机构眼中的合法化。Bonelli (2001 )追溯了 “城市暴力"(urban
violences,复数，指在城市周边被贬损集镇中警察和年轻人之间的集体冲突)是如何

被国家警务部门"情报总局n (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负责国内谍报与监视)精心论

述和确证的，以声称自己肩负着新的使命，从而避免被解散。

[33 ] Kokoreff ( 2007: 94)讨论了 “为城市边缘最贫困街区命名”的词汇学困难

和社会学窘境，以及社会学家“在那些受憎恶的集镇中进行田野调查以管理污名”的

矛盾性贡献。

[34] 2010年，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居住地址歧视纳入歧视犯罪的19
项标准中，并使犯罪者、雇主、商业机构、银行、房东都可能受到刑事制裁。巴黎北

部边缘的拉库尔讷沃市是这项倡议的发起者，我在该市进行了田野调查。由于公开辩

论中持续贬抑和危言耸听的描绘所引起的愤怒，该市动员了全国其他被污名化的城市

来支持这项立法。这项立法的一个智识后果是，关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地址歧视的研

究(主要由经济学家所作)大量涌现(Challe et al., 2018 )o
[35]就“敏感街区”中警察与年轻人之间关系的恶劣程度而言，法国是一个

特例，但是针对此类地区的差别化警务在北欧国家(Solhjell et al., 2019 )、荷兰(De
Koning, 2017 )、德国(Gauthier, 2015 )和英国(Koch, 2018)都有记载。这些长期

的、低烈级的冲突在21世纪10年代达到顶峰，成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城市性的偶发起

义----这在9个欧洲国家都有见证(Mayer et al., 2016 )o
[36 ]我要感谢罗斯基勒大学(Roskilde University )的特勒尔斯•舒尔茨•拉森

教授推动我澄清这一点，尤其感谢他提供的资料，其中记录了不同国家中空间污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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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性来源。关于丹麦的案例，参见Schultz Larsen, 2014, 2018和Hansen, 2021关于

哥本哈根市声名狼藉的诺勒布罗地区(Norrebro)百年演变的模范研究。

[37] “独栋楼阁”(法文：pavillon )是一种小型的单户独立式住宅，带有一个围

起来的小前院，通常位于排列着相似住宅单元的某条街道上。在公共住房的黄金时代

(1945年至1975年),它被斥责为“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象征(Magri, 2008 )°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在文化层面被重新评价为是危险且放荡集镇的健康对立面与

解毒剂，并且其扩张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推动(Bourdieu, 2000 )o关于独栋楼阁中小资

产阶级独特的社会形态、文化生活和符号性抱负，参见La France des "petits-moyens "

(Cartier et al., 2008 )o
[38] “我们可以比较两种得到极不平等社会担保的神奇命名行为：一是侮辱

('你只是一个教授’)，其由于缺乏权威性，所以可能会反作用于侮辱者；二是作为提

名的官方命名(’我任命你为教授’)，其由群体的总体性权威授予，能够建立合法的，

亦即得到普遍承认的身份”[Bourdieu,( 1982) 1991: 111 L
[39 ]正如 Elijah Anderson 在力 Place on the Corner ( 1978 )里关于贫民窟街角中

“常客”“酒鬼”和“痞子”的民间分类所表明的，这些贬损性的观念与嵌入更广泛的

阶层秩序中的微观等级制有关，因此只能感知于底层。

[40] Paugam ( 1991: 169 )强调，在法国外省某城镇的小集镇里，“歧视性的流

言闲话”与外人将其描绘成“小芝加哥”的看法纠缠在一起，并复制了这种看法，以

至于很难分辨哪个是先出现的。

[41]“'拥有’一个社会问题，就是拥有将某种状况命名为’问题’并提出如何

处理该状况的权威。这是一种权力，可以影响公共设施的调配，包括法律、执法能

力、舆论、商品和服务，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Gusfield, 1989: 433 )o
[42]就法国而言，在巴黎红色地带等位于边缘地带的被污名化城市中，大多数

的既有住房(高达70%)是公有并用于出租的，而不是借助士绅化来完成私人收购

的目标。考虑到公共部门在法国低收入住房中扮演着与众不同的结构性角色，以及法

国的上层阶级更喜欢居住在内城中，Edmond Préteceille在“Is Gentrification a Useful
Paradigm to Analyze Social Changes in the Paris Metropolis?M ( 2007 ) 一文中甚至开始质

疑英美范畴对法国的适用性。

[43 ] Henri Lefebvre ( 1968 )的这一著名概念是针对巴黎市中心的社会空间

重构而提出的，这种重构采取了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 )和翻新一驱逐

(rénovation-déportation )的形式(这是法国社会学家当时对相关现象的描述)。

[44]回想一下前一章讨论过的布迪厄主义社会学的第三个[原文如此，实为第

二个。——译者注]并行原则，即“韦伯时刻”(见边码第33—34页)：将(实践中

及分析中的)能动者、结构和范畴历史化。

[45 ]关于芝加哥[Drake and Cayton, ( 1945 ) 1993 L 纽约市(Osofsky, 1966),
克利夫兰(Kusmer, 1976)、密尔沃基(Trotter, 1985 )、底特律(Bates, 2012 )和洛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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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Sides, 2003 ）等城市中贫民窟形成过程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有这些城市

都是社会磁石，吸引了来自南方的数百万黑人，并使他们能够从偏远的农民过渡到健

壮的无产阶级，并发展成为昌盛的资产阶级。

[46] Drake和Cayton [（ 1945 ） 1993: 385—397]提到了鼎盛时期的芝加哥黑人

贫民窟中的五大“生活轴心”：生存下去、享受生活、赞颂上帝、出人头地、推动种

族进步。

[47]为了避免读者将我的论点误解为对20世纪下半叶阶级和族群种族支配的怀

旧式复兴，需要说明：欧洲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地域是从严格的阶级划分中费力开辟

出来的；美国福特制时期的共同体贫民窟之所以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只是因为它有

助于维持城市中严格的白人统治。

[48]搬到其他街区时，只有在搬到污名区域以外的地点，才能获得摆脱了地域

污名的慰藉。在同样处于地点体系的底层、被广泛视为道德沦丧和社会堕落空间的地

区或城市之间往来辗转，则几乎不会获得喘息机会。这意味着，相对于那些往往周旋

于超贫民窟及其周边地区的非洲裔美国人，离开（exit）对于法国城市周边的下层阶

级（移民）家庭来说是一个更加可行的策略。他们通常会向外迁移，并沿着街区的阶

梯向上迁移（如本章注释2所示）□

[49]在超贫民窟的黑人家庭中，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他们把子女送到南方的

亲戚那里过暑假（有时是过一整年），以保护他们免受邻里暴力的伤害。法国红色地

带中的北非裔居民也会这样做。他们通常会把子女送回“内地"（bled,他们的原籍城

市或农村），以消除他们在学校放假时因无所事事而走上犯罪道路的风险。

[50 ] Derek Hyra （2012）对美国大都市的第一波（1949年至1974年）和第二波

（1992年至2007年）城市更新浪潮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后一

波浪潮是由来自全球、联邦和地方的机构推动的，而不只有联邦机构，并且其影响同

时波及种族和阶级，而不仅仅是种族。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阶级、族群性和国家

的三角关系如何能让我们把握大都市里自上而下的空间重构政策中的这种转变。

[51 ] Stephen Crossley 在 Troublemakers: The Construction of "'Troubled Families" as a

Social Problem（2018） 一书中论述了 “问题家庭”的符号性制造与官僚主义制造，以

及其如何影响了英国紧缩时期关于问题群体和问题地域的社会政策和公众看法。

[52 ] Kelley Fong （ 2020: 629 ）针对康涅狄格州的儿童保护服务做了一项启人深

思的田野研究，题为"Getting Eyes in the Home"。在文中，她强调了增强贫困受扶养

人的可见性与国家监视的微观机制：“在一个没有多少资源来满足国民家庭需求的福

利国家中，相关专业人员在选择有限的情况下，最终会求助于一个具有强制性权威的

机构，因为这是仅存的选择。对于能力有限的基层官僚来说，将系统性问题建构为个

人的失败（例如’虐待’或’犯罪’）开辟了一种可能的回应方式。然而，这种围绕

个人行为缺陷而组织起来的回应机构，其配备的首要工具即为监视和司法干预。在财

政紧缩的情境中，国民家庭在没有物质援助的情况下受到监视，这是在加强和惩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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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边缘性。”

[53 ]这种情况最近有所改变，例证参见Sara Wakefield和Christopher Wildeman的
著作 Children of the Prison Boom: Mass Incarce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Inequality

(2013 ),以及 Matthew Desmond 的著作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2014 )o但是，相比于针对城市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底层区域中性别化支配分工所

作的科学研究中的性别化劳动分工准则，这些仍属例外。

[54] Bourdieu ( 2000 )在研究20世纪80年代法国住房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时，

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顺滑跨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政府层级尺度。

[55]在2013年前后，就在英国政府实施二战以来最大幅、最突然的福利削减政

策之际，英国电视上出现了大量的“纪实类节目”。这些节目据称描绘了国家福利接

受者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苦难。2013年至2015年前后推出的真人秀电视节目《我们都

在为你的福利买单M We All Pay Your Benefits ),《福利街X Benefits Street )A《福利与骄

傲》(On Benefits and Proud )、《英国福利租户》(Britain s Benefit Tenants )等吸引 了创

纪录的观众数量，并引发了人们对严格紧缩政策背景下关于贫困与不道德行为的媒体

呈现的争议(Barton and Davis, 2018 )o批评者认为，这种“贫困色情片”节目不仅构

成一种剥削，而且其对城市贫民的形象描绘是非常不准确且带有偏见的——社会科学

家也证明了这一点。对此，公共电视台官员回应说，这样的节目符合其向公民提供信

息的使命。这个例子说明将不稳定无产阶级公开毁谤为经济拖油瓶和社会寄生虫的做

法如何推动并合法化了福利紧缩政策以及对穷人的官僚主义规训。作为社会讽刺性漫

画的超可见性(hypervisibility)与作为社会现实的不可见性是相伴而生的。

[56]关于欧洲城市中罗姆人的文化差异、社会地位和空间隔离，参见Picker
(2017 )基于罗马尼亚、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案例研究的全景式论述。

[57]关于美国案例的类似作品，参见Desmond和Bell (2015)对住房问题的社

会科学研究、法律分析和案件史的调查，以及他们关于重新关注住房相关法律在缓解

或加剧城市边缘性方面所扮演角色的呼吁。关于法国围绕“住房权利”的集体动员和

该国复杂的住房政策构成，参见Péchu, 2006; Fijalkow, 2012; Pollard, 2018o
[58]在美国，环境恶化和城市污染与阶级和族群性密切相关。贫困的黑人街区

吸收了 LULU ( 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s,被本地排斥的土地使用)的冲击，而且经常

位于因工业和军事用途而变得有毒害的环境中(Lerner, 2010; Taylor, 2014 )o居住在一

个健康的物质环境中，并非一种不作进一步审视即可假设的状态。

[59] Pasquetti (2022 )通过对巴勒斯坦难民营和以色列族群社区中的情感和社会

控制进行比较民族志研究，跨越了南方与北方的鸿沟。

[60]我在这里没有讨论其语言学上的荒谬：德勒兹使用的法语概念

“agencement”意味着布局或安排，而法语名词“assemblage”的意思很简单，就

是“组装”(如“组装一件家具”)。翻译不当使这个名词看起来深奥而神秘。更荒

谬的是，有人声称“组合”对于城市中的激进政治具有进步意义，而实际上它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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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权力场域消解成了块茎实验(rhizomatic experiments )和拉图尔式的“宇宙图”

(cosmograms )( Farias, 2011; McFarlane and Anderson, 2011 )o
[61 ]简单来说，看守所关押的是被捕后等待案件司法处理的人(因此被假定为

无罪)或刑期较短的人(一年以下)，而监狱关押的是被判处多年徒刑的罪犯。每年，

美国看守所收押的人数是监狱收押人数的20倍(前者约为1400万人，后者约为50
万人)，因此看守所影响的人数远比监狱多。

[62]因此，我开始了我目前的民族志课题，一项关于“郡刑事法院的社会生活”

(“The Social Life of the County Criminal Court")的研究。为此，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北

部的两个郡里对工作中的检察官、公设辩护人、私人辩护律师和法官进行了为期两年

的观察、追踪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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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早

E 新自由主义大都市中的边缘性、族群性与刑罚性

本章将以实际行动展示如何将皮埃尔•布迪厄关于支配的生

成性社会学的横向原则，以及其关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符号

空间的三元辩证法转化为一套具有操作性的构念、相互关联的研

究问题和独特的分析方法。本章尝试在分析性空间的多个层次上

建立一组三角关系，以举例说明拓扑学的思维模式。借此，本章

还致力于激活概念之间的交流，促进研究者之间的理论综合。这

些研究者很少借助出版物见面，也很少现场见面，或者只是非常

偶尔地进行远距离的交流。本章所做的理论综合是关于一组三要

素的：边缘性、族群性、刑罚性——这三者的重组在过去半个世

纪里改变了后工业大都市的面貌。

自资本主义时代伊始，这组三要素就在西方城市留下了自己

的印记。西方城市是边缘性得以积聚并变得密集、显现和具有破

坏性的场所(Geremek, 1976 )o西方城市也是族群性［以多种面

貌呈现：族群地区(ethnoregional \ 族群语言(ethnolinguistic )、

族群民族(ethnonational )、族群宗教(ethnoreligious )、族群体

质(ethnosomatic )］变得突出并发生冲突的地点，因为它使在

名誉连续统上处于不同位置、各种来源的人们持续接触，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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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共存性使名誉连续统从水平方向转向了垂直方向(Calame and

Charlesworth, 2011 )o西方城市还是现代公共惩罚制度的大熔炉，

彰显着主权权力，无论主权在于国王、世袭统治者还是官僚制国

家，同时彰显着主权权力定义、阻滞或培育公民权的相关能力

(Willrich,2003 )o [,]

除了三个核心概念，还有三个角落。在第一个角落里，有学

者研究城市中的阶级分裂(class Augmentation )。阶级分裂发生在

福特制与凯恩斯主义时代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崩溃之后，发生在

去工业化、大规模失业增加和劳动不稳定性扩散的压力之下，发

生在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Castel, 1996)所说的“工薪社会的退

化”和曼纽尔•卡斯特(Castells, 2000 )所说的“信息时代”里城

市发展“黑洞”的交汇点上。⑵这些研究者关注就业和劳动力市

场的演变趋势，以及其给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尤其是对阶级和

地点阶梯的底层)带来的两极化与分化后果。这些趋势导致了 21
世纪初城市边缘地区中后工业化不稳定无产阶级尚未完成的起源。

但是，研究阶级的学者很少与在第二个角落里研究族群划分的基

础、形式和影响的同仁进行持续的讨论。

族群区分(ethnic division )在美国以族群种族(ethnoracial )

的分类[即将“种族”(race )制度化为被否定的族群性(denegated

ethnicity )]为基础，在欧盟以族群民族(ethnonational )或族群地

区(ethnoregional )的分类(即“本国人/外国人"的划分)为基

础；族群区分也被移民以及可能以移民为载体的文化差异而(重

新)激活。族群区分对于理解阶级的形成和形变至关重要。反过

来说，人们怎么会未察觉到：那些在欧洲各地被认定为——实际

上是被毁谤为----“外来移民” (immigrants )的人，都是出身自边

缘地区和下层阶级的外国人，而那些来自上层社会地位的人则被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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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为“外籍人士”(expats),是各地政府都希望吸引来而不是驱

赶走的人。⑶人们又怎么会忽略：我们对他们的集体看法、他们

融入社会的形式、他们的集体行动能力，总之他们在目的地社会

中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轨迹，因

而也取决于他们所处阶级结构的变迁。在对移民的恐惧、恐怖主

义的威胁、少数群体中少数活跃人士的动员，以及政治和媒体对

113 “多样性”的渴望的推动下，这一研究领域在整个欧洲正经历着前

所未有的繁荣，⑷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得自主运转(在美国

式族群研究项目的推动下)，与阶级分析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走

向对立。

因此，一种人造的替代选项已经形成，怂恿我们在阶级和族

群之间做出分离式的选择，并为“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赋

予分析上的偏好和政治上的优先排序。就法国而言，这使我想

到了帕普•恩迪亚耶(Pap Ndiaye )名噪一时的研究《黑人状

况》(La Condition noire, 2008 ),它立志于建立“法国的黑人研

究"；还有法桑兄弟(Fassin brothers )编辑的《从社会问题到种

族 问 题？》(De la question sociale à la question raciale?, 2006 )―-

书，充分说明了当下正在进行的“常识”漂移。如今，非常明显

的是，马克斯•韦伯［Weber, ( 1922 ) 1978］在一个世纪前指出的

这两种“社会封闭”模式(SchlieJSig)分别以物质权力和符号权

力的分配为基础，并且深刻地交叠在一起；我们必须将其视为关

于社会构想与区分、分类与分层的两个各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

原则。

阶级和族群相对而言的结构性权重和经验意义，以及它们的

关联方式，不是一个可以在纸面上一劳永逸地宣判的社会本体论

问题，而是社会现实本身中的斗争筹码，必须通过将社会空间和

154



符号空间联系起来将之理论化。由于“社会世界可以根据不同的

社会构想与区分原则——例如族群区分——而被实际感知、表达

和建构”，社会科学应该“将分类斗争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不是

成为分类斗争的对象；这种分类斗争是阶级斗争、年龄阶级、性

别阶级或社会阶级等所有种类的其中一个维度” [Bourdieu, ( 1982 )
1991:298, 1982: 15 ]o

最后，第三个角落刻意与其他两个角落分隔开来，其中有 114

一个庞大而高产的群体，即犯罪学家和各种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 )问题专家。他们热衷于挖掘“犯罪与惩罚”这一对偶的封

闭边界，这在历史上构成了他们的学科，并因政治与官僚主义需

求而不断得到强化。⑶因此，他们几乎不关注——对我来说，他

们无论怎样都不够关注一一阶级结构的形成与变迁、不平等的加

深、对城市贫困的广泛改造，也不关注族群区分的动态且历史上

多变的影响，除非是在“歧视”和“差距”等狭隘又局限的标题

下讨论(二者通常还被合并讨论)。然后，犯罪学家依赖于对族群

的行政定义，但这些定义更多是为了掩盖种族偏见，而非揭示种

族偏见。⑹

这样一来，犯罪学家就使自身失去了理解刑罚政策之当代演

变的方式。正如布罗尼斯拉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 )在

其代表作《惩罚还La Potence ou la pitié, ( 1978 ) 1987 ]中

所指出的那样，自从16世纪末监狱被发明以及西方现代国家出现

以来，刑罚政策的目标与其说是为了减少犯罪，不如说是为了遏

制城市边缘性。⑺更妙的是，在权力斗争和公共行动的双重意义

上，刑罚政策和社会政策都只不过是城市贫困政治(politique)的

两个侧面。最后，无论何时何地，那些处于阶级秩序和身份秩序

底层的类群，即那些被剥夺和被贬损的群体，总是首当其冲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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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刑罚性的载体。因此，将刑事司法与物质和符号这双重维度上

的边缘性联系起来，以及与那些旨在规制问题群体和问题地域的

其他国家项目联系起来，是至关重要的。

我希望本章能够证明，克服这三个主题领域中的探索者之间

彼此孤立甚至相互无视的状况，将会大有裨益。这样，我们就可

以开启三个领域之间学者的对话：一些学者将城市贬逐视为阶级

重构的产物来研究，一些学者将城市贬逐视为族群性的影响来研

115 究，还有学者研究国家中各种针对贫困人群和被污名化人群的组

成部分的变迁一一首先是刑罚部门（警察、法院、看守所、监狱、

少管所，以及延期、缓刑、假释和法院强制执行项目，还有关押

非法移民的拘留所）的变迁。如果说我想提出一个核心论点的话,

那就是我们迫切需要将这三个研究领域联系起来，并让相应的学

科协同工作：包括城市社会学与经济分析、人类学与族群性政治

科学、犯罪学与社会工作，还要加入地理学贯穿其中，以帮助我

们捕捉到它们相互交叠的空间维度。而我们的准星则瞄向“半人

马国家n （ Centaur State ）这一形象：其上层是自由主义的，底层

则是惩罚性的；从解剖结构和运作方式来看，它都在蔑视民主

理想。

城市不平等的三角分析

我首先要对过去二十年来我在这三个主题的交叉点上开展的

研究项目做一个粗略的分析性勾勒。我的《城市放逐者》《惩罚穷

人》和《致命的共生》都是这一项目的成果和总结。这些书构成

了一个三部曲，来探索以阶级、族群性和国家为顶点的城市转型

三角形，并为适用于研究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学（再）概念化开辟

道路。可以说，这些书一起阅读会有较大收获，因为它们是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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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相互支撑的，最终勾勒出了国家、市场和公民权之间的关

联在21世纪初重新配置的模型。这一模型是以美国作为一个极

端案例——但并非特例——来建立的，而我们可以通过跨国别的

合理转换来使这一模型一般化（我将在下文再次论述这一点，参

见边码第158—159页）。这次回顾是一次机会，可以为这些研究

绘制一张简略的资产负债表，并明确其中的利害，还可以说明我

如何改编皮埃尔•布迪厄的核心概念（社会空间、官僚场域、符

号权力）来阐明那些被混淆的概念（如贫民窟）并提出新的概念，

用以剖析城市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出现以及新自由主义利维坦对他

们的惩罚性管理。

这个三部曲中的每一部都聚焦于“阶级一种族一国家”三角

形中的某一边，并探讨了其中某个顶点对另外两个顶点之间关系

的影响。⑻而且，每一部都以另外两部为经验背景和理论基石。

（1）《城市放逐者》指出，随着美国黑人贫民窟的崩溃和西欧 H6
工人阶级地域的消解，发达边缘性在大都市中沿着“阶级一种族”

轴线而崛起，并向国家结构与政策倾斜。

（2）《惩罚穷人》描绘了惩罚性抑制的发明和运用，其是一种

治理问题地区和人口的技艺，沿着带有族群种族划分或种族民族

划分印记的“阶级一国家”轴线而成立。

（3）（致命的共生》阐明了作为公共污名的同类形式的刑罚

化和种族化之间的相互交织关系，并揭示了阶级不平等是如何与

“国家一族群性”轴线相互交织和影响的。

这三本书分别深入探讨了各自的议题，因此可以单独阅读。

但是，三者联系起来呈现的论点则超越了各自论点之和，形成了

更广泛的贡献：首先是关于贫困管制与后工业不稳定无产阶层形

成/形变的比较社会学研究，其次是对新自由主义利维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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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Wacquant, 2012a)。这些书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新自

由主义的方式，将之视为一种跨国政治项目，一种真正的“自上

而下的革命”。这场革命不能被简化为赤裸裸的市场帝国(而其

反对者和支持者都是这样认为的)；它必然包含使市场帝国得以

形成所需要的制度手段，即规训性的社会政策［可概括为工作福

利(workfàre)这一概念］和刑罚系统的努力扩张［我将其命名

为监狱福利(prisonfàre )］,同时不要忘了个体责任(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这一修辞----它是将上述三个部分结合在一起的文

化黏合剂。我将简要总结每本书中的关键论点，然后指出它们在

布迪厄的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三元辩证法中的共同理

论基础，以及其相互关联的意涵。

1.发达边缘性的政治生产。第一本书《城市放逐者：发达边

缘性的比较社会学》阐明了处于社会空间两极化阶段的后工业大

都市里，受剥夺地区或底层街区(bas-quartiers )中阶级和种族的

117 联结(Wacquant, 2008a )o也就是说，该书探讨的是社会空间在城

市景观上的印刻。我描绘了民权运动高峰过后美国黑人贫民窟的

突然崩溃，并将其归因于地方政策和联邦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

中期之后的转向----大卫•哈维(Harvey, 1989 )将这种多方面的

转型很好地描述为“从管理主义城市到企业家主义城市”的转变;

只是，这种转变在美国呈现出一种特别致命的形式，因为它还伴

随着一场席卷全国的种族反抗。［9］这一政策转向加速了从共同体

贫民窟到超贫民窟的历史性转变。共同体贫民窟将所有黑人都限

制在一个既束缚他们但又保护他们的保留地空间里，而超贫民窟

则是一片只包含美国非洲裔工人阶级中不稳定分群的荒芜地域,

并且由于作为成熟贫民窟之典型特征的并行制度的崩溃，这片地

域被暴露在各种不安定因素(经济、社会、犯罪、卫生、住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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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之下(Wacquant, 2011 )o

然后，我将这种突然的崩溃与欧盟的工人阶级地域在去工业

化时代的缓慢消解进行了对比。我指出，在这两片大陆上，城市贬

逐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在美国，城市贬逐是由族群性(即黑人种

族)决定的，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受到了阶级位置的调节，并因

国家而加剧；在法国及其邻国，城市贬逐则植根于阶级不平等，受

到族群性(即前殖民地的移民)的影响，并因公共行动而得到部分

缓解。［10］由此可见，欧洲城市中的受剥夺地区不仅没有向作为族

群封闭工具的贫民窟社会空间类型靠拢，反而在各个方面都在远离

它，以至于人们可以将其定性为反贫民窟(Wacquant, 2010a )。

事实上，就欧洲各地来自前殖民地的下层阶级移民而言，其

困境在于他们遭受了关于“贫民窟化”的恐慌话语所散布的符号

性污名，却没有收获实际贫民窟化的“矛盾性收益”。这种话语公

开地将他们指定为对每个社会中民族凝聚力的威胁(如前一章所

述)。矛盾性收益包括在一个分隔的生活领域中培育社会、经济与

文化资本，以使被排斥的人群拥有共同的集体身份，并增强其在 s

政治场域和司法场域中的集体行动能力。

因此，我驳斥了大西洋两岸的受剥夺地区在向非洲裔美国

人贫民窟的模式趋同的时髦论调，并指出，在大西洋两岸，由于

雇用劳动分散、社会保护缩减和地域污名化的推动，城市中出现

了一种新的贫困政体(regime of poverty )o我给出的结论是，国

家在城市边缘性的社会及空间层面的生产与分配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后工业时代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命运没有被经济充分决定，却

被政治过度决定。美国在这一点上并不亚于欧洲——这是历史学

家兼法律学者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 2008)笔下“美国

的'弱’国家迷思”(“the myth of the 'weak' American stat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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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缺憾。至此甚至可以说，我们迫切需要将政府结构与政策

重新置于城市社会学的核心位置——正如马克斯•韦伯［Weber,

（1921 ） 1958］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并使之悬于且支撑起位于空间

结构底部的阶级与族群性二元关系（如图3所示）。

左手 国家 右手

［新自由主义］

阶级 《城市放逐者》 种族

（市场） < ......................... > （族群性）

（身体）

《身体与灵魂》 

图3城市不稳定无产阶级的致命三角形

119 2.对贫困的惩罚性管理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组成部分。自相矛

盾的是，国家在经济“放松管制”和社会保护削减等政策的交汇

点上助长了发达边缘性，那它又将如何应对和处理这种发达边缘

性？反过来，在城市贬逐的地域，社会不安定的正常化及其加剧

将如何推动重新划定公共力量（public force,我有意使用这一表达）

的边界、计划和优先级？阶级转型和国家在自身社会使命与刑罚

使命中的重构之间的双向关系，是第二本书《惩罚穷人：社会不

安定的新自由主义治理》（Wacquant, 2009a ）的主题。该书涉及决

定着城市不稳定无产阶级命运的“致命三角形”的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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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管理者本可以将这种新出现的贫困形式进行“社会化”，

即抑制那些滋生贫困的集体机制（例如建造低收入住房来缓解无

家可归问题）；也可以将其在个体上的症状“医疗化”（例如向街

头的贫民按需提供精神健康服务）。但他们选择了第三条路，即刑

罚化。所以，美国发明了一种管理城市边缘性的新型政治和政策，•

将约束性的社会政策和扩大化的刑罚政策结合在了一起。约束性

的社会政策通过义务性的工作福利取代保护性福利而实现，进而

使援助变得有条件，即指向于已退化的就业；与此同时，扩大化

的刑罚政策则因惩罚的操作化哲学从恢复（rehabilitation）向消除

（neutralization ）的转移而被强化。这种新型政治和政策以城市衰落

区和遗弃区为中心（美国的超贫民窟、法国被毁谤的工人阶级郊

区、英国的“贫困住宅区”、荷兰的“问题地区”等），这些地区

因前一章所述二元化大都市的地域污名化话语而遭受着公众的咒

骂。然后，这种政策设计将依据每个接收国特有的社会空间构成

和政治一行政场域结构，借助跨越国界的“叛国转译”过程而传

播和变异。[11]

《惩罚穷人》创造了三个突破口来引出三个主要论点。第一个

突破是将犯罪与惩罚脱钩，并由此指出，刑罚国家的突然滋生以 120

及监狱随后的卷土重来（在1975年前后，监狱曾被宣布已奄奄一

息，注定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不是对犯罪不安定的回应，而是对

由雇佣劳动的不稳定化所催生的社会不安定的回应，也是对因既

定名誉等级的不稳定化（与美国黑人贫民窟的瓦解、外来移民人

口的定居、欧盟超国家一体化的进展相关）所产生的族群性焦虑

的回应。后二者相交于二元化大都市的受贬损地区。阶级不安定、

族群性焦虑、空间固化：追寻布迪厄，我们必须追溯刑罚性在社

会空间、符号空间和物理空间之中转型的三重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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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的惊人回归

当米歇尔•福柯于1975年出版其里程碑式的巨著《规

训与惩罚》时，国际上关于二战后刑罚领域的分析家一致认

为，监狱是一个过时的、名誉扫地的机构。人们都觉得，监禁

是过去惩罚时代的遗留物，注定要被“社区”内的替代性制裁

（alternative sanction ）和中间 制 裁（intermediate sanction ）①取

代。在当时的大多数社会中，监禁人数正在减少或保持稳定。

这个时期是精神病学中所谓“反机构”运动的顶峰，也是刑罚

学中支持“去监禁”的动员高峰。福柯（Foucault, 1975: 358、

354、359）本人也强调，随着监禁规训“贯穿整个社会体厚度”

的传播，以及被授予“行使关于正常化的权力”的机构剧增，

“监狱的独特性及其实施封闭的角色正在失去存在的理由”（1 ）。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与所有人的预期相悖的是，监狱重

新崛起，并且几乎所有地方的监禁率都急剧上升：美国的监禁

率增长至以前的五倍，峰值达到每10万人中有740人处于监

禁；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监禁率翻了一番；在荷兰和葡萄牙，

这一数字翻了两番，而在西班牙则增加至以前的六倍（2）。第

二世界②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激增：仅在1992年至2012年间，

巴西的刑事监禁率就翻了两番，哥伦比亚、秘鲁和乌拉圭增长

至以前的三倍，智利、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巴拉圭翻了一番，

①“替代性制裁”和“中间制裁”都是为了在保证社会安全的同时避免监

禁、缓刑等传统惩罚方式对违法者造成过多负面影响而实施的犯罪制裁方

式。 译者注

②作者在这里及下文提到的“第二世界”主要指发展中国家，来自西方政治

学概念，不同于中国读者熟悉的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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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土耳其和南非也出现了大幅增长。

(1)“监禁圈不断扩大，而监狱的形式慢慢减弱，然后消失……最

后，这个巨大的监禁网格与整个社会中运作的所有规训机制结合在一

起……’监禁群岛'将刑罚制度的技艺传递到整个社会体中。”最后，

司法的功能被转移到医学、心理学、教育和社会工作中。包括社会学

在内的社会科学本身也将参与这一扩展的规训网络，标志着“规训社

会”和“规训个体”的出现。

(2)少数发达民族国家成功地抵御了监禁浪潮：加拿大、德国、

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部分地区。这些国家都有强大的社会国

家(social state )和较低的城市边缘性。

121

第二个突破是将刑罚政策的转向和社会政策的变迁纳入同一

个理论模型中。在政府和学术的视野中，二者通常是被分开看待

的。这两种政策其实是相互交织的：它们针对同一群人，即陷入

两极化社会空间结构的裂隙和夹缝中的人；它们采用同样的技术

(案件档案、监视、毁谤，以及用以改变行为的分级制裁)，并同

样遵循行为主义个体主义的道德哲学；最后，前者的全景式和规

训式的目标通常会传染给后者。为了实现二者的整合理解，我引

用了 布迪厄(Bourdieu, 1993 )的"官僚场域"(bureaucratic field )

概念。由此，我修改了皮文和克洛尔德［Piven and Cloward, ( 1971 )

1993 ］关于借助福利“管制穷人”(regulating the poor )的经典论

文：从此以后，国家的左手和右手结合起来，共同对后工业无

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群实施“双重惩罚性管制” (double punitive

regulatio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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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突破在于终结了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启发的经济学路

径倡导者与受到埃米尔•涂尔干启发的文化主义路径拥护者之间

毫无意义的对抗。前者将刑事司法视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与劳动

力市场的波动共同起作用；而后者则认为，惩罚是一种语言，有

助于划定边界、恢复社会团结、表达作为公民共同体基础的共同

情感。借助官僚场域的概念，我们只需将任一公共政策的物质时

刻和符号时刻结合起来，就足以认识到刑罚性完全可以同时或相

继实现控制和沟通的功能，从而在表达性和工具性方面协同运

122 作。［⑴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刑罚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畸形地

强调其从社会体中具象地消灭危险和污染的使命，甚至不惜以削

弱理性的犯罪控制为代价。大多数发达社会中对性犯罪者判决

和监管方面歇斯底里的改革说明了这一点(Wacquant, 2009a: ch.

7; McAlinden, 2012; Jones and Newbum, 2013；另见下文，边码第

134—135 页)o

在《惩罚穷人》的最后，我将自己有关刑罚化作为管理城市

边缘性的政治技术的理论模型，与米歇尔•福柯(Foucault, 1975 )

对"规训社会”的描述、大卫•加兰(David Garland, 2001 )关于

“控制文化”之显现的论文以及大卫•哈维(Harvey, 2005 )提出

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图景进行了对比。通过这一做法，我证明国家

刑罚部门(在美国以监狱为中心，在欧盟以警察为主导)的扩张

和美化并不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异常偏离或腐蚀；相反，它是新自

由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就像在16世纪末，新生的现代国家

创新性地将贫民救济和刑罚监禁结合在一起，以阻止当时充斥于

北欧贸易城市中的流浪汉和乞丐的流动［Lis and Soly, 1979; Rusche
and Kirchheimer, ( 1939 ) 2003 ］;在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国家加

强并重新部署了它的警务、司法和监禁机构，以阻止社会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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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与地点阶梯的底层扩散所造成的混乱，并且还上演了一场

宣扬法治的炫目色情表演，以重新确立政府的权威一一政府因放

弃了在福特制一凯恩斯主义契约下建立的社会保护与经济保护职

责，所以缺乏合法性。

3.种族化和刑罚化之间的变革性协同效应。族群区分有力地

刺激和影响了发达边缘性的逐渐高涨及其向惩罚性抑制的转向。

在美国，这种族群区分根植于“黑人/白人”的对立，在西欧则

以“本国人/外国人”的分立为中心，而其中某些群体(如罗姆

人)即使在他们的祖国也被视为准外国人(FeischmidtetaL, 2013 )。

族群区分对发达边缘性的影响通过图4所示“阶级一种族一国家”

三角形的等分线间接地发挥作用［这在《惩罚穷人》第七章《替

代贫民窟的监狱》(The Prison as Surrogate Ghetto )中有所论述］,也

通过种族制造和国家技艺之间的双向关系而直接地发挥作用。这

种关系呈现为三角形的右边，并在第三本书《致命的共生：种族

与刑罚国家的兴起》(Wacquant, forthcoming )中有所阐述。

族群种族的划分和刑罚国家的发展之间的协同性关联是这

一研究课题中最难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原因有以下几点。〔投首

先，对种族支配的研究是一个概念泥潭，也是社会研究中政治姿

态和道德咆哮常常优先于分析严谨性和经验材料质量的一个领域

(Wacquant, 1997 )o其次，审判逻辑是社会学论证的死敌，而当

我们处理“种族主义”这个模糊难辨而又负载丰富的概念时，陷

入审判逻辑的可能性已经很高；在这个研究中我们要讨论的是刑

事司法制度，那么这种可能性就会翻倍，因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官

方使命正是作出罪责审判。〔"I最后，要理解种族与公共权力在

当下的联系，我们必须追溯到四个世纪以前，追溯到成为美国之

前的英国定居殖民地的建立，同时不能掉入一个陷阱，即把现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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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一段有待赎罪的可耻过去所留下的、影响深远且无法逃避的

“遗产”。

最后，由于种族区分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一种活动(而且是

一种符号性的活动，一种客体化和身体化的关系)，因此它不是凝

固不变的；它正是作为最高符号权力的国家运作模式的一个函数

(Wacquant, 2022b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时断时续地演变着。这些

困难解释了为什么我曾两次从出版社那里收回《致命的共生》，并

对其进行从头到尾的修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到现在，读者

也只能通过构成该书主要章节之初步及临时版本的文章来评判这

本书)o

《致命的共生》展示了种族划分如何使刑罚化变得顺畅并强

化，以及反过来，刑罚国家的兴起又是如何通过将黑肤色与邪恶

的危险性联系起来，并通过将非洲裔美国人群体与司法梯度分离

开来(Wacquant, 2005b ),从而将种族塑造为一种分类和分层形态。

124 这本书的论证分三个阶段进行，将我们带到了三个大洲。在第一

个阶段，我重新建构了四种“特殊制度”的历史线索，这些“特

殊制度”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先后界定和限制了黑人口分：1619年到

1865年的动产奴隶制(chattel slavery )(在17世纪末开始种族化)；

南方的种姓恐怖主义(caste terrorism )制度，即19世纪90年代到

1965年的“吉姆•克劳制度”；1915年到1968年北方福特制大都

市的贫民窟；最后是超贫民窟与过度增长的监禁系统相互渗透而

产生的混合集群。

自1973年以来，下层阶级黑人的监禁人数急剧增加。黑人资

产阶级支持这种刑罚扩张，也从中受益，这一事实足以推翻关于

“新吉姆•克劳制度”即将到来的反福音派论调。［⑹我认为，监

禁人数增加的原因是作为族群容器的贫民窟瓦解了，以及随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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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残存部分内部和周围部署了刑罚之网。有两种走向收敛的变迁

强化了监禁网：一方面是将贫民窟“监狱化”，另一方面是将监狱

“贫民窟化”，这些变迁使二者之间形成了功能替代、结构同形和

文化类并的三重关系(Wacquant, 2001a )。超贫民窟和监狱之间的

共生关系使社会经济边缘性和城市不稳定无产阶级黑人的符号性

污名得以长久存在，并通过隐匿一种毁谤罪犯的种族化公共文化,

重塑了 “种族”的含义，也重塑了公民身份。

然后，我将这一解释模型拓展到欧盟对前殖民地移民的大规

模过度监禁方面，发现在大多数的欧盟成员国中，这种过度监禁

比大西洋对岸美国黑人的过度监禁更为严重。这是一个发人深省

的事实，却鲜为人知，被欧洲大陆的犯罪学家所忽视或否认。在

世纪之交，监狱中非洲裔美国人的比例与非洲裔美国人在全国人

口中的比例之比为3.9,而外国人的这一比例在比利时是4.3、法

国是4.6、荷兰是7.4、意大利是10.5、西班牙是11.2 ( Wacquant,
2005: 86 )o ［⑺对于来自前西方帝国地区的这些外国人，选择性

的目标针对和偏向性的监禁限制呈现出两种相辅相成的内部“运

输”和外部“运输”形式，分别是内部监禁式清除，以及地理驱

逐(借助“包机航班”的官僚一政治仪式；包机满载着无证外国

人，在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下飞回他们的原籍国)。

这些物理清除措施之所以可能，得益于为非正规移民预留的

庞大拘留营网络的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咄咄逼人的检查和排斥政

策；这些政策煽动起这些移民中的非正式性，使整个欧洲大陆的

“法治失范”正常化，并通过移民、避难申请和边境控制等项目

的"外部化"而将其出口到移民输出国(Valluy, 2005; Broeders and

Engbersen, 2007; Ryan and Mitsilegas, 2010；关于美国的类似过程，

参见Menjivar, 2014 )o所有这些措施都旨在彰显当局的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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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申非西方的“他们”和欧洲的“我们”之间的界线，而这种

界线正在急剧地具体化。因此，在欧洲大陆，和美国一样，跟发

达边缘性相关的城市动荡，惩罚、种族化和去政治化在一个循环

关联中迅速发展并相互加强。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拉丁美洲。关于拉丁美洲，我最后将带

领读者审视巴西大都市中的贫困军事化，来揭示刑罚化的深层逻

辑(Wacquant, 2008c )。在一个容忍针对阶级和肤色的日常司法歧

视、警察暴行不受约束的世袭国家中，在其所支撑的极端不平等

和街头暴力猖獗的情境下，再考虑到骇人听闻的监禁环境，对日

益衰落的贫民窟(favelas )与堕落街区(conjimtos )中的居民施

加惩罚性抑制，无异于将他们视为国家的敌人。这种做法必然会

助长对法律的不尊重，以及刑罚权力的惯常滥用和失控扩张；而

人们确实在整个南美洲观察到了这些情况，其成为对联合并行的

不平等加剧与边缘性恶化的回应(Müller, 2012; Hathazy and Müller,

126 20 1 6 )o关于巴西的这段附记证实了刑罚化的载体总是高度选择性

地瞄准那些在阶级的物质性秩序和名誉的符号性秩序中处于双重

下层地位的群体，并将其作为结构性的优先级加以打击。

应用并拓展布迪厄的概念

我现在来谈谈我作品的理论灵感，这是我的读者并不总能清

楚察觉的方面(或者只是模糊地、隐晦地察觉到)。但是，理论灵

感提供了对一系列研究形成整体理解的钥匙；如果没有它，这些

研究可能看起来相当分散，甚至互无关联。口"为了厘清高歌猛进

的新自由主义中阶级重构、族群种族区分和国家技艺之间的三角

关系，我借鉴了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u, 1997 )提出的几个概

念一一城市贫困、族群区分、公共惩罚，并将它们应用于新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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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人抱负和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到中

观层面的社会策略和城市集群，再到宏观社会学层面的国家形式

(见图4)。

符号权力是“通过述说既定事物来构成既定事物的权力，以

使人们看到并相信，由此来确证或改变对世界的构想，从而确

证或改变对世界的行动，以及确证或改变世界本身” ［Bourdieu,

(1982 ) 1991: 170 L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在社会空间上形塑并印刻

符号空间的能力，其方式是传播和施行［enforce,字面意思是“给

予力量” (give force to )］对世界的认知范畴及其相关的利好与惩

罚。至关重要的是，符号权力包括社会空间中的命名权力(从而

具有“制造和解散群体”的能力)，以及物理空间中划定边界的权

力(从而改变物质商品和符号性商品的分配和获取)o ［19］它将城市 127

边缘性阐明为社会阈限(social liminality )(交替转化为公共不可见

性和超可见性)，将刑罚性阐明为国家贬损(state abjection ),将种

族化阐明为基于认知的暴力。

图4三部曲的基本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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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符号权力揭示了公共政策如何通过其官方的类

别化和范畴化(categorization,在语源学上指公开指责)①的活动

来推动城市现实的生产。前一章提到了法国的一个例子，即国家

官僚针对城市周边衰败区中反复发生的骚乱发明了 “敏感街区”

(sensitive neighborhood )的概念(Tissot, 2007 ),而这一概念不仅对

国家官员、媒体和企业的行为产生了恶性影响，而且给被如此毁

谤的地区中的居民以及他们的邻居也带来了恶性影响。另一个例

子是，美国当局将“性犯罪者”的邪恶标签向公众传播，导致他

们在城市中可以落脚的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被彻底截断(见下文,

边码第134—135页)o

官僚场域指的是物质力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

的聚集，这尤其带来了司法权力的垄断，进而“使国家成为一种元

资本(meta-capital )的拥有者”，使其能够影响那些构成差异化社

会的各种“场域”的结构和运行(Bourdieu, 1993d: 52; 2022: 557—
670 )o官僚场域指定了行政机构网络，这些机构既相互合作来施加

官方身份，又相互竞争来管制社会活动并使公共权力生效。[20]

128 至关重要的是，符号权力与官僚场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

的联系，因为“国家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即垄断了裁定、判

另叭区分、分隔的权力……对合法符号暴力的垄断是对命名行为

(nomic acts )的垄断，而与命名行为相伴的则是司法制裁和社会

影响”(Bourdieu, 2016: 700 )。所以，将国家作为官僚场域进行再

思考，就是彻底放弃将利维坦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实体的

单一化构想，转而将之视为一个力量空间，一个关于场域的边界、

要追求的使命、城市人群的斗争空间；其中的城市人群是位于物

① 从词源来看，英语单词categorize由转写自古希腊语的Rata (意为“向下、

反对”)和agoreuein (意为“长篇大论、公开演讲”)构成，原指在集会场

合展开公开批评或演讲。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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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空间与社会空间底层区域的人群，他们或是被保护，或是被规

训。⑵]此外，官僚场域的概念通过聚焦于公共产品的分配（或不

分配），使我们能够将社会政策和刑罚政策联系起来，以探究这

两方面在功能强化、功能替代或功能殖民化方面的关系，从而将

二者的汇聚重构为国家内外部斗争的产物。这些斗争围绕“社会

问题”的定义和处理方式而展开，划分出国家的保护性（女性化）

一极和规训性（男性化）一极。贬逐街区则既是这些“社会问题”

的熔炉，又是这些“社会问题”的固定点。

社会空间是“社会位置的多维并置结构”，其特征是社会位

置的“相互外部性”、相对距离（近或远）和等级排序（上、中、

下）；社会位置根据两个基本坐标而排列成阵，一个由能动者所

拥有的各种资本形式的总量来决定，另一个由其资产构成来决定，

即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些“最有效的区分原则”的“相对权重”

（Bourdieu, 1994a: 20—22 ）o [22]

社会空间不能被还原为可观察的互动；它是“看不见的现

实”，“组织起能动者的实践和表征”。社会空间帮助我们识别和绘

制出有效资源的分布情况（Bourdieu, 1994a: 25 ）,而这些资源决定

了在城市等级制中不同层次上的生活机会；社会空间也帮助我们探

索城市的符号结构、社会结构和物理结构之间的对应性——或者实

际上是脱节。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指出的，建成环境是社会空间中

正在进行的斗争的一种表现，这些斗争包括借助对人、机构、物质

商品和符号商品的地理分布来形塑和占有物理空间的斗争。

惯习被定义为社会性地构成的“感知、理解与行动图式”的

系统，这些图式“使我们能够进行实践知识的行动”，并在社会

世界中引导着我们（Bourdieu, 1997:200）。这一概念也推动我们

重新将能动者的身体体验纳入分析中——边缘性、种族化和监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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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身体的约束，就什么也不是，而这种身体约束最强烈地

体现于内在（intus et in cute ）。惯习概念有助于我们关注“通常由

情绪和痛苦所支配的心身行为”;人们通过这类行为来将社会条

件和社会限制内化，从而抹去制度的任意性，并接受制度的裁决

（Bourdieu, 1997: 205 ）o [23]

惯习概念邀请我们在经验层面来追溯（而不是简单地假设）

社会结构是如何被再转译为生活现实的，因为社会结构以行动与

表达的性情倾向的形式，沉淀在了社会化有机体中（Wacquant,

2016 ）o这些性情倾向常常会确证和复制，或者相反，会挑战和改

变那些产生了它们的制度，这取决于（1 ）它们是否随着时间的推

移因遵循社会化而具有内部连贯性，（2）它们是否具有外部一致

性，即与其所在环境的模式是相符还是相左。

此外，在这些不同层次之间，还存在一个逻辑蕴涵关系和一

条双向因果链（如图4所示）：符号权力通过向各个相关群体中的

能动者赋予权威和分配有效资源，从而在社会空间上留下自己的

印记。官僚场域通过设定能动者所拥有的各种资本形式之间兑换

130 的“汇率”，来确证或修正这种分配。换句话说，如果不把国家作

为一个分类和分层机构纳入我们的解释模型，我们就无法理解城

市等级制的组织方式，包括其是否被族群化，以及程度如何。

反过来，社会空间的结构在建成环境中变得客体化（想想相

互隔离的住宅区和城市各地区之间市政设施的差异化分布），并

身体化于认知、情感与意动范畴中。这些范畴引导着能动者的实

践策略，包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交圈中、在劳动力市场上，

以及在他们在跟公共机构（警察、社会福利办公室、住房管理部

门、卫生部门等）打交道时的实践策略，从而塑造了他们与国家

的主观关系（这是国家客观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果链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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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地回溯：惯习指引着人们在物理空间中的历程，推动那些

复证或改变社会空间结构的行动路线，而这些路线集成的网络反

过来会加强或挑战国家及其范畴化的边界、计划和优先级。

正是这种概念上的咬合联动，将我在《身体与灵魂》

[Wacquant, ( 2000 ) 2004, 2022 ] 一书中呈现的拳击民族志与《城市

放逐者》中的制度比较研究连接起来。在我看来，这两本书是对

边缘性的结构与体验这项统一研究的两个方面(如图3底部所示，

参见第160页),分别从两个截然相反但又互为补充的角度切入：

《身体与灵魂》从实用主义学者所青睐的“意义能动者M ( signifying
agent)的角度，提供了一项关于贫民窟之中的身体技艺的肉体人

类学，构成了一种嵌入内部视角和自下而上视角所见日常生活片

段的现象学横截面；《城市放逐者》则呈现了关于贫民窟的分析性

与比较性宏观社会学，从外部视角来自上而下地建构了贫民窟所

框定的生活世界。

我将这些理念作为众多理论工具来加工概念，以帮助我发现

城市边缘性的新形式，并识别那些用于在上游生产边缘性、在下

游处理边缘性的国家活动，从而评估社会不安定扩散的时代中二

元化大都市内新兴的不平等载体(参见图5)。因此，正如前一章

所述，在《城市放逐者》中，我基于社会空间的概念来引入贫民

窟/超贫民窟/反贫民窟的三要素,并剖析不断变化的社会空间集

群，而这些社会空间集群容纳了陷于后工业城市中地点阶梯底部

的被剥夺与被贬损人群(Wacquant, 2008a, 2010b, 2015 )o

举例来说，贫民窟是一个两面性的族群性(族群宗教、族群

种族)控制制度，利用物理空间来限制社会空间中的交往，从而维

持被锁定于经济榨取与符号从属关系中的两大人群之间的地位秩

序。它将四个组成部分联结起来——污名、约束、空间限制和制度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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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从而使被污名化范畴在城市劳动分工中实现结构性整合的同

时，杜绝由两性亲密关系和随之产生的名誉外泄所激活与代表的社

会性整合。因此，贫民窟是诸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城邦里的基督

徒、美国福特制工业化大都市里的白人等支配者所挥舞的一把利

剑，用来截断犹太人、黑人等被支配者的生存机会。但贫民窟也是

被支配者的一面盾牌，因为它给了他们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使他

们可以在其内部实现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

而这正是反抗其身份毁谤所需要的。可以说，贫民窟是符号空间、

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在城市中相互联结的一个复杂而动态的案例。

种族=公民重罪

惯习

图5三部曲中发展的主要概念

种族
(族群性)

阶级
(市场)

负面社会正义论
司法公民身份
刑罚分割

展现主权

自由主义家长制

“监狱福利”

惩罚性抑制

符号权力

国家

官僚场域

社会空间

城市
贫民窟超贫'民窟反贫民窟

*

地域污名化

超监禁发达边缘性

正如各位在上一章里看到的，我将布迪厄［Bourdieu, ( 1982 )

1991 ］的符号权力理论与戈夫曼(Goffinan, 1963 )关于污名的微

观形式社会学结合起来，创造了地域污名化的概念，揭示了对贬

逐街区的毁谤如何通过调解在相互交织的多重层面上运作的认知

机制，来影响其中居民的主体性和社会关系，并影响那些形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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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国家政策。接下来，根据加斯东•巴什拉的认识论和马克

斯•韦伯的方法论，我将对发达边缘性这一新兴制度进行理想类

型式的特征刻画，为跨国比较提供一个精确的分析网格(发达边

缘性这一命名，源自其不是残余的、周期性的或过渡性的，而是

与当代政治经济中的最发达部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与资

本的金融化有机联系在一起)。这一制度的两个显著特征，在物质 132

方面是一种导致持久社会不安定的雇佣劳动碎片化，在符号方面

则是地域污名(Wacquant, 2015)。该制度的其他属性还有城市腹地

的丧失。这里的城市腹地是指在面对困境时可以撤退和重组群体

的援助与团结之地，例如美国的共同体贫民窟和欧洲的传统工人

阶级地区，这二者都有内生制度的密集网络。

在《惩罚穷人》及其延伸出的一系列论文(Wacquant, 2010c,
2010d, 2012b)中，我借助与“社会福利”的概念类比，阐述了监

狱福利的观念，以指代那些致力于通过激活国家的司法部门而非

社会服务和人文关怀部门来解决城市弊病的政策网格，包括涵盖

广泛的范畴、官僚机构、行动项目和合法性话语。”4]我认为，惩

罚性抑制(punitive containment )是一种治理大都市中边缘化群体

的通用技术，其形式可以是分配到受剥夺地区，也可以是与被边

缘化群体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刑罚回路(警察、法院、看守所、监

狱，以及其组织触角：缓刑、假释、刑事司法数据库等)的无休

止循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贬逐街区和监禁机构之间的渗

透关系不是美国特有的，而是刑罚国家在城市物理空间上的物质

性与符号性印刻的一般性特征。O]

目前，有一种政策设计正在逐渐崛起，通过规训式的“工作

福利”与消除式的“监狱福利”而对穷人施加双重管制。我将其

描述为自由主义家长制(liberal-paternalist ),因为它在阶级结构

的顶端对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实行自由放任主义，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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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端，当涉及遏制由社会不安定正常化与不平等加剧所产生的社

会动荡时，却成了干预式和监禁式的。这种精巧设计涉及一种半

人马国家的建立，它在阶级和地点的尺度两端呈现出截然不同的

133 形象，违背了所有公民都应得到同等对待的基本民主准则。其中

的统治者则将“打击犯罪的战争”(其实这并不是一场战争)用作

一种官僚剧场，用以重申他们的权威，并在国家的“主权”受到

严重侵蚀之际，展现国家“主权"(staging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 ) ——这些侵蚀来自超脱约束的资本流动和司法一经济一体化

组成的超越国家的政治集团。”6]

半人马国家将自由主义的脑袋安放在一个惩罚性的身体上,

部署了密集的司法监视和抓捕，并在阶级结构和街区等级中贴上

了不同的标签。⑵]换句话说，半人马国家实现了物理空间和社

会空间中的刑罚分割(penal segmentation ),其方式是划出一条清

晰的区分边界，一边是居住在城镇“正确的一边”、值得关怀的

守法公民，他们有权享有公民荣誉和公共利益，另一边则是背负

着司法制裁的污名、不值得同情的不轨之徒，他们集中在遗弃区

并被理所当然地剥夺了那些福利。不同街区之间的差异化警务是

这种分割的直接体现，正如超贫民窟中秩序维持部队和年轻黑人

之间持续不断的摩擦接触所证明的那样(Weitzer, 2000; Rios, 2011;

Lugalia-Hollon and Cooper, 2018 )o 此外，这种刑罚分割在非洲

裔美国人中也在起作用。对他们而言，卷入刑事司法体系已经成

为一个阶级标记，将受教育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区分开来；前

者受到监禁的客观概率在过去30年里在下降，而后者，尤其是来

自不稳定无产阶级(且没有高中学历)的男性，其中有70%的人

会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阶段里服刑(Western, 2006 )。[29]

134 在新自由主义刑罚性之下，刑事制裁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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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障碍与权利限制(包括就业、住房、亲权、投票等方面)得

以延伸，截断了曾卷入司法体系中的人在完成服刑之后的公民身

份。这很普遍，甚至人们可以将之视为一种司法公民身份(judicial
citizenship )的体现，与T. H.马歇尔(T. H. Marshall )在《公民身

份与社会阶级》(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1950 ) 一书所述公民身

份中的公民层面、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组成部分紧密相连。在

那本书中，马歇尔将公民身份定义为“一个共同体中的每一位完

全成员(fùll member)都被赋予的一种身份状态(status) ”，并

强调公民身份可以抵消阶级不平等。司法公民身份是自相矛盾且

不合常理的，因为它所表达的不是平等，而是劣等；它没有赋予

新的权利和便利，而是将之从违反法律的人身上移除，进而在运

作过程中确证并加深了不平等。在美国，刑事司法记录就像一

本“负面护照”，列有逮捕、起诉和司法处理(但充满了差错和偏

见)，由政府以及服务于警察、治安官、法院和惩戒登记处的私营

公司提供给雇主、房东、第三部门组织和公民个人。这种司法护

照剥夺了其持有者在公民共同体中的完全成员身份，并限制其进

入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某些区域。

给性犯罪者套上社会空间的缰绳

在美国，刑事制裁带来的拓扑学截断的突发形式，是根据

各式各样的“梅根法"(Megan's Law)①而对性犯罪前科犯的行

①“梅根法”要求美国政府当局向公众提供有关性犯罪者的信息。1994年，一

名7岁的美国女孩梅根•坎卡(Megan Kanka)被住在她家附近的一名性

犯罪分子绑架并奸杀。作为对此恶性事件的回应，1996年5月，美国总统

签署了 “梅根法”，要求各州自行决定提供哪些信息以及如何传播这些信

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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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为、职业、社交和居住方面施加严格限制和义务要求。这些法律

规定，政府当局有义务在性犯罪者服刑完成后登记并公布他们的

身份和住所。这类法律禁止性犯罪者从事与儿童有接触的活动和

职业，无论他们的罪行是否涉及儿童；这些法律禁止性犯罪者住

在靠近学校、公园和公交沿线的地方，以及公共图书馆、健身房

等各种可能涉及儿童的机构附近。这实际上是在禁止他们进入整

个城市，迫使他们居住在“社会解组最严重的社区”中，如工业

区中的“性犯罪者汽车旅馆”和无家可归者营地，或者“缺乏就

业、治疗和交通选项的农村社区,，( Tewksbury, 2011: 346 )o

200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选民以70%的多数票通过了

“杰西卡法"(Jessica's Law,即83号提案)①，禁止有性犯罪前

科的人居住在距离学校和公园2000英尺(1英尺约等于0.3米)

的范围内[对于高危性犯罪者，该距离增加至2640英尺或半英

里(1英里约等于1609米)],以此建立“无捕食者区域”。该

法案很快成为全国典范，有46个州通过了类似的法案。加利福

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该法案违宪，因为这一法案在许多案例中

实际上是在将性犯罪者从整个郡中驱逐出去；但最高法院允许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应用该法(Zucker, 2014 )o其结果是，加

利福尼亚惩教署(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不得不花

费数千万美元租用汽车旅馆，以安置在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合

法住所的数千名性犯罪者。此外，法律还要求更严重的性犯罪

者在假释期间佩戴GPS脚踝监控器，有些人甚至要终身佩戴。

①“杰西卡法”旨在防止儿童性侵犯出狱后再度犯儿童性侵罪，主要措施包括

大幅增加刑期和加强出狱后的社区监督。2005年2月，美国佛罗里达州一

个名叫杰西卡•伦斯福德(Jessica Lunsford)的9岁女孩遭受一名有性犯

罪前科的邻居性侵并杀害，该法案即对此恶性事件的回应。——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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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西卡法”通过十年后，加利福尼亚州有整整四分之一的

性犯罪假释者无家可归，因此无法对他们进行严密监控。

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这类法律对公共安全并无明显益

处，甚至可能会滋生犯罪，因为其阻碍了假释者寻求治疗、保

持就业和其他履行假释义务的努力(Terry, 2011)。总之，这类

法案的目的是将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中的限制与符号空间中对

性侵犯的严厉污名结合起来。

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这一污名已经延伸到了网络空间，

并在那里永存。政府和私人运营商大量收集和汇总曾卷入违法

案件中的人的私人身份数据，并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在互联

网上，这些数据被充分挖掘、购买，与消费者数据重新打包并

由数据摘客出售，构成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中的一部

分。莎拉•埃斯特•拉格森(Sarah Esther Lageson, 2021: 26 )将

之称为“数字惩罚”，并认为其“不公平地污名化了已经被边缘

化和社会排斥的群体，并且他们又相对没有能力去诉说、补救

和解决数字犯罪记录”。

在《致命的共生》一书中，我提议用超监禁(hyperin­

carceration )这一更为精炼的概念来取代“大众监禁”(mass

incarceration )这一极具诱惑力却产生误导的概念。“大众监禁”概

念框定和限制了美国有关监狱和社会的公共辩论与科学讨论(我

自己在2006年之前的出版物中也轻率地使用了这一概念)，而提

出以“超监禁”替代之，是为了强调刑罚化的极度选择性。这种

选择性存在于阶级位置(社会空间)、族群身份或公民身份(符号

空间)、居住地(物理空间)方面，是一种本质性特征，而不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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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惩罚性管理政策的偶然属性(Wacquant, 2012b: 218—219 )o

一个思想实验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果严厉的刑罚政策不带歧视

地将中上层阶级公民及其后代一网打尽，那么这些政策就会引发

强大选民群体的强烈反对，进而会被彻底终止。事实上，中上层

136 阶级选民，包括非洲裔美国人在内，强烈呼吁这样的政策，正

是因为它们针对的是在“内城”肆虐的道德败坏的“底层阶级”

(Wacquant, 2022a )o

埃米尔•涂尔干在一个多世纪前的《社会分工论｝[De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 1893 ) 2007 ]中断言，惩罚是国家的团结

与核心政治能力的直接指标，而除此之外，我认为惩罚还是公共

贬损的典范，是对个人道德或行为的制裁，因而也是对公民“缺

陷”的制裁。因此，我将刑罚性定性为负面社会正义论(negative

sociodicy )的操作化：刑事司法通过其日常运作，而非其揭露和平

息的丑闻(Garapon and Salas, 2006 ),给那些处于社会阶梯底层的

不稳定无产阶级的不幸生产出制度上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与正

面社会正义论(positive sociodicy )相呼应，即精英大学的凭证是

基于同一社会阶梯中处于顶尖的学业“优绩”而分配的，并由此

实现了支配者的好运(Bourdieu, 1989a)o [30]

刑事制裁及其在司法档案或"RAP表”(record of arrest and

prosecution,逮捕和起诉记录；在法国为casier judiciaire,在德国为

Führungszeugnis,在意大利 为 Jèdinapenale,在荷兰 为 strqfblad,在

西班牙为certificado de antécédentes penales... )中的官方记录以

“负面学位” (inverted degrees )的方式运作：这些记录公开证实被

记录者的个体无价值，并引发了对他们生活机会的日常削减一一

这从几乎每个发达国家对“前科犯”的社会关系与婚姻关系、住

房选择、就业机会和收入的截断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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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族化和刑罚化之间建构“作为公民重罪的种族” (race as civic

felony )( Wacquant, 2005b )这一概念，就足以发现二者的深层亲缘

关系，即二者都需要对社会存在进行截断，并且这种截断是由最

高符号机构批准的。这种关系远远超过相似性或亲和性，哪怕是

韦伯笔下的“选择性亲和”。种族范畴化和司法制裁生产出国家被

放逐者(state outcasts ),而当这两者结合得更加紧密的时候，被放

逐者就会被进一步削弱。

可以说，惩罚不仅仅是犯罪与越轨研究中的一个主题，也是

关于国家、城市以及群体形成理论的社会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篇

章。刑事制裁是一种公共贬损(public dishonor )o这就是它与族群

性的联系所在：作为被否定的族群性的“种族”也是一种公共贬

损形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任何地方的惩罚都是针对贫困且被污

名化的人群一一而这是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唯物主义惩罚

理论无法把握的一个维度。

作为核心城市制度的看守所 137

最广义的城市研究者都还没有注意到，在国家、剥夺和贬损

三者相交的路口，有一个关键的城市机构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就是看守所。⑶］看守所坐落在城市的中心附近，被围墙围成一

个飞地，由一个类似于军队但在运转中又善变无常的组织来严格

管理，以法而治的同时也以武力而治，合法但过度；看守所从外

界无法看透，却被其周围社会中的区分和张力所穿透。看守所的

任务是控制不在正确地点的身体(holding bodies out of place )①------ 

① 英语短语"out of place”常用于表示“不适当、不协调”等意思，因此这

里的“holding bodies out of place"除了文中所用的字面意义之外，也有

“控制不合时宜的身体”的意思。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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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指字面上的意思：它最主要的对象群体是在社会上被分隔

（在社会空间中缺乏联系）以及文化上被贬损（在符号空间中被负

面标示）的城市居民，这就要求将他们抓捕并限制在一个独特的

物理空间中。〔32〕

坦率地讲，即使在犯罪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对看守所最多

也只有微弱的兴趣。研究监禁的犯罪学学者几乎总是把重点放在

监狱上，有时甚至把监狱和看守所混为一谈，尽管二者在结构、

功能和构成上存在差异（Tumey and Conner, 2019 ）o [33]总的来说,

看守所（被警方抓捕的人等待案件处理结果的地方，或短期服刑

的人被关押的地方）每年受理大约1000万个身体，是监狱（用于

关押刑期超过一年的罪犯）受理人数的20倍。被扣押在看守所的

138 人在里面停留的时间很短（平均为26天，而监狱中罪犯的平均关

押时间为2.7年），而且经常在一年或几年内多次进出看守所（这

些人被称为“常客”）。相对而言，看守所扰乱了围墙内外更多人

的生活——26天的监禁可能看起来不多，但足以让一个人失去工

作、住房和车辆，更不用说失去个人尊严和其在周遭环境中的社

会名誉了。并且，由于人员的高流动率，在看守所里开展有效的

教育、职业培训或戒毒和康复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最近，关于该制度的唯一一部英文专著都还是社会学

家约翰•欧文（John Irwin）借鉴戈夫曼的学说而对旧金山拘留

所（lockups ）展开的研究，即《看守所：管理美国社会中的底层

阶级》（The Jail: Managing the Underclass in American Society, 1985 ）o

这已经是大约40年前的作品了。最近，人类学家兼医学博士卡罗

琳,苏夫林（Carolyn Sufrin ）针对女性在押人员的医疗保健供给

情况进行了一项深入的研究，并将标题巧妙地命名为《看守所保

健X Jailcare, 2017 ）o社会学家迈克尔•沃克（Michael Walker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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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在加利福尼亚州监狱居住的六个月期间进行的直接观察和有

机访谈，撰写出令人惊叹的肉体民族志作品《无限期XIndefinite,

2022 )o该书填补了一大空白，但仍然是证明上述规则的例外。W

令人深思的是，正是公共卫生专家对看守所进行了孜孜不倦

的研究，表明了看守所中人群及其制度本身的病理性特征，正如

对自杀、遭受暴力、精神疾病、肺结核、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

病，以及最近新加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和扩散的相关调查

所记录的那样。然而，看守所是城市的基层制度。城市推出这一

制度来试图遏制各种各样的社会与道德混乱、人类的绝望和遗弃，

以及在阶级与地点等级阶梯底层肆虐滋生的暴力；而这些内容是

城市的其他公共服务，如关于贫民救济、福利、住房、教育、家

庭援助、儿童保护和医疗保健等方面服务，都没办法或不愿意处

理的(LeBlanc, 2003; Bourgois and Schonberg, 2009; Wacquant, 2009a;

Paulle, 2013; Geller and Franklin, 2014; Raudenbush, 2020; Lara-Millan,

2021; Paik, 2021 )o

事实证明，看守所的对象群体几乎完全是由不稳定无产阶级成

员构成的；他们反复地进出于刑罚国家的股掌之间。［⑶在世纪之

交，美国的看守所在押人员中有60%是黑人和西班牙裔，在被捕 139

时有全职工作的人不到一半；有一半的人高中未毕业，三分之二的

人来自生活在贫困线一半以下的家庭。看守所在押人员的物质匮乏

与他们的社会剥夺是相称的：只有16%的人结婚了,只有40%的

人是在父母双方的陪伴下长大的，而有近一半的人生活在领取福利

救济的家庭中，并且有多达56%的人曾有一名核心家庭成员被关

押过。此夕卜，吸毒者、酗酒者、精神病患者、体弱多病者和无家可

归者在看守所在押人员中所占比例显著过高，甚至构成了看守所中

人口的绝大多数。考虑到这种边缘性的情况，有59%的看守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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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人员以前曾被监禁过，另有14%的人处于缓刑期间，而只四分

之一的人是“新鱼”(fresh fish )①，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街头警务相结合的看守所，是针对城市边缘性，亦即针

对各种形式的资本最大程度地遭受剥夺的情形而实施惩罚性抑制

的首选方案，却一直被城市学者忽视。乃6］看守所通过一种渗透

关系与贬逐街区联系起来：绝大多数被关押者来自大都市的遗弃

区一一而且往往来自其中的同几处街区，并在释放后又回到那里，

最终便一次又一次地被卷入看守所和监狱的漩涡当中。因此，尽

管美国的犯罪率在过去十多年里先是保持稳定，然后大幅下降,

但美国的看守所在押人数在1975年到2005年间增长了四倍，达

到将近80万人(几乎是整个欧盟看守所和监狱加起来的在押人数

的两倍)。这一数字在2008年左右达到顶峰，一年中有1100万人

通过看守所的大门，令人震惊。⑶］

看守所是一个存在双重悖论的城市制度。第一个悖论在

于，看守所集中并容纳了所有亵渎和威胁公民文明与城市性的事

物。〔％］它吸收并消除了城市中心的反城市主义，将那些以社会垃

圾的形态而遍布街头的问题群体扫入刑罚的地毯之下——想想便

14。 知，在发达社会的各大城市中，无家可归者常常受到监禁的原因

无非是地方政府当局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建造低租金住房(Métraux
and Culhane, 2006; Herring et al., 2015; Gowan, 2022 )o

看守所促进了平和、多样化且密集的关系的繁荣发展，将大

都市的差异、世俗和匿名性特征交织在一起，其方式正是根除和

放逐危害这些关系的人。这些人都是谁？他们是惯常行为(即惯

习)与他人太不和谐因而无法适应城市生活肌理的城市居民，是

①“fresh fish”是美国俚语，指新囚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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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缺乏资本（即在社会空间中处于根深蒂固的边缘位置）因而

无法正常进行大都市日常社会交往的城市居民，也是被证明无法

将人们认为存在道德冒犯和身体威胁的行为控制在他们自己的保

留地（用以保证他们不会溢出到其他物理空间）限制范围之内的

城市居民。⑶］简而言之，看守所通过把那些扰乱城市的符号秩序、

社会秩序和物理秩序的人关押起来，来恢复常态。

第二个悖论在于，看守所破坏了城市性，因为它激发、巩固

甚至强化了那些反城市的行为、性情倾向和边缘性地位，而它的

任务其实是抑制或扭转这些行为、性情倾向和边缘性地位。被看

守所关押的经历是对城市性的正面攻击；它将社会解体、官僚毁

谤、文化羞辱和生物退化组合成一种有毒的混合物，其只会破坏

被关押者的尊严感。可见，看守所积极地促进了那些被视为明显

反城市的状况的（再）生产，并帮助固化了承载这些状况的人群。

关于看守所，社会学研究大师约翰•欧文（Irwin, 1985: 85 ）曾一

针见血地指出：

看守所是用于控制下层乌合之众的社会制度，它同时也

支撑和维持着下层乌合之众。对于这些人来说，看守所是一

个聚会所，一个他们找到新朋友和重新联系老朋友的地方；

这些朋友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兴趣。看守所还是一个疗养

中心，他们中生病和疲惫的人可以在这里休息、治疗，并为

自己再次到外面生活做好准备。在看守所，他们当中那些已

经回归常规生活方式的人被调整定向，再次进入了下层乌合

之众的生活中；在看守所，已经处于社会边缘生活的人接触

到了乌合之众的生活，并开始准备过乌合之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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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看守所是城市力量和反城市力量的双向具体化,

这使之成为城市制度机器中的一个核心齿轮。除此之外，由于物

质方面和符号方面上相互强化的原因，［40］几乎总是远离城市的监

141 狱同样是一种城市制度：虽然它们可能位于偏远的农村地区，但

它们的对象群体绝大多数来自城市(Eason, 2012; Stoiy, 2016 )o监

狱的内部社会等级制被内城街区中的分类秩序与分层秩序所扭曲，

而内城街区是由街头帮派和种族帮派的规矩主导的(Hunt et al.,

1993 )；监狱中的违禁品经济是超贫民窟街头经济的延伸(其中的

贵重物品包括毒品、性、手机)；监狱中的文化秩序是城市特有的

街头文化和犯罪文化的混合体(Mitchell et al., 2017; Lopez-Aguado,

2018 )o 一连串的来者通常会由城市出发，经历汽车的长途跋涉

之后被带入监狱的围墙内，他们也带来或加剧了大都市病，包括

毒品、卖淫、贫困和暴力，并使之在这个监狱小镇上复兴(Adler,
1995；但也参见Eason, 2017 )o ［41］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符号空

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是如何脱节的：一个社会与文化层面的

城市制度，被赋予了消除反城市要素的责任，并从根本上被“出

口”到农村地理当中。也就是说，监狱作为国家右手的核心机构，

是大都市在农村的政治卫星。

通过看守所和监狱而对种族化的贫困进行的惩罚性抑制，转

化成了对贬逐街区的超刑罚化(hyperpenalization ),从而使贫民窟

的残余基本上被吸收到了监禁之网中。在历史悠久的芝加哥西区，

北劳恩岱尔(North Lawndale )街区在2000年有4.2万人口，其中

有87%是黑人，有45%来自贫困线以下的家庭。/I该街区中的

25800名成年人中，女性占到了惊人的59% ( 1990年为54% ),原

因是该街区中有9900名男性正在伊利诺伊州偏远南部的监狱中服

142 刑，那他们被刑罚性加速驱逐。这一年，警方逮捕了 17100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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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83%为男性)，相当于每1.5名成年居民中就有一人被捕；

其中有31%因毒品相关犯罪被捕，20%因殴打他人被捕，12%因

盗窃被捕。总共有6600名居民被判有罪，其中有2500人被判处

平均为3.5年的有期徒刑，4000人被判处缓刑(都是针对刑事犯

罪),另外1300人被移交至社会服务部(Social Service Department )

接受轻罪监管。在这一年里，接受刑事司法监管的新增人数总计

为7800人，几乎相当于当年该地成年居民人数的三分之一。再加

上以前有过刑事犯罪的人，保守估计北劳恩岱尔80%以上的成年

男性过去或现在都卷入了定罪审判。并且，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

嵌入亲属、朋友和邻居的网络中的，所以这些网络成员即使没有

卷入刑事司法机器，也与刑事司法机器有着相似的关联。S】

超刑罚化使其打击的群体和地域长期处于结构不稳定和生计

动荡的状态当中(Wacquant, 2001a; Clear, 2007; Western, 2018; Miller,

2021 ),助长了监禁制度本应遏制的经济不稳定和犯罪参与。这意

味着，我们如果不把警察、看守所、法院、监狱、缓刑和假释置

于研究的中心，就不可能把握两极化城市中的社会不平等和边缘

性一一无论在什么意义上讲，这都是城市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

作为通往监禁群岛的入口，看守所不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机构，而

是刑罚国家的核心成分之一，而刑罚国家是形塑城市的符号结构、

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首要制度。在符号空间中，刑事惩罚划出

一条清晰的界线，将令人厌恶的有罪“底层阶级”与道德良好的

“工薪家庭”区分开来，从而为界定公民身份提供基础。在社会

空间中，刑罚化扭曲并截断了涉案人员的职业关系、婚姻关系和

社会关系。在物理空间中，看守所、监狱及其延伸内容好像成了

“社区机构” 一样，位于城市边缘性的受贬损堡垒中，而这些地区

则是贫困刑罚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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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应用于探索新自由主义大都市中边缘

性、族群性和刑罚性的三角关联，证明我们需要超越无国家的城

市社会学。这种社会学在研究城市结构的时候，就好像城市结构

143 是由早期芝加哥学派所钟爱的某种生物过程产生的，或者是由城

市经济学家所青睐的市场无目的力量产生的。同样，对布迪厄三

元辩证法的应用也彰显了将国家设想为一个分类和分层机构所带

来的丰硕成果。这种机构通过对人进行分类、标记和命名，以及

在各群体之间分配或取缔资源，来形塑主体性（惯习），也形塑资

本（社会空间）和地点（建成环境）的分布。

关于并行性

如果我在书中本应详尽说明的地方只是间接提及，或者有相

反的情况，那我要向读者道歉。但为了在本章的范围内涵盖我的

主题，我不得不简化我的论证并精简我的论点。尽管如此，我希

望关于分析性制图术的这些基本原理能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三

本探讨边缘性、族群性和刑罚性之间三角关联的书，特别是将这

三本书联系起来理解。许多针对其中某本书的批评可以在另外两

本书中找到答案；某本书中的大量留白或沉默，也都是在三本书

之间的分工选择的结果。每本书中所取得的经验进展及其提出的

概念创新都直接依赖于其他两本书所作的工作。举个例子：如果

我没有在符号权力概念的指导下先将地域污名化作为发达边缘性

的一种独特属性来加以理论化，并进而发现超贫民窟和监狱之间

在功能和结构上的对应性，我就不会察觉到刑罚化和种族化作为

国家污名的同类形式之间的隐秘联系。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在1990年前后，我并不是抱着写三部曲

的宏伟计划而坐在书桌前的。正是我无计划地开展的调研及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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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经验层面的进展(和反复的退却),还有其中浮现(或消失)

的理论问题，多年来将我从阶级一族群性一国家这个三角形的一

个顶点带向另一个顶点。此外，正是一些未曾预见却关乎生存的

联系，推动着我游走于将其中某两个顶点联系起来的边上。

一开始，当我来到芝加哥攻读博士学位时，芝加哥南区如月

球一般荒凉的景象从我住处门口延展开来。面对南区遗迹中可怕

的城市疮痍和人道荒芜，我同时经历了情感和理智上的震惊。这

种震惊促使我走进了拳击馆，并将之视为一个观察站，开始在那

里思考美国大都市中“种族和阶级”的耦合问题；这种震惊也促

使我着手从头开始重新建构贫民窟的概念，而这与普遍存在于美

国全国社会学界中对该主题的远距离观察和高空凝视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Wacquant, 2022a: 10—15)。针对法国工人阶级地区所谓 144

“贫民窟化”的恐慌话语的骤增及其随后在欧洲的扩散，我通过添

加一条比较中轴来丰富我的历史视角。这种比较突出了国家在大

都市边缘性生产中的角色；这一角色在大西洋两岸都至关重要，

但又互不相同。然后，在拳击手技艺的吸引下，我写下了我拳击

馆伙伴的生活故事，并发现他们几乎都曾有一段时间身陷囹圄。

所以，如果我想描绘出对他们开放的社会可能性空间——或者对

他们关闭的社会可能性空间，依具体情况而定一一我必然要将监

禁制度纳入我的社会学研究视野中。

就在那时，我意识到，美国刑罚系统自1973年以来的爆炸

式增长，与公共援助在20世纪90年代有组织的萎缩及其再次向

不稳定就业跳板的规训化转型，是完全相伴共生的，也是相辅相

成的。随后，我回顾了有关16世纪晚期监狱发明的历史，尤其是

彼得•斯皮伦伯格(Pieter Spierenburg, 1991 )的著作----他的著

作纠正了关于刑罚历史的常见年表，以及布罗尼斯拉夫•盖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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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Bronislaw Geremek, ( 1978 ) 1987］关于社会对乞丐和流浪者的

对待方式之巨大变化的描述。对这些历史的回顾证实了贫困救济

和刑罚监禁自其起源以来就存在有机的联系，而这为关于这二者

在21世纪发挥功能互补性的经验直觉提供了结构性基础。此外,

盖雷梅克(Geremek )在《惩罚还是怜悯》［Potence ou la pitié,

1978,英文可以翻译为“Punishment or Pity”，而非索然无味的该书

英文版书名《贫困：一段历史X Poverty: A History )］ 一书中表

明，针对城市贫困联合使用刑事制裁和福利救济的创新之举，汇

聚于将空间用作社会控制与符号控制的手段：这一新兴贫困政策

的“隐性设计”在于“通过创造将乞丐隔离起来的贫困飞地，来

将他们从城市的街道上清除出去。排斥原则是贫民窟现象的根源;

贫民窟是被放逐者的贬逐之地” ［Geremek, ( 1978 ) 1987: 271 ］。

与此同时，在《贫困监狱X Les Prisons de la misère, 1999,英

文修订及增订版参见Prisons of Poverty, 2009b ), 一书中，我描绘了

“零容忍”这一警务技艺与修辞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我指出，“零

容忍”是两极化城市中贫穷刑罚化的先锋，是在非技术工作的不

稳定化、社会福利转变为劳动福利之后推进的；总之，“零容忍”

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和拉丁美洲都构成了新自由主义利维坦

国家建设的一部分(Wacquant, 1999, 2009b, 2010e )o拉丁美洲的案

例尤其具有启发性，因为它非常清晰地揭示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智

库所发挥的关键角色：这些智库在整个拉美大陆宣传，其内容先

145 是放松经济管制，然后是摆脱社会安全网，最后是在刑罚方面施

以“重拳"(man。dura )①。随着监禁在整个拉美大陆的膨胀，这些

① Mano Dura (西班牙语，意为“强硬的手、重拳”)是萨尔瓦多政府为应对

帮派暴力问题、严厉打击犯罪而制定的一套强硬政策，首次推出于2003
年。作者在此行文中借用了这项政策的名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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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给贫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导致了难以预测的、极端暴力

的、离奇超负荷的刑罚国家的增长一一即使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实

现现代化(Hathazy and Müller, 2016; Fonseca, 2018 )o t44］我曾在拉

丁美洲旅行和开讲座，并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里研究刑罚

性和边缘性的顶尖学者建立联系，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鼓舞了我，

促使我将目光和思路延伸到美国之外。

在每一个阶段上，族群种族区分都起到了催化剂或增倍器的

作用。它分割了工人群体并使之相互对立，从而加剧了雇佣劳动

的碎片化。它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削减和刑罚机器的部署，因为当

福利接受者和罪犯被视为公民的“局外人”、先天即有污点并且无

可救药的人，被视为在各方面都与“成熟的”公民相对立时［这

里引用Elias and Scotson, ( 1965 ) 1994中青睐的二分法］,针对他们

的政策就更容易得到强化。族群种族区分还将黑人不稳定无产阶

级限制并压缩在超贫民窟的贫瘠土地上，使符号空间、社会空间

和物理空间上的隔离完美地对齐一致。但是最重要的是，种族烙

印在本质上与刑事惩罚是相似的：这二者是国家贬损的一对娈生

表现。所以，在从未如此打算的情况下，我已经开始实践一种异

乎寻常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是诡异的)政治权力社会学，因为最

后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国家作为物质性与符号性机构的问题，进

而不得不被拖入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刑罚性对新自由主义之

出现的促成作用等方面的理论性与比较性辩论。［45］

决定城市不稳定无产阶级命运的“致命三角”是一种事后模

型，是在本章之前所回顾的调研进展中逐渐形成的。这解释了为

什么综合这些内容的三本书出版得很晚(从数据获取阶段算起，

平均滞后了近十年)，并且顺序也不对：我不得不重新思考相关内 146

容，并重写了好几次，以便更好地在将这些内容分开的同时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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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联系起来。我也希望这种分析性的配置能给其中每本书带来更

充分的力量和分量。

还需要强调的是，我提出的大多数概念和理论，都源自我同

时作为一个人和一名研究者而陷入的具体情境中获得的部分灵感,

以及其中必然存在的一些局限。社会科学家是有血有肉的社会存

在，就跟他们所研究的人一样；但他们的技艺赋予了他们一种独

特的能力，使之既能捕捉、又能超越自身的生活经验，从而将其

转变为面向社会学知识生产的实验（Wacquant, 2022b ）o作为芝加

哥大学的一名博士生，我曾经就住在伍德劳恩（Woodlawn）①的边

缘。对我来说，城市的疮痍、物质的匮乏、国家的遗弃和种族的

恐惧等日常现实构成了关乎生存的深刻担忧，于是我便对贫民窟

的形成及其命运感到困惑，然后着迷于此。

我之所以转向监狱，并寻求一个可行的视角来将其与城市

边缘性联系起来，源于我与刑罚国家的直接接触：它对我在拳击

馆里拳友的生活产生了影响。我的拳击场兄弟阿山特（Ashante）
在“格雷巴旅馆”②里待了 7年（他因持械抢劫而被判处12年有

期徒刑）。在那里面，他获得了普通高中同等学历证书（General

Equivalent Diploma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打拳击，这为

他出狱后离开黑帮提供了一条出路。后来，他的拳击事业一落千

丈，拳击馆也关门了，于是他又回到了街头经济，并发现自己又

陷入了刑罚制度的股掌。我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的次数多得我自

己都记不清了。我为他缴了保释金，还为他请了律师。我替他付

①伍德劳恩位于芝加哥南区，是一个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译者注

②"格雷巴旅馆"（英文：Greybar Hotel,或写作Graybar Hotel）在美国俚语

中是“监狱”的委婉说法，是用监狱里的“灰色栅栏”（grey bars）来代指

监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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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赔偿金，好让他从铁面无私的县检察官那里获得好的待遇。我

在他的雇主和房东面前为他作担保，并在其他方面努力减轻多年

监禁对他的负面影响(但都无济于事)o

本章邀请读者进行创生性和并行性的阅读，不是为了满足

打破学术惯例的美学乐趣，而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将经验和理论

层面的受益联系起来以充分吸收。因此，我将以下面这个分析

性的“内心呐喊( cri du coeur )作为结尾：研究城市边缘性的学

者、研究族群性的学者和研究刑罚性的学者，联合起来！你们失

去的只是智识的锁链！你们获得的将是整个关于科学发现的世界，

以及用以加入三者交汇点上激烈进行着的公共辩论的丰富实用

建议！

147

不稳定无产阶级、惩罚、政治：对批评意见的回应

本章的一个早期简短版本是《族群和种族研究＞(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14年10月，第37卷，第10期)期刊一次专题

讨论会的主题，会上有10位研究城市贫困、种族、监禁、法律、

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杰出学者对我的观点进行了拷问。当时，我刚

刚启动一个新的民族志研究项目，正被田野工作淹没，所以没找

到时间来回应。本章给了我回应的机会，从而回报这些学者的

慷慨精神。在这最后一节，我将尽力摒弃辩论的辩证法(eristic

dialectics ),即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笔下著名的

“永远保持正确的艺术"(art of always being right )①，并加倍努力澄

① 这里是指叔本华的作品 The Art of Being Right: 38 Ways to Win an Argument

(《保持正确的艺术：赢得争论的38种方法》)，这本书也曾以Eristic

Dialectic: The Art of Winning an Argument (《辩论的辩证法：赢得争论的艺

术》)为英文书名出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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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我的立场。

1,新自由主义和不稳定无产阶级。威廉•朱利叶斯•威尔

逊(William Julius Wilson, 2014)要求我澄清我所使用的两个核

心概念——新自由主义和不稳定无产阶级，并敦促我“给经验

研究者指出要如何检验［我的］论点”。在学术辩论和公共讨论

中，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词语。在对这一概念的批评者

中，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用于政治批判或意识形态滥用的肤浅术

语，另一些人认为它过于模糊和不成熟因而毫无价值，还有一些

人认为它是多余的或不适合于用来描述当前的经济形势。“6］我尝

试使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学构念，以指导人们探究工作、福

利、惩罚和政治在福特制一凯恩斯主义契约解体之后的共同转型

(Wacquant, 2009a: 304—314, 2012a, 2012b )o 对新自由主义的一个

简明定义是：一项调用国家来将市场法则印刻于公民身份之上的

统治阶级工程。下面我来解读一下其中的要素。

新自由主义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由企业领袖、政治

家、文化生产者精英(经济学家、法学家、智库专家、记者)和

高级公务员之间的松散联盟领导，致力于重塑国家，使之以竞争

效率、自由和个体责任的名义而在各个方面的政策领域(经济、

就业、福利、卫生、教育、住房等)中施行类市场机制。新自由

主义不是要削弱国家或使之退出，而是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的

底层区域中有选择性地加强和重新部署国家，以强制执行公民身

份的“义务”、克服对商品化的抵制，并在封闭低工资劳动者的替

代性选择的同时，遏制商品化引发的城市混乱。在这方面，我与

148 布迪厄(Bourdieu, 1998b )的观点有所不同。在布迪厄看来，新自

由主义的特点是国家在与高歌猛进的市场的正面交锋中逐渐退出

(rolling back )( “一场走向纯粹而完美的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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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而非劳动规训、社会监视、文化标记等组成强大国家的

新型装置的推出（rolling out ）。S事实上，相比于它的历史前身，

即曼彻斯特学派中的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国家

的增强，而非国家的削减。

我提出的理念型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技艺形式，其中

包含四个组成部分：（1）对劳动力市场的放松管制；（2）社会保

障的收缩，以及从保护性福利过渡到规训式福利；（3）刑罚政策

的扩张和美化，表现在警察、法院和监狱在贬逐街区之内及其周

围的强势部署；（4）将个体的优秀品质与责任转化为文化黏合剂，

以将上述三个要素结合起来并使其正当化。可见，新自由主义需

要同时削弱国家的左手和加强国家的右手，还需要后者对前者的

殖民化（例如，社会服务事业的任务成了努力发现并严厉制裁

"福利骗子"，参见 Gustafson, 2012; Dubois, 2021 ）o

该模型的核心易于操作化，只需建构社会援助和刑罚活动的

指标（预算、人员、总量和对象群体的构成）、追踪其对不同目标

人群的差异化影响，并研究它们在不同的行政辖区中［美国的县

和州、欧盟或经合组织（OECD）中的地区和国家］随时间的变

化，由此建立因果模型。布迪厄式概念的一大优点在于可以直接

适用于具体经验情况，包括国家从左手向右手的转型图式。

城市不稳定无产阶级是借助规训式的工作福利和消除式的监

禁福利而对边缘性进行双重管制的主要目标。讨论不稳定无产阶

级----- 个由不稳定（precarious）（意思是无保障的、不可靠的、

断断续续的）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 ）（马克思意义上的出卖劳动

力者）合并而成的词一一就是要把阶级带回来，并将重点放在阶

级的解体而非阶级的形成上。［48］这个词由意大利的劳工活动家在

20世纪80年代为谴责临时就业（contingent employment ）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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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创造，被称为“precariato” ；法国社会科学家在世纪之交对这一

词语进行了阐发，用以捕捉工作不安定与生活不安定之间日益扩

149 大的联系(Cingolani, 2006 );然后，到了 21世纪10年代，英国

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 )在他的国际畅销书《朝不

保夕的人》(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2011 )① 中普及

了这个词。自此以后，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慢慢传播开来。

当然，对于工薪阶层而言，劳动与生活的不稳定并不是一个

新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工业巩固与工人阶级形成的时代，这种现

象也曾泛滥和严重。但是，正是基于生产关系中的相同位置和自

豪的集体身份认同而动员起来去遏制这种不稳定性，使无产阶级

成为历史的推动者。新自由主义后工业主义的新特点则是，城市

贫民所遭受的苦难，与其说是源自贫困街区中的“无工作”［如威

尔逊(Wilson, 1996)所指出的］,不如说是源自工资低于贫困线

的大量临时工作、兼职工作、短期工作。除此之外，不稳定无产

阶级的苦难还在于，那些以不稳定无产阶级之名发声的人，没能

塑造出一种集体习语以供“亚就业者n ( subemployed ),失业者、

无家可归者和无证移民等构成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各种人群共享

(Wacquant, 2007 )o所以，与斯坦丁相反，我认为不稳定无产阶级

不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阶级，在政治舞台上为争取承认而展开

斗争；更不构成一个“危险阶级”。相反，他们是工人阶级中被不

稳定性所困扰的一个分群，而且是一个“胎死腹中的群体”，因自

身的异质性以及解体性的物质力量(雇佣劳动的碎片化、社会福

利的缩减)和符号力量(正面身份认同的缺失、地点污名的存在)

① 这里采用本书已有中文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的书名。按照字

面意思，该书书名也可直译为《不稳定无产阶级：新的危险阶级》。——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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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汇而长期无法形成阶级。最重要的是，工作和生活的不稳定

性既不是源自过去的遗留，也不是一种过渡性或周期性的现象，

而是用于将那些处于阶级结构底层的非技术劳动力组织起来的一

种持久的、常态化的方式，并且这个阶级结构正在从其基础开始

瓦解。简而言之，不稳定无产阶级是作为国家技艺的新自由主义

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产物。

2.分析层面的张力、功能主义、关系主义。安德烈亚斯•威

默(Andreas Wimmer, 2014 )正确地指出了我作品中处于功能主义

论证和历史论证之间、普遍分析和特定国家分析之间、必然性和

偶然性之间的三种“悬而未决的张力”。当一个人在处理“全局图

景”时，在持续努力地判断核心趋势或探索横跨于无数制度领域、

社会尺度和地理边界中的中枢现象时，这三种“悬而未决的张力”

是不可避免的。我甚至认为，这些张力是可取的，因为它们提供

了克服经验障碍并将传统上分离的研究领域联系起来所需的分析

性能量来源。与之相似，我们不需要在结构和能动之间做出本体

论或方法论意义上的选择，但我们仍然要意识到，必须从认识论

层面优先考虑结构映现(structural mapping ),因为有关位置空间的

知识使我们能够把握某个斗争领域中主角的性情倾向、策略和行

动，反之则不然。3〕

不过，这些张力也许并不像威默(Wimmer, 2014: 1721 )说得那

么强烈。首先，我不是“神秘化功能主义者，, ( ciypto-fiinctionalist ),

而是一个自豪的功能主义分析实践者。我跟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

家一样：递归式因果循环造就了我们所研究的社会形态的持续

存在，而追踪一个扩大化的制度关联中的不同元素是如何通过

这些因果循环相互联系起来的，则是社会学的一种惯用论证模

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实践着新默顿主义(neo-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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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tonians )( Merton, 1968 )o但是，我不提倡功能主义解释。正如

一个多世纪前，埃米尔•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X Rules of
the Sociological Method )中强调的那样，功能主义分析必须始终由

历史分析作补充：“当我们着手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我们必须分

别寻找产生该现象的效力因和该现象所实现的功能『'[Durkheim,
(1895 ) 1987: 188 ]"°]

简而言之，在《惩罚穷人》一书中，我指出刑罚国家的兴

起是两组斗争的结果。在权力场域之内，是经济资本、官僚资本

和政治资本的持有者之间进行的斗争；这些斗争使经济资本持有

者获益，导致经济管制放松和社会不安定蔓延。在国家自身的内

部，则是社会保护的支持者与针对两极化大都市中问题人群的惩

罚性规训之间的斗争(Wacquant, 2009a: 312—313 )o惩罚性抑制

的技艺产生于这些斗争的交汇之处，并在原初政策意图、官僚机

构的逐步调整和借用、政治上的试错以及选举中的逐利性等因

素的混合基础之上，呈现出一种粗暴的事后功能主义(post-hoc

functionality )。在《贫困监狱》(Wacquant, 2009b ) 一书中，我同样

将功能分析和策略分析结合起来，强调了智库、记者、政客和受

外界支配的学者的作用(他们的名字在书中都被点出)——这些

人是设计、包装、出口和进口 “零容忍”警务和各种“美国制造”

的刑罚秘方(强制性最低刑期、青年宵禁、“震慑性监禁”①等)的

关键人物。

我完全承认对城市边缘性实施惩罚性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制

151 度性功能失调和文化不稳定性；我自始至终都不遗余力地强调

①震慑性监禁(shock incarceration,也译为“休克监禁”)是为了威慑违法

者出现新的违法行为而在缓刑或者假释前后对其实行的短期监禁。通常用于

非暴力犯罪的初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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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国家的到来不是一种宿命” (Wacquant, 2001b ),不是20世纪

60年代黑人暴动的长期阴影中社会政治斗争和种族斗争的必然结

果。与此同时，我希望去为强大而简洁的分析模型辩护，其特点

是清晰、简约和明确的因果线。在确定了一个中轴趋势并勾勒出

一个强有力的结构功能核心之后，“突出相反倾向、其他潮流和新

出现的政治替代选择” (Wimmer, 2014: 1722 )会变得更加容易。

另一方面，迈克尔•道森(Michael Dawson, 2014 )对我论点

的回应呈现出过度压缩的危险：他对我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和作

为分类与分层原则的种族等概念表现出了一种根本上的误解。我

不明白我怎么会“低估了资本主义在塑造新自由主义方面的作用”

(Dawson, 2014: 1768 )o我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由一种独特类型的

国家推动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历史变体，是资本主义逻辑的一次转

折，是对20世纪里凯恩斯主义一福特制时期“嵌入式自由主义”

(embedded liberalism )①和各种共产主义政体这两场集体主义实验的

成就与危机的回应。

我也看不出，像道森提出的那样将结构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

Marxism )重新拾起来，对我们把握当前的政治经济转型有什么帮

助。回到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 1970 ) 2011 ］关于"镇

压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的枯燥二元划分及其在处理能动性和

主体性方面的内在无力［除了奇妙的“质询( interpellation )概念

①“嵌入式自由主义”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翰•鲁杰(JohnRuggie)于1982
年提出的概念，其特点是自由主义机制嵌入于一国之内合理的社会价值和社

会目标，表现为市场调节力量与社会福利供给的平衡发展。显然，这一概念

借鉴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嵌入性"(embeddedness)相关

学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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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将成为一种我们无法承受的概念倒退。⑶］与之相似，尼

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 1978 )会把我们带回一个机械

的和工具主义的国家观，将国家视为资本的勤恳仆人，而这会忽

略在社会空间中针对国家结构与政策展开的斗争，以及在官僚场

域之内、在左手和右手之间、在国家管理者和国家执行者之间展

开的斗争。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会将我们桎梏在威默合理哀叹的

那种功能主义解释之中。布迪厄则使我们能够从意识形态走向符

号权力、从机器走向场域、从统治阶级走向权力场域(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75一76、102—103、250一251 ;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3 ),而且不会回头。

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 2014a: 1761 ) 一针见血地

指出，“阶级分析、种族研究和犯罪学彼此孤立”，不仅“钝化了

152 我们的思维、缩小了我们的视野”，而且“助长了各个领域本来声

称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这种自我强加的分析性短视是从何而来

的？又该如何克服？对此，根据反身性原则，我们要诉诸美国学

术人(homo academicus americanus )①的社会学，在其大学和专业

的自然环境中来解释这种智识上的狭隘视野。一个世俗的原因在

于职业生涯结构：在一个专攻方向上投入了多年心血的学者是无

力承受在另一个专攻方向上自我学习提升的，因为这样的装备重

组通常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发表与出版会很少,

因而会错失晋升的机会。学院的院长在看着每一个人，并保持每

个人都在自己已被安排好的跑道上。

为什么我们很难将不同的社会学分支结合起来以在比较的尺

①作者在这里借用了布迪厄的著作《学术人》(Hom。Academicus)的标

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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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把握城市边缘性的结构、动态和经验？除了社会科学的学科

组织和专业组织方面原因之外，实体主义思维模式(substantialist

mode of thinking )的盛行也对科学对象的缜密构建构成了巨大障

碍，因为这种思维模式引导我们关注可以被感官直接感知并可

以被日常构念指代的具体实体。布迪厄(Bourdieu, 1994a: 53 )解

释说：

为什么我认为在社会学辞典中引入“社会空间”和“权

力场域”的概念是必要且正当的？首先，这是为了打破以实

体主义方式来思考社会世界的倾向。空间这一概念本身包含

着对社会世界进行关系性理解的原则。事实上，空间概念明

确了它所指代的每一个“现实”都存在于其构成要素的相互

外在性(mutual exteriority )中。表面上的、直接可见的存在，

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存在并维系于差异之中，并凭借差

异而存在和维系；也就是说，它们在一个关系性空间中占据

着相对位置。这种关系性空间虽然是不可见的，而且总是难

以在经验层面显现，却是最真实的实在[是经院哲学家所说

的“最实在的存在者( ens realissimum )],是个体和群体行

为的真实原则。

总之，我完全同意德斯蒙德(Desmond, 2014a: 1763 )提出的

观点，即“关系论的思路取向对经济贫困的研究特别重要，因为

它会迫使研究者关注那些被关联在一起的命运”。我想补充的是,

在具有过度决定性的直接关联的情况中，国家是在社会空间中连

接或断开这些命运的结构性枢纽O

3.对新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分析性阐述。就论证模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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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让艾米•莱尔曼(Amy Lerman, 2014 )感到失望：我既

不是一个“统合派"(lumper),也不是一个“分割派,，( splitter )［这
是她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那里借用的二分法］①,

而是一名联接派(articulator ):我试图精心制作并调用分析性的饺

链，这些钗链能使变量和维度在保持各不相同的同时又联系在一

153 起，而且尤其可以让我们穿越分析的物质时刻与符号时刻，来理

解变量和维度如何动态地相互支撑，亦即让我们直接应用布迪厄

式分析的卡西尔时刻(见上文，边码第36、38—40页)。无论对

错，我也喜欢把自己看作一名分解派(disaggregator ),致力于将现

象和概念都分解成各自的组成部分，以便我们能够在更清晰和更

具体的分析层面重新构建问题。［52］

轮到我来评论一下我的批评者的作品了。艾米•莱尔曼和韦

斯拉•韦弗(Amy Lerman and Vesla Weaver )的著作《逮捕公民身

份》(Arresting Citizenship, 2014 )是对国家、惩罚和公民身份之间多

重关系的模范研究。这本书深入挖掘了阶级一种族一国家三角关

系的核心，应该出现在每一位城市社会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的阅

读清单上。该书揭示了普通人，尤其是城市贫民(主要是超贫民

窟中的年轻黑人男性)与刑事司法制度之间不易察觉的联系。这

些联系未达到监禁的程度，因此没有出现在监狱统计数据中。这

些联系包括：在没有动机或指控的情况下被警察拦住、盘问和逮

捕，因刑事案件被撤销或导致罚款、缓刑或暂缓监禁而被法庭传

讯和拘留，还包括向缓刑监督官提交报告。陷入这种亚监禁网络

①统合派与分割派(lumper and splitter)是就事物分类上的两种不同原则而

言的，源于对生物类属归类方面的讨论。“统合派”倾向对事物作整体定义，

并就这些事物的相似之处进行概括性的归类；“分割派”则倾向对事物作精

细定义，并就这些事物的差异之处建立新的小分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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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carceral net )的人被莱尔曼和韦弗稀奇地称为“被监禁的公民”

(custodial citizens )； [53]这些人被官僚主义的纠缠所累，在日常生

活中总要准备好与警察接触，而且他们即使没有犯罪，也要背负

刑罚的污名。

我们可以比莱尔曼和韦弗更进一步，明确出刑罚性在公民身

份形成中的位置。现代公民的社会与符号形态是在与三种越轨形

象的对比中来界定的：首先是犯罪分子，他们违反了法律并从内

部危害了公民社会的物质完整性；其次是穷人，他们逃避劳动义

务并从内部腐蚀了雇佣劳动契约的道德完整性；最后是外国人,

他们从外部威胁打破国民成员身份的保护膜，并被怀疑有变成犯

罪分子或福利接受者的倾向。这三种形象在不同学科中(犯罪学、

社会福利、社会学/政治学/族群研究)和各学科的不同子领域中

被研究。我们应该把它们纳入一个单一的分析框架，关注那些旨

在管理问题群体和边界的政策所发挥的物质性及符号性作用。

4,惩罚、邻里效应和超碎片化国家。桑普森(Sampson, 2014:

1735 )批评我仓促地忽视了犯罪与惩罚之间的联系，指出“监禁

增长的原因和结果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复杂的谜题，而不是一个单

一的解释”。我的主要观点是，无论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美国，

还是在任何给定时期中的任何社会，监狱人口都不能追踪犯罪率

的演变。对比一下美国和邻国加拿大(Webster and Doob, 2007 )：

两国的总体犯罪率是一样的(除了袭击和凶杀外；凶杀案在美国

所有关押人员中所占比例不到3%),但在1970年至2010年间却

出现了惊人的差异——美国的监禁率增长至原先的5倍，每10万
居民中有超过740人处于监禁；而加拿大的监禁率则略有上升,

在每10万居民中有100名被监禁人员左右波动。当然，在犯罪走

势达到顶峰时，美国记录在案的凶杀案数量比加拿大高出2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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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但这很难成为美国多出200万被关押人员的原因。这些人

中的大多数是非暴力罪犯；他们如果是在20世纪60年代则不会

因同样的罪行而在监狱里服刑，在其他发达社会中也不会遭受监

禁(或者被监禁的时间要短得多)o

但我坚持认为，犯罪和惩罚之间存在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

是通过公民符号主义和族群情感的中介化(即通过沉淀在身体中

的符号空间棱镜)来发挥作用的。无论犯罪率及其演变过程如何,

犯罪都提供了社会素材和文化燃料，以供(重新)划定内部人与

外部人之间的边界，以及谴责那些被描绘为越轨、放荡和危险的

群体，即可恶的“底层阶级”一一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这

一群体是关于美国大都市中种族与贫困的学术讨论和公共辩论的

主导议题(Wacquant, 2022a )o换句话说，犯罪率并不是在机械地

影响和破坏城市的社会与空间肌理，而是通过激活那些构成种族

及阶级惯习的认知构念和情感构念来产生影响的。反过来，国家、

法律和媒体等最高符号机构又将这种集体能量对准被官方认证的

“底层阶级”这一目标上。"H

至于物理空间，我很高兴和桑普森(Sampson, 2014: 1736)达

成一致观点，即“国家效应与邻里效应理论并不矛盾”，甚至“国

155 家政策会催生出邻里效应的变化”。我之所以强调国家，是为了

恢复分析上的平衡，填补城市研究主流核心的一个缺口，并在更

广泛的意义上对抗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反国家主义偏见。邻里效

应(neighborhood effects )研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作坊式学术产

业，而几乎没有学者用同样精巧的方法论和经验热情来评估国家

效应----"国家效应”(state effects )这一表述在英语国家的社会

学中并不流行。家］这一空白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对(超)地方性

的偏爱，以及美国对作为社区、道德和社会性所在地的共同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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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inschaftliche )“邻里"的浪漫依恋，而这种迷恋也体现了其国

民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反城市性。事实上，历史学家史蒂文•康恩

(StevenCorm,2014)指出，对城市的鄙夷和对国家的反对在美国历

史上一直是携手并进的。

桑普森(Sampson, 2014: 1737)对不同时代和政治体制下“人

类产生地点分隔的倾向”感到震惊。同样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各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按照阶级和族群性来对人群进行分类以创造同

质性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京］但更关键的是，在这里利害攸关

的不是空间分异这一事实本身，而是它的机制：生态性的(罗伯

特•帕克)还是冲突性的(皮埃尔•布迪厄)?桑普森追随的是帕

克的脚步。在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邻里效应研究《伟大的美国城

市》(Great American City, 2012 )中，桑普森试图在21世纪恢复芝

加哥学派的生态学模型，并将其改造成一门他称之为“生态计量

学"(ecometrics )的关于社会情境的科学(Sampson, 2017 )o我则

追随皮埃尔•布迪厄的脚步，认为人、物以及各个种类的资本在

城市各区域之间的分布，产生于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

中同时进行的斗争及其关联，而地方化是多层次的空间政治的结

果，其解决之道不在邻里内部。

关于国家的特性，美国政体的特殊性并不是像桑普森所说的

那样，在于其民主性特征(人们对此颇有争议)，而是在于官僚场

域的极度碎片化及其错综复杂的委托网络。在这方面，我比桑普 156

森更进一步。他提出应将美国视为50个不同的国家，而我认为美

国的刑罚国家实际上是由大约2330个利维坦(独立的县和州检察

官办公室的数量)组成的，与超过1.8万个警察部门联合运行。令

人震惊的是，尽管没有协调一致的行政机制和政治方法，但在同

一历史时期内，这数千个独立的刑罚实体和互不关联的管辖区域

205



几乎都朝着陡然增加惩罚性的同一个方向移动。如果不是把城市

“底层阶级”描绘成可憎的人民公敌的符号性构念在全国范围内的

传播，并认为他们的紧迫威胁需要国家在福利和刑罚两方面都做

出无情的惩罚性回应，那还有什么能产生这种全国性的趋同呢？

5.性别 、公民身份、交叉性。多萝西•罗伯茨(Roberts,

2014: 1777 )提出可以借鉴黑人女权主义理论的洞察，以“通过增

加对性别的关注，来丰富［我的］三边模型”；道格拉斯•马西

(Douglas Massey, 2014: 1750 )则力劝我“将女性和拉丁裔美国人日

趋不稳定的地位纳入思考”，特别是来自墨西哥的无证移民，因为

他们“已成为当今美国最脆弱和最易受剥削的群体”。

我对这两种做法都表示欢迎。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对我模

型的一种丰富，不如说这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拓展，因为性别和公

民身份都可以顺畅无缝地同阶级和种族一起成为社会封闭的基础,

将大都市中的不稳定化三角形变成一个以国家为顶点的四棱锥。

至于黑人女性，相关拓展将建立在《惩罚穷人》的论点之上,即

种族化的“福利女王的刻板印象”在福利削减的正当化过程中发

挥了关键作用(Wacquant, 2009a: 18—19, 84 ),就像 20 世纪 60 年

代贫民窟暴动之后，监狱囚犯的公众形象突然黑人化，加速了有

关惩罚的操作化哲学从恢复转变为消除。在那本书中，我指出了

性别化的支配分工(gendered division of the labor of domination ),即

国家的工作福利部门负责应对贫困的(黑人)女性和她们的孩子,

而刑罚部门则负责应对她们的男人——也就是来自同一个受贬损

街区的同一个家庭里的男朋友、丈夫或儿子。

我完全承认，我的分析带有男性化(甚至是男权主义)的色

彩，这无疑是一个局限，特别是考虑到不稳定无产阶级中的大多

数是由女性和她们的孩子构成的。成］但是总体而言，在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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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里，大城市中贫困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机会有所提升,

与此同时城市贫困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机会则在下降。与之相

应，我欢迎拓展半人马国家模型以将儿童保护服务纳入进来。我可

能会将这类机构与儿童保育、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一起纳入社会

福利部门，其可被视为国家的母性主义(matemalist) 一面，负责

救助和保护那些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遭受剥夺的人口，只是它日益

被负责财政规训和刑罚制裁的父性主义(paternalist ) 一面所殖民。

同样，马西关于“拉丁裔美国人的深层次种族化主要围绕

着’非法性’这一主题展开”的敏锐观察，不仅与我关于国家对

边缘性的生产和管理、种族与惩罚作为国家污名形式的亲缘关系

等理论模型相一致，而且其本质上是在拉丁裔美国人案例中重现

了我对来自前殖民地的下层阶级移民在西欧的生活轨迹的分析

(Wacquant, 2005 )o他观察到“美国移民控制系统已经同刑罚系统

一起，成为一种核心的种族制造制度n ( Massey, 2014: 1748 ),这证
实了《致命的共生》一书发展的“司法公民身份”概念(见上文,

边码第134页)：移民和边境控制之于墨西哥的移民，正如警务和

矫正措施之于超贫民窟中的黑人。这两种情形都是国家在拓展公

民身份的空间、施加污名，进而决定边缘性的强度及其选择性。

我欢迎同黑人女权主义学者对话，但我担心的是，采用交叉

性(intersectionality )理论中的那些建立于认识论民粹主义基础之

上的语言［其中的"互锁"(interlock)、"矩阵"(matrix)、"中轴"

(axis )、"车轮与辐条”(wheel and spokes )等隐喻，一个比一个模

糊］会带来相当大的分析成本。交叉性理论倾向于把社会地位与

社会体验、社会体验与社会学知识混为一谈，将身份绝对化，并

将政治与分析、“批判实践”与科学生产混为一谈。它还认为种族

是不证自明的，不假思索地将美国的构念普遍化，而对阶级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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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只是敷衍了事。此外，交叉性理论没有为“性别、阶级、种族”

三位一体的圣典化提供任何逻辑依据，也没有提供任何原则来阻

止所谓“相互交叉”中轴的无限增生；它只是成功地动员了美国

政治中相应的积极分子(黑人、女性、性少数群体、移民、残障

人士等)。[58]

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 )在《交叉性的

定义困境》(Intersectionality5s Definitional Dilemmas, ,̂ 2015 )—文

中，盘点了三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努力追溯其轮廓。〔％〕

158 她“不想通过自上而下地强加一个专横的定义来过早地驯服交叉

性的野蛮生长”，而是要庆祝“交叉性容纳了阐释共同体的一种动

态组合”，因而“对交叉性的概念化似乎和学者个体本身一样多种

多样"(Collins, 2015: 2、3、13 )o她认为这种理论具有“批判性的

洞察力，即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族裔、民族、能力和年龄

不是作为单一的、相互排斥的实体而运行的，而是作为相互建构

的现象，反过来又形成了复杂的社会不平等” (Collins, 2015: 2 )。但

是，这种洞察力是多变量社会分析的基本原则；并且，为什么使

用这些范畴，而不使用诸如公民身份、宗教信仰、婚姻状况，或者

女性的外貌吸引力、男性的身高？〔如此外，在这些分层基础的因

果关系可能不对称、因果权重可能不一致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假设

它们之间存在“相互性”？事实上，交叉性模糊了一个事实，即构

想与区分的社会原则的相关性和等级性在现实本身中即是利益攸关

的，并且是在权力场域中展开的分类斗争的结果[Bourdieu, ( 1982 )

1991,2011 ],而不是“受压迫者社区”内部分类斗争的结果。

6.走向全球南方。玛拉•洛夫曼(Mara Loveman )和安

迪•克拉诺(Andy Clarno )提出了一个困难而又令人振奋的问题,

即在巴西、南非和以色列/巴勒斯坦等第二世界社会中，关于不稳

208



定无产阶级的致命三角形模型对当地城市边缘性的政治生产与管

理的相关和适用性。显然，我的模型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的发达社会而建立的，这些社会已经经历过福特制工业劳动和凯

恩斯主义国家再分配的均衡漏斗。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阶级工程,

崛起于福特制一凯恩斯主义契约的灰烬之中，而这一灰烬是由全

球经济、国家政治场域、国内和国际的权力场域中相互关联的变

迁所导致的。S〕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模型不能用来形成基准假

设，以及指导对所谓全球南方社会的研究。

比较研究的诀窍是借助概括性的分析深入每个案例的细节中,

通过改变抽象程度，使我们在不同案例之间转换问题和答案，从

而识别出其中的变与不变。洛夫曼（Loveman, 2014: 1755 ）所抱

怨的三角形“糟糕的整洁形式”在我看来是一种优点：它提供了

一个简约的框架，指示我们牢记阶级、族群性和国家的三方相互

关联，然后添加变量并调整参数来适应我们所研究社会的特殊性。

布迪厄为我们提供了五个中肯的概念来完成这一转换工作：符号

权力、社会空间、官僚场域、政治场域和权力场域（后三者不应

混淆，参见Wacquant, 2005a ）o这五种结构的变化及其关联共同解

释了惩罚性现象系列中边缘性治理的不同变体。

就巴西而言，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公民概念的不对称，这体现

在ge* （人民）和marginals （可牺牲的穷人，绝大多数是黑人和

棕色人种）之间的符号性对立上。这种符号性对立影响了所有国

家机构的日常运作，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门。其次，我想指出边

缘性的复合性特征：它由一层农业边缘性（普遍存在于农村和农

业乡镇中）、一层工业边缘性（与工厂就业的骤减有关）和一层发

达边缘性构成。第三，国家结构被萎缩的福利部门所拖累。最后,

军队在权力场域中若隐若现，维护着自己的自主性，并时不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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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要宣扬自身凌驾于官僚资本、司法资本和政治资本之上的

最高地位。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巴西对贫困的刑罚化尤为严厉，尽

管与之相伴的还有“家庭补助金” (boisa familia )项目①在强化国

家的社会性力量。巴西的案例使三角模型得到了完善、丰富和发

展，而不是令其失效。"2】布迪厄的概念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们不

是封闭的、为思想研讨而设计的学术概念，而是旨在指导我们构

建经验对象的精炼速记。

160 安迪•克拉诺(Clamo, 2014 )对我的三角模型提供了另一个

令人兴奋的延伸和深入的修订，以应用于南非和以色列/巴勒斯

坦的案例上。在这些案例中，国家无法垄断暴力，无法渗透并平

息社会空间，也无法施行阶级边界或民族边界。这为非国家行动

者创造了介入的空间和动力，使其针对肆虐的城市贫困，在提供

日常安全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南非，富裕居民的协会

组织和大规模的私人安保行业相结合，调用了 “强化封闭的私有

化策略，而非惩罚性抑制的国家策略”(Clamo, 2014: 1728 )o在以

色列/巴勒斯坦，国家选择“将巴勒斯坦人遏制在被排斥的贫民窟

中”，并且不仅有以色列军队于此巡逻，还有一个“协调安全部队

的帝国网络”在此巡逻，其中有巴勒斯坦当局、美国军队、约旦、

世界银行、欧盟等参与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使得日常安全供

给变得复杂而充满争论。

克拉诺(Clamo, 2014: 1726)担心我“夸大了对城市边缘性

之回应的一致性”，我必须赶快消除这一担忧。正如我在《惩罚穷

人》一书开篇所做的那样，我要坦白这是我有意为之的：我的调

①家庭补助金项目(葡萄牙语：Boisa Famflia)是巴西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项

目，成立于2004年，旨在通过专注于家庭收入、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转移

支付来援助贫困家庭、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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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是有选择性的，专注于“跨越多个领域的同一逻辑，而忽略单

一领域内相互竞争的多种逻辑”；我的探究也是暂时性的，以至于

我“夸大了将惩罚和边缘性关联在一起的交织趋势，甚至不惜给

人一种印象，即刑罚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总体性原则，会粉碎其

路径上的一切n ( Wacquant, 2009a: xix—xx )o同样，我也过度渲染

了国家，原因不仅在于其作为边缘性生产者的角色常被城市研究

者忽视，还在于如果你想在身体暴力和符号暴力的传播过程中添

加其他角色，你在逻辑上就必须从锚定国家开始。以国家为中心

并不排斥非国家行动者，专注于刑罚化也并不排斥探究跟新自由

主义相关的“更广泛的治安化过程” (Clamo, 2014: 1730 )o

在巴西、南非和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案例中，让我印象深刻

的，也呼应了布迪厄年轻时对殖民统治的分析(见上文，边码第

21—32页)的内容在于，控制物理空间对于平息和稳定社会空间

有多重要，以及阶级边界、族群边界和国家边界上符号空间中的

斗争是如何在墙壁、栅栏、围场、走廊以及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

等建成环境结构中得到客体化表达的。国家是否垄断了在城市中

划定和守护地理边界与社会边界的能力，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它彰显出我们有必要对官僚场域和权力场域及其在我们所研究社

会中的印刻进行历史社会学的考察。

注释

[1 ]有一项难得的历史研究成功地将这三个主题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Brodwyn
Fischer 的 著作刀 Poverty of Rights: Citizenship and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Rio de

Janeiro ( 200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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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Beaud 和 Pialoux 的 Retour sur la condition ouvrière ( 1999 )对产业工人阶级

的解体进行了非常精彩的研究，描绘了法国索肖(Sochaux)的标致汽车(Peugeot)
工厂中工人团结和身份认同在车间里以及环绕工厂的街区中是如何消解的。在过去的

三十年里，社会研究者已经从关注阶级转向关注族群性(即种族和移民)与性别，并

以这二者作为分类与分层原则。这反映了阶级作为公民范畴和政治范畴的衰落。而在

其中,值得关注的例外则是Wagner, 2010; Savage, 2015; Hugrée et aL, 2017o这三本书

都受到了布迪厄社会空间理论的启发。

[3]过去十年来，关于“外籍人士”的社会学研究蓬勃发展，但Alain Tarrius在

早期的比较研究 Les Fourmis d'Europe. Migrants riches, migrants pauvres et nouvelles

villes internationales ( 1992 )仍是— 强有力的起点。

[4]欧洲的“族群问题”历来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标题进行研究：在英国是

社区(community )研究、在法国是移民(immigration )研究、在比利时是地区主

义(regionalism )研究、在荷兰是少数群体(minorities )研究、在德国是公民权

(citizenship )研究，以及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的罗姆人案例中则是移居(diaspora)研
究(Picker, 2017 )o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宗教议题逐渐成为其中的热点(Brubaker,
2015),还有大量研究试图将这些问题统合在后殖民主义(参见Jensen, 2020的全景式

综述)、奴隶制及其遗产研究(Brahm and Rosenhaft, 2016; Scanlan, 2020 )、黑人历史

与当代黑人研究(Fleming, 2017; Hondius, 2017)、美国问题的加速输入[其最新发展

是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研究，如Boulila, 2019 ]等标题之下。

[5 ] John Hagan ( 1992 )三十年前在美国犯罪学学会发表的主席致辞中对“无阶

级的犯罪学"(classless criminology )的痛责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同

样如此的还有Stanley Cohen ( 1988 )曾呼吁“反对犯罪学"(Against Criminology ),并

建立“社会控制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al control )o
[6] Monk (2019 )的研究表明，在种族与惩罚研究中，黑/白二分法掩盖了一个

陡峭的肤色梯度：浅肤色与深肤色的非洲裔美国人在监禁方面的差异大于非洲裔美国

人与欧洲裔美国人之间的差异。

[7 ]关于近代早期欧洲惩罚的社会史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参见Rusche and
Kirchheimer, ( 1939 ) 2003; Spierenburg, 1991; Finzsch and Jütte, 1996O

[8]这里要澄清，我使用的“种族"(race) 一词是指被否定的族群性(denegated
ethnicity)： 一种以名誉等级为基础的分类与分层原则，依据祖先或表型来作区分，或

依据某些为了建立一种据称是基于自然的社会封闭而调动起来的社会文化特征来作区

分(Wacquant, 2022b )o或者说，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族群性，声称其本身与族群无

关——这更糟糕，而社会学家每次不经意间提及“种族和族群”这对概念时，都在

为这种说法背书；这对概念也构成了英语国家中族群种族常识(ethnoracial common
sense )的基础。

[9]我将国家带回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联邦、州、县和城市层面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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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官僚场域带回来),以期通过相关分析来挑战并补充关注去工业化的Wilson
[(1987 ) 2012 ]和关注种族隔离的Massey与Denton ( 1993 )所讲述的著名宏观因果

叙事。

[10 ]关 于欧洲 的总体情况，参见 Musterd 和 Ostendorf 的 Urban Segreg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equality and Exclusion in Western Cities ( 2013 ),以及 Musterd 等人的

Neighbourhoods of Poverty ( 2016 )o 另见 Andress 和 Lohmann ( 2008 )关于欧洲“有

工作的穷人"的论述和Kazepov ( 2008 )关于城市中"社会凝聚力”的国家政治和地

方政策的论述。

[11 ] Barbier ( 2009: 30 )对二十年间的“社会福利激活"(social welfare activation )
项目进行了细致的回顾。他告诫我们不要一概而论，并强调了结构和结果方面的跨国

及国内差异。但他也承认，除了促进“成本控制”之外，这些项目还参与“一场深刻

的意识形态变革”。这一变革在各处催生了 “一种新的’道德逻辑与政治逻辑’，其与

'权利和义务’的道德化话语相衔接”。Handler ( 2009 )同样在差异框架内发现了大

西洋两岸的趋同，包括福利的条件性、针对性、地方分权和市场化。关于新自由主义

政策在跨国别传播过程中的变化，参见Peck和Theodore启人深思的作品Fast Policy:

Experimental Statecraft at the Thresholds of Neoliberalism ( 2015 )o
[12 ] David Garland 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 Punishment and Modem Society ( 1990 )的

结语中(pp. 287、282)告诫我们要“将惩罚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制度”，视为在行动

和意义方面有多重目标并且具有深远而多样影响的组织。这给我带来了启发。但是，

他使用的隐喻是“贯穿社会结构的所有层次并将一般与特殊、中心与边界相连的连接

线”(让人想起福柯的“毛细血管”)，这缺乏具体指向性，也有悖于他早期对惩罚制

度“结构的复杂性和意义的密度”所作分析的高度。我与Garland的不同还在于，他

实际上优先考虑了惩罚的符号功能(作为“文化关系和情感的积极创造者”，Garland,
1990: 250),而忽略了惩罚的物质性角色——尽管这一做法使他在将惩罚定义为“对

事物的官方存在方式和应然存在方式的戏剧性、展演性的再现"(Garland, 1990: 265 )
时，接近于认识到惩罚是布迪厄所述符号权力的国家主义形式。

[13 ]"协同效应”(synergy )概念(源自古希腊语syn,"共同的"，和ergon,"活

动、工作”)很好地表达了一种理念，即种族化和刑罚化一致运作进而生产出国家放

逐者，就像两个符号性的器官一致作用于社会身体的运行。

[14]由于一个制度触犯了我们自由民主的敏感之处，就要控告(indict)它而不

是剖析(dessect )它，这种意愿会助长严重的分析性错误：就像研究贫民窟的学者完

全忽视了贫民窟除了是支配阶层进行经济压榨和社会排斥的工具，还对下层人群起到

了保护和培育的作用。

[15]需要记得，在美国，“黑人”这一范畴的社会及法律归属的依据是从非洲输

入奴隶的血统，而不是外表。并且，通过严格运用次等血统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

混血结合的后代属于被视为次等的范畴)，这种做法神奇地“抹去” 了族群种族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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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这涉及绝大多数被视为黑人的人)o这种符号构型在世界上实际是独一无二的

(Davis, 1991 ),预示着非洲裔美国人在其社会中的极端空间隔离与婚姻隔离。在这

里，我们再次发现了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之间紧密的同构性。

[16 ] James Forman在其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Locking Up Our Own ( 2017 )中

指出，在20世纪70至80年代，黑人资产阶级和政治精英积极支持甚至主动发起压

制性的刑事政策。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超贫民窟的不稳定无产阶级是

“我们种族中的邪恶成员”，是有可能因散布街头犯罪而破坏民权运动成果的“内部敌

人”。Michael Javen Fortner ( 2015 )同样发现，“黑人中沉默的大多数”(亦是其书名

Black Silent Majority )支持惩罚性极强的毒品法，这些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即导致了 20
世纪70年代后超贫民窟居民的监禁人数激增。

[17]在西欧，外国人的监禁率没有充分呈现出族群种族方面的比例失调，因为

这些数据没有包含那些监狱中的移民后代，而是将其视为本国国民(包括大多数第二

代移民)o
[18 ]令人捧腹的是，我被一些粗心的读者以各种方式认定为(有时是被怒斥为)

马克思主义者、福柯主义者、“第三代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以及惩罚政治经济学的

实践者。这些读者没有注意到我对布迪厄的大量引用，也没有注意到我把刑罚性的物

质时刻和符号时刻结合在一起的努力。

[19 ]关于合法命名,参见 Bourdieu 的文章"To Describe and to Prescribe" [( 1982 )
1991: 187—191 L 关于划定边界，参见 Bourdieu L ( 1982 ) 1991: 281—292]对“区域”

(region)概念的理论探讨，并且读者可以用阶级、种族、性别、国籍等替换区域，从

而获得边界划定和群体形成的一般模型。关于种族制造的拓展研究，参见Wacquant,
2022bo

[20] Bourdieu (2012: 59, 592)在法兰西学院关于国家起源的课程中，强调了国

家形成的“模糊性”和国家本身的“两面性”：“集中(和统一)的过程一直都既是一

个普遍化的过程，又是一个垄断化的过程”；“国家精英”垄断了普遍化带来的利益。

这使国家基于一些(由国家担保的)资格凭证，将自己塑造为“王朝权威向官僚权威

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国家(state )不是某种以大写字母S开头的东西；它没有意志、思想、感

情和判决。国家是一个结构，是特定时刻下能动者之间符号权力关系的结构。这些能

动者自称可以对优劣进行合法的认证/(Bourdieu, 2016: 702 )此外，“作为元资本的

拥有者，国家是一个场域。在其中，能动者为获得一种资本而斗争，这种资本会赋予

其对其他场域的权力。”(Bourdieu, 2012: 312 )
[22]重申一下，在我的解读中，社会空间和符号权力的二重奏——而非惯

习、资本和场域的三重奏——构成了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中不可还原的概念核心

(Wacquant, 2019 )o
[23 ] Bourdieu ( 1997: 205 )提及了 Franz Kafka 的 In the Penal Colony [ ( 1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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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的关键篇章。在其中，酷刑器具将对罪犯的判决刻在了他们的身体上。这是他

所谓的“残酷记忆术”的怪诞变体；通过这种记忆术，群体将铸造了自身的任意性自

然化。这个场景让我们看到，刑罚国家的物质性兼符号性的长矛抵达并刺穿了罪犯的

身体。这是一种关于根本亵渎的官方行为，最终导致肉体的毁灭：公民只能存在于法

律的历史范围内。

[24] “监狱福利”有点用词不当，因为我想用这个术语来指的不仅仅是监狱，而

是刑罚国家的一系列活动。刑罚国家对其受众施加最多的是缓刑，而非监禁。Seim
和Harding ( 2020 )借助假释福利(parolefare )的构念，卓有成效地拓展了这一概念。

[25 ]被记载存在这种渗透关系不仅有美国(Clear, 2007; Sampson and Loeffler,
2010; Lopez-Aguado, 2018; Lugalia-Hollon and Cooper, 2018; Simes, 2019 ),还有法

国(Bony, 2015)、英国(Maguire, 2021 )、意大利(Mannoia, 2013 )、丹麦(Kalkan,
2021 \ 葡萄牙(Cunha, 2008 )、阿根廷(Auyero and Berti, 2015; Ferreccio, 2016 )、巴

西(Moore, 2021 ),甚至还有喀麦隆(Morelle, 2015 )o
[2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民族国家在庆祝柏林墙的倒塌之后，却又纠结于

自身主权的消逝，转而建造边境墙来展现主权意象(Brown, 2010)。

[27 ] John Hagan 在 Who Are the Criminals?(2012) 一 书中指出，从 1980 年到

2010年，国家在对“街头犯罪”采取严厉刑罚措施的同时，却对“办公室犯罪”采

取了善意忽视和极其仁慈的政策。

[28 ]同样的摩擦在法国(Roux, 2017)、英国(Kawalerowicz and Biggs, 2015 )、

德国(Gauthier, 2015 )和丹麦(Kammersgaard et al., 2021 )也可以观察到。这些摩擦

转化成了与警察的定期冲突和对刑事司法的深度不信任。Mayer et al. (2016)聚焦于

9个欧洲国家中因与警察发生冲突而引发的骚乱，并将之视为对新自由主义国家重组

的原始政治回应而作了全面的分析。

[29]尽管黑人的阶级边界(与白人相比)具有很高的“社会渗透性”，导致了人

们有亲属卷入司法体系的可能性很高(Muller and Roerkasse, 2022 ),但情况依然如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监狱为中介的接触可能会使沿阶级边界而成的家庭关系变

得紧张、扭曲和撕裂(正如Miller, 2021所记录的那样)。

[30 ]在这里，我借鉴了 Max Weber 在他的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
[(1915 ) 1946] 一文中提出的“神义论"(theodicy )的二元性。在其中，他将论证

"所有统治者的外在和内在利益"(Theodizee des Glückes )的教义和将“社会受压迫阶

层"的苦难(Theodizee des Leidens )进行合法化与合理化的教义进行了对比。

[31]有一个证据：该领域的权威期刊Urban Studies从未发表过一篇在标题、摘

要和关键词中包含“看守所”的文章。作适当调整后，我们在地方(市或县)法院中

也可以发现同样的论据，包括家庭、住房和刑事等方面的司法权；这些是城市贫民被

深刻卷入其中的内容，也直接影响着底层社会结果的可能界限。我之所以关注看守

所，是因为它利用空间作为控制阶级和种姓的工具。在关于城市边缘性和刑罚性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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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同样被忽视的是警方的拘留所(police lockups)：这些拘留所在任何一个夜晚

都关押着数以万计的人，却没有出现在司法统计和犯罪学研究的视野中。

[32] “大城市看守所里的人主要是一些下层乌合之众，即没能很好地融入社会的

人，也是被认为名声很差的人……导致他们被抓捕、被关进看守所直至被处理、然后

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冒犯性；其程度甚至可能超过犯罪的严重性。”

(Irwin, 1985: 39—40 )
[33]关于这种混淆的一个例子：Didier Fassin 的 Z/O/nbre 出 monde ( 2015 ) —

书对位于法国首都市中心附近的巴黎看守所(maison d，arr仓t)展开了研究。该书被

视作对监狱的研究[其英译本名为《监狱世界X Prison Worlds )],并且该书也将约

翰•欧文对县看守所的标志性研究(仅引用了一次)误读成了对关押重罪犯的州立监

狱的研究。

[34]另见L ara-Millân ( 2021 )关于大城市中看守所医疗化的研究。遗憾的是，

所有这些研究都忽略了 Gilles Chantraine的杰出实地研究Par-delà les murs. Expériences

et trajectoires en maison d'arrêt ( 2004 ) 以及 Yasmine Bouagga 的 Humaniser la peine?

Enquête en maison d'arrêt ( 2015 )o
[35]这一概况参考自Harlow ( 1998 )对美国431个县的6000名在押人员的调

查。这是司法统计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所做的最新一轮全面调查。更多的

数据和讨论参见Wacquant, 2009a: 69—75O
[36]二十年前，我曾基于洛杉矶县看守所的一个田野调查试点项目(Wacquant,

2002b )来试图引起人们对看守所的关注。但是，我当时将之视为一个刑罚制度，而

不是一个城市制度，并且我没有讨论它在城市放逐者治理中的独特作用。

[37]在我实地考察洛杉矶县看守所的时候，洛杉矶拥有全国最大的看守所系统,

日均在押人数为2.3万人，每年的平均受理人次超过25万。

[38]城市是公民文明、社会实验和公共社交的源泉，这一主题贯穿于Richard
Sennett 的作品中，尤其参见 The Uses of Disorder: Personal Identity and City Life [ Sennett,
(1970 ) 2021 ]o

[39]参见Bannister和Flint (2017)关于新自由主义大都市中不断增加的不安定

感和不文明感的讨论，以及城市管理者和政治精英的“文明攻势”如何悖论般地强化

了这种不安定感和不文明感。

[40]首先，将已判决的罪犯关押在远离人群中心的地方，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

他们带来的危险感，并将他们身上承载的污名驱逐出城市。其次，在人口稀少的偏远

农村地区，土地资源丰富、价格便宜且容易获得。当地对在那里开设监狱的反对通常

会被提供就业、减免税收和提升收入的承诺所克服，以及因没有其他可选项目而被克

服。这种情况很普遍，以至于在美国超监禁的准备阶段，内陆地区的衰落城镇竞相努

力吸引监狱设施的到来，导致了名副其实的农村监狱热潮(Eason, 2017)。与之相比，

出于现实原因，看守所必须靠近法院，因为那是决定在押人员(其中的大多数人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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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司法处置)命运的地方；这也通常意味着看守所要靠近市中心。

[41]管教人员也陷入了毒品、性和暴力等非法交易的城市综合征中，因此这些

交易不仅是“监狱化的”，同时也是“城市化的”。有关这一双重过程的内部视角，以

及该过程如何溢出到家庭空间，参见Conover, 2000o
[42]本段借用了 McKean和Raphael (2021 )收集的人口普查信息和警察、法

院、监狱方面的数据。

[43] Muller和Roerkasse ( 2022 )研究表明，因为黑人具有较高的“阶级渗透

性”，所以任何阶层的黑人都比同等阶层的白人更有可能有在监狱服刑的近亲。由于

种族居住隔离的持续存在，黑人也更有可能住在监禁率较高的街区之内或附近。

[44]在滞后大约二十年之后，巴西如今已经复刻了美国的监禁发展轨迹，超越

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包括长期居于首位的智利)成为世界上被监禁人员数量第三多的

国家。巴西“巴士底狱”的建设堪称壮观：1978年，该国有6.2万人被监禁，即每10
万居民中有54人；到2021年则有81.2万人被监禁，即每10万居民中有381人。

[45]对“官僚场域的右倾”(其本身还被卷入权力场域向经济一极的倾斜)的布

迪厄主义研究思路，使我能够在源自马克思的“市场法则”和源自福柯的“治理术”

这两种占主导地位且对称残缺的新自由主义解释模型之间勾勒出一条中间道路(参见

Wacquant, 2012a,以及Social Anthropology后续期刊中对这篇论文的回应)o

[46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意义和影响的全面讨论，参见Steger and Roy,
2010; Davies, 2016; Cahill and Konings, 2017o

[47 ]在这方面，我更接近于Foucault ( 2004 )的学说。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

是治理术的一种新形式。Laval (2018)对福柯和布迪厄思想中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

富有启发的挖掘和比较。

[48]关于“不稳定无产阶级”的谱系学、解剖学和政治价值的详细论述，参见

Wacquant, 2022a: 152—168O
[49] “社会拓扑学主要在于构建社会能动者所处的网络，因而在于构建人们所

持观点的出发点” (Bourdieu, 2016: 449—450 )o关于拓扑学优先于现象学的更多内容，

参见上文边码第34—35页、第37—40页。

[50] Durkheim [( 1895 ) 1987: 188 ]继续说道：“必须确定的，是我们所考察的

事实与社会有机体的需求之间是否存在对应性，以及存在什么样的对应性，而不必担

心这是有意图的还是无意图的。”

[51]即使是“镇压性国家机器”这一概念，也远远不足以理解刑罚制度的多层

次性质和多功能运作，以及它们生产新范畴、新关系和新话语的能力。

[52 ]尤其参见 Wacquant ( forthcoming )关于种族的论述。Rogers Brubaker 是
概念分解方面无可争议的倡导者，参见他对移居、民粹主义和身份认同的娴熟剖析

(Brubaker, 2005, 2017; Brubaker and Cooper, 2000 )o
[53]这是一个奇怪的、有点令人困惑的指称，因为界定出这种被截断的公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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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类型的联系是非监禁性的。事实上，Lerman和Weaver (2014 )这本书的优势在于，

它将亚监禁刑罚性(sub-custodial penality )视为国家行动的一种手段而做了认真的

考察。

[54]在这一点上，布迪厄强调了符号结构在决定社会行动中的棱镜作用，而这

与Durkheim [( 1893)2007 ]的惩罚表达性理论不谋而合。后者认为惩罚作为一种语

言，既能激发集体情绪，又能缓和集体情绪。

[55]在过去的二十年里，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刊登了不下四篇有关邻里及

邻里效应的文章(Small and Newman, 2001; Sampson et al., 2002; Pattillo, 2005; Sharkey
and Faber, 2014 ),但关于国家结构与国家政策对城市不平等与边缘性之影响的文章则

一篇也没有(但可参见Brady, 2019 )o
[56]如果我们漫步于各大陆及其历史之上，将古代城市(Finley, 1977 )、伊斯兰

城市(Abu-Lughod, 1987)、中世纪城市(Pirenne, 1927 )、殖民城市(Metcalf, 2013 )
和中国的门禁城市(Xu and Yang, 2009 )与西方后工业大都市一并纳入视野，这种差

异就会变得更大。这些城市都生动地展示了统治性符号权力(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

的)是如何将自身印刻在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上的。

[57] Squires和Lea (2012)所编著作中的几位撰稿人在早些时候就提出了这一

批评。

[58 ] Kathy Davis 在她题为"Intersectionality as Buzzword" ( 2008: 69 )的社会学

科学习作中发现，“，交叉性’的模糊性和开放性可能正是其成功的秘诀”。

[59 ]这是介绍或概述交叉性研究的书籍(例如Collins and Bilge, 2016 )所面临

的一个共同困境，而这催生了 “交叉性战争”(intersectionality wars )和“后交叉性"

(post-intersectionality )的兴起(Nash, 2017 )o
:60 ] Monk et al. ( 2021 )研究表明，“在控制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具有不同外貌

吸引力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与黑人和白人之间在收入上的种族差异相当，并且/或者

超过后者；在非洲裔美国人中，前者也相近或超过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差异以及性

别差异”。同样，在发达社会中，相对于平均身高的男性，矮个子男性在收入、就业

和婚姻方面遭受的严重劣势，要大于非洲裔美国人相对于欧洲裔美国人所遭受的相应

劣势(Herpin, 2006 )。

[61 ] Dezalay 和 Garth 在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alace Wars ( 2002 )—书中

追踪了(美国式的)司法资本的扩散，而这是权力场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雏形的一个

引擎。

[62]参见新自由主义刑罚化模型在墨西哥、智利、秘鲁和阿根廷(Hathazy,
2013; Müller, 2016 )以及更广泛的拉丁美洲(Hathazy and Müller, 2016 )中的创造性

拓展。“对边缘性的惩罚性管理”这一命题已经被三十多位巴西的社会学家、人类

学家、法学家和历史学家改造和扩展，收录于Vera Malaguti Batista编辑的著作Lofe
Wacquant e a questào penal no capitalismo neoliberal (201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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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城市中的布迪厄，布迪厄中的城市

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 )和W.
E. B.杜波依斯对19世纪工业城市的历史研究开始，到罗伯特•帕

克、大卫•哈维、达芙妮•斯佩恩(Daphne Spain \罗伯特•桑

普森(Robert Sampson )和阿纳尼娅♦罗伊(Ananya Roy )等不同

学者的研究，一个世纪以来，城市社会学一直在努力界定和申明

自己 的领域(Castells, 1972; Saunders, 1981; Topalov, 2013; Harding

and Blokland, 2014; Leitner et al., 2019 )o 所以长期以来，城市社会

学一直被一种潜在的张力所撕裂：一边是关于(of)城市的社会科

学，城市在其中被理解为一种独特环境和制度集群，需要有关于

其本身的概念武器和经验重点；另一边是城市之中(in)的社会科

学，城市在这里被视为现代性和不平等的熔炉，是历史和社会的

主要趋势发挥作用的舞台。布迪厄使大都市既可以是一种特殊环

境，也可以是一个特许场所，关键社会过程与社会形式(资本积

累、政治斗争、性别支配、公民身份、移民等)聚集于此。这帮

助我们调和了城市研究的两极。

特殊环境(special milieu ):大都市产生于并促进了资本的积

累、分化和(同其他资本之间的)竞争，且蓬勃发展于多样化惯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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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交融与碰撞之中。所以社会研究必须注意这些特殊性，并基

于城市生活潜在的溶解力，对结构和行动的显著连续性进行理论

分析。这意味着，城市的边界就像云雾一样模糊，延伸至资本聚

集和惯习多样化的效应消失的地方，亦即延伸到距离行政定义上

的大都市很远的非城市地区。事实上，当代农村空间里的社会生

活中，几乎每个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城市力量的影响。[1]

162 特许场所（privileged site ）:大都市是审视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

物理空间在多个尺度和各种历史情境中（包括西方以外的地区）

的三元辩证法的首要场地。认识到大都市的这种两面性，有助于

促进将城市视为城市区域（〃沥s）的城市研究者与将城市视为市民

共同体（civitas ）的城市研究者之间的知识协同增效。

这两个分析维度可以结合起来，以解释为何城市人（urbanite）
即使面对来自各个方向的刺激，面对发展一些可能阻碍再生产机

制的社会关系与策略的诱惑，也不会迷失他们的精神方向和情感

定位。根据图6所示的简化因果链，居住和就业方面的空间隔离

（spatial seclusion ）或因选择与亲和性而成（如上层阶级地区、族群

聚居区），或因限制和敌意而成（如贫民窟），或因这两方面的混

合而成（如工人阶级区）；无论是自愿的还是强加的，它都帮助创

造了社会同质性，而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符号连贯性，并恢复或保

护了性情倾向的完整性。

（物理空间） （社会空间） （符号空间）

占有 结构化

图6惯习塑造与空间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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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物理空间不能被还原为行动和制度的沉寂“容器”。

正如格奥尔格•齐美尔［Simmel, ( 1970 ) 2011 ］在很久以前就指

出的，当空间被社会性地占有时，空间本身就会成为一种独特的

力量，作为社会互动的跳板而发挥作用，进而也成为精神协调和

情感领悟的跳板。马里奥•斯莫尔和劳拉•阿德勒(Mario Small
and Laura Adler, 2019 )通过回顾地理学、网络分析、社区研究、组

织理论、建筑学、城市设计与规划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梳

理出空间塑造直接社会关系的三种机制：“空间邻近性”(spatial
propinquity ),即行动者之间的物理距离；“空间构成"(spatial

composition ),即促成面对面互动的地点存在(餐厅、商店、公园、

大堂等)；“空间型构”(spatial configuration ),指的是借助物理边界

与路径对空间进行的分割。⑵所有这三种机制在大都市中都在发 163

挥作用，使其中的社会关系和符号关系具有连贯性和稳健性。

城市中的布迪厄

采用前三章所勾勒的新布迪厄主义框架，将如何改变我们研

究城市不平等，特别是研究城市边缘性的方式？请允许我指出五

个显著特点。第一，城市社会科学必须具有认识论上的反身性。

这意味着必须打破常识(日常性的、政策性的、学术性的常识)，

从打破城市管理者推销的、被太多学者不假思索而采用的城市

“社会问题”视角开始；必须自觉地形成其自身的分析性概念，并

确保这些概念语义清晰、逻辑连贯且具有经验层面的启发性(而

不是赶时髦)；必须阐明其自身的问题域，而不是从城市现实中借

用预制的问题［3］——这首先要对问题提出质疑、对范畴展开质询，

并仔细审查数据源和预先组装好的数据库(例如要对用城市的行

政界限来识别城市的做法提出质疑，这是一个基本步骤，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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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这样做，因为不太方便)。但是，反身性并不意味着唯我论

(solipsistic ):对于布迪厄而言，社会理论不是进行唯我论式沉思

的主题，也不是与其他“纸面理论”展开话语探讨的主题，而是

产生新的经验对象的工具。⑷社会科学“在于打破预先建构的客

体，重建那些建构不良的事物n ( Bourdieu, 2015: 510 )o举例来说,

在探究驱逐、隔离、郊区、暴力和士绅化等关键的城市概念如何

适用于增进我们对全球南方城市的研究之前(Garrido et al., 2021 ),

164 要先问一问这些概念对全球北方城市而言是否稳健和有效。以隔

离为例：这一概念将状态与过程、空间分异与空间封闭、结果与

行动混为一谈，并常常将隔离的制造者排除于理论模型之外。

第二，布迪厄敦促我们在城市社会学中纳入各种各样的观点

视角、认知范畴和再现表述；这些内容通过双重行动(即划界和

归还)在引导着能动者的个体策略和集体策略。这是因为，城市

世界不仅包含着各种资源和力量在地理空间中的物质分布，还包

含着那些指导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并在协同行动的关键阶段驱使他

们的符号分类——布迪厄(Bourdieu, 1980a)将这一符号维度称为

“第二秩序的客观性”。因此，城市社会学必须经历双重突破：在

第一个阶段，通过扫除日常认知和流行表述来划界(demarcate),

从而构建一个关于能动者所占据位置的客观地图；在第二个阶段,

将这些表述归还(repatriate )，但不是作为自由浮动的主体性的产

物，而是作为在我们构建的位置空间中由人们所占据的明确点位

而来的观点(Bourdieu, 1989b )o这种双重行动使我们能够超越城

市分析中客观主义模式和主观主义模式之间的对立(例如关于地

点的政治经济学与日常生活的现象学之间的对立),将社会生活的

这两个维度视为同一社会分析的两个时刻。

第三，将符号权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文化生产专家掌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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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权力，并精心设计和传播权威性的精神构念，而城市人则在

城市景观中穿梭时体验着符号权力，并内化了那些组织起城市景

观的表征。从布迪厄的标志性概念“符号权力”着手，也就意味

着从研究国家着手，因为国家是最高的物质性和符号性机构，它

通过以下方式设定了城市中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符号空间的广

泛参数：

（1 ）铺设基础设施、塑造并管理建成环境、追踪城市的具体

划分，并为所有资本形式的有效性和流动性创造物质条件；

（2）分配各种资本的禀赋，并促进或扼制其积累与传递，方

式包括（针对经济资本方面的）收入补助、税收、继承法、劳动

政策、企业政策、住房政策，以及（针对文化资本的）学校教育、

资格认证、文化设施分配；

（3）印刻关于城市现实的认知范畴（如对匿名性、安全和文

明的期待，族群标签，关于街区的心智地图等），同时推动或抑制 165

城市、政治、宗教、科学、法律和新闻报道中相互竞争的符号机

构的集中化和运行。

所以，我们必须将国家设想为一个在上游塑造着城市不平等

与边缘性的分类与分层机器（classifying and stratifying machine ）,

而不能仅仅将之设想为一辆在下游应对城市不平等与边缘性的社

会救护车。在各类国家机构中，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警察、法院

（刑事法院、家事法院和住房法院）和看守所，这些机构是城市的

核心制度，监督并引导着受剥夺和被污名化人群的生活策略。

在这里，我必须再次强调，官僚场域的概念意味着，国家

远非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统一实体；国家本身是斗争的一

个筹码和一个空间。这里的斗争包括内部斗争与外部斗争。官僚

场域内部的斗争包括上层国家精英与下层国家精英（政策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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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层官僚）之间的纵向斗争，还包括左手与右手（社会保护和

福利救助与财政规训和刑罚制裁）之间的横向斗争。⑶外部斗

争则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在社会空间的较高区域，这些斗争塑造

了国家官员同政客、企业、法学家、科学家、宗教当局等权力场

域中其他主角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空间的较低区域，这些斗争使

公共官僚机构的管理者和执行者同城市空间方面的各类专业人

员（房地产和企业所有者、开发商、建筑师、住房协会等）以及

代表那些被剥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群体来提出诉求的社会

活动家纠缠在一起一一尽管后者通常是边缘角色，就像他们声

称自身所代表的人群一样。“社区组织”在地方政府和所谓慈善

机构的容许之下得以在城市权力场域中存在并延续；它们在城

市权力场域中的地位边缘性往往被那些在美国大都市中由内而

夕卜、“自下而上”地研究它们的学者所采用的方法论民粹主义所

掩盖。⑹

第四，对大都市的新布迪厄主义研究进路明确要求研究者以

几何学的方式来思考，并且像我在第二章中勾勒地域污名之起源

与传播的拓扑学结构时所做的那样，要思考社会空间的整个范围,

166 而非孤立地考察其中的某个区域。这就要求我们将贬逐街区与特

权飞地的社会政治生产联系起来分析；并且，当这二者在空间层

面和现象学层面上都相距遥远时（就像在西方大都市中经常出现

的那样），则要追溯这种脱节是如何（再）生产的（包括通过市场

机制、生态设计、物理障碍、政策决定、警务等方式），以及带来

了什么后果。目前大致可以区分出三种模式：二元划分、棋盘格

状，以及穿插散布。⑺

这里的论点在于，每一种类型的地区都是在与其他地区的对

立之中界定自己的，就像在一个关于位置的关系性空间中的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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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样：贫民窟相对于族群聚居区、工人阶级地区相对于门禁社

区、无家可归者营地相对于看守所，等等(Wacquant, 2010a )o举

一个例子：空间污名化和空间士绅化通常是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

重新夺回物理空间并重新塑造社会空间的一枚硬币的两面，由城

市官员、房地产经营商和部分拥有房产并有意重塑其所在街区价

值的居民来完成(Boyd, 2008)。许多情况下，在房地产利益集团

的支持下，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会有意煽起空间毁谤的火焰，就

是为了促进或加速被描绘为难以救药的目标地区的士绅化。〔8]

第五，新布迪厄主义城市思想是冲突主义的(agonistic ):它

将空间之内和关于空间的斗争置于分析的中心。⑼符号空间、社 167

会空间和物理空间是历史性的构念，诞生于身处这些空间中的能

动者所展开的斗争。这些能动者被赋予了不同的资本总量和资本

构成，在寻求维持或改变这三个空间的形状和关联。在其中，围

绕对城市的构想与区分(vision and division)的符号斗争尤为重要，

塑造了关键行动者、国家官员、商业精英、司法人士、倡议行动

组织以及普通公民体验、形塑和驾驭城市斗争的方式。社会科学

家们，不论其是否愿意，也陷入了这些城市斗争当中。

最后，借助惯习的概念，布迪厄使我们能够沿着分析的阶梯

一路向下，到基层实地来研究人们的模式化实践、表征与情感。

惯习，被定义为以特定方式来行动、思考和感受的倾向(包括沉

淀在身体内的符号划分)，是后天获得的、持久的、可转置的。这

一概念促使我们将能动者的能力和策略历史化，将能动者感知社

会拓扑和社会地理的方式历史化，以及将能动者使一系列行动组

合起来以再生产或改变城市中精神范畴、社会位置和地点的几何

结构的方式历史化。它使我们能够在不放弃结构分析的情况下，

将平凡的日常生活重新引入城市社会学中(Leitner et al., 201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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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使我们能够将支撑着三元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与在基层

现实展开的社会语用学结合起来。因为，性情倾向不等于行动;

性情倾向和位置（即各种资本中的分配份额）的耦合（the coupling

of disposition and position ）才是个人、家庭和群体的符号策略、社

会策略和空间策略之原则。

资本的积累、分化与竞争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建议适用于普遍的社会调查研

究，而不论其研究对象是什么。的确，借助三元辩证法，布迪厄

邀请我们将城市研究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拓扑科学中。这一拓扑科

学探究的是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之间的动态关系，无

论这些关系发生在城市、郊区还是农村地区，也无论其尺度是地

方层面（街角、街区）、城市和区域层面（大都市），还是全国和

全球的范围（城市网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作为一种

社会环境、精神环境和道德环境没有任何独特之处。我真的认为,

168 我们可以从布迪厄那里提炼出一个强有力的城市概念：其改造于

这种拓扑学研究进路，既涉及结构（被客体化为场域的历史），又

涉及能动者（被身体化为惯习的历史），还涉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

递归关系。

在《世界的苦难》一书的《场所效应》章节中，这位法国社

会学家有一段话被人们忽略了： “不玩文字游戏地说，至少在法

国，首都（la capitale ）是资本（le capital）的场所，亦即所有场域

的正极和大多数占据这些支配性位置的能动者聚集的物理空间场

所『'（Bourdieu, 1993a: 162）我建议将这一描绘从首都城市扩展为

作为社会空间形式的所有城市：城市是多种资本积累的场地，这

些资本始于人力资本、符号资本、军事资本和经济资本，到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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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时期的商业资本，再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资本及随后的金融

资本［Pirenne, 1927; Tilly, 1990; Engels, ( 1845 ) 1993; Sassen, 2013 ］o

随着马克思所说的经济资本在城市中的积累(聚集、集中化)，它

为涂尔干所说的功能分化和社会分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和形态条件

(人口的数量和密度),也为埃利亚斯所说的由军事权力和税收的

共同垄断而历史性地形成的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韦伯［Weber, ( 1921 ) 1958］将西方城市准确地定义为贸易市场和

具有自治权的政治行政实体的结合，而资本和国家在西方城市中

的同时巩固，则反过来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崛起，并最终推动了宗

教、科学、政治和艺术的繁荣发展。

积累引发分化：西方城市从其起源开始，就一直是世俗权力

和精神权力、政治一经济资本和军事资本同以神话和宗教为代表

的符号资本的交汇点和争夺点(Isin, 2003 )。经济资本在变得自主

化的同时，也分化为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子类型。

同样，国家主义资本在官僚场域中的不断积累也使其自身分裂为

不同的政府尺度及职能(以财政部、商务部、教育部、卫生部、

住房部等为代表)。与之相似，文化生产场域也出现并发展了自身

生产、优化、积累的循环路径，并在此过程中分化扩展：科学从

宗教中产生，并分裂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二者各自进一步分

化为不同学科)，而绘画、音乐、写作、诗歌等则在一个摆脱了金

钱支配的艺术场域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Bourdieu, 1992 )o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活动，如果没有供应足够的生产者、原材料

和消费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庞大、密集和多样化的人

口一一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城市人口，分化就无法进行。可见,

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符号层面，城市都是作为场域的巨型孵化器

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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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引发竞争:布迪厄（Bourdieu, 1989a, 2011, 2012, 2022:

169 635—648 ）在论述权力场域的起源和结构时明确指出，一旦几种

资本通过上文所述的积累和分化过程汇聚在一起，它们之间的等

级与相对价值问题就会自动出现，并导致支配者之间“为了施加

关于支配的支配性原则”和“使支配合法化的支配性原则”而展

开“集体斗争"（Bourdieu, 2011: 129）。对此，我想补充一点：正

是各种资本在城市这个被压缩又被分化的空间之内的物质性共存,

加剧了这种竞争，并为权力场域的充分表达提供了肥沃土壤——

权力场域是依据不同资本种类所支配的领域而清晰划分出来的。

在同一时期，正是在大都市中，企业CEO、著名作家和一流法学

家与参议员、主教和报纸编辑正面相遇并发生冲突。每个人正是

通过按照自己的意象来塑造城市，才在争夺城市主导权的残酷竞

争中努力占据上风。

正是资本在大都市中的聚集、集中化和增长，使大都市成为

历史斗争的主要阵地和筹码。为了夺取或保护资本的斗争，为了

维护或推翻资本等级制度的斗争，以及为了塑造资本的生产、再

生产、转换、合法化等机制的斗争，充斥着城市空间。这些历史

斗争导致了资本的双重竞争：资本对资本的竞争（比如经济权力

对政治权力或宗教权力的竞争）,以及那些没有资本的人及其在政

治场域的代表（左翼政党、社会运动、第三部门活动家、民众骚

乱等）对（无论哪种类型的）资本的竞争。这些内容可以简化为

如下的因果链：

"第1种竞争：来自资本的竞争
/

积累f多元分化f资本竞争

'第2种竞争：来自无资本者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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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关于城市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理论和经验层面都强化

了布迪厄关于他所谓“场域”的社会微观世界之起源的论述；这

些场域诞生自积累和分化的辩证法。相关研究还强调了大都市中

的资本双重竞争，即来自权力场域内部的竞争和来自被剥夺资本

者及其代表的竞争。这是布迪厄与大卫•哈维、尼尔•史密斯

（Neil Smith ）.汤姆•斯莱特（Tom Slater ）等马克思主义城市研

究者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后者看来，只存在一种形式的资本，

即经济资本，因而也只存在一种形式的积累及可能的竞争。布迪

厄（Bourdieu, 1989a）则更进一步，指出许多被认为是支配群体和

被支配群体之间的纵向斗争，实际上是支配群体内部敌对分群之 17。

间的横向竞争（更具体地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分群与文化分群之

间的竞争）。[11]

城市化是一些关键的结构性趋势和社会过程（差异化、自主

化、专门化、垄断化、两极化等）的必要条件。布迪厄（Bourdieu,

2022 ）在论述场域的起源与运转时强调了这些结构性趋势与社会

过程，却忘了像涂尔干主义者那样，将它们植根于其本身的“社

会基质”。这位法国社会学家研究的所有主要场域----按时间顺序

大致为文学、宗教、科学、政治、学术、司法、官僚、经济等场

域——都是在城市中形成的，而且往往是在这些场域所在民族国

家的经济与政治等级制顶层占支配地位的城市中心形成的，这绝

非偶然。所以，将布迪厄城市化（urbanizing Bourdieu ）,能够深

化他关于资本多元化以及（全国性的）社会空间分化为不同场域

的论述。但这样做也揭示了城市所孕育出的无数惯习既有可能与

现实发生冲突（collide ）（以及相互之间发生冲突）,也有可能与现

实相勾结（collude ）（相互结合），因而将动摇布迪厄关于行动的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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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迪厄早期研究的卡比尔传统农业社区，功能分化和社会

分化的水平都比较低，各种形式的资本不是自主运转的，而支配

则是由符号资本驱动的（正如男性“名誉感”所处的中心地位表

现出来的那样，参见Bourdieu, 1965 ）o符号资本给所有社会关系和

空间区分都打上了印记（正如一系列性别对立所证明的那样；这

些性别对立使卡比尔住宅的组织成为神话和仪式的微型投影，参

见Bourdieu, 1970 ）o这样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所产生的（多种）

惯习往往既有内部连贯性——它们被一系列连续且一贯的调节熏

陶所塑造，又有外部一致性——它们在一个由多种同构性对立形

171 成的环境中运作，并且彼此之间和谐一致。〔⑴在这种构型中，社

会行动被顺利地注入对既有物理结构、社会结构和符号结构的复

制中。

迁移到城市：城市是一个经常甚至持续不断地产生认知困

惑、紧张不安和意动发现的地点和源泉；城市用无数的刺激物对

社会能动者进行轰炸，并打开了新的策略可能性。这些策略可能

性结合在一起，使社会行动偏离了顺利再生产的轨道。与格奥尔

格•齐美尔［Simmel, （ 1903 ） 1950 ］对大都市的社会与知觉构成

的著名论述及其在论述中表达出的著名反感相反，［投这些刺激

并没有关闭城市人的精神视野，而是打开了它，并为符号性的混

乱、相互不和谐的性情向之习得、对个人本能需求和欲望的反

身性再思考创造了条件。布迪厄（Bourdieu, 2002: 221 ）本人借用

亚历山大•柯瓦雷关于早期现代科学兴起的经典著作标题，将20

世纪50年代贝阿恩省从小乡村到城镇的精神运动描述为“从封

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的运动。这位《区隔》一书的作者表达强烈

又精心选择地论述了一场由女性（和次子）领导的“符号革命”；

她们在其中扮演着“城市世界的特洛伊木马”的角色（Bourd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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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27 )o [,4]

诚然，职业专门化、阶级分化、族群与宗教隔离、性别区分、

教育分流和邻里封闭如今常常会在城市内部重建出相对独立和同

质化的社会隐居地。这些隐居地维持了惯习的连贯性，并成就了

(各种)惯习沿着其边界的一致性——正如图6所描绘的社会空

间隔离在惯习形成中的角色(见上文，第220页)。[配但是，与 172

主要由血缘和地缘组织起来的乡村世界相比，大都市通过不断地

“打乱”或“混淆”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符号空间的关系——

用布迪厄的说法是对其造成“扰乱M ( brouillage ),极大地压缩了

物理空间，并加剧了符号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错位。这是因为城市

人通常会参加多种自成体系的社会游戏。例如，他们同时或先后

介入家庭、工作、宗教、国家、政治等领域，并参与高度分化的

社会游戏集群中，而每一种社会游戏都有它自己的幻象(illusio )

和信念(doxa)①，可能与其他社会游戏的社会道德要义和信条发

生冲突。城市就是一般化错乱的熔炉(crucible of generalized dis-
[ 16]concertaient )o

然而，在理论层面，布迪厄却对城市化保持沉默。令人难以

置信的是，“城市的"(urban)这个形容词在他长达六年的《普通

社会学》教材中将近2000页的内容里只出现过一次(Bourdieu,

2015: 508, 2016)：在一段旁白中，他断言不存在作为独立研究领

① 这两个词都是布迪厄使用的概念。/7/us/•。常被译为“幻象”，布迪厄用这个

概念强调人们对于社会规则、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内在认同。根据布迪厄的

论述，当人们参与某一社会场域时，他们会接受并遵循这个场域中的规则并

认可其中社会游戏筹码的价值，而这种默契的认同和参与构成了 uillusion

doxa常被译为“信念”，用来描述社会中被普遍接受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信

仰、观点和偏见，并同样作为社会共识的一部分，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态

度和社会位置。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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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农村社会学"或"城市社会学"。城市(ville)这个词出现

了六次，并且只有一段文字简短地提到了将符号空间映现到物理

空间的政治意义。布迪厄(Bourdieu, 2016: 523 )援引古印度史学

家热拉尔•富斯曼(Gérard Fussman )的著作，指出“统治者的社

会哲学体现在城市的布局中……人们可以通过城市的设计来传递

无言的话语，例如将城市作为社会空间的理想分布，将之划分为

不同的种姓、分隔区域、行进路线，并使之遵循确定的秩序，即

理想的等级制秩序”。他还提到了城市的名字，例如斯大林格勒

(作为主权的符号性表达)，以及佛罗伦萨(文化资本在其中“客

体化")(Bourdieu, 2016: 294 )o

同样，“城市”和“城市的”在《区隔》中只分别出现一次,

另外就是顺带提及了两次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在《帕斯卡尔式的

沉思M Pascalian Meditations ) 一书中，这两个词一次也没有出现

过。在《实 (Le Sens pratique )( Bourdieu, 1980a: 189 ) 一书中，

在《时间的作用》(The Work of Time )这一章结尾的一个脚注里，

我们能找到关于空间的以下精彩观察：

城市化将具有不同传统的群体聚集在一起，削弱了相互

之间的控制(甚至在城市化之前，货币交换的普遍化和雇佣

劳动的引入也有同样结果)，导致由集体维持的、因而也是完

全真实建构的名誉信仰崩溃了。

173 在这里，布迪厄将城市化与除了征服之外最伟大的社会变

革一一市场一一所引发的历史性动荡相提并论，而市场的传播

曾引发阿尔及利亚农民不可逆转的"对世界的祛魅"(Bourdieu,
1977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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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布迪厄来说，城市既不是一个理论对象，也不是

—个值得进行经验研究的独特环境，而是“差异化社会”中一一

他喜欢用涂尔干式的语言来描述社会一一行动和制度的视而不见

且不经思考的背景。然而，他所关注的重要文化制度都与城市化

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仅举三例：文学沙龙、艺术画廊和博物馆都

是城市发明，因为它们出现的前提条件是文化资本在物质层面的

高度集中，以及不同类型文化能力的活跃交融——包括客体化和

身体化的文化能力，而这两种特征正是因密集的城市中心而成为

可能的。作为一种独立的评判方式，美学的自主化和制度化是以

城市性为前提的。在唯——段接近于建立这种联系的文字中，布

迪厄（Bourdieu, 2016: 386,着重部分系我所加）写道："我认为，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德累斯顿（Dresden ）①和许多城市大约在同一时

间里出现了画廊，并有作品展出于其中且注定要被观看，那么这

个人就无法理解康德的美学理论。” [17]

我在这里要提出的批评不是条件反射式地肤浅指责布迪厄作

为一个“宏大理论家”应该处理关于现代性的所有核心制度——

布迪厄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他无疑涉足了一系

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经验研究主题。相反，我想指出，将城市纳入

布迪厄的分析视野将极大地丰富他的理论模型，因为这样做可以

帮助详细阐明资本分化和惯习多样化的物质条件与符号条件。布

迪厄（Bourdieu, 2012 ）的讲授课《论国家》中也没有对城市形

式展开持续论述，这是最令人震惊的，因为驱动国家形成的资本

（以各种形式）集中的过程与城市形成的过程是一样的：无论是在

①德累斯顿是德国萨克森自由州的首府，也是德国东部重要的文化、政治和经

济中心。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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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还是在现代史当中，“国家化n ( statification )和城市化都是

携手并进的。在下面这段关于利维坦起源的简述中，我们可以用

“城市”替换“国家”而不改动其他任何内容：

国家的起源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形式的资

174 源实现了一系列的集中，例如信息资源的集中(通过调查和

报告的统计学)、语言资本的集中(某种特定方言实现了官

方化，从而成了主导语言，这样使所有其他方言都成了有误

和越轨的，成了它的劣等变体)。这种集中的过程与剥夺的

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将一个城市作为首都，作为所有这些资

本形式集中的地点，就等于把外省变成被剥夺资本的地方。

(Bourdieu, 2012: 162 )

布迪厄(Bourdieu, 2012: 213 )在讨论查尔斯•蒂利关于第二

个千年期间欧洲资本崛起与国家兴起的著作时，同意“现代国家

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集中过程的产物：作为武装力量的物质资本的

集中一一这与国家有关，以及经济资本集中——这与城市有关”。

但他并没有沿着第二条线索推进，即使他在指出蒂利(Tilly, 1990 )

关于城市国家和帝国城市在现代国家兴起中所发挥关键作用的洞

见之后也没有这样做。布迪厄甚至引用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 )关于“城市起源”的比喻，将国家的形成(或者在此可

以说是任何制度的形成)描述为无数的决定和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逐渐沉淀，并嵌入建成环境的客体性与精神范畴的主体性之中的

过程，进而提出了 "结构约束下的发明"(invention under structural
constraint )这一概念。在查尔斯•蒂利的帮助下，布迪厄指出了

国家兴起和城市兴起的同时性，但并没有将其理论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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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城市隐晦地存在于布迪厄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之中，

这并非偶然，因为现代国家是在与城市的共同构成关系中兴起的。

国家与城市表现出相似的功能：整合与支配、统一化并垄断统一

的方式。城市化是消除乡村身份认同与地域依恋的前提条件；同

样的道理，城市化也是资产阶级文化标准被奉为衡量一切实践的、

看起来中立且普世的尺度的先决条件。请注意，“bourgeois”（资

产阶级）一词源于12世纪的法兰克语burg,意思是“城市”［并在

英语中以borough （城市行政区、自治市镇）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而"bourgeoisie" —词最初指的是城镇居民（town-dweller）。城市

是“符号商品市场统一化”的载体，也就是使支配群体的认知与 175

评判范畴普遍化的载体，同时也是垄断这些范畴的获得方式的载

体。难怪城市是符号革命的舞台。这些符号革命深深吸引着布迪

厄，并体现在福楼拜的文学中、马奈的绘画中，以及贝多芬的音

乐中——有趣的是，却没有体现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他的思想

从根本上是乡村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Bourdieu, 1992, 2014, 2001b,

1988 ）o

城市旋涡中的惯习多样化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城市化如何复杂化、甚至动摇了布迪

厄基于性情倾向的行动理论。这位写作《区隔》的作者提出了一

个基本的社会学定理，即能动者的主观愿望往往与他们的客观机

会保持一致，因而他们往往会按照与社会世界构成方式一致的方

式来行动：命运之爱（mo驴"）①，即对命运的热爱，引导人们去

①“命运之爱”这一概念来自尼采的哲学思想，指对生命中的一切境遇都坚定

热情地接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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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轨迹所赋予他们的东西。这个命题建

立在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的同构性基础之上，支撑着布迪厄关于

卡比尔和贝阿恩社会中亲属关系和社会变迁，以及关于阶级与教

育、品位与日常生活、性别与经济、科学与政治的分析，并在书

籍、文章和课程中不断被重申。⑵］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社会学思维中的一种公理：愿望往

往与客观机会成正比……愿望面向机会的调整适应是通过内

化劳动(labor of incorporation )而实现的 社会化、学习

和社会习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化客观结构的过程；社会

能动者往往使必然性成为一种美德，倾向于欲求他们力所能

及的事情，并认为那是正确的……关于愿望的想法本身会随

着实现该愿望的任一合理机会消失而一同消失不见。这种消

极智慧和符号性的心灵死亡，这种通过逆来顺受而实现的智

慧，是社会行为的基本规律之一，引导人们去拒绝不可能的

事情，甚至不去欲求它，或者借助一种命运之爱来接受必然

性。(Bourdieu, 2016: 266,摘自1984年4月的一次课程)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帕斯卡尔式的沉思》一书中，这

位法国社会学家放松了他的理论束缚，并警告说“我们必须警惕

176 有关希望和机会之循环无法打破的结论”。确切地说，在新自由主

义高歌猛进的时代，“工作不稳定的普遍化”与不再保证相应就业

的“学校教育的普遍化”相结合，“往往会增加匹配不当的情况，

从而产生紧张和挫败。原先，客观趋势和期望近乎完美地相符，

从而使世界体验成为环环相扣的、不断得到确证的预期序列；如

今，这种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n( Bourdieu, 1997: 276,着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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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我所加)o
上述愿望与机会之间的脱耦阻碍了 “关于可能性的因果性”

(Bourdieu, 1974 )o这种脱耦难道不是大都市生活的特征，而仅仅

是新自由主义生活的特征吗？作为城市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

天与无数的社会角色和社会领域相接触，难道不会破坏社会结构

与精神结构的和谐一致，以及不同结构之间惯习的和谐一致吗？

然而，布迪厄(Bourdieu, 2015: 578)在1983年《普通社会学》的

课程中再次回到了 “命运之爱”的范式，并阐述道：

社会理性的诡计之一是，社会能把你高高兴兴地送到它

想让你去的地方；它会让你想去它唯一想让你去的地方，会

让你想去……大多数传记经历都是这样的……这就是所谓的

天职。当然也有例外，而且这些例外非常重要：只需要一个

例外就能改变一切——那就是所谓的自由。

难道城市没有凭借其独特的构成而为人们开辟了多条道路,

并大大增加了这些例外，从而为布迪厄所谓“自由”的传播创造

了社会条件和符号条件吗？按照这位法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说法,

城市是培育多种场域萌芽开花的地方，也是消解“命运之爱”逻

辑的环境，因为它使人们暴露在不和谐的社会化模式中，使他们

服从于相互矛盾的条件和命令，激发他们新的需求和愿望，并将

他们推入相互独立的甚至彼此冲突的多重微观世界中。城市不是

一个单一宇宙，而是一个社会多重宇宙(social multiverse ),这就

要求我们在多重的、交叠的、一定程度上有分歧的社会世界中,

对惯习的运作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化。由此，主观希望和客观机

会的调整适应不能作为实践社会学的原假设。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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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基于农村共同体的团结宇宙而提炼出的社会理论，能否经受

住城市多重宇宙的考验？将布迪厄城市化，为他社会学理论中的

一个核心问题赋予了生动的形式，因而迫使我们寻求弄清这样一

个问题：在城市这种初看起来似乎会侵蚀惯习的内部连贯性并扰

乱其外部一致性的环境中，是什么社会机制在起作用，保证了惯

习最低限度的内部连贯性和持续存在的外部一致性？生于并身处

多重“隶属关系网络”(webs of affiliations,来自格奥尔格•齐美尔

的关键短语)且同时卷入多个“价值领域"(value-spheres,来自马

克斯•韦伯的用词)的城市公民，是如何落入历史的轨道，并为

城市支配结构的持续再生产做出贡献的？以下是对这些问题的五

种理解思路：

(1 )初级惯习的力量(the fbrce of the primary habitus )。初

级惯习根植于被家庭过滤了的性别结构和阶级结构，并压倒

了后来由城市经历层层叠加而成的性情倾向所带来的分裂倾

向。换句话说，由城市生活培育而成的次级惯习、三级惯习

一直处于初级惯习的支配之下。

(2 )惯习的内在动力学(the inner dynamic of habitus )o 其

具有最低限度的连贯性，推动惯习寻求自身的实现条件。布

迪厄(Bourdieu, 2016: 127、205 )借用“莱布尼茨和斯宾诺

莎共用的一个词语”，将其称为仞S (拉丁语的"努力")，

即“一种坚持自身之存在的倾向”，并认为这是所有社会实

体、个人、群体或制度所固有的，能够克服对自身不利的力

量。惯习引导着能动者走向那个会回报惯习冲动的社会世界。

(3 )社会选择的严格性(the stringency of social selection )。

这是由城市制度(其中主要是学校和劳动力市场)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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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拦截不服从或不相符的惯习，并贬损或驱逐该惯习的持有

者。这导致不适合与被排斥的群体不断得到填充，并转向更

适合他们性情倾向的其他制度，进而加强了城市中的一致性。

(4)制度服从于一系列专家的物质性与符号性经营

(institutions are subjected to material and symbolic elaboration by a

body of specialists )o这些专家赋予制度以连贯性、韧性和持久

性。这里的范例是韦伯的科层制，其作为法理型支配的源泉，

是一种独特的城市集群。

(5 )空间隔离、社会隔离和符号隔离(spatial, social, and

symbolic seclusion)o三者共同作用，为位置、性情倾向和实

践注入了连贯性和一致性。从而，城市中宏观层面与微观层

面的隔离，无论是自主选择的还是被迫强加的，都在异质性

中重建了同质性，在社会与文化湍流形成的汪洋大海中重建

了关于稳定性的岛屿。

前四个过程涉及历史所呈现的两种形式，并身体化于惯习、

客体化于制度。第五个过程是一种具体空间机制(specifically

spatial mechanism ),其基础是符号、社会与物理三方面地形学的紧

密同构性。这五个过程共同作用，为城市生活赋予了性情倾向上

的连贯性、位置上的稳定性、实践上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不然

的话，城市生活大概注定要飞向千百个方向，让其中的居民眼花

缭舌L、迷失方向。

不仅如此。城市是各种场域的熔炉，是多重微观世界的摇

篮，而这些微观世界则是社会生活在差异化的社会中分布并组织

而成的。正是这种多重性，创造了自由的空间：“在文化生产场域

的多元性中，在这些场域之间存在的矛盾，或者至少是张力中”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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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 2016: 1011),被支配者找到了一个可把握的机会，并由

此可能逃离他们的处境。就此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场域

的多重性时——1也可能是在谈论城市一一布迪厄写道：“我们所

拥有的不是一个宇宙，而是一个多重宇宙。”⑵］

所以，在布迪厄L Bourdieu, ( 1962 ) 2002 ］童年时代居住的村

庄拉瑟布(Lasseube )中，年轻女性渴望逃离农业省份里的乡村

社会，逃离其中的性别隔离尖锐、情感压抑、家族名誉独裁，那

么她们逃往城市是正确的。城市是一块磁石，是解放的跳板。但

是，城市也是基于性别、阶级、族群性等城市特有支配形式的源

泉。同国家一样，城市其实也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制度：它是从

乡村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场所，但也是那些位于社会空间较

高区域的群体垄断这些解放工具的场所。正如文化生产场域的蓬

勃发展所表明的那样，城市是顶级文化成就的源泉；但是，城市

同时也是掌握必要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少数特权群体专属占有

这些文化成就的地方。与国家一样，城市是通往“普遍性”的门

户，借助社会流动性、制度包容和个人成就等工具而实现；同时,

城市也是私人化占有这些工具的场地，是集体刚性、组织排斥和

个体限制的载体。但同样，城市也是那些将获得普遍性的方式进

行普遍化的可能政策的场所，具体表现在列斐伏尔“城市权”旗

帜之下的多种动员方式。⑵］

179 将布迪厄城市化会丰富和拓展他关于民主政治的社会学研究

(Wacquant, 2005a )o因为正是在城市的多重宇宙中，被支配者可以

利用由场域的多重性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并同各个场域中的被支

配者结成策略联盟。也正是在城市中，多样化惯习的生产和多重

符号框架的习得(人们通过这些框架来建构和评判世界)催生了

反身性。而意识的断裂反过来又会引导人们拒绝自己的命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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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个体或集体行动来摆脱命运。“我们现在能更好地理解’意识

觉醒’的具体作用了：使给定的东西明确显现，由此预设并催生

出人们对给定事物之直接依附的一种中止。这会导致人们对可能

关系的了解(connaissance )与对这些关系的承认(reconnaissance )

之间的分离；从而，’命运之爱’会瓦解为’命运之恨, ( odium

fali) ”,即对自身命运的憎恨(Bourdieu, 1979:271 )。

从许多方面来看，布迪厄并没有成为一位城市社会学家，没

有成为关于城市的研究者，并将城市视为促进文化、知识和政治

的繁荣发展以及潜在地打破人们对给定社会世界的信仰与接受的

一种独特环境和制度组合；相反，他是一位城市之中的研究者。

这令人费解。首先，他年轻时的作品直面乡村共同体的社会转型

和文化死亡，而这些内容是在劳动力市场、学校、大众传媒等城

市制度的压力之下发生的，所以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城乡鸿沟带来

的社会暴力。”4〕在他早期对阿尔及利亚农民随着雇佣劳动的发现

而转变为工业(亚)无产阶级的讨论中，城市是“对世界祛魅”

的场所和源泉[Bourdieu, ( 1963 ) 2021, 1977b 其次，他自己的

个人轨迹，从法国西南部偏远村庄的乡村男孩到巴黎精英学校的

毕业生，让布迪厄能感知到他骨肉里的这一鸿沟。他对巴黎和所

有城市文化(音乐、文学、摄影、绘画、雕塑)的强烈迷恋和狂

热喜爱，使他成为典型的城市人。”5]

我在第一章提到过，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迪厄曾设想

将他当时所在的巴黎南部中左翼城市安东尼改造成一个社会学实

验室，并在其中展开一系列关于城市制度的综合研究。布迪厄委

托让-克劳德•尚博勒东来负责第一阶段的研究工作，而尚博勒

东的精彩构想是在巴黎郊区开展“一个类似于新芝加哥学派的大

项目”，使之“成为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CSE)所有研究人员的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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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地点”（引用自Pasquali, 2018: 239 ）o 市长和一群改革派议

员曾找到布迪厄［布迪厄当时36岁，因1964年《继承人》（les

Héritiers ） 一书出版产生的公共影响，已经在学术界之外声名鹊

起］,请他帮助调查安东尼年轻人的需求和愿望。

经过富有成效的磋商，布迪厄在1966年给市长的一封信中写

道：“这项工作的目标是逐步建立起一个有关安东尼市各方面社会

生活的信息与研究资料库。因此，我计划让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

的所有研究项目都将安东尼纳入在内，以便使您的城市可以成为

田野调查的优先场所。”（引用自Pasquali, 2018: 257 ）布迪厄随后概

述了要处理的议题：人口和居住、青年文化与青少年犯罪、学校

教育、民间医学、住房和“城市性议题”。布迪厄让市政府为研究

的初期阶段提供3万美元（按今天的美元计算）的资金、委派田

野调查对接人，并提供开展调查所需的劳动力。启动一项大规模、

持续多年的城市社会学研究项目所需的所有物质要素和智识要素

都已齐备。但是，该项目在全面启动之前被突然放弃了，而我们

不清楚其中的确切原因（Pasquali, 2018: 290）。［27］

181 取而代之的是，布迪厄把注意力放在了认识论议题［这带来

了 1968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技艺X The Craft of Sociology ）］和

教育议题（最终产出了 1970年的《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

要点》）上，并启动了他对文化生产场域（知识、宗教、科学等场

域）的多年研究计划；在这几年的夏天，他还撰写了《实践理论

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 Bourdieu, （ 1972 ） 2000 ］的

初稿。至于安东尼项目失败的原因，我们只能作一些猜测。帕斯

夸利（Pasquali ）指出了几个可能的原因：崟〕布迪厄已经超负荷

工作，因而只打算指导工作（尽管他是跟市政府进行磋商和担保

的那个人）；研究小组的几名成员获得了教职，结了婚并组建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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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这减少了他们的可用时间；此外，其他人则忙着基于自己的

项目撰写论文；最后，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欧洲社会

学研究中心的等级化程度和集体管理导向也有所减弱。

或许，原因只是布迪厄从未被法国城市社会学中的乏味主题

所吸引。当时，兴起初期的法国城市社会学将城市视作一个独特

的研究对象，在20世纪60年代由雄巴尔•德•劳威(Chombart

de Lauwe )的原始经验主义所主导，在70年代由新马克思主义

对资本和空间的枯燥理解所主导，而到了郊区衰落问题开始流行

于公共辩论的80年代，则由芝加哥学派的舶来思想所主导。⑵]

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布迪厄眼中的城市很可能是一个预先建

构的客体，表达着官方常识，并深陷于他所谓的“自发实在论”

(spontaneous realism ),充满了由行政实体产生的、预先制定的问

题域，而这些问题给科学知识造成了诸多障碍。事实上，1982年

12月，布迪厄(Bourdieu, 2015: 510 )在法兰西学院关于如何构建

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课程中曾说道，提出一个问题需要跨越在分析

层面存在关联的多个尺度，从而确定“可理解性空间”，而这意味

着会违背社会学细分领域的传统命名方式，因此“不存在城市社
A当” [30]
~ZX o

1987年，布迪厄确实重返了城市舞台，发起了一个多尺度的 182

项目来研究1975至1990年间法国住房政策从(为工人阶级)建

造社会性住房到补贴(中产阶级)家庭购买私人房屋的转型，以

及这一转型对正在走向联合的小资产阶级在生存矛盾方面带来的

后果。这项采用混合方法的研究产出了六篇系列论文，构成了

《社会科学研究学报》(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关

于“住房经济”的整期合刊( 1990年3月，第81—82期)。⑶]利

用这项研究，布迪厄(Bourdieu, 2017 )在法兰西学院1992至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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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课程中专门讨论了经济的社会基础，同时围绕新自由主义城

市中的社会苦难进行了团队研究，最终产出了《世界的苦难》一

书(Bourdieu et al., 1993 )o

在失业、工作不安定和社会国家撤退的压力之下，社会结构

和物质结构不断两极化。《世界的苦难》一书即对处于这种社会

与物质结构夹缝位置中的人们进行了丰富而密切的访谈。由此，

这本书不仅试图捕捉基于物质匮乏的生活条件贫困(poverty of
condition ),还试图捕捉位置贫困(poverty of position ),而后者则

是所有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愿望被否定的人群正在遭受的，也是因

审判制度、学校、劳动力市场、法院、社会福利机构，以及他人

的轻蔑目光而造成符号性创伤的人群正在遭受的。与当时的主流

话语相反，布迪厄和他在此书中的22位合著者煞费苦心地将遭受

污名化的城市边缘困境嵌入法国阶级结构和地理结构层面更广泛

的变革中来理解，而这种变革既是那些自我封闭且未意识到自身

政策所带来的人类后果的政治精英所推动的，也被他们所忽略。⑶］

社会学中有一句名言：关于受贬损的遗弃区，其弊病的根源在于

国家的核心，在于国家向新自由主义全能市场神话的屈服。

《世界的苦难》一书中的《场所效应》一章理所当然地吸引了

城市学者的关注(Bourdieu, 1993c: 53—54 )。但是，题为《不同观

点的空间》(The Space of Points of Views )的序章和《国家的撤离》

(The Abdication of the State ) 一章也至关重要。在《不同观点的空

间》一章中，布迪厄(Bourdieu, 1993b: 9 )指出了这本书的关键：

书中访谈的“排列方式是，可能在物理空间中相互接近或发生冲

183 突的人群范畴……在阅读顺序上被安排在一起”。换句话说，这本

书的核心论点就在于其结构本身：能动者对其所处世界的主观看

法(即在符号空间中的位置)植根于他们在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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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位置，即在工厂或办公室、学校、家庭和社区中的位置。因

此，对于此书中所含的个人故事或组织叙事，人们需要进行拓扑式

的阅读。至于《国家的撤离》一章，它揭示了城市周边地带衰败并

遭受毁谤的根本原因：“国家精英”在“集体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理

念”，而这一转变“摧毁了公共服务的理念”，并“将(有可能)被

动员起来的人民转变成由原子化的穷人组成的异质性集群，或者用

如今的官方话语来说，成了 ’被排斥者’的集群”(Bourdieu, 1993c:
220、223 )o [33]

《社会科学研究学报》的住房主题专刊和《世界的苦难》一书

构成了一幅双联画，描绘了凯恩斯主义一福特制在社会空间和物

理空间的中下层区域消亡后，由国家诱发的、以住房为基础的社

会苦难形式——就像《连根拔起》和《阿尔及利亚的工作和工人》

也构成了一幅双联画，描绘了阿尔及利亚农民的消亡和城市(亚)

无产阶级在即将消亡的殖民主义浪潮中的崛起。在此期间，布迪

厄与管理法国新“城市政策”的机构联系密切，而这些机构的任

务是解决新的城市问题，即贫困化和污名化的郊区及其中同警察

之间定期爆发的骚乱冲突(Dikeç, 2007 )o 1993年，法兰西学院收

到了一笔遗产捐赠，由此获得巴黎外围的一座小城堡。这时，布

迪厄曾认真考虑过在里面创建一个城市研究中心(他打算提名我

担任该中心的执行主任)。但是，又一次，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在本书结尾处，我想表达一个遗憾一一这不是个人的遗憾，

而是科学的遗憾。如果布迪厄将城市作为一个独特的多重宇宙来

处理，其实会促使他更好地阐明那些培育各种场域的社会机制，

并考察惯习的多样化，从而赋予惯习以最低限度的内部连贯性和

外部一致性，而这是将社会策略系统化以及将社会世界紧密联系

起来所需要的。布迪厄本可以效仿查尔斯•蒂利(Tilly, 1989),强

245



调现代国家和城市的共同起源，进而强调二者作为普遍性的容器、

化身和假象所具有的同时性。通过这样做，他其实可以指出同国

184 家两面性相称的大都市两面性，即大都市既是摆脱乡村性束缚的

社会解放之地[根据马克斯•韦伯(1921 ) 1958曾引用的中世纪

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lufi macht Jrei )],也是用来镇

压那些被剥夺了享受这种自由所需资本的群体的新剧场。“两座城

市”的命题时不时地出现在公共讨论和学术辩论中，谴责不平等

的加剧和富裕中的贫困丑闻。这不是某种特定局势下才出现的隐

喻。这实际上表达出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大都市的深层双重性:

它同时汇集了富裕和贫困、文化繁荣和社会退化、关于解放的承

诺和关于镇压的现实、包容和排斥；它既是光明的大都市，也是

黑暗的大都市。

总之，布迪厄本可以将城市跟学校、军队等一同纳入某种核

心制度来考察；这些核心制度肩负着“建构和施加共同的构想与

区分原则的工作”，以创建出一个国民社会(Bourdieu, 2012: 592 )o

正是在城市里，臣民学会了如何成为公民。事实上，就像年轻时

的布迪厄在研究阿尔及利亚晚期殖民地和法国贝阿恩省的社会灾

难和历史破裂时“未考虑到”殖民主义国家一样(Poupeau,2018),

城市也作为一种“缺席的存在”，潜伏于已故布迪厄的作品核心之

处。布迪厄是一个潜在的城市社会学家，这由不得他。

注释

[1 ]正如Coquard(2019)指出的，即使对于那些因未能迁移到城市或因依恋衰

落农业区中乡村社会的特定价值观和社会关系而“留守”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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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eorg Simmel [( 1970) 2011 ]有一个美妙的比喻来捕捉物理空间对社会

生活的双重影响，就是“Brücke u〃d Tiir”的比喻，即“桥”(连接)与“门”(开和

闭)。有观点强调了共享物理空间在社会关系和礼仪形成中的作用，参见Klinenberg
(2018)o

[3]我对如何在这种思路下构建稳健的社会科学概念进行了简明的论证

(Wacquant, 2022a: 151—153 )□案例阐述请参见Bourdieu ( 2000 )是如何将住房所有

权的常识性政策问题重构为独户住宅之供应与需求的国家生产这一科学问题的，以及

如何将之重构为作为该政策主要目标和产物的小资产阶级的形态巩固和经济不安定所

带来的政治影响这一科学问题的。

[4]对于布迪厄(Bourdieu, 2015: 207、206)来说，理论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对

现实进行科学建构的图式体系”，而概念则是“用于一系列实际操作的速记法”。

[5 ] Bourdieu et al. ( 1993 )和 Tissot ( 2007 )曾指出这种纵向斗争，Bourdieu
(1993c)、Serre (2009)、Wacquant ( 2009a )和 Dubois (2021 )曾指出这种横向斗争。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右手的重要工具不仅仅有警务和刑事惩罚，还有金融监管和财政

紧缩。

[6] Levine ( 2021 )对波士顿费尔蒙特走廊(Boston's Fairmount corridor )的经济

转型进行了深入的内部研究，以民族志的方式有效揭穿了人们关于统一 “社区” 一致

同意参与“城市开发”的自我神秘化信念。

[7 ] Marco Garrido 在 The Patchwork City ( 2019 ) 一书中论述了菲律宾马尼拉的

各阶级的独特空间分布[通过他笔下的“穿插散布M ( interspersion )]如何塑造了政

治意识和政治行动。另见Sampson ( 2012 )第11章和第14章中关于芝加哥中作为阶

级与族群隔离结构基础的街区迁移的个体与集体模式。

[8]空间污名化和空间士绅化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如果不是直接因果关系的话)

在芝加哥(Ruiz-Tagle, 2016 )、阿姆斯特丹和伊斯坦布尔(Sakizlioglu and Uitermark,
2014 )、爱丁堡(Kallin and Slater, 2014 )、格拉斯哥(Paton et al., 2017 )、波尔图

(Queirôs, 2019 )、多伦多(Horgan, 2018)和悉尼(Sisson, 2021b )都有所记录。在伊

斯坦布尔内城的吉汉吉尔(Cihangir)重建的案例中(Yetiskul and Demirel, 2018 ),有

意利用地域污名来撬动阶级提升与接管的做法十分明显。在大斯德哥尔摩地区，正如

Listerbometal. ( 2020 )所描述的那样，二者的联系催生了新形式的住房运动。

[9]古希腊语"&Y&V”通常翻译为“斗争"(struggle),指的是一群人以竞赛为

目的而聚集在一起。这里的竞赛有两种，表现出社会生活的两面性：一种是体力竞赛

(战争和体育竞技，如奥运会)，另一种是心智竞赛(戏剧、诗歌、政治、哲学等方面

的竞赛)。冲突论政治学认为，冲突既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也是不可还原的。关于冲

突论作为实用主义概念、表现主义概念和策略性概念的讨论，参见Schaap ( 2009 )□
[10]关于在这些不同尺度上(隐含地)使用三元辩证法的例子，分别参见Tissot

(2011 )在街区层面、Poupeau and franois ( 2008 )在城市和区域层面以及Co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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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和Sapiro ( 2013 )在跨国和全球层面的研究。

[11] “历史变迁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不同场域中的支配群体之间的结构性张

力，特别是文化生产场域中的支配群体之间的张力”，包括艺术、政治、宗教、法律、

科学、新闻等场域。这些斗争“可以采取宫廷战争的形式”，例如科学与宗教，或法

律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可以改变人们对世界的构想，从而改变世界，因

为这些斗争动员或解散了根据这些观念而行动的群体(Bourdieu, 2016: 1102 )o
[12]我讨论过惯习的内部连贯性和外部一致性这两个正交属性，及其四重组合,

参见Wacquant, ( 2000 ) 2004, 2022: 299—301 o布迪厄是这样论述(各种)惯习的相

互和谐的：“生活环境的同质化导致了群体惯习或阶级惯习在客观上的同质化，所以

实践可以在任何策略计算和任何对规范的有意参照之外达成一致，并且在没有任何直

接互动、更没有明确协调的情况下相互调整适应/(Bourdieu, 1980a: 98,强调系原文

所加)

[13 ] Simmel[( 1903 ) 1950: 326 ]写道：“大都市类型为自身创造了一个保护性

的器官，以抵御对其造成威胁的外部环境的波动和不连续性所带来的严重破坏。”

[14] Bourdieu [( 1963 ) 2021: 147]在他在阿尔及利亚做的关于工作的调研中，

同样将城市描绘成社会动荡和精神断裂的场所。在迁移自农村的人群中，定居于城市

使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和关系与那些植根于“个体主义和计算经济的迫切要求”的价值

观和关系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剧”。在城市里，移民家庭的小儿子从父亲那里获得了

“解放的社会与经济条件”[(1963 ) 2021: 144]。

[15 ]在Distinction ( 1979: 426,着重部分系我所加)一书中，Bourdieu指出劳动

者“直接体验到的社会宇宙之同质性所产生的封闭效应”解释了工人阶级的“必需品

品位”。这种对“可能性宇宙”的“封闭”意味着社会同质性，其不仅体现在工作领

域，而且体现在居住领域，因而体现在街区或城镇的阶级单调性------种明确的城市

构型。

[16] “用甲场域中某人的纯真视角来描绘乙场域中发生的事情，便很容易产生民

族志上的错乱” (Bourdieu, 2015: 522 )o
[17]在同一段落中，Bourdieu (2016: 386 )强调了 “沙龙作为一项令人惊异

的历史发明”所扮演的角色：“它是男人和女人、艺术家和资产阶级聚会交际的一

种社交形式”，是另一种以城市性为前提的典范。城市的确可以说是一个交融机器。

Bourdieu ( 1958: 56)在他年轻时对前殖民时期阿拉伯城市的研究中，将其描述为

“充满了强烈的社会欢腾，因为它将具有不同社会视野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18] “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新来者都必须面对铭刻在建筑、建造、制度等形

式的客体性中的历史产物。我想补充的是，还有历史产物是被铭刻在以精神结构为

形式的主体性中的。同样的道理，发明、创新、进步、改造，都是约束下的发明。”

(Bourdieu, 2012: 218 )
[19]即使他在总结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 )的作品时曾指出，“城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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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完全或部分自治的政治实体，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Bourdieu,
2012: 301 )o

[20 ]这尤其在他的重要论文“Class Future and the Causality of the Probable” ( Bourdieu,
1974 )以及书籍Distinction ( Bourdieu, 1979: 271 )中有清楚的表达：“品位是命运之

爱的典型形式。惯习所产生的表征和实践总是比它们看起来更适应于客观条件，并且

它们也是客观条件的产物。”

[21]换句话说，城市大大增加了惯习“形成的客观条件”与惯习“实现的客观

条件”相背离的情形，因而大大增加了 “滞后”或“差距"(décalages),即惯习和世

界“不同步”(déphasés )或“不协调”(Bourdieu, 2015: 380—382 )o
[22]我到目前通过文本搜索能确定的是，这是“多重宇宙"(multiverse )这个词

在布迪厄所有主要著作中唯一一次出现。该词是对多个微观世界所构成宇宙的恰当描

述，而微观世界(microcosms)则是布迪厄(Bourdieu, 2022 )给自己•一本关于田野的

未完成著作所起的书名。

[23] “这种普遍性的形成条件和积累条件，同国家精英的形成是分不开的，亦

即同对普遍性的’垄断者’种姓的形成密不可分。基于这一分析，我们可以设想出

关于将获得普遍性的条件进行普遍化的一种项目”(Bourdieu, 2012: 162 )o有关Henri
Lefebvre ( 1968 )“城市权"宣言的多种可能解读，参见Marcuse, 2014；关于这一宣言

50年后在不同国家的各种遗产，参见DemaziMe et al., 2018o
[24]布迪厄始终对乡村的社会世界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大部分假期都是

在贝阿恩的家中度过的)，关注乡村与城市的失败对抗。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在新e
Weight of the World ( Bourdieu, 1993 ) 一书中，有两章内容是关于他年轻时所在村庄

的农学家的；布迪厄资助了几位研究乡村制度的学者，其中包括Patrick Champagne.
Sylvain Maresca、Marie-France Garcia-Parpet 以及 Afrânio Garcia;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布迪厄还将他年轻时对农民社会的研究以The Bachelors' Ball ( Bourdieu, 2002 )为题

再版。

[25 ]在 Pierre Caries 的电影 Za Sociologie est un sport de combat ( 2001 )中，布

迪厄表示他对城乡鸿沟的肉体性曾有痛苦的感知。他承认，自己在努力抹除浓重的地

方口音(这是乡村性的标志)之后，便对这种口音越来越反感。

[26 ]在这个研究项目的初步阶段，Chamboredon和Lemaire发表了经典论文

"Physical Propinquity and Social Distance: The Housing Estates and their Population" ( 1970 )o
在有关社会混融的住房政策成为风尚之前半个世纪，这篇文章就对这类政策展开了尖

锐的社会学批判。Chamboredon 也发表了论文“Juvenile Delinquency, an Essa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bject" ( 1971 )o Pasquali ( 2012 )利用个人存档和机构档案，重现

了布迪厄曾如何构想、磋商并指导这个“宏伟而短暂的项目”。

[27]在这种情形下，布迪厄对城市感兴趣的另一个迹象在于，他同意为报刊M
Monde 围绕 Henri Coing 的书籍 Rénovation urbaine et changement social 撰写一篇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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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 1967 )0在书评中，他强调了住房与生活策略之间的联系，这与他在阿尔

及利亚的研究一脉相承。

[28 ]来自2022年1月13日的私人交谈。

[29]这是一个粗略的划分。关于更完整、更详细的法国城市社会学全貌，参见

Amiot, 1986; Stébé and Marchai, 2010; Topalov, 2013。但总体不会偏离我的主要观点。

[30] Bourdieu (2015: 5909—5910 )在论及不存在“农村社会学”这一领域时也

顺便提到了这一点：乡村社会的决定因素并不存在于乡村内部。

[31 ]这一期内容是以1988年法国全国家庭津贴管理局(Caisse nationale des
allocations familiales,负责管理家庭津贴的机构)委托撰写的一份油印报告(Ducourant
and Éloire, 2014)为基础的，并经过重新修订和扩充后出版为书籍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Economy ( Bourdieu, 2000 ),成为重写经济人类学基本原理的经验

抓手。

[32]这本一千多页的巨著在一年之内就卖出了十多万册，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迫使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回应书中对其行为的控诉。保守派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不得

不公开敦促他的内阁成员阅读这本书，并对书中的研究发现展开反思。

[33 ]早在 20 年前，Bourdieu 和 Boltanski 就在 1976 年发表于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上的长篇文章"The Production of Dominant Ideology"中分析了国

家管理者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社会基础和预兆。这篇文章在2008年重新出版为同名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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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将布迪厄带入中国城市:

对华康德教授的访谈

在《城市中的布迪厄》中文版即将付梓之际，本书译者

在美国加州伯克利拜访了作者华康德教授，并就书中内容进

行了访谈。华康德教授的翔实回答与补充对于中国读者理解

这本书助益良多，因此将访谈内容以附录形式收于本书中文

版。该附录的标题由华康德教授拟定。

陆兵哲（译者）：非常感您安排这次会面。作为《城市中的布

迪厄》一书的中文译者，我在阅读完这本书并完成译稿后，有一

些问题想请教您，我想这应该也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您的

思想。

华康德（作者）：不用客气。我很高兴看到《城市中的布迪

厄》能以中国读者自己的语言出版。对我来说，这次访谈也是一

次跟中国学者对话的机会。

陆兵哲：我们从这本书中的几个术语开始吧。例如，这本书

的一大亮点在于对国家（state）的强调，试图将国家重新带回当今

的城市研究中。但有趣的是，您似乎在有意避免城市政治经济学

对国家的处理方式。由于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城市研究中非常有

影响力，所以您能不能谈谈您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或者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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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城市研究思路？您笔下的“国家”跟那些作品中的“国家”

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什么？

华康德：没错，我对国家的理解跟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有很大

不同。我把国家视为一种"分类与分层机器"(a classifi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machine )o在我看来，作为分类机器的国家是灌输思

维范畴的国家，不断塑造着人们对社会世界的认知。就像皮埃

尔•布迪厄所说的那样，国家是“符号权力的中央银行M ( central
bank of symbolic power )o但是，城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忽略了

国家的符号维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忽略了国家的最根本特征,

亦即作为最高符号权力的特性。至于作为分层机器的国家，我想

说国家并不是在城市不平等和边缘性发生时才在下游阶段采取行

动的，而是在城市二元分化与城市贫困产生的上游阶段展开着各

种行动。国家在分配教育、住房、公共安全等重要资源和包括资

格认证在内的关键资本形式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国家本身

是一个分层机器，跟市场和家庭一样。

在我看来，我们必须结合分类和分层这两个维度来讨论国家。

这样一来，我的国家概念跟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的传统概念都

明显不同——前者将国家视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后者把国

家仅仅视为管理城市的一系列科层制机构。另外，关于国家，我

还有一个观点，也是我借鉴布迪厄关于国家的左手与右手的观点。

这个观点把国家在弱势群体中扮演的两种角色结合起来。在右手

一边，国家负责规训和惩罚，这个层面体现在警察、法院、监

狱、军队，以及控制着公共开支的预算部门。这是关于国家的右

手。而国家的左手则是援助和保护那些被剥夺了资本的人群的部

门和项目，例如公共住房、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社会福利等等。

我试图把国家的这两只手结合起来，思考它们与弱势群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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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揭示这两方面是如何对资源和人群进行分类和分层的，以及

是如何生产并管理城市边缘性的。

陆兵哲：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中，国家类似于资本的代理人

一样在采取行动，特别是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行动角色。

那当您从上面所说的这两个方面来谈论国家时，您是否将其视为

一种自主的事物？

华康德：我认为，要对国家进行恰当的社会学研究，就必

须承认国家的自主性。当然，国家的自主性因历史和社会情境而

异。有的国家有很强的自主性，有的国家则深深嵌入其公民社会

中——就像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社会学家彼得•埃文

斯(Peter Evans )在理解经济发展问题时用的“嵌入式自主性”

(embedded autonomy ) 一词所形容的那样。有些国家自主性程度

高，有些国家自主性程度低，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国家自主性视

作一个变量，并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国家所拥有的自主性程度及

其嵌入程度。但是，我也借助布迪厄的“官僚场域”概念来指出，

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斗争空间。国家的左手和右手

之间存在斗争，这尤其体现在政治力量与社会运动之间的斗争。

这些斗争围绕国家的边界应该怎样划定、延伸到哪而展开，例如

国家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总之，国家本身就

是国家之外的行为者同国家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家内部增加

保护的倡议者和强化规训的支持者之间斗争的结果。

陆兵哲：除了 “国家”概念之外，您在这本书中对“贫民窟”

和“超贫民窟”的论述也非常精彩。然而，您似乎暗示了如今新

自由主义时代的超贫民窟比福特制一凯恩斯主义时期的贫民窟更

加悲惨和缺乏希望。那么，这里面是否会存在一种怀旧情结，甚

至是对历史上贫民窟的浪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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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康德：我目前正在写一本书，标题为《贫民窟的两面性》

(The Two Faces of the Ghetto )o在这本书里，我尝试为“贫民窟”

发展出一个稳健的分析性概念，这种概念不同于该词在日常讨

论、政治辩论和学术探讨中的普通观念。我试图建立并推动的，

是对这个术语的分析性用法，而非某种修辞性用法或隐喻性用

法。其中的区别在于，修辞性用法致力于说服，隐喻性用法致力

于阐明，而分析性用法则致力于描述、阐释和解释。我也构建了

一个关于贫民窟的韦伯式理念型，它由四个要素组成：一是污名

(stigma ),也就是有一个含有污点甚至遭人惧怕的人群；二是约束

(constraint ),也就是强迫这个被污名化的群体居住在一个保留地带

中；三是空间限制(spatial confinement ),即通过约束来迫使这一

人群居住在这个地域，因而使得这个地域上的种族变得单一；最

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被污名化的人群在这一地域之内可以发展出

自己的并行制度(parallel institution )o

当你有了这四个要素，你就拥有了一个完整的贫民窟。这个

贫民窟在城市中扮演着两种角色。首先是经济榨取，即占支配地

位的群体从那些生活在贫民窟的人群中榨取经济价值。其次是社

会排斥。简单来说，贫民窟居民身上背负的污名被转化为关于该

群体不洁的集体信念，使这一群体成为支配群体不愿接触的群体，

尤其是不愿建立亲密关系。那么，贫民窟就既是一种榨取经济利

益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排斥工具。我曾指出，16世纪欧洲

的犹太人贫民窟、20世纪美国芝加哥的黑人贫民窟、20世纪初

日本城市中的部落民街区(Burakumin districts )都实现了这两个

功能。

这意味着，贫民窟是一种历史性动物，只有当支配群体需要

从属性的、被污名化的群体时，它才会存在。所以后来美国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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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崩溃了，发生了内爆，是因为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

大都市不再需要无技能的黑人劳动力，黑人贫民窟不再扮演劳动

力蓄水池的角色，失去了经济榨取的功能。此外，美国的民权运

动也动员起来反对法律上的种族分隔，终结了空间层面的隔离。

随着这种贫民窟的内爆，黑人中产阶级得以逃出贫民窟并创造他

们自己的街区，而黑人底层阶级则陷入了崩溃的贫民窟里。但是

要注意，由于这种空间聚集体不再具有经济功能，所以失业、非

法经济、单亲家庭和领取社会福利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这种被排

斥空间也就成了一个充满危险、破败和绝望的世界。

这就造成了我所说的“超贫民窟"(hyperghetto)。所以，超贫

民窟是一种不同于我所说的共同体贫民窟(communal ghetto )的
城市物种。但我也特别写道，我们在这里必须小心一点，不要把

过去的共同体贫民窟浪漫化，因为那种贫民窟同样是支配的工具。

然而，它有它自身独特的两面性：它有支配、不平等和限制生活

机会的一面，也就是我所说的贫民窟的垂直维度；与此同时，它

也有一个水平维度，也就是互惠和尊严的维度。在文艺复兴时期

欧洲的犹太人贫民窟和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黑人贫民窟里，人

们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地盘，他们在那里面能找到家的感觉。在犹

太文学和黑人文学里，都有关于人们在贫民窟中感觉受到保护、

对贫民窟有自豪感和依恋感的美好描述。为什么？因为贫民窟对

他们来说是一个保留空间——犹太人贫民窟是一种“基督教城市

里的犹太城”，那里面只有犹太人；美国的黑人贫民窟是一种“白

人城市里的黑人城”，那里面只有黑人。在这个保留空间里，犹太

人、黑人或部落民可以体验到团结、互助和尊严。所以我们必须

看到贫民窟的这一维度，并理解它在动员这些群体应对族群宗教

排斥和族群种族支配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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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不是要美化、赞赏或合理化某种制度，而是剖析这

个制度并理解它是如何运转的。我尝试做的是构建清晰的概念,

但是我不想作道德评判——我不想说哪个是好的制度、哪个是坏

的制度。我在《种族支配M Racial Domination ) 一书中更明显地

提出了这一点。我认为社会学家的工作不是进行道德评判。社会

学家不是道德家，不应该去说哪个制度是好的、哪个制度是坏的。

社会科学家应该描述那些构成某个制度的要素，去解释这种制度

是如何运转的，并挖掘这个制度在更广泛的社会制度中所发挥的

功能。总之，社会科学家不是来作出评判的。他们应该避免我所

说的“审判逻辑n ( logic of the trial ),即专注于判定谁是好人、谁是

坏人、谁有罪、谁无罪。这是我们应该留给道德家、哲学家、政

治家和普通公民去做的事情。

陆兵哲：整体上看，我们在《城市中的布迪厄》中可以明显

感受到将布迪厄构建为一位城市社会学家的努力。但是，这一努

力是从他的空间理论开始的。这样一来，我们很容易将本书简化

为布迪厄的空间理论在美国城市语境中的应用，而不是将之理解

为对布迪厄的城市社会学本身的阐发。您能否就布迪厄的空间理

论与城市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方面作一些补充？

华康德：城市研究现在分成了对立的两极。一些人在做关于

城市的研究(study #the city )。这些人认为城市是一种独特环境,

城市是他们的研究对象。而城市研究领域的另一些人所做的是城

市中的研究(study in the city )o他们没有看到，或者说没有兴趣

把城市看作一种独特环境。这些人对两性关系、资本主义工业化、

环境政治、法律等议题感兴趣，而将城市理解为一个场所，一个

有助于他们探究这些社会过程的场所，因为这些议题在城市中表

现得非常充分和明显。相应地，关于作为城市理论家的布迪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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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两种解读方式。你可以说，通过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

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布迪厄为我们提供的是理解和建立拓扑社

会学的工具，一种考察这三个层次之间动态转置和关联的社会学

思想。那么，这个三元辩证法适用于农村、城市、郊区，适用于

中心地区、边缘地带，适用于全球北方，也适用于全球南方。然

而，由于它接纳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连续性，所以你可以说它终

结了城市社会学。这一分析工具让我们将城市社会学纳入更广泛

的拓扑社会科学中，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意味着城市社会

学的消失。但是，你也可以说布迪厄为我们提供了用于立足于城

市来展开探究的工具，进而将城市视为一种独特环境。布迪厄显

然不是城市社会学家，但是我想说，如果你沿着他关于“差异化

社会”之历史趋势的学说，你会发现城市的独特之处。具体而言,

在制度或结构层面，城市是资本积累的地方，是资本分化为经济

资本、司法资本、官僚资本、艺术资本、学术资本等相互竞争的

资本形式的地方。并且，所有生产和再生产这些资本形式的制度

或机构，包括学校、司法、艺术机构、国家等等，它们在哪里发

展壮大？是在城市中。所以城市是资本分化的地方，也是不同场

域出现的地方。这是就制度层面而言的。而在行动者层面，大都

市是有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感受方式、不同行为方式的人群汇聚

的地方——或者说，是有不同惯习的人群持续相遇的地方。城市

是一个人口密集、异质性高的环境，其中有大量来自不同社会历

史的人，所以城市中充满了阶级、种族、宗教、政治等方面的差

异。在乡村社会，宗教、种族和阶级则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乡村

里的人很少遇到那些在日常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方面对他们构

成挑战的人。相比之下，城市是一个不断制造社会困惑的环境。

城市里的人必须不断反思自己的存在方式，因为他们持续遇到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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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不同惯习的人。所以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看，城市是不同惯

习交汇的地方一一不同的惯习在其中相互交融，也相互冲突。总

之，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行动者层面，无论是在结构、场域、

社会空间层面，还是在个体的感知、理解和行动图式方面——或

者说在惯习层面，城市都有其独特之处。

所以我认为，一方面，布迪厄为我们提供的工具消解了城

市社会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布迪厄也给了我们真正立足于

城市来做研究的工具，帮助我们阐明了一个独特的城市概念。这

一城市概念对芝加哥社会学派、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

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学说的传统城市概念提出了挑战。那么你

怎么看？我在书中作了谨慎处理，没有表达立场，而是让读者自

己决定。两种解读都是合理的，两个方向都行得通。但我想告诉

我的中国读者，我倾向于第二种理解角度。我最近在做的一项田

野调查，是关于美国加州北部两个县刑事法院的民族志研究。我

在《城市中的布迪厄》里提出的论点在这项研究中被例证，即警

察、看守所、法院，甚至是城市之外的监狱，都是典型城市制度

(quintessentially urban institution )o 当前，城市社会学家完全忽视了

看守所(jail )o在美国或者欧洲，看守所就位于城市的正中心，在

管理贫困、族群性和各种形式的暴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监狱(prison)通常位于城市的外部，就像城市的卫星一样，是承

载城市人口、文化和混乱溢出的容器。监狱是大都市中被驱逐到

偏远农村地区的一个组块。警察、法院、看守所和监狱制度所针

对的对象，是在阶级秩序和族群秩序中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也

就是在物质秩序和符号秩序中都被边缘化的群体。那么，如果不

了解警察、法院和看守所，你就无法理解城市边缘性。因此，我

提醒研究城市的学者，他们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城市制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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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我的法院民族志研究看作是同时对法律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

的贡献。

陆兵哲：说到“关于城市的研究”和“城市中的研究”，您

能否给年轻的城市学者一些建议，让我们在聚焦于某个具体的城

市现象来展开研究时，能真正贯彻“关于城市的研究”而不落入

“城市中的研究”？

华康德：我经常鼓励学生采取广泛的方法，来让“社会空间”

和“物理空间”等概念发挥作用。很多情况下，甚至在我自己的

作品中，人们都是在研究社会空间的特定区域，或者物理空间的

特定区域。例如，就城市而言，学者可能会去研究贬损街区或者

看守所，也就是我在做的研究。但必须永远牢记，我们需要为我

们关注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特定局部反复寻求其在整个空间

范围上的定位。这意味着我们总是需要将富人街区和穷人街区联

系起来考察、将精英与贫民联系起来考察。就刑事法院而言，这

体现在法官和检察官这类权势显赫的人物与城市贫民这些被遗弃

的人群之间的直接相遇和冲突。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不断探寻上

层和下层、声望和污名、富人和穷人、高档街区和破败街区之间

的联系。

我也邀请学生们追问，国家是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成了

分层和分类的首要引擎？哪怕一些现象看起来跟国家无关，看起

来是一个私人公司或私营企业的行动，也要思考国家如何参与生

产了这些现象。事实上，国家即使不直接参与某一特定职业、实

践或制度，通常也会为该实践、制度或组织得以存在的可能性设

定科层制环境和司法条件。例如，国家作为一个巨大的影响因素,

为城市中的私营建筑公司和房地产公司设定了其行动可能性的条

件，也限定了它可能采取的策略。除此之外，即使是私人物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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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其实也总是依赖于公共物品的供给而实现的。举一个很常见

的例子。人们进入体育场观看体育赛事，这显然是私人行为：他

们自己决定去一家私营的体育场，观看一场私营商业足球比赛。

但是，人们可能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体育场，也享受着警察

提供的安保，并购买一些由国家监管下生产的商品。至于体育场

的建设与运营方面，土地和资金则需要依据某种公共规则和制度

框架来获得。所以说，个人行动和私人活动的可能性都是有公共

条件的。因此，我想邀请城市研究的学生多去关注公共和私人的

二元性及其相互交织。

最后，我想邀请做城市研究的学生多去亲身了解他们所研究

的现象。即使不做民族志研究，研究者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具体

地接触他们的研究对象。还是以私营建筑公司为例。如果要研究

这些公司，那么研究者没有理由不去拜访这些公司、跟里面的人

交谈、参加建筑师的年会。所以，我们需要经常走出去，去触碰

各种现象、直面各种现象，哪怕只是做几次微不足道的访谈。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再尝试将高度抽象的分析工具、概念、理论和

模型同这些近距离的实地观察结合起来，即使这些观察并非完善

的民族志。你可能研究移民、住房、交通、街区拆迁，或者研究

市政府对科层制规则的执行、公共空间中的性别关系，无论你研

究什么，都要试着获得最直接的感受，把研究对象当作一种有血

有肉的、活生生的现象，而不仅仅是纸上的抽象概念。

陆兵哲：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布迪厄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当学者谈论城市和空间时，第一

个想到的理论家通常是亨利•列斐伏尔。但是您在这本书里几乎

没有提到他，而只有在开头一小段话里将这两位空间理论家作了

一些比较。不知道您能不能再补充一些布迪厄的空间理论与列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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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的空间理论之间的区别？

华康德：我的一个遗憾就是我没有在这本书的正文里列一个

专栏来对布迪厄和列斐伏尔作深入的比较和讨论。我总是被问到

这个问题，因为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和列斐伏尔的理论确实有表

面上的相似之处。我在述及布迪厄的空间理论时使用“三元辩证

法” (trialectic )这种表达，以捕捉在理论分析层面和经验现象层面

都各不相同的“空间”之间的三元互动。在我看来，布迪厄的三

元辩证法和列斐伏尔的三要素(triad)之间没有太多关联，也可

以说，列斐伏尔的空间三要素被包含在了对符号空间本身的理解

中。列斐伏尔的空间三要素由空间在意识中的三个方面构成，即

街道上普通人的意识、城市规划师的意识，以及城市管理者的意

识。这与城市空间的现象学有关。或者说，列斐伏尔的“感知的

空间”“构想的空间”和“生活的空间”是空间现象学的三个方面,

而我把空间现象学归到符号空间的范畴之下，因为它是关于能动

者如何感知、生活或构想空间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布迪厄

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包含列斐伏尔的空间三要素，而后者只是前者

的一部分。我知道列斐伏尔也使用“社会空间”这个术语，但它

跟布迪厄关于“各形式资本的多维度分布”这种社会空间概念有

很大的差异。所以说他们二人尽管在用词上有相似之处，但对同

一术语的用法却不尽相同。总之，我认为空间三元辩证法包含空

间三要素。我很遗憾我没有把这一点展开写成三页纸，因为那样

读者就能马上理解了。

陆兵哲：这就是访谈和附录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了。最后一

个问题是关于这部作品的应用范围的。说实话，这本书在经验材

料方面相当“美国”，比如书中讨论的都是种族、犯罪、移民等主

题。关于将这本书的内容，或者说将布迪厄的城市社会学思想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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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全球南方国家方面，不知道您有什么看法？

华康德：对布迪厄的第一种解读，也就是关于空间三元辩证

法的拓扑学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直接应用于世界上的任何物

理地点、任何大陆、任何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认知世界

的能动者，就有符号空间；只要有各形式资本的分配，就有社会

空间；而任何地方都有其物理环境，也就有物理空间。然后，关

于第二种解读，也就是将城市视为资本积累和分化场所的这种解

读，那就要引入当地历史和地方元素来拓展应用。每个城市都会

面临在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中分配人群的问题，但是分配原则会

有所不同。也正因此，资本的积累和分化在各个国家和社会中有

不同的展开方式，其所造成的不平等形式也不一样。例如，在印

度的城市中，贫困现象非常严重且普遍；印度城市里的大多数人

都很穷、很多住房都破旧不堪、基础设施也普遍不足，并且大多

数人的生计方式靠的是非正式经济。不稳定性(precarity)、公共

基础设施的缺乏、非正式性(informality ),这是全球南方城市的三

个关键特征，使得其处理边缘性问题的方式有它自身的特点。但

是，你可以将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概念稍作修改来完美地应用于

这些独特性：无论在哪，都有政府需要处理的问题人群；尽管地

方政府的权力比较弱或缺乏理性化，但仍有一些将人群分配到特

定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中的制度和机构，也存在将这些人群视为

越轨或危险群体的观念；城市中也都有一部分是属于财富特权和

权力特权的。世界上不平等程度最高的那些城市大多位于全球南

方。对此，你只需要将一些概念加以改编、调整和转置来适用于

经验现象的当地环境，不论是全球北方还是全球南方。这里需要

做的是分析性转置(analytic transposition )o分析性转置不是复制，

而是通过改造和调整来适应当地的状况和问题。这意味着即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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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完全不同，但分析模型可以是相同的，只是增加了新的变

量。再举一个例子，从我对中国的一点了解来看，流动人口的管

理可能是地方政府的核心问题之一。地方政府的一大部分行动可

能都是针对流动人口的，因为这些群体既是城市所需要的，但又

给城市秩序带来了不稳定或造成诸多问题。对于这个议题，你仍

然可以使用同一种三角分析模型。在这本书里关于国家、阶级和

种族之间关系的三角分析模型中，你可以把“种族”替换成“本

地人/外地人"(insider/outsider ),或者替换成韦伯意义上的“身

份n ( status ),以应用于具体的情境中。如果说“阶级"(class)是

从物质秩序方面界定不平等和身份认同的，那么“身份”则是从

符号秩序层面捕捉到了这些内容。我认为国家、阶级和身份之间

的三角关系是地球上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角落者'存

在的，而我们可以借助布迪厄的“官僚场域”和“符号权力”等

概念来理解中国、印度或巴西的国家，而借助“社会空间”的概

念来理解阶级和身份及其相互关系。总之，我们需要将经验分析

结果同分析模型或抽象理论范畴区分开来，并且需要做转置工

作——再次强调，转置不是复制、模仿或者影印已经完成的东西,

而是使概念与当地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相适应。

陆兵哲：关于理论概念与经验解释之间的关系，我还比较好

奇的是，您是先对布迪厄的理论有了深刻的理解，然后有意识地

挖掘它对您的经验发现的解释力，还是在您先做完经验研究之后,

发现了这些理论的分析潜力？

华康德：我在巴黎大学(Paris University )读本科的时候就

第一次读到了布迪厄的著作，也是在读文学学士学位时认识了

他。在开始我的第一项硕士研究之前，我就对布迪厄的作品有了

很多了解。我的第一项硕士研究题目是《学术生产与社会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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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一所精英学校的另类历史》(Academic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An Elite School ),研究的是巴

黎高等商学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Commerciales )------我曾在

那里读经济学和商学。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在运用布迪厄的工具

来搭建我的研究课题。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在伯克利的校园中

也教授一门布迪厄研讨课，学生们把这门课称为“布迪厄新兵训

练营( Bourdieu boot camp )o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每次我开设关于

布迪厄的课程时，我总能发现新的东西，总能在他的论述中发现

新的层次、新的观点、新的联系。所以他的作品对我来说总是新

鲜的。

我也想邀请各位中国读者在他们的研究课题中运用布迪厄的

学说。布迪厄的作品不是供人瞻仰的圣典，而是建构新研究对象

的实用工具，用来在社会世界中发现一些不借助它们就无法发现

的新面向。我认为这是布迪厄和其他许多纯理论家之间的主要区

别之一。这里说的纯理论家是诸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

卢曼(Niklas Luhmann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等学者，他

们不借助自身研究同经验现象之间的联系或关切来开展工作。相

比之下，布迪厄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经验研究学者，他做过的经验

研究涉及数十个主题。他的作品不仅是对反思社会学的导引，不

仅是对学理工作、智识目标或者理论事业的导引，而且也在引导

我们借助他的学说和概念，来针对具体的经验现象创造出新的研

究对象、发现新事物、发展新的描述、提出新的解释。

陆兵哲：谢谢！这个邀请是一个很好的访谈结尾。我相信您

在这次访谈中分享的丰富观点和补充将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理

解《城市中的布迪厄》这本书。再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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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本书作者华康德目前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社会学系教授。在这本《城市中的布迪厄》出版之前,

华康德教授仅有一部著作被译成了中文，即他和他的导师皮埃

尔•布迪厄合著的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o这本书的中

文版由李猛、李康两位先生联袂翻译，先后以《实践与反思：反

思社会学导引》和《反思社会学导引》为题出版，在国内学界广

受欢迎。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读者长期以来对华康德的主

要印象是一位社会理论家。事实上，华康德教授更是一位卓越的

经验研究者，深耕城市民族志多年。他在城市贫困、种族问题、

犯罪与司法等领域有深厚的研究基础，并出版了大量经验研究著

作，包括《贫困监狱》(匕es Prisons de la misère, 1999 )、《身体与灵

魂》(Body and Soul, 2004 )、《城市放逐者》(Urban Outcasts, 2008 )、

《惩罚穷人M Punishing the Poor, 2009 )、《“底层阶级”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he "Underclass", 2022 )等等，当然也包括 2023 年初

出版的这本《城市中的布迪厄》(Bourdieu in the City )o在这本书

中，作者发展了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符

号空间三元辩证法理论，并将之贯彻到关于城市边缘性、刑罚国

家、种族不平等、(超)贫民窟等社会现象的分析中，由此展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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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的学说在城市社会学中的重要价值，也为城市社会学研究

探索新的思路。该书中译本的出版有助于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社

会学家华康德的研究，也有助于了解西方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进展。

在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刚刚面世的时候，我就阅读了部分章节。

尽管法国学者的写作风格使阅读体验绝对称不上愉快，但书中对

于城市社会学的洞见、对布迪厄理论的创新解读，以及作者基于

自身研究所作的理论抽象与经验现象之间的分析性连接，都让我

感受到本书的巨大引介价值。并且，我当时正在准备前往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的联合培养项目，因而有机会同作者见面交流，这

对任何译作来说都是一件难得的助益。正是这样的机缘，让我有

幸成为这本书的中文译者。然而，不论华康德还是布迪厄，都是

精于复杂句式与文字修辞的语言高手。由于才学有限，我在翻译

的过程中时常陷入保持中文的连贯通顺与保留原文的精确表达之

间的两难境地。考虑到这是一本学术专著，当感到难以平衡时,

我倾向于最大化地忠实于原义传达方面的精确性。这有时不得不

牺牲中文阅读方面的便利，还请读者谅解。除此之外，同样出于

学术表达精确性的考虑，针对作者在书中对布迪厄的直接引用文

段，我都回溯了布迪厄著作的法语原文语境以尽量减少我可能的

误读，并就我们中国读者可能不熟悉的内容以“译者注”的形式

作了补充说明。尽管如此，由于个人才疏学浅，书中尚有许多不

足与纸漏，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翻译工作适逢我在伯克利访学，作者华康德教授在此

期间同我多次见面讨论，并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帮助减少了翻

译方面的误解。华康德教授还邀请我到家中做客，而我正是在这

次拜访中完成了附录中的作者访谈，在此特别感谢华康德教授的

热情和慷慨。我还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吴书勇编辑对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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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和对我的信任，以及在翻译过程中给予的指导。吴老师专

业的学术书籍编审能力和严谨细致的敬业精神是本书质量的重要

保障。在翻译中，我还获得了多位前辈与同仁的帮助，特别是南

京大学的金毅老师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吴苏老师。他们在试读译稿

后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并且同他们二人的讨论对我深化理解这

本书有很大的帮助。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张浙航、蒋西西

两位同仁在我访学期间的陪伴与帮助，我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收获

了许多社会学与城市研究方面的新知。

事实上，我在一年前读到该书英文原版时，由于有较重的科

研压力，又深感这本书翻译不易，所以我最初对于是否要担任本

书译者非常犹豫。在此，我想感谢我的妻子李晶文给予的鼓励,

让我决定来翻译这本书；我更要感谢她对我出国访学的支持，让

我有同作者直接交流的机会。谢谢她的信任、包容与守候。

译者陆兵哲

2024年4月19日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Do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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